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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发展和跟进。而知识的传承，学术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译丛·大师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与思想界以及业界精英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西方方兴未艾之际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以免长期在黑暗中自行低效摸索。

将近十年前，在何道宽教授与我的发起和主持下，在司马兰女士的大力支持下，“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开始启动，至今已推出十来种名著的中译本，在学界也较有影响。这首先是何道宽教授的贡献，作为英语科班出身、口译笔译俱佳的高手，依然投身于传播学经典的引进；退休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每天清晨起床开始工作，每年推出好几本译著，而且专攻技术学派（何老师称之为“环境学派”），不但包办了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作的所有中译本，而且还延伸到保罗·莱文森等当代名家。

记得何老师说过，他热爱传播学学术翻译到了这样的程度：“不给我钱（稿费）我也愿意翻译。”我当时就感慨，新闻传播学界要是多有一些像何老师这样外语水平高、热衷翻译的专才就好了。可是在目前的学术考核著作下，译著辛苦和稿费低暂且不提，在多数学校还是不被承认科研工作量的。这就妨碍了许多为教学科研和生活所累的年轻学人接续这一事业，尽管也出现了像刘海龙这样的优秀青年译者。

好在随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人意识到了我九年多前说的两个80%：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将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80%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如果说当年启动时，我们深感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对于当代新闻传播学的意义，如果说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的巨大落差，如果说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滞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们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眼界相当狭窄，那么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观。如今的新闻传播学，虽然仍属小学科，但是近十年出版的图书数量猛增，其中译著的大量问世是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

这些新闻传播学译著可能并非本本经典，事实上也出现了些许重复翻译。一些译本的翻译质量存在问题，译校也比较粗糙。但是总体而言，它们对于学术的推动和学科地位的提升功不可没，尤其是比较媒介理论、传播研究方法类译著，直接烘托了和滋润了年轻学子，令他们的研究水准迅速提升。回想十年前，尽管几乎所有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言必称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或“四大先驱”，可是当时他们的传播学译著一本也没有被翻译成中文。

本译丛将奉献新闻学与传播学大师的经典之作，如哈罗德·拉斯韦尔、埃尔·塔尔德、哈罗德·伊尼斯、麦克卢汉、库尔特·卢因、卡尔·霍夫兰等人的佳作。大部分名著是新近翻译出版的，部分名著是中文版的修订本，还另附英文全文，以便读者查阅。“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弘迫切而又繁难备至的工作，需要好几代人做出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者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不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中青年学人加入译者队伍，我们也将虚心聆听各界读者提出的批评和建议。

展江

2012年11月20日


译者序


一、久别重逢的喜悦


10年前，我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了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Innis，1894—1952）的《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和《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如今又有机会翻译他临终前的另一部杰作《变化中的时间观念》（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深化对他“偏向论”和“帝国论”的研究，欣欣然焉。至此，伊尼斯的传播学经典就由我悉数引进大中华学界了。


二、伊尼斯的历史地位


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一样，伊尼斯的学术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

1.学术转向和代表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伊尼斯再入麦克马斯特大学，获硕士学位，旋即转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师从西方社会学巨匠帕克(Robert Park)，完成博士论文：《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1920年，他开始在多伦多大学执教，直至去世。

伊尼斯求学时，正值芝加哥社会学派盛期。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和帕克（Robert Ezra Park）等经济学和社会学大师云集，该学派的都市研究和地区研究无人能敌。

伊尼斯青出于蓝，他没有去追随极富盛誉的都市研究模式，而是转向欧洲学派，研究宏大主题。他要为祖国的学术研究开辟新天地，他开创了大宗产品（小麦、木材、矿产、皮毛、渔业、纸浆等）研究和经济史研究，尤其是加拿大经济史研究。

不久，他又转向媒介、媒介史和文明史研究，因为正如大宗产品一样，媒介也是历史运演的主要资源。

20世纪30年代，伊尼斯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完成了两部传诸后世的经济史专著：《加拿大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导论》（The Fur Trade in Canada: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鳕鱼业：一部国际经济史》(The Cod Fisheries: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同时，他参与组建加拿大政治学学会、北美经济史学会，1949年出任加拿大皇家学会会长，20世纪50年代初期又出任北美经济学会会长。

伊尼斯于1952年英年早逝，在短短3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力主加拿大扬长避短，发扬民族特性，保护民族文化，为加拿大政府建言献策，对加拿大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伊尼斯对西方文明的危机深感忧虑，认为西方文明具有强烈的空间偏向，忽视了时间的延续、积累和传承。

20世纪40年代，他从经济史转向文明史，从经济学转向传播学，给世人留下了永垂青史的传播学经典：《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和《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但正处在学术爆发期的他不幸身患绝症，于1952年11月8日去世，享年58岁。

伊尼斯是加拿大为数不多的世界级大师、经济史家、多伦多传播学派奠基人，给经济学和传播学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给世人留下的著作，附录于此：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1923)

《加拿大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导论》（The Fur Trade in Canada: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1930)

《鳕鱼业：一部国际经济史》，（The Cod Fisheries: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Economy，1942)

《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odern State，1946)

《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1950)

《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1951)

《变化中的时间观念》（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1952)

《加拿大经济史论文集》（Essays in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1956)。

2.麦克卢汉的推崇

（1）“芝加哥学派最杰出的代表”。麦克卢汉说：“芝加哥学派研究的是地方性社区。在挑选大型主题上，伊尼斯属于欧洲学派，而不是美国学派。”“实际上，伊尼斯发挥这些思想时比帕克还要走得远。他应该是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最杰出的代表。”
 
[1]



（2）谦称自己是伊尼斯的“注脚”。“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看成伊尼斯观点的注脚，首先是诠释他关于文字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的观点，然后是诠释他关于印刷术心理和社会影响的观点。”
 
[2]



（3）推崇伊尼斯的研究方法：构拟“宏大模式”、从内部深挖“历史运行机制”、推出“总体场论”等。兹引几句予以说明：他要“把历史当做一台戏，整个世界就是剧组……他揭示帝国要务的宏大模式”。伊尼斯说，“我不打算专注于不列颠帝国某些时期或地区的微观研究……相反，我要集中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同时与东方帝国参照，以期抽离出可资比较的重要因素”。麦克卢汉说：“伊尼斯正在推出一个‘因果关系’的总体场论（total fieldtheory）”，又说其研究方法是“界面”的方法，“伊尼斯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并没有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的共识。他特立独行，首先运用模式识别的方法，去研究我们这个信息超载的、电路连接的行星”。“他的研究方法为之一变，他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
 
[3]

 这是一种从叙述转向阐释的研究方法。

（4）称许伊尼斯是“最好的老师”。“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库。如果说，老师的职责是节省学生的时间，那么伊尼斯就是记录在案的最好的老师。”
 
[4]



3.凯利的称颂

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1934－2006）是美国新闻学家和传播学家，他独擎一帜，引入传播的仪式功能，他把传播作为文化来研究，居功至伟。其成就是：第一，推崇、阐释并光大伊尼斯的思想。第二，生平的最后10年转向媒介环境学研究。

就是这样一位大家，破格为伊尼斯这本书写下万余字的长篇序言，为其增色。值得注意的几点是：

（1）伊尼斯思想的分期和一以贯之的治学风格，“和马克思等思想家一样，伊尼斯的思想分为前后两期，中间似有一个断裂，研究题材和哲学观点都有剧变。他的传播学论著横空出世，颇为突然。后期的著作独树一帜，极具胆略；前期的经济学论著精致准确，细节却可能使人昏昏欲睡……不过，我本人不持这样的看法，早期伊尼斯和后期伊尼斯之间不存在急剧的脱节”。（viii页，译者序中的以下引文均注原书页码，即本书边页码。）

（2）研究帝国构建和瓦解的条件和因素。“在他的笔下，帝国既可能善，也可能恶；既可能是共和主义的，也可能是威权主义的；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既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反动的。抨击帝国犹如独战风车，因为帝国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一样悠久。理智的问题是：理解帝国构建和瓦解的条件，了解判定帝国效能和文明潜能的标准。”（xii页）

（3）率先研究伊尼斯的全球化理论和实践。凯利注意到伊尼斯这方面的成就，颇有新意。他说：“在经济和传播领域，伊尼斯是最早明确表述全球化的理论家之一……伊尼斯讲述贸易、商品、技术和传播的复杂历史，他考察的多半是全球化的前两个阶段：（a）北美的殖民和扩张，（b）19世纪帝国主义控制远方领地的竞争。”（xii-xiii页）

4.霸气与豪气——译者的评价

伊尼斯的学问充满霸气与豪气。他上下六千年、纵横数万里扫描人类社会的历史。

和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一样，他用如椽之笔进行宏大叙事和比较。同时，他还对历史模式做出有深度的解释,这把解释的钥匙就是他的“偏向论”和“帝国论”，涉及媒介、传播、时间、空间、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等观念。他认为，帝国耽于空间上的开拓，疏于时间上的传承。又认为，“理想的”帝国要防止空间偏向和时间偏向。“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
 
[5]



他的霸气建立在30余年的严格训练和潜心治学上。在学术生涯的前20年里，他完成了极具原创性的四部加拿大经济史著作，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他转向文明史和传播史研究，贡献了三部传播学经典。多学科的学问背景使他能够高屋建瓴、以简驭繁，所以他能提出“传播偏向论”和“帝国模式论”。

他的豪气来自于边缘对中心的反叛。20世纪上半叶，加拿大还没有完全摆脱英国殖民地的边缘地位，同时又受到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挤压。他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做学问、当策士，对加拿大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除了“偏向论”和“帝国论”，他给世人留下的思想遗产中，还需要特别指出以下四点：

（1）独创加拿大经济史学派。他从研究加拿大本土的贸易、运输和交通网着手，自成一家，使加拿大的经济学研究摆脱依附，走向独立与辉煌。

（2）首创“大宗初级产品论”。这给加拿大人敲响警钟：不满足于初级产品的生产，经济才不受制于人。

（3）保护、发展和弘扬加拿大文化，以抗衡美国的商业主义文化。唯有弘扬自己独特的国民性，文化上才不受制于人，加拿大才不至于沦为英美的边缘，才不会受到文化帝国主义的挤压。他说：“我们加拿大人在为生存而斗争，美国广告，尤其美国期刊广告的有害影响、美国商业主义强大而持久的冲击，表现在加拿大生活的一切方面，彰明昭著，一望而知……这些发展势头会对加拿大文化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事实上，它们对加拿大的国民生活构成威胁。”（xvii页）

（4）给偏重空间扩张和知识分割的西方文明敲响警钟。他认为，偏重空间扩张的西方文明忽视文明的时间传承，容易损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他这个思想对社会的权力、文化和价值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警告：“思想自由的条件正处在危险之中，它有可能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摧毁。和这些条件处在同样危险之中的，还有西方文明。”
 
[6]

 接着又说：“……这个代表英联邦大学的会议，迄今为止都关心从政治的观点来表达问题，以至于忘记了西方文明整体性的问题。”
 
[7]



（5）奠定了传播学多伦多学派的基石。世人给这个学派的诨名“技术媒介决定论”，未必是妥当的。他认为，媒介有偏向和强大影响，不等于媒介具有决定性，媒介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促进”或“推动”复杂的社会进程。他是一位清醒的大儒，对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其他因素了然于胸。


三、治学风格与治学方法


1.小篇幅，大文章

《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三本书篇幅相近，均不到20万字。但伊尼斯的每句话都是一个小小的藏书室、一个参考文献文学库，其信息量非常密集、浓缩、丰富；他的思想节奏快，多跳跃，给人留下大量思索的空间；他的文化模式、媒介偏向、帝国模式构架宏大，隐藏了大量的叙事、描绘和阐释的空间。他的书既需要反复琢磨，又非常耐读。他小中见大，以简驭繁，胜人一筹。

2.精于考据，注释不厌其详

以《帝国与传播》为例，总共不到20万字，注释之篇幅，竟然超过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1950年，初版的《帝国与传播》注释已有277条，1952年再版的《帝国与传播》又追加了257条注释。传世的《帝国与传播》一书，注释竟然多达554条，达到全书五分之一还要多的篇幅。《传播的偏向》的情况类似，不到20万字的篇幅竟有数以百计的注释。

再以《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为例，正文仅10万字，加上索引，也不过11万字，但读者手捧的书已近20万字。这是因为：原书注释多达近400条，计4万字；凯利评价、阐释和弘扬他思想的序文超长，达万余字；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译者加入200余条注释（共2万字），并撰写了近万字的序。

3.洞幽烛微，识别模式

根据麦克卢汉的归纳，伊尼斯的研究方法别具一格，那就是：模式识别、整体场论、“界面”方法。在《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的序言里，麦克卢汉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伊尼斯的研究方法。再摘引几段，以明其要：

伊尼斯深入到隐蔽的历史情景中去，从内部去探察文化，了解其运行机制（processes），而不是站在外面对文化进行描绘和叙述。
 
[8]



伊尼斯展示的是文明兴衰的运行机制。他指出，帝国自然而然禁不住诱惑，要用文字、纸张和官僚体制，来寻求空间上的扩张。
 
[9]



他的研究方法为之一变，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对话还有一种自然的倾向，那就是任何题材的多方面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能够产生洞见和发现。与此相对，观点仅仅是看问题的一种方式，相反，洞见却是在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中突然得到的顿悟。

读伊尼斯的时候，记住分类知识和模式识别的区别很有好处，因为他首先是擅长识别模式的人。
 
[10]




四、关键词解读


在伊尼斯的传播学论著里，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它们是：传播、偏向、帝国。

和麦克卢汉一样，伊尼斯从来不给这些关键词以任何解释，我们只能到他的著述里去钩稽其含义。

在《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的译者序和《多伦多的双星》一文里，我曾经试图解读这三个关键词。

就说“传播”吧，他研究的传播，是媒介的发轫、流布、变异、互动、特质、偏向。

至于“偏向”，那是传播媒介特质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他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他发现，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两者有一个基本的区别：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比如，石刻文字和泥板文字耐久，所以它们承载的文字具有永恒的性质。但是，它们不容易运输，不容易生产，不容易使用。相反，莎草纸等纸张轻巧，容易运输，方便使用，能够远距离传播信息，然而它们传播的信息局限于当下，比较短暂。

总之，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某种媒介却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含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

至于“帝国”，那既是常人心目中的帝国，又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帝国。他笔下的帝国，有两个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

凯利认为，伊尼斯并不对帝国和帝国主义进行价值判断。在《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的序言里，他对其含义做了这样的解读：

伊尼斯并不抱有今天的人们对帝国那样典型的鄙视，当然，今天还有人捍卫帝国的无辜。在他的笔下，帝国既可能善，也可能恶；既可能是共和主义的，也可能是威权主义的；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既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反动的。（xii页）

凯利的解读是否正确？伊尼斯是否抨击和挞伐帝国主义?我们还是看看他本人怎么说吧。这是下一节阐述的主题，也是《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一书最闪亮的思想之一。


五、“帝国论”的警世箴言——美帝国主义批判


《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的亮点之一是对美国帝国主义倾向的深刻揭示和批判。

读者浏览目录，赫然在目的批判文字就有：“美国宪法的军事意涵”（第二章标题）、“美国的扩张与战争政策”（第二章第三节标题）、“帝国主义在美国抬头”（第三章第四节标题）。伊尼斯刨根究底，以哲学家的明达睿智、史学家的纵横视野、批评家的深刻洞察，对美国的扩张冲动、军事主义、帝国主义的根源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揭示和批判。

1.美国宪法嵌入了军事主义的种子，军事主义是美国“先定”的命运就此，凯利对伊尼斯追究的军事主义根源做了很好的归纳：

他认为，美国宪法有两个根本的弱点：（1）总统是武装力量总司令，他在外交政策上拥有几乎不受制衡的控制权……他实际上就可以像君主一样行事了。（2）由于总统选举日期固定且可以预知，外交政策在政治竞选中被牺牲了……政策就听命于打赢选战的谋略，而不是服从于国家利益，这就产生政策的摇摆性和易变性。（凯利序，xviii页）

他又说：

伊尼斯论证，各国宪法普遍有一些基本的弱点，美国宪法的缺点尤甚……他认为，由于美国是在暴力革命中建立的，所以它很容易表现出过分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凯利序，xviii页）

伊尼斯不希望美国成为鼓吹“美国天命”的醉汉。

在美国宪法的影响下，对武力的依赖日益成为必需的要义……将军出任总统几乎成了惯例。奥斯特罗果尔斯基（俄国政治学家）说，上帝眷顾儿童、醉汉和美国。我希望，上帝偶尔也看看其他方向，眷顾我们这些其他人。（39页）

2.将军出任总统的“传统”强化了军事主义的倾向

在第二章第二节“美国历任总统及两党政治”里，伊尼斯详细叙述了100余年间总统竞选的两党政治以及历任总统的军事业绩。令人吃惊的是，从华盛顿到艾森豪威尔的34任总统中，军人出身的就有10人，他们是：华盛顿、门罗、杰克逊、哈里森、泰勒、格兰特、海斯、加菲尔德、西奥多·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

3.频繁的战争叫嚣和扩张

1844年，第11任美国总统波尔克的竞选口号是：

经纬线50度-45度，否则开战。（59页）

1898年，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洛奇（Henry Cabot Lodge）叫嚣：

从里奥格兰德河到北冰洋，只应该有一面国旗、一个国家！（30页）

华盛顿及其19世纪的继任者……在南北美洲稳步扩大美国的影响……向南部扩张以牺牲法帝国为代价，其突出表现是杰斐逊任内与拿破仑达成购买路易斯安那的交易；向北方扩张以牺牲英帝国为代价……稍后向南的扩张有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保驾护航。（22页）

4.隐而不显的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被描绘为“隐而不显的、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它之所以被视为有理三分、能吸引人，部分原因是它坚决否认它搞的是帝国主义。（117页）

5.问心有愧的帝国主义

这是个问心有愧的帝国主义，是粗暴得难以置信的帝国主义。我们再以西奥多·罗斯福在阿拉斯加边界争端中的手腕为例，还以他在巴拿马运河谈判中的谋略来说明问题。其粗野态度的最露骨表现是美国谈判代表坎贝尔的一句话。他问：“总统先生，在朋友之间，宪法算什么？”（59页）

6.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在加拿大，我们也看见美帝国主义以各种形式发酵：两国的渔业争端、美国人抗议我们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在阿拉斯加划界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发出的威胁，无不是美国的帝国主义在起作用。（59页）

我们的确是在为生存而战……只有坚持不懈地在战略重点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们才能够确保生存。（13页）

六、破解天书：《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主题

译完全书，有一个问题大惑不解：《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似乎文不对题、题不对文。此谜似乎极难破解。什么是他所谓的“时间观念”？他的“时间观念”有何变化？伊尼斯似乎不着一字。至于“文不对题”，无非有几种可能：（1）作者疏忽，（2）隐而不显，（3）有意掩盖。略一推究，伊尼斯治学极为严谨，“疏忽”和“掩盖”都不太可能，“隐而不显”却值得我们深究。

伊尼斯在极其短小的“作者前言”里闪烁其词地隐藏了他的“时间观念”。他说：

不同的文明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而且，在同一文明里，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态度也大不相同，印刷术以降的西方文明即为一例。即使在一个政治区域里，比如美国，不同地域的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态度也迥然殊异，尤其东部人和西部人的态度更颇为悬殊。实际上，政治疆界和政治制度的特性就足以反映地区差异。在解释这些差异时，我们的着力点是传播技术的变革。（xxv页）

本书第四章“报业：20世纪经济史被忽略的因素”就是从媒介的变革看时间观念的变化，只是没有用文字点破而已。

凯利对此给予的解释是：现代媒介的空间偏向使时间观念缩小到当下的范围。

凯利认为，“时间的视野塌陷，囿于目前”。他说：

这个世界每天一个周期，甚至以时刻为一个周期。我们被囿于当代新闻的生活，用以取代政治参与。时间的视野塌陷，囿于目前，远见卓识、长远谋划、为子孙后代着想均已过时。（xv页）

凯利又进一步发挥“未来消失，化入现在”。他说：

时间缩小到当下的范围，缩小到每星期一个周期的尺度，缩小为即刻和短暂的世界。未来消失，化入现在了，一切事物以令人头昏目眩的速度变化，使人难以维持时间和文化的连续性。（xv页）

如此看来，《变化中的时间观念》宛若留给世人的无字碑，读者可以放飞无限的遐想，我们只好从他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里去寻求开放性的解读了。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2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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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
 
[1]

 序

冷战的“赢家”必然要面对在全球动用力量的帝国主义问题，其权威语境独特，非常咄咄逼人、势如磐石、天下无敌，它的世界统治几乎必然会违反基本的正义标准。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
 
[2]

 《美国历史之讽刺》

1952年初夏，哈罗德·伊尼斯的癌症病入膏肓，遂出院回家静养。在最后的几个月里，他校勘《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的清样，这是他付梓的最后一部手稿。到初秋时，病魔突破他的最后防线，伊尼斯于1952年11月8日溘然长逝。

在与病魔抗争的最后4年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矢志不渝，从事高强度、高产出的学术研究。从1948年到1952年，在令人惊叹的创造活力爆发期，他完成了为我们今天称颂的重要学术著作。这位北美传播理论家和传播史家的传播学著作，都是在短短的几年间撰写的。他还是著名的经济史家和地理学家，给他带来这种名望的著作《加拿大皮货贸易》、《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和《鳕鱼业：一部国际经济史》，今天已罕有人问津，只有传记作者、经济学家才会翻阅，它们基本上已经绝版。然而，他的传播论著至今广为流通，影响甚巨，要者有：《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报业：20世纪经济史被忽略的因素》（The Press：A Neglected Factor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和《变化中的时间观念》。

和他的经济论著不同，这几部传播学论著由讲稿结集出版。1948年春，他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作贝特讲演（Beit Lectures），这些讲稿成书为《帝国与传播》。在英国那次讲学期间，他又在伦敦大学作斯坦普讲演(Stamp Lectnre)，在诺丁汉大学作卡斯特讲演(Cust Lecture)，这两篇讲稿成为本书的最后两章。

讲稿形式不仅反映了他思想的尝试性，而且反映了他任务的紧迫性。一位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说得好，伊尼斯不仅要分析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他曾经自嘲地说，“我一度不得不在大学执教和从政之间进行选择，并决定从政”（Watson，1977，p.45）。他的传播论著带有一丝神秘色彩，其强度和力道既反映了他与不断恶化的健康状况之间的抗争，又反映了他勇于担当的无与伦比的责任心。彼时，他是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主任（自1937年起），同时他又担任该校研究生院院长。在担任加拿大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Canada）会长期间，他巡游全国，为皇家运输委员会主持听证会，他是该委员会成员。

和马克思等思想家一样，伊尼斯的思想分为前后两期，中间似有一个断裂，研究题材和哲学观点都有剧变。他的传播学论著横空出世，颇为突然。后期的著作独树一帜，极具胆略；前期的经济学论著精致准确，细节却可能使人昏昏欲睡。前后两期的强烈对比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年轻的”伊尼斯和成熟的学者之间有一个断裂。不过，我本人不持这样的看法，早期伊尼斯和后期伊尼斯之间不存在急剧的脱节。他的传播学论著是他早期论著的自然演生，他论加拿大政治经济形成期的研究成果为后期的论著作了铺垫，后期论著又是他早期论著的展开和阐述，本书收录的讲稿足以为证。他的研究课题总是帝国、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改变经济、国家和文明的长时段历史事件和划时代的力量”（Drache，1995，p.xix）。他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贸易而不是生产，是贸易线路、运动、流动和流通，而不是工厂和生产方式。他认为，国际贸易经济的动力是不断改进的运输工具和通信手段，是平行互动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扩张和巩固。17世纪欧洲贸易体制在北美的扩张是如此，19世纪帝国主义在非洲和亚洲的扩张也是如此，今天的喷气飞机时代和互联网时代亦是如此。技术的后果既互相矛盾，却又是无意为之的无心插柳。同理，人追求经济、政治、文化主导地位的欲望既互相矛盾，却又是人性使然。这两个课题的结合成为他终生的研究题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岁月里，在两次世界大战屠杀中休眠的国际体系重新觉醒。此时，世界的技术和政治背景急剧变化。1948至1949年对国际政治和伊尼斯的学术研究都是极其重要的转折点,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949年2月，一个“价值讨论小组”在多伦多大学诞生，其名并无微言大义,牵头人是政治经济学教授托马斯·伊斯特布鲁克（Thomas Easterbrook），成员有伊尼斯和圣迈克学院的文学教授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三年前转来多伦多大学执教。那一个学期，他们每周聚会一次，小组成员轮流宣讲论文，并主持讨论。

诸如此类的讨论组犹如学术花园里的花卉，在彼时的北美大陆争奇斗艳。无论其命名为何，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研究战后世人普遍感觉到的“文明危机”。“危机”是最流行、最随意使用的常用词之一,伊尼斯就此告诫世人：“有人高喊危机，并因此而造成危机，参加他们的大合唱于事无补。”战争刚刚结束，20世纪的野蛮刚得到充分的揭示，走向冷战结盟的趋势却已在威胁和平，这似乎说明，世界危机的惊呼并非危言耸听。

这一切都保存在多伦多大学档案库里“价值讨论小组”的会议记录中。据此判断，大多数讨论都枯燥无味，其焦点都是科学研究里价值的角色，都是所谓事实与价值二分法那一套。

马歇尔·麦克卢汉第五个宣讲，他的讲演亦平淡无奇，他呼吁用艺术抗衡技术——如果考虑他20年后释放的精神火花，他那次讲演更显得没有锋芒。彼时，他还处在“机器新娘”那一段的学术志趣中，还在叹息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的式微。他仍身陷美国“新批评”（New Critics）那帮人里，尤其与艾伦·泰特（Allan Tate）和拉姆森（J.C.Ramson）过从甚密，拉姆森把他拉进一场后卫运动中。用泰特的话说，他们要反对“那摧毁一切的抽象的工业美国”。麦克卢汉张望美国南部，寻求前工业时代渴望的出路。美国南方是草原牧歌理想活生生的丰碑，且不说泥土小屋、浓缩奶油和英格兰浪漫主义诗歌中敬畏上帝的农夫，至少那是躲避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带有一丝泥土味的庇护所。美国南方培育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价值，和其他人一样，麦克卢汉将其称为“南方气质”（Southern Quality）：贵族式的人文主义、农业经济、对土地循环戒律的崇拜。南方继承了另一种文化传统，它“坚守立场”，反对北方那没有精神的理性主义。艺术，至少麦克卢汉钦慕的艺术，是价值的宝库。他崇奉艺术尚未与生活分离的时期，有别于现代世界的时期。他抬高艺术和艺术家的地位，赋予艺术家新的角色，认为他们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文化标本，而是探索者和革新者，他们不敢稍有懈怠，探索意义的新大陆，难以忍受平庸、普通、标准化、重复式的按部就班的生活，那是工业文明的原型特征。

哈罗德·伊尼斯第八个站起来长篇大论时，那是该小组的最后一次讨论了。始终笼罩着小组讨论的琐碎和浪漫的气氛一扫而光。从会议记录来看，你不得不得出结论：他相信一场大危机正在逼近，其性质未见于技术哲学或浪漫主义诗歌，那是政治、经济和传播的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个大问题在地平线上升起。第一个问题是恐惧心理，人们担心，国家经济和国际经济会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噩梦，刚刚消退的敌对情绪又要回潮。交战国数以百万计的老兵必须回归平民的经济生活，必须被赋予生产性的工作,游荡在街头的失业老兵正是平民生活的灾难。防卫支出和就业岗位的减少会产生什么后果？消费需求能强劲到抵消军工生产需求的下降吗？政府能管理这样的社会吗？如果走建设消费社会的路子——这正是后来追随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那种政治文化的道路会是什么样的遭遇呢？在30年代，公民组织起来，通过抵制活动和宣传攻势保护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他们反对童工，要求为食品和药物安全立法，支持个人加入工会。到了40年代末，以前的政治文化的道路会遭遇什么命运呢？积极的公民被消极的消费者取代——这是经济复苏的必然代价吗？

第二个问题是冷战的爆发和核军备竞赛的来临。伊尼斯在战争结束时游历苏联，他预感到冲突的来临。苏联和美国两个大帝国崛起去组织政治世界，随之而来的是两者的冲突。“冷战”一词1948年由伯纳德·巴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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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创。这年7月，正当伊尼斯校订《变化中的时间观念》时，柏林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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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伴生的危险开始了。加拿大的处境尤其困难，长期以来，它是殖民地边陲，受英国支配，继承了英国的基本制度和文化，20世纪40年代末，它陷入两个现代帝国的夹缝中，其中一个帝国就堵在它的家门口。加拿大如何保存自己政治和文化上的独立性，同时又信守自己的英国源头呢？在美国的压力、影响和紧邻的情况下，它如何在政治上挺直腰板，成为第三个板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剧烈动荡、局势不稳的世界上，加拿大如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呢？

况且，10年间长期延宕、转向战争的技术革新重新浮现出来，成了经济恢复和军备竞赛的发动机。到1948年，电视机业已经开始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施行无情的殖民化，其影响已经从两国的大都会渗透到加拿大和美国的内地。同年，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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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里程碑著作《控制论：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出版。这本书是几十年自组织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维纳认为，电子伺服机制是电视的双生子，是工作和知识自动化的工具。他指出，通信的目的是控制环境，但为了达成有效的通信，有必要将反馈当作管束信息发送的机制。无论被管理的对象是动物、人还是自然过程，管理的机制都需要考虑受众（自动控制的术语是接收者或目的地）。但既然控制论所谓的管理被理解为一种控制，而不是一种参与方式，那么这样的管理是否与民主政治对立呢？如果把通信当作反馈环路里的控制机制，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维纳问道：在通信控制的时代，什么是“人有人的用处”？稍后，伊尼斯用全然不同的语汇表达了维纳提出的这个问题。

伊尼斯从交通运输入手，认为尾随交通运输发展的是野蛮性的增加。新标准尚未形成控制技术时，新技术已经颠覆了旧价值。加强民族主义和通俗语的印刷术引爆了民族解放战争，推翻了神圣罗马帝国，产生了近代国际体制。同理，电话、电报兴起，和高速的远洋航行联姻，这就启动了欧洲帝国的竞争，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竞争高潮。现代战争显示，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于电子技术、广播和空运。

在经济和传播领域，伊尼斯是最早明确表述全球化的理论家之一。他的全球范围比我们小，局限于从欧洲大陆通达新世界的大西洋走廊，但那是传播和文化的全球体系，始终和加拿大相关，这是他的核心关怀。他早期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主题是北美的开辟，加拿大国土的形成，外域文化的移植，讲述的是欧洲帝国前哨在美洲的形成。这些边陲是新法兰西、新英格兰、新阿姆斯特丹和新西班牙。欧洲人到北美的原因五花八门，有追求宗教自由者，有创建新社区者，但其首要冲动是开发利用新世界的商品：棉花、烟草、鳕鱼、毛皮和黄金。为了利用这些商品，欧洲既需要一个可靠的商业通信系统，又需要一个实际的文化移植场所。有了远洋航行和书面文化的能力，这两个条件都实现了。在横跨大洋的“文化真空”里穿越，避免了与人接触时产生的文化“污染”，同时能通过新闻、通信和印刷品连接并协调帝国的前哨各地。大西洋的航线把这个文化的全套家当运向新大陆，把转化为商品的北美自然产品运回欧洲，满足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这是破天荒的壮举。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阶段的全球化走向终结。欧洲的船舶航线业已过时，用伊尼斯的话说，欧洲再也不能维护其知识垄断和力量垄断，欧洲靠通信、市场、法律和力量在空间上的宰制地位受到侵蚀。在遥远的边陲地带，另辟蹊径的文化、殖民者后裔混杂的民族主义文化兴起了。在南北美洲，欧洲人变了，他们发现了新的身份，在适应新环境的具体任务中，他们创造了新的知识形式和自我理解，这是和远渡重洋开发新家园时负载的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在帝国列强划定的北美地理断裂线的两侧（比如圣劳伦斯河），在欧洲人因行政管理方便而划定的边界两侧（比如西属美洲），殖民者后裔混杂的民族主义兴起了。

伊尼斯并不抱有今天的人们对帝国那样典型的鄙视，当然，今天还有人捍卫帝国的无辜。在他的笔下，帝国既可能善，也可能恶；既可能是共和主义的，也可能是威权主义的；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既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反动的。抨击帝国犹如独战风车，因为帝国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一样悠久。理智的问题是：理解帝国构建和瓦解的条件，了解判定帝国效能和文明潜能的标准。

第一期的全球化以后，欧洲诸帝国的指向有所调整，由于更新更快的旅行通信条件，即蒸汽技术和电信技术的问世，这些帝国转向其他大陆。同时，新的帝国在美洲兴起，这些国家追求自己的天命，兼并邻国的土地，有时甚至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两种帝国：一种是大陆上的帝国，那是数百年兼并邻国土地的产物，美国和加拿大的扩张模仿这些旧帝国，但情况大不相同；另一种是海外殖民的帝国。“第一种帝国有俄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中国，面对民族自决的新力量，它们是脆弱的。第二种帝国有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第一种帝国的内部危机与第二种帝国的较量纠缠在一起，结果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Maier，2002，p.29）。20世纪的历史可以被视为帝国主义纠缠的历史，“从欧洲人的称霸到破坏性较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和美国势力范围的竞争，直到美国崛起为唯一的超级大国”（Maier，2002，p.29）。帝国的构建，无论陆上扩张的帝国或海外殖民的帝国，都是19世纪善恶皆有的成就。但1914年8月世界大战的枪声响起，第一期的全球化随之结束。1914年到1948年标志着国际体制的过渡，这个过渡期的标志是严重的、几乎遍及全球的经济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这个过渡期最终在冷战和核僵持中结束。许多国家忙于内战，有时还忙于殖民地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实际上是在澳大利亚的沿海打响的）。随着大战的来临，国际运动的其他一切标志随即减弱，移民、资金流动和贸易随即停滞。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贸易和资金流动都低于1913年的水平，以世界人口比例来衡量的移民规模始终没有完全恢复。

伊尼斯讲述贸易、商品、技术和传播的复杂历史，考察的多半是全球化的前两个阶段：（1）北美的殖民和扩张；（2）19世纪帝国主义控制远方领地的竞争。到1948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漫长的插曲即将被打破。如何打破呢？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东西方、苏联和美国的全球冲突和权力斗争；二是集体安全体制与合作的制度取代新旧制度的较量和对抗。为了对这些问题进行评估，除了他那篮子经济学的概念，比如垄断、平衡、未开发潜能、流动性偏好和市场结构等之外，他还需要两个要件：第一，更系统地将这些概念用于悠久的传播现象；第二，更紧迫的是现代文明偏向所需要的道德和伦理平衡机制。

西方学者有一个自我中心倾向，这个倾向就像植物向阳一样自然。危机时刻，他们都转向西方文明的根基，回到希腊神话和哲学，将其视为更新的源泉。如此，伊尼斯就回到古典学术领域，但“他连最常见的权威的名字都拼写错了”(Watson，1977，p.45）。多伦多大学给予他最有力的帮助，这里有一个极为出色的古典研究系，系里有一位专攻希腊思想的伟大学者埃里克·哈弗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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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弗洛克和伊尼斯各自独立研究，哈弗洛克转到哈佛大学执教4年以后，他们才发现彼此的研究十分接近。伊尼斯为哈弗洛克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1950）作序，坦言该书是他撰写《变化中的时间观念》持久不变的背景。他们两人都呕心沥血，致力于研究思想与权力的关系。按照哈弗洛克的解说，普罗米修斯神话是一出戏剧，象征政治阶级追求权力的短期思想和知识阶级追求理解的长期思想之间的冲突，前者以宙斯为代表，后者以深谋远虑的普罗米修斯为代表,哈弗洛克用这个神话来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余波。他们两人都认为，这两种思想都是人类事务之必需，这是因为权力的短期思想代表的是空间和控制问题，科学的长期思想代表的是时间问题以及对话、辩证和妥协的精神。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在思想上放弃了自己高尚的角色，去拥抱和服务权力。这就是朱利安·班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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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学者的背叛”。哈弗洛克写道：

20世纪的第一次恶斗在1914年到1918年间爆发……这次大战是工厂、城市和人力资源的总体战。交战双方放弃了政治妥协，排除了一切达成协议的渠道，拒绝一切停火休战的考虑。交战目标不再受限，和平……被污名化，借以表达仇恨、恐惧和复仇的复杂心态。在这场恶斗中，科学的深思熟虑……不起作用，协议也没有任何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基础，甚至没有物理学和化学的基础。(Havelock，1950，p.26）

换言之，手握政治权柄的人在公共领域施行知识垄断。他们苦心孤诣、专注眼前，只求满足自己的利益，短视的仇恨和复仇的欲望是他们的驱动力，他们在公共话语里有条不紊地灌输和利用仇恨和复仇情绪。权力对长远的前景和人类广阔的利益麻木不仁。学者的声音被压抑，甚至被纳入权力，成为国家的工具。这样的知识垄断建立在印刷和广播的大众传媒上，这种传媒强化了专注生活在当下的情绪，使人囿于新闻周期界定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每天一个周期，甚至以时刻为一个周期。我们被囿于当代新闻的生活，用以取代政治参与。时间的视野塌陷，囿于目前，远见卓识、长远谋划、为子孙后代着想均已过时。

在《变化中的时间观念》里，伊尼斯不再尝试进一步阐述有关时间、空间和媒介的理论。读者在书里找不到“何为变化中的时间观念”这个问题的答案。相反，他说，书中收录的几篇文章试图将《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的主题用于解答现实的问题。那两本书的主题是什么？那就是现代媒介的空间偏向，也就是推进和延伸传播的疆界：从中心到边缘、从都会到内地推进，以求对环境实施决定性的控制，包括对环境中栖居人的控制。这样的偏向必然使时间缩小到当下的范围，缩小到每星期一个周期的尺度，缩小为即刻和短暂的世界。未来消失，化入现在了，一切事物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变化，使人难以维持时间和文化的连续性。什么是压倒一切的问题？冷战使人纠结。他说，当前的危机是“政治仇视的思想组织”。在这些收录的文章里，他试图阐述他喜欢的一句经典名言：传播技术越改善，人的交流越困难。“理解他人的问题变得极其复杂，部分原因是传播技术的改善。”由于对当前的执著，由于霸权的实施，理解的问题就退居幕后，模糊不清了。他的结论是：

当前是真实的、连续不断的、复杂的，当前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它渗透到大多数脆弱的公共政策领域……超前眼光的思想家被捆住手脚，结果是战争的爆发，反过来，有远见的思想家受束缚也成为战争的原因。权力及助纣为虐的力量是思想的天敌，权力成为更严重的问题，因为“只图追求和巩固权力的心态本质上是鼠目寸光”。（Innis，1952，pp.vvi）

基本上，《变化中的时间观念》是一篇加长的论文，所论者是围绕美国继英国崛起成为现代霸权帝国的诸多问题。“美国帝国主义取代并利用了英国帝国主义”，“加拿大经历了从殖民地到民族国家再到殖民地的过程”。帝国的统治不仅仗势武力和强权，而且更重要的是依仗知识垄断。帝国不仅控制贸易线路，而且控制文化线路，控制艺术风格、语言、消费者的偏好和知识分子的思想。

美国帝国主义与英国帝国主义不同，它带来了一些独特的问题。首先，美国文化无情地反传统，因为其核心元素是机械式通信系统的产物，又得到这个系统的支持。这个系统有条不紊地、无情地摧毁文化活动所必需的持久元素。“机械式通信系统的豺狼虎豹时刻准备摧毁对英国的一切残存的温情，并且认为，如果英国威胁无所不能的美国商业主义，英国就无足轻重，就没有任何优势。”加拿大面临战后汹涌而来的美国文化产业，这股汹涌而来的洪流以电影和广播为先导，背后支撑它的是美国出版商占领“加拿大市场”的新一波冲击。对变革的执著是美国商业文化唯一的永恒特征。每一部电影、每一套广播节目、报刊的每一个问题都必须尽快忘却，成为历史，以便为下一部电影、下一台节目、下一个出版物让路，每一件文化产品都是独一无二、前无古人、无与伦比、非同凡响、卓尔不凡的——即使它和过去的产品难以区分、别无二致。

美国文化不仅没有持久的气质，被永无休止的变化纠缠，而且这个广袤的国家被一个地方主宰，这就是纽约市——美国的通信业之乡。结果，“加拿大作家不得不适应美国的标准，我们的诗人和画家沦为挂广告牌的推销员了”。

三种趋势在强化美国文化的权力。首先，19世纪末之前，英国的图书在美国再版时并不受版权保护，英国图书在美国出版的速度比美国本土的著作快。所以，美国作家转向新闻业，在这个脆弱、持久性较差的出版领域，他们能驾轻就熟。其次，《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不仅被视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而且被视为普世的权利，要根据美国人赋予的意义强加于人。根据伊尼斯的解读，《第一修正案》界定的自由绝对是眼光褊狭的。但就是这个褊狭的法案被当作武器挥舞，用来赋予并确保美国期刊的垄断地位，他们强制推行自己的期刊，不考虑民族的边界和传统。比如，在加拿大采编新闻时，许多美国记者对加拿大的新闻法置若罔闻，他们认为加拿大的新闻法有违他们的《第一修正案》。同时，《第一修正案》又被用来破坏言论自由，因为其目标是压制口语传统，把读者和收视者变成被动的旁观者，旁观者彼此是不交流的。最后，美国的经济和文化政策强化了加拿大内部的裂痕，在倚重美国市场的省份和倚重欧洲市场的省份之间打进楔子，在操英语的省份和操法语的魁北克省之间打进楔子。

伊尼斯把本书第一章“文化战略”描绘为梅西委员会（Massey Commission）的注脚，梅西委员会原名加拿大皇家艺术、科学和文学发展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Arts，Sciences,and Letters）,它主张保护和发展加拿大本土文化，以抗衡美国的商业主义文化。梅西委员会支持的观点继承了马修·阿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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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的思想，基本上是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同时，在支持英国高雅文化的传统方面，它又是反民粹主义的。伊尼斯在《文化战略》（The Strategy of Culture）这篇报告里支持的趋势则使人略感错愕，因为他整体上“反对作为规划或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甚至强烈反对民族主义通常含有的排他性的、不宽容的精神”。

之所以持如此极端的立场，那是因为他认为，“我们加拿大人在为生存而斗争，美国广告,尤其是美国期刊广告的有害影响、美国商业主义强大而持久的冲击，表现在加拿大生活的一切方面，彰明昭著，一望而知……这些发展势头会对加拿大文化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事实上，它们对加拿大的国民生活构成威胁”。

伊尼斯肯定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和欧洲的边陲地位，与此同时他坚称，加拿大人绝不是没有见识的乡巴佬。这不是狭隘、内向的民族主义。相反，他强调，加拿大拥有一整套宝贵的经验，这是有学识、有感悟的货真价实的文化，在适应独特的地理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他反对知识和文化的垄断，肯定约翰·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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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条核心原理：如果任其各显神通，人们都能使自己的文化五彩缤纷，就像竞相绽放的百花一样。这些文化的价值就在于其姹紫嫣红的多样性，在于其蕴涵的适应、认识和理解的多种形式。不过，在维护这种多样性以抗衡“垄断的保守力量”的过程中，“边陲地区传播媒介的技术革新”必然会兴起。如果加拿大要抗衡“垄断的保守力量”，加拿大政府就必须参与其中，开发足以抵抗美国商业主义诱惑的传播形式，唯有国家能创造让文化市场繁荣昌盛的条件。伊尼斯保守的一面表现在他的信念中：文化遗产是民族威望持久的基础，文化遗产的持久性胜过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奇妙的是，同时期美国研究新闻自由的哈钦斯委员会（Hutchins Commission）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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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战后时期不仅产生了商业文化的跨国传播，更加严重的是产生了军事强权的问题。在本书收录的文章里，伊尼斯反思了美国社会的军事冲动及其对加拿大和世界隐含的后果。加拿大始终面临沦为美国第51个州的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末，加拿大面临被拽进冷战的可能，更严重的是，它可能卷入多种多样的军事冒险。

在第二章里，伊尼斯论证，各国宪法普遍有一些基本的弱点，美国宪法的缺点尤甚，“通信的改进”使这些缺点更加严重。他认为，由于美国是在暴力革命中建立的，所以它很容易表现出过分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至少以18世纪的标准来看，美国建立在大众民主之上，其宪法中嵌入了保护少数，使之免受群众狂热压迫的机制。然而由于传播技术的改进，这些机制已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传播技术的改进有利于直接鼓动民族感情，有助于总统对议会的优势，这就打破了立法、司法、行政的平衡，使行政部门成了帝国办事处。

他认为，美国宪法有两个根本的弱点：（1）总统是武装力量总司令，他在外交政策上拥有几乎不受制衡的控制权。诚然，总统必须得到国会同意才能进行军事冒险，可是一旦得到议会的同意，无论支持他的基础是多么脆弱，他实际上就可以像君主一样行事了。（2）由于总统选举日期固定且可以预知，所以外交政策在政治竞选中被牺牲了，这和议会体制里的选举不同。外交政策和外交风险都根据下次大选来精心策划。如此，政界对当下执著的倾向加以强化，甘愿为谋求短期选举利益而牺牲长远政治稳定的倾向也得到了强化。结果，政策就听命于打赢选战的谋略，而不是服从于国家利益，这就产生了政策的摇摆性和易变性。伊尼斯说，“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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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确立了两党共治的外交政策，使外交政策更加稳定，但外交问题很容易受政党政治紧迫需要的支配。”

在这样的情况下，外交政策受军界支配就在所难免。“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外交政策的局限性是缺乏传统和连续性的结果，是常常强调展示实力的结果。”美国政治倾向于使高级将领升迁为平民领袖，加强了总统个人的权力，在宪政权威的支持下，他拥有不顾国会意志干预战争的权力。想想麦卡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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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议员的所作所为，你就可以明白他的观点。他看到，在冷战初期，政客有条不紊地动员公共舆论，煽动不安情绪，鼓动对实力最差的敌人也要用兵。伊尼斯把政客的煽动比喻为大象对老鼠的恐惧。

伊尼斯把加拿大在冷战期间独立自主的希望寄托在第三集团的培育上，他希望加拿大独立于两大强权，由于加拿大地处北美，这样的希望很难实现。虽然与其盟友在政治原则上达成了一致，他还是怀疑美国是否能维持霸权，这是因为和一切帝国一样，美帝国的首要目标必然是通过军备来建立和稳定自己的外围。帝国缔造者都渴望稳定，但帝国体制难以稳定的正是其边疆。面对它们获取的最后一块领地周边的混乱，帝国总是身不由己地要向外扩张，每一个刚稳定下来的地区总是会产生新的混乱，新的混乱又要求帝国决策者进行新的干预。如果在任何疆界内动武以稳定局势，毗邻边境的部落或邻国脆弱的和平就可能被打破。因此，帝国必然会遭到抵制，而帝国的统治者却将抵制视为目光短浅、故意作对、举动疯狂。

我故意用动词的现在时态来表述伊尼斯的种种解释，目的是委婉地暗示，伊尼斯仍在为我们论述政治、传播和帝国的问题，而我们仍然在思考冷战结束后的军事冲突。在这个方面，当新一代的精英掌握政治缰绳时，他喜欢引用的一段话使我们深受启发：

我认为，在过去的30年间，建设性的政治行动的最大障碍是专家对终极决策的影响，执迷不悟的专家的影响尤其是政治障碍，他们相信自己这一代人具有前无古人的优势。政治领袖至为重要的品质是：他们不仅要知道历代文献里世代积累的智慧和经验，而且要了解世代口传的实用的外交、行政和立法工作的智慧和经验。越是倚重大规模统计数字和计划，我们就越容易陷入一种危险：忽视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忽视生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编《心灵的工程》（Works of the Mind，pp.116 117）］

我们不可能完全同意哈罗德·伊尼斯有关政治、文化和传播的所有论述。必须承认，在他余生那个小小的窗口中，他的主张有时带有一丝夸张的甚至歇斯底里的调子。然而，这是严肃甚至典范的学术，他坚韧不拔地尝试在广阔的背景上钻研，竭力把历史和理论与实际的理解结合起来。按照他的理解，我们今天所谓的媒介研究不是一块隔绝的思想领域，而是我们用来研究当代生活最深层、最棘手问题的一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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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东西方冷战开始。自1948年6月24日起，历时一年多，苏东阵营封锁西方占领的西柏林，使西柏林成为孤岛；西方反制，发动声势浩大的空运解困。


 [5]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1894—1964），美国数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控制论创始人，获总统授予的国家科学勋章，著有《控制论》、《人有人的用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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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Alfred Havelock，1903-1988），美国古典学家、媒介环境学家，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几所最负盛名的大学执教，是媒介环境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桥梁，著有《柏拉图导论》、《缪斯学会写字》、《希腊的拼音文字革命及其文化影响》、《希腊政治的开明气质》、《西方书面文化的源头》、《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等。


 [7]
 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1867—1956），法国小说家、哲学家，著有《对欧洲民族的讲话》，所著《学者的背叛》指控一些知识分子是道德上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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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批评家、教育家，著有《多佛滩》、《邵莱布与罗斯托》、《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等。


 [9]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学派创立者之一，机能主义心理学先驱，实用主义教育的倡导者。代表作有《经验和自然》、《学校与社会》、《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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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该报告的中译本《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展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1882—1945），美国民主党政治家，第32任美国总统［1933—1945］，领导美国人民度过经济危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12]
 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1957），美国极右政治家，曾任参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煽动反共十字军运动，指控数百位国务院官员，其名字成了迫害狂、政治投机和公开诽谤的代名词。1954年被解除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职务，从此销声匿迹。


作者前言

本书尝试进一步阐述《传播的偏向》（1951）和《帝国与传播》（1950）所提出的与当前问题相关的主题。因此，引以为憾的是，它更鲜明反映的是那两本书的时代气质。本书的前两篇文章曾于1952年结集出版，书名为《文化战略》。其余三篇文章曾以讲稿印行，之后略有修改。感谢邀请我讲演的几所大学重印这些讲稿，我在每篇讲稿里也表达了感激之情。

我们设想，不同的文明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而且，在同一文明里，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态度也大不相同，印刷术以降的西方文明即为一例。即使在一个政治区域里，比如美国，不同地域的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态度也迥然殊异，东部人和西部人的态度尤其悬殊。实际上，政治疆界和政治制度的特性就足以反映地区差异。在解释这些差异时，我们的着力点是传播技术的变革。现在，了解他人成了极端复杂的问题，部分原因在于传播技术的改进。

埃斯库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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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对本书的主题已作了有力的阐述，哈弗洛克的《知识分子的痛苦》（The Crucifixion of Intellectual Man，1950）也简要地论述了这一主题。19世纪的知识分子率先评估了时间的绝对虚无。“此刻”的观念渗入了公共政策最脆弱的领域，“此刻”的观念是真实、显著、复杂的，被当作独立系统的时刻，这是人在行为领域里实际预见力极端缩短的前景。预见者思想上的局限既是果，也是因。权力及其辅佐力是智慧的天敌，它们成了更加危险的敌人，因为“因追求权力和巩固权力而活跃的心理机制根本上是目光短浅的”（p.99）。但对那些惊呼危机来临而制造危机的人，我们是不能随声附和的。

哈罗德·伊尼斯




 [1]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525？—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著剧本80余部，仅存《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波斯人》、《阿伽门农》等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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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战略

以加拿大文学为特别参照：谨以此文作为梅西委员会
 
[1]

 报告的注脚。

善待他们；凡有米西纳斯的地方，必然会出现贺拉斯和维吉尔
 
[2]

 。

——马提雅尔
 
[3]



有人抱怨，我们没有文学；这是内务部长的过错。

——拿破仑

本章题名“文化战略”，可以说，这是对朱利安·班达“政治仇恨的思想组织”一语的阐述［1］
 ，也是发掘加拿大民族主义的尝试。“政治热情被渲染成普世、一贯、同质、持久和至上的关怀——在很大程度上，人人都能辨认廉价政治日报的货色。”［2］
 惠斯勒（Whistler）［3］
 等人称，人为的策略里引申不出艺术。他们说瑞士没有艺术，与加拿大有相似之处；加拿大不止一种语言，实行联邦制，依靠旅游业。一位杰出的加拿大画家说：“我不敢肯定，未来的人看今天的艺术时，是否会把广告画、橱窗广告和柜台广告当作最典型的代表。”［4］


画家的油墨可能会被文字作品淹没，提出文化可能性的问题，可能徒劳无益。民族主义、地方观念、偏执态度和工业主义似乎太过分了。廉价纸张的供应产生大量低俗的文字作品，文学作品成系列发行，拥有许多订户，被当作装饰品。里柯克
 
[4]

 这样的作家几乎仅此一人。他驾驭语言得心应手，轻松进入艺术境界，成为公认的大家。但正如彼得·麦克阿瑟（Peter McArthur）所言，连里柯克这样的大师也从未抨击过出版商。

但我们至少可以指出对文化利益似乎致命的东西。我们可以评估美国的文化水平，进而理解纽约作为书刊出版中心的重要地位，评估芝加哥商业印刷较高的成本。可以指出，如果文学戏剧依靠纽约报刊权威性的终极批评，那将是危险的。我们应该摆脱一家美国西部通讯社的忠告：如果你想促销，“那就给你的作品贴上纽约报纸的报头日期”。

我们可以指明利用民族主义的危险，无论是利用我们的民族主义还是其他人的民族主义都有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破就是立。我们不追随英美，只追求加拿大气派，这未必就是狭隘。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要记住文化实力来自欧洲的现状。［5］
 我们可以指出自己文学的局限，还可以证明机械化尤其是摄影术产生的扭曲。故事被迫承认插图的需求，而且受插图支配。［6］
 埃德加·华莱士
 
[5]

 和菲利普斯·奥本海姆
 
[6]

 依靠打字机创作，有些作家用口述录音机写惊险小说，机器的冲击力由此可见一斑。［7］
 他们的写作偏重速度和动作，供个人阅读的作品必须如此，这就损害了诗歌和戏剧的地位。在被印刷品淹没的新兴国家，这样的倾向尤其严重。

布尔克哈特
 
[7]

 研究西方文明时持这样的观点［8］
 ：国家和宗教是两大稳定的权力，它们总是竭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厚重的文化和它们协调一致，实际上，文化的本性和这两大权力是对立的。他说：“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有两种职能，就是把时代和世界的内在意义带入理想的视界，将其作为不灭的记录传给千秋万代。”道格拉斯·科普兰
 
[8]

 爵士归纳洛克斯比（P.H.Roxby）的话说：“文化遗产是民族威望永恒的基础，其地位胜过政治或商业权益。”［9］
 洛克斯比写道：“长远看来，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文化态度是确保真正理解和友谊的最佳途径，是良好商务和政治关系的保证。”［10］
 加拿大和美国的文化关系被严重忽视了，“加美关系”丛书的长列书单几乎没有表现出对文化关系的兴趣，这样的疏忽令人不安。

19世纪美国和加拿大出版业的关系对当前的加拿大文学有重要意义。19世纪的英国确立了小说的“暴政”，部分原因是英国剧作家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所以法国剧本大量流进英国，并且，法国剧作家得到有计划、有步骤的鼓励［11］
 。另一个原因是，英国流通图书馆的垄断地位受到保护，三卷本的高价小说使借书比购书省钱。［12］
 高书价使英国的图书出口受到限制。美国没有流通图书馆，1891年制定版权法之前，外国图书又不受到保护。实际上，1790年5月31日美国版权法的第五条还“鼓励出版商重印英国作品”。所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美国人大规模重印英国人的作品，促使英国作家的作品首先在美国出版。［13］


1874年的美国立法将周报或日报发行的邮费减少到每磅2美分，无论距离长短。1879年3月3日的法案（第14段）规定，二等印刷品“必须正规发行，准时，每年四期，标注发行日期，期号连续标注”。1885年7月1日，纸皮书的邮费从每磅2美分降低到1美分，布面书的邮费是每磅8美分。这一立法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市场对廉价图书的需求很强劲，出版的重点是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图书，有名望的出版社已经造就了这样的市场。

在1891年版权法颁布之前，英国图书在北美经历了一个终极发展期，此间，加拿大人和进入美国的移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不受发行机制的约束。哈里法克斯市自由教会学院的数学教师乔治·蒙罗（George Munro）移居纽约，在比德尔和亚当斯出版社供职，经营10美分小说。1867年，他开始出版家用报纸《炉边指南》（Fireside Companion），积累了经验。1877年5月28日，他推出“滨海文库”（Seaside Library），4开本，廉价纸，每页两三列版面。据估计，一本常规645页的书可以用152页的4开本排印。到1883年下半年，4开本图书市场业已饱和，蒙罗遂转向口袋本袖珍书，虽然袖珍书的成本略高。1887年，他把批发价从25美分、20美分降到10美分、5美分。1889年，他出版每月一期的“美国作家文库”（Library of American Authors），纸面书，12开本，“以吨计量发行”。1890年，他把“滨海文库”转让给约翰·洛弗尔（J.W.Lovell）［14］
 ，条件是三年期，每期届满需要重新购买，转让价是5万美元，外加每月支付4500美元。据估计，到1890年，“滨海文库”已售出3000万册，主要是通过美国新闻公司发行。

1872年，乔治·洛弗尔之父约翰·洛弗尔在靠近蒙特利尔边境的美国一侧办了一家印刷所，专印英国图书，却不购买版权，然后以12.5%的关税出口到加拿大销售，其售价比从英国直接进口的图书略低。［15］
 1875年，乔治·洛弗尔移居纽约，印行未经授权的廉价书。1881年经营受挫之后，他仿照德国模式出封皮漂亮的袖珍本廉价书。1882年，他启动便携的每月一批的“洛弗尔文库”（Lovell’s Library），售价20美分，又发行“洛弗尔标准文库”(Lovell’s Standard Library)的布面书，售价1美元。1885年，他专营“洛弗尔书库”，把其余的业务出售给贝尔福德和克拉克公司。这个书库成了非常畅销的书系，每年售出700万册。由于1887年乔治·蒙罗降价经营，竞争更趋激烈。1888年，洛弗尔从乔治·蒙罗的兄弟诺尔曼·W.蒙罗（Norman W.Munro）的手里购得“蒙罗书库”(Munro Library)［16］
 。1884年，乔治·蒙罗经营“滨河书库”（Riverside Library）失败，1877年至1879年间将其出售，转向经营袖珍本“蒙罗书库”。1890年，洛弗尔收购并控制“滨海书库”，同时又收购或租借其他廉价书商的印版。于是，他拥有一半以上的布面书、三分之二以上的纸皮书。以此为基础，在特洛印务公司的支持下，他组建了美国图书公司（United States Book Company），其资本为350万美元。

亚历山大·贝尔福德（Alexander Belford）和詹姆斯·克拉克（James Clarke）是多伦多贝尔福德兄弟公司的职员。他们移居芝加哥，组建罗斯和贝尔福德公司。1879年，贝尔福德和克拉克公司受挫，经过重组，成为“铁路文学”出版商。他们创建了精致的零售系统，他们将书以高价卖给批发商，然后再以常规的价格发行，再后来就通过干货店和百货店以极低的价格卖书。其装帧花哨，封皮与内页用木浆、黏土和草浆制成的纸张反差强烈。1885年，这家公司又收购了“洛弗尔标准书库”，成为廉价布面书的最大生产商。由于1887年以后书价的急剧下跌，罗斯和贝尔福德公司于1889年破产。

由于缺乏外版书的版权，出版商不得不想办法自保，那就是大批量生产基础上的低售价。由于美国新闻公司和邮政局有效的发行渠道，出版商的设备不断改进。1882年，滚筒印刷机开始启用，1886年，三家廉价书库出版商已经拥有自己的排版、印刷和装订工厂。他们用最廉价的纸张，不注意校订。纸张制造商被迫将质量好的纸张出售给大型印刷商和期刊出版商。铅版商即所谓“锯木厂”将铅版卖给出版商，出版商就用这些铅版印书。排字工工会［17］
 表示不满，由于书价急剧下跌，他们都认识到版权的重要意义。纸皮书邮费低，只及布面书邮费的六分之一到十分之一。据估计，在1887年印行的1022本图书中，三分之二的图书是以廉价的“书库”形式出售的。对新书的需求导致劣质的小说出版［18］
 。技术革新使纸张价格、印刷成本下跌，［19］
 书报供应和读者需求的缺口加大，对无需购买版权的外国书的需求也加大了。然而，外国书的供应毕竟有限，低档小说的市场又趋于饱和，所以通过4开本改12开本来增加销量是不可能了。由于劣质纸不会很快变质，最后的结局是由报馆来消化新闻纸的供应。如此，出版商不得不把经营的重点转向美国作家，向他们支付版税。这样，期刊优势的基础就奠定下来了，这对美国和加拿大文学具有重大的意义。全国的广告业均有发展，对期刊读物形成新的要求。英国书价和美国书价的差异缩小，英国的三卷本小说在北美市场消失，因为1891年的美国版权法实施以后，两国的书价拉平了。如要在美国获得版权，英国的图书就必须在美国印行。［20］


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里，行型活字铸排机的发明、新闻纸排印廉价的优势以及速印机的优势成为大发行量的基础，报业充分利用了大批量发行的优势,一切可以想象的手段都调动起来投入报纸的发行。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纽约市，普利策报系和赫斯特报系的报纸大战尤其令人注目，千方百计的手腕包括耸人听闻的大标题、漫画和报道西班牙与美国的战争。每一个方向的圣战者都被调动起来去提升报纸的亲和力。

报纸的生产技术突然改进，杂志的读者人数也随之增加。月刊取代周刊，成为现代出版业的首要因素。1891年的版权法（Copyright Act）本身就承认了需要造就美国作家供应链的问题［21］
 ，接着的问题是培养大批小说作家。到1900年，这支创作大军满足了杂志对稿源的需求。“扒粪”杂志［22］
 得到经验丰厚的报人比如林肯·史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的支持，他撰写了“城市之耻”的系列文章。这些撰稿人追随那些耸人听闻的手腕，尤其追随赫斯特报系的手腕［23］
 。比如，麦克卢尔（S.S.McClure）把两家报纸的轰动手法用到廉价的新杂志上。他发动了一个革新的浪潮，西奥多·罗斯福
 
[9]

 总统有效地利用了这样的革新。麦克卢尔向名作家支付巨额稿费，借以扩大发行量。他曾经是咖啡豆零售商，所以他知道农庄和小镇人的需求［24］
 。芒西(Munsey)［25］
 主办全小说杂志，追随星期日报纸和杂志栏目的风格，用光滑纸和更清晰的半色调印行，使小说成为全小说杂志发行量的基础，到1896年，他成了权势人物［26］
 。

妇女在购物中的地位使出版商专注女性杂志和广告。在费城，寇提斯（Curtis）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在杂志里的读物迫使读者翻了一页又一页，不得不看广告，因为广告占用了大半的版面，这使杂志成为范围广阔、有利可图的生意经［27］
 。通过全国性的大型杂志［28］
 ，钢琴、高价自行车等商品占领了全国市场，在全国性杂志上打广告比在报纸上打广告的效果更好。出版商精心设计的版面令人注目，其诉求对象是高档收入的人群。全国性杂志有条不紊地向老牌的广告媒介发起攻击。依靠成药广告的宗教杂志感受到《主妇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发起的圣战。1892年［29］
 ，宗教杂志拒绝刊登医药广告，同时披露广告上流行药品的化学分析报告。随着大规模印刷业的增长，印刷商走上了广告商的方向，取代了单干广告商和广告公司的地位。印刷商的专业化和间接成本的增加使出版商有必要控制出版发行。广告文案写作的高手洛里墨（Lorimer）成为《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的编辑，他给广告文案赋予个人的气质［30］
 。1910年，寇提斯出版社购置了一台80万美元的四色印刷机，盖了一栋新楼，又创办了第三种杂志以包容农业内容。［31］


从1905年到1915年，杂志的平均发行量从50万册增加到140万册。1922年是杂志的爆发期,到1937年，杂志的发行量达到300万册［32］
 。《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时代》周刊（Time）和《纽约客》（New Yorker）分别在1922年、1923年和1925年创刊。教育的发展、教材用量的增加使年轻人接受了印刷词和杂志的消费。作家的作品供不应求。妇女杂志由报纸的“图案”栏目衍生而来，例子有《图案》（Delineator）和巴特雷克（Butterick）报系的报纸。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妇女杂志的发行量显著增加。彼时，妇女杂志达到巅峰，稿酬最优厚，成为作家的主要市场。杂志为争夺作者而激烈竞争，名望高的作家的要价扶摇直上［33］
 。通俗小说的专有权比连载文章的收益更为丰厚。“华丽”期刊里的畅销作品享有连载版权、电影、图书改编权和其他版权，其平均回报在7万到12.5万美元之间。作家集中精力为杂志撰稿，而不是写书了［34］
 。

作家为流行大刊撰稿时，由于这种刊物以广告为基础，他们和编辑就需要特别注意读者的需求。枯燥的风格绝对令人厌恶,连载的文章要考虑每期的结尾如何吊足读者的胃口，使之翘首盼望下一期的刊出。最大发行量的刊物能刊载有名望作家比较长的小说，但它们往往将每期节选的篇幅限定在12,000词，甚至短至5,000或4,500词。［35］
 这是因为刊物依靠广告，这就意味着，连载的文字“要根据工厂烟囱的活动来伸缩”。［36］
 作家受商业周期波动的影响特别明显。作家的名望依靠广告效益，广告是由编辑操作的，编辑推销广告的能力又是由作家促成的。如此，刊物的文章和故事［37］
 就具有商业主义倾向。乔治·埃德（George Ade）竟然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想，我现在的任何文字都是卖得动的，即使是唯美的文字。”［38］


到20世纪20年代，报纸和广告影响杂志的手法很老到了。《纽约客》之类的期刊戏谑地调侃广告商，广告商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近年，《纽约客》反对公共建筑里喇叭广告的运动并非与广告业的竞争无关——这样的戏谑当然是搞笑。对广告文案严格限制的方针使《纽约客》成功，其宗旨是强调编辑独立于广告部。《纽约客》形成了新的风格，这一文风反过来导致了广告文案风格的革命。巴尔的摩的报人门肯(H.L.Mencken)
 
[10]

 编辑并经营的《时髦者》（Smart Set）和《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获得成功，发行量很大，这是对依赖广告的社会限制发起的直接攻击。他为报纸撰写书评，熟悉文学潮流，用《时髦者》吸引不能在老刊物上发文的新作家，他们乐意接受《时髦者》的高标准稿酬，借以获得名望。门肯本人是专栏作家，熟悉诽谤法，他有德国血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吃尽了疯狂宣传的苦头。《美国信使》1924年创刊，定价50美分，每月发行量从起初的38，694份增加到1926年的77，921份。［39］
 揭秘成了一个时髦的新词，也成了有利可图的活动。他把《美国信使》办成高质量的刊物，旨在使普通人更体面［40］
 ，他抨击清教
 
[11]

 习俗，抨击英国图书，认可报刊新语的强大时尚，将其反映在巨著《美国语言》（American Language）里。

妇女杂志感受到清教习俗的束缚及其对广告的影响。博克
 
[12]

 关注性教育。《图案》的编辑西奥多·德莱塞
 
[13]

 的小说与审查制度冲突，但他以《美国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胜出。门肯追随马克·吐温
 
[14]

 和安布罗斯·比尔斯
 
[15]

 的传统，他争取作家联盟支持德莱塞小说的批判立场［41］
 。加尔文教派对性主题伪善的执著立场［42］
 是德莱塞猛攻的核心题材。德莱塞是这一题材的主要艺术家，门肯是其高级祭司，他们决心打败“铁娘子圣女企图以温柔的拥抱扼杀美国小说家的企图”（H.H.Boyesen）。由于深知审查条例对广告业的价值，门肯抓住一期《美国信使》被禁的机会，抨击波士顿监察社团（Boston Watch and Ward Society），将其称为天主教和新教清教主义的堡垒［43］
 。他对斯科普斯
 
[16]

 审判抱有浓厚的兴趣，追踪报道了1925年3月21日田纳西州州议会反对传授进化论的立法，表达他反对宗教顽固立场的态度。

朗读习惯的式微导致审查制度重要性的下降。读者受印刷品吸引，开始对不适合交谈用的印刷材料感兴趣了。英国的乔治·穆尔
 
[17]

 和美国的门肯利用这一变化抨击审查制度，审查再也不能被用作沽名钓誉的手段了。意味深长的是，广告商推动了变革的氛围，妇女不再担心在公共场合吸烟了。

即使在版权法颁布以前，从广告对报刊的影响看，广告对作家的影响也隐含着对图书的重要影响。“大多数人不再看书，他们看杂志和报纸。”（H.C.Baird）［44］
 图书经销和出版的成本高企，19世纪90年代有限的图书发行渠道［45］
 即为明证。20世纪初，教材出版社的发展逐渐被百货公司的发展抵消。小型零售书店无法与图书经销商竞争，后者得到的报偿有钻石、皮毛和债券。20世纪初，图书邮购业务扩大，但其结果从一位读者的评价中可见一斑：“这一新奇的营销手法难以成功。”［46］
 1902年，霍威尔斯
 
[18]

 写道：“大多数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首先在杂志里见光，大多数次优秀的文学作品首先以图书的形式出现。”公寓房价位上升，书架空间缺乏，到20世纪20年代时，这样的居住条件促成了借阅图书馆的迅速发展。1926年以后，作为确保批量生产图书的经济手段，读书俱乐部迅速增加了［47］
 。然而，图书发行机制不足，出版业依赖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印刷设备［48］
 ，这说明图书与报刊相比仍有局限。“双日培基”之类的出版社启用直接而强劲的广告推进政策，捧红了欧·亨利
 
[19]

 这样的小说家［49］
 ，但它们最主要的成果却是在不那么显眼的领域。

业绩突出的《斯克里布纳杂志》（Scribner’s）的经验说明，广告对报纸产生直接的冲击，对图书产生间接的冲击。报馆编辑罗杰·伯林盖姆
 
[20]

 ［50］
 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珀金斯（M.E.Perkins）都对自己公司的出版物产生了有力的影响。珀金斯关注价值意识和本土色调的重要意义，反对模仿英国和欧洲模式的风格，张扬“对美国物质主义冷嘲热讽的抨击”［51］
 。对他而言，伟大的书是对文人和大众都有吸引力的书。购书人是相当成功的人士,他认为，经济下层人士在图书馆把托马斯·沃尔夫
 
[21]

 的书读得“破烂不堪”，这反映了他们的真实生活。［52］
 珀金斯谴责20年代对畅销书的疯狂追求，抨击报纸炒作畅销书作家作品的政策，批评“每月一书”俱乐部让公众只注意一本书的方针。［53］
 他关心的主要是报纸读者。为报纸撰稿的作家包括海明威
 
[22]

 、埃德蒙·威尔逊
 
[23]

 、斯坦利·彭内尔
 
[24]

 、斯蒂芬·克莱恩
 
[25]

 和德莱塞。珀金斯认为，大学里的文学和写作教学迫使学生透过过去的文学去看事物，朦胧暧昧，而不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事物，他认为两年的报馆工作经验胜过大学的两年学习。［54］
 他喜欢欧文·白璧德
 
[26]

 所谓的“不加挑选的艺术”。商业主义的需求更直接地表现在避免论战。“销售部门总是想要小说，他们想把一切作品变成小说。”［55］
 公众和业内人士都喜欢10万词的图书，2.5万~3万词的小书常被吹胀为大篇幅的图书。

文学领域对商业主义有序的反叛长期遭受延宕和挫折，其遭遇甚过其他艺术领域。亨利·詹姆斯
 
[27]

 逃到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庞德
 
[28]

 和T.S.艾略特
 
[29]

 随之跟进。“沃尔夫那一代人里的史学家……都记述了我们那一段难以名状的文化青春期，我们惆怅、烦恼，寻求外域文化之根。”［56］
 “你随时都能回归。”（海明威）。但庞德却说：“我们想要更高一级的作品，但目前的出版体制不愿意支付那么高的稿酬。”［57］
 “问题是如何在不生产过度的情况下生存。”［58］
 “图书业天怒人怨，遭到神谴，除了丛书之外，它不给任何出版物提供支持……”［59］
 “美国法律过去和现在都支持出版商和印刷商，总是和作家作对，而且作家越超前或反叛，法律就越是和他们作对。”［60］
 庞德说，在世的作家被挤出美国，“大体上，关税总是被当作邪恶和愚蠢的借口。”［61］
 即使在英国，从1912年到1932年，书商“竭力使任何值得一读的书绝版，不再发行”。舰队街
 
[30]

 的“四个老顽固”实际上控制了英国印刷品的发行。［62］
 这些批评与出版商的广告政策有关。［63］


在美国，工业主义和广告业对文化的扭曲作用十分明显，例子俯拾即是。建筑术成了艺术一霸，拥有商业功利主义需求的优势。绘画和雕塑与商业结盟，享有公私收藏家的支持，受到五花八门奖项的鼓励。［64］
 诗歌成为记者们评论和搞笑的对象，是杂志补白的填料［65］
 ，“不得不吸引美国中西部地区理发匠的妻子”［66］
 。“没有人为诗歌说话”,［67］
 在戏剧界，演员对现代艺术不感兴趣［68］
 ，对传统的支持局限于有效地依靠莎士比亚，这对剧作家构成可怕的障碍。［69］
 商业演出的经纪人和报界评论家不愿意承认小剧场艺术作品的活力，不承认观众对这种想象力丰富的艺术作品的需求，［70］
 尤其不承认小剧场和电影竞争的活力。用乔治·让·内森
 
[31]

 的话说，有声片可能是“旨在为机器人消费机器时代的戏剧”，如此，由于“浅薄和低能观众”的退场，剧场可能成了大赢家，不过，这样的变化成本太高，太令人痛苦。［71］


报刊彰显了机械化的巨大压力，这就导致传播业的高度垄断。垄断企业顽固的立场是继续、系统、无情地摧毁永久性的要素，而永久性的要素是文化活动必不可少的条件。强调变化成了垄断企业唯一持久的特征。托马斯·哈代
 
[32]

 抱怨说，记叙文和散文正在失去有机的形式、对称和含蓄的力量，失去对低调陈述的倚重，正在变成没有结构的混合体。［72］


美国《权利法案》
 
[33]

 保障新闻自由，美国邮政条例鼓励言论自由，其结果是商业力量的无限制发挥，是技术对传播的冲击，唯有商业主义本身才能调和这样的冲击。［73］
 传播垄断巨头八面威风，确保了从加拿大进口的木浆和纸张获得免除关税的优惠待遇，唯有一些地方政府才能对这些巨头的影响实施一定程度的制衡，它们禁止在政府控制的土地上伐木打纸浆。广告和读物形式的制成品输入加拿大时，联邦政府未予以限制，这样的举措反映了美国人坚持言论自由、鼓励垄断的影响。偶尔也有一些制衡这种影响的尝试，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禁止进口赫斯特系的报纸，又比如班尼特政府
 
[34]

 根据美国期刊的广告内容征收关税。有些机构对美国期刊的某些文章提出抗议，但除了抗议美国期刊的广告略有效果之外，其他抗议均效果不彰。为了抵消可能的阻碍，《时代周刊》和《读者文摘》之类的美国杂志出版了加拿大版。加拿大人受美国杂志征订单持续不断的轰炸，美国杂志里新出现的俏皮话成了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靠美国分厂产品广告支持的加拿大杂志与美国杂志竞争时，不得不效仿其格式、风格和内容。加拿大的作家不得不适应美国的标准。［74］
 我们的诗人和画家沦为广告推销人。有人说，扶持加拿大文学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严格禁止一切带文字的美国期刊，而允许只有广告的期刊自由入境——这样的调侃足以显示现存问题之荒谬。如果用这样的办法，我们的贸易就可能有所促进，加拿大作家就可能放手解决加拿大文学的问题了。果真如此，他们在创作手法高超的广告文案上就可能占有一定的优势了。

加拿大出版商的书目揭示了美国公司或美国代理人在图书出版中的地位。许多商品的广告费是由报刊的发行量决定的，和报刊竞争广告版面时，图书出版商处在极其困难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图书被剥夺了反复打广告的机会，所以图书出版商很难和报刊竞争。［75］
 况且，许多出版商的广告需求直接与生产图书的原材料、纸张、资金和劳动力需求竞争，这就有效地限制了它们利用广告推销图书的可能性。美国人五花八门的竞争手法立即在加拿大产生冲击，读书俱乐部、大批量生产的口袋书汹涌而入，美国书刊摆上了书报摊，进了烟草店，打入杂货铺。书名的极端重要性也许是美国文化最重要的元素，在美国销售的英国书改了名，在英国销售的美国书也改了名，为了电影业的利益而改书名，这些手法都显示了书名的重要性［76］
 ，加拿大人也感觉到了。在报界，加拿大人对美联社等通讯社、《纽约时报》［77］
 和其他媒体的依赖更不必赘述了。在广播电视领域，美国台落地，对加拿大人实施没完没了的轰炸。

美国商业主义的冲击由于战争而变本加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广告业的发展［78］
 促成商学院的建立，刺激了广告心理学教材的出版。美国宣传的有效性对欧洲国家产生影响。德国年轻人到美国报系、广告公司和出版社就业，学习如何制作新闻、如何使新闻成为带倾向性的艺术。论广告和宣传的美国著作被引进德国，翻译成德语。美国研究生受奖学金吸引到德国留学，参加德国市政府的实验。反过来，美国人也为德国交换教授提供教职，美国南部的大学尤其突出。汉堡—美国联线成为有效的宣传组织。但德国人的经验［79］
 时间太短，和美国人［80］
 及英国人宣传的长效影响形成反差，［81］
 不过美国人和英国人宣传的有效性还是难以评估，因为已有的估计是宣传者自己提供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人在国内的宣传［82］
 强度更大。宣传效果的表现是：产联、劳联、农业等群体组织纷纷涌现。反酒馆同盟（AntiSaloon League）游说施压，终于使国会通过了禁酒令。在大萧条期间，美国政府［83］
 大举向商界学习宣传技巧，充分利用新技术，比如无线电广播。美国参战以后，宣传工具［84］
 大大地扩张了。

美国人宣传的发展势头对加拿大文化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实际上，这样的影响威胁着加拿大的民族生活。在美国商业主义不断的敲打下，加拿大英语族的文化生活和法语族的文化生活渐行渐远了。美国文化对法语族的影响受到法语屏障的制衡，但视觉媒介的影响受法语制衡的程度就小得多。1915年之前，法语的加拿大剧院受法国电影的影响，从1915年到1920年，法国电影被美国电影取代。广播业发展以后，法语加拿大人为保卫法语而积极参与广播剧本的创作和广播剧的播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时事讽刺剧和法语小说受到新的刺激。美国的期刊里充斥着要加拿大加入美国的建议，美国技术变革对加拿大文化生活的影响展露无遗。应该说，其结果是，那时的美国期刊对加拿大人情感的考虑还比较多，如今，它们对加拿大人情感生活的考虑少得多，大概不会超过对宗教教派的考虑了。

民族生存的危险需要我们精心谋划，以应对危险，战而胜之。在新技术发展中，加拿大人可以在不受“言论自由”诉求影响的传播媒介方面摆脱美国人的影响。加拿大报界突出加拿大新闻，但美国的影响还是很大。［85］
 另一方面，加拿大政府靠加拿大广播公司扮演积极的角色，以抵消美国广播业的影响。可以预期，加拿大政府在电视业将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电影局组建了，其宗旨是削弱美国电影的压力。皇家艺术与科学发展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组建起来了，委员会的报告也发布了，其意义是表明我们加强民族立场的决心。美国分公司不愿意资助加拿大教育机构的研究工作，通过征税和联邦政府的拨款，这个问题解决了。加拿大大学对加拿大文学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但美术领域尚需更大的热情。加拿大作家协会之类的组织尝试用奖章等办法来支持加拿大文学。百老汇对一出法语加拿大戏剧的演绎引起英语加拿大人和法语加拿大人的一致怨恨，这就有力地说明，加拿大人对加拿大文化活动的强大支持有很大的潜力。

我们的确是在为生存而战。美国广告的有害影响在期刊领域尤甚，而美国商业主义强大的持久冲击力，在加拿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传播系统的虎狼之师随时准备摧毁加拿大人对英国残存的一切感情，认为这种感情对美国商业主义无所不能的影响力构成威胁，所以它没有好处。这是对加拿大文化生活核心的打击。我们为提高自己在英联邦里的地位而感到自豪，由于这样的豪情，我们难以意识到，我们在北美的地位正处在消失的边缘。偏重北美大陆的倾向有助于我们摆脱英国而自治，结果却使我们的处境更加危险。只有坚持不懈地在战略重点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们才能够确保生存。我们尝试建设性地探索传播媒介［86］
 的文化功能，并且在摆脱商业主义的路子上发展，如此，加拿大人还可以对美国人的文化生活作出贡献，还可以使他们摆脱对烟草和其他商品销售的依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补救美国版权法颁布之前商业主义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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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短波宣传》（Propaganda by Short Wave） ed.,H.L.Childs and J.R.Whitton (Princeton，N.J.，1943); 罗洛（C.J.Rolo），《无线电广播参战》（Radio Goes to War：The "Fourth Front" ）(New York，1940)。

［85］“对新闻报道90%的内容，我都抱怀疑的态度。大多数的新闻足以误导人，却不足以提供必要的信息。”温哥华资深记者访谈录。见恩斯特（M.L.Ernst），《首要的自由》（The First Freedom） (New York，1946)，以及布鲁克（Herbert Brucker），《信息自由》（Freedom of Information）(New York，1949)。

［86］在一定程度上，问题的核心是围绕不同媒介不同功能的混乱认识。文学经纪人刻意利用技术革新的需求，对一件艺术品进行改写或改编，使之成为图书、杂志文章或电影。见布朗（Curtis Brown），《接触》（Contacts） (London，1935)。萧伯纳不允许别人将他的剧本改编成电影。他说，在银幕上看过他的戏以后，谁也不愿意再进剧场去看这些戏了；剧作家会受到伤害，因为电影省略了大量的对白(Ibid.，p.51)。制片人想要每一组镜头产生“冲击力” (Ibid.，p.33)。机械化需求的是一致性。报纸关注新闻和当前的话题；图书、戏剧、电影和小说都围绕报纸的老板转圈圈。图书屈从于广告的需求，为电影、商业公司百年庆典纪念册、无线电广播和杂志文章的广告服务。《圣经》的场景被用来为戏剧和电影服务。莎士比亚的剧本主要是以文字的形式供人学习和研究。报纸连载故事和广播剧本以及小说则不同，它们倚重的是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题材。任何新思想都立即受到疯狂的攻击，被糟蹋致死。至于好莱坞那了无生趣的对白，科布（Irvin Cobb）批评说，那些擅长新奇词语的高手情愿沉默，直到他们自己的货色兜售完毕后才开口批评。




 [1]
 梅西委员会原名加拿大皇家艺术、科学和文学发展委员会，在文化问题上持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


 [2]
 米西纳斯、贺拉斯和维吉尔均为古罗马名人。米西纳斯是贵族，慷慨赞助文学艺术，贺拉斯和维吉尔是古罗马诗人。


 [3]
 马提雅尔（Martial，40？—104？），古罗马诗人，有警句诗1500余首存世。


 [4]
 史蒂芬·里柯克（Stephen Leacock，1868—1944），加拿大作家、政治经济学家，作品众多，文笔幽默，著有《政治学要素》、《文学的失误》、《无聊的小说》等。


 [5]
 埃德加·华莱士（Edgar Wallace，1875—1932），英国著名小说家、戏剧家、记者，极其高产，最著名者为剧本《金刚》。


 [6]
 菲利普斯·奥本海姆（Phillips Oppenheim，1866—1946），英国高产作家，要者有《曼尼斯特的长臂》、《双重叛贼》、《盲人王国》、《伟大的化身》等。


 [7]
 布尔克哈特（Burckhardt，1818—1897），瑞士历史学家、文化艺术史家，强调研究文化艺术对认识历史的重大作用，著有《君士坦丁大帝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明》、《意大利文艺复兴史》、《世界史观》等。


 [8]
 道格拉斯·科普兰（Douglas Copland，1894—1971)，澳大利亚教育家、经济学家、外交家。


 [9]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第26任美国总统，俗称老罗斯福总统，多才多艺，著有《在西部的胜利》、《1812年海战史》、《给孩子们的信》等，留下24卷文集。


 [10]
 门肯（Henry L.Mencken，1880—1956），美国著名报人、评论家、语言学家、散文家，曾任《太阳报》、《时髦者》编辑，创办《美国水星》杂志并任主编长达10年之久，代表作有巨著《美国语言》。


 [11]
 清教（puritanism），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产生的一个宗派，源于英国，提倡节俭勤劳，因教义与英国国教不相容而受迫害。清教徒17世纪移居美国，在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定居。他们工作勤奋，但思想趋于保守。


 [12]
 爱德华·博克（Edward William Bok，1863—1930），杂志编辑，普利策奖得主，主持《主妇杂志》编务30年。


 [13]
 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美国悲剧》、《嘉莉妹妹》、《欲望》三部曲等。


 [14]
 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美国作家，幽默大师，当过排字工、水手、记者，代表作有《汤姆·索耶历险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傻子出国记》、《在密西西比河上》等。


 [15]
 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1842—1913），美国小说家、新闻记者，著有《在人生中间》、《魔鬼词典》等。


 [16]
 斯科普斯（John Scopes），田纳西州戴顿（Dayton）市一所中学的教师，因传授进化论而被地方政府告上法庭，原告律师威廉·杰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代表原教旨主义的神创论，被告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1857—1938）是美国最著名的诉讼律师。被告大胜，原告大败，轰动一时。


 [17]
 乔治·穆尔（George Moore，1873—1958），主编《心灵》杂志，著有《伦理学原理》、《哲学研究》、《反驳唯心主义》等。


 [18]
 霍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1837—1920），美国作家，曾主编《大西洋月刊》，著有《林肯传》、《意大利游记》、《现代意大利诗人》、《现代实例》、《赛拉斯·拉帕姆发迹记》等。


 [19]
 欧·亨利（O.Henry，1862—1910），美国短篇小说大师，诙谐、幽默，代表作有小说集《白菜与国王》、《四百万》、《命运之路》等。


 [20]
 罗杰·伯林盖姆（Roger Burlingame，1889—1967），美国历史学家，曾主编《哈泼》杂志，创作大量名人传记。


 [21]
 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1900—1938），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著有《安琪儿，望故乡》、《时间与河流》、《网与石》、《你不能再回家》、《远山》、《从死亡到清晨》等。


 [22]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美国小说家、“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


 [23]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20世纪美国著名评论家，曾任美国《名利场》和《新共和》杂志编辑、《纽约客》评论主笔，代表作有《到芬兰车站》、《三重思想家》等。


 [24]
 斯坦利·彭内尔（Stanley Pennell，1857－1926），美国画家、作家，他那个时代主要的插图画家之一。


 [25]
 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1871—1900），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红色英勇勋章》。


 [26]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人文主义的领军人物，对20世纪中国的许多著名文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代表作有《文学与美国大学》、《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民主与领袖》、《论创造性》等。


 [27]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作家、评论家，晚年入英国国籍，作品涉及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对立，从心理学角度反映现实主义的小说的先锋，著有《一位妇女的画像》、《鸽翼》、《波士顿人》、《金碗》、《小说的艺术》等。


 [28]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美国诗人、翻译家、学者，现代派主帅，对许多大名鼎鼎的作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9]
 艾略特(T.S.Eliot,1888—1965)，20世纪伟大的文学家、现代派诗人、剧作家、文学批判家，生于美国，卒于英国。著有《普鲁夫洛克情歌》、《荒原》、《四个四重奏》等，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30]
 舰队街（Fleet Street），伦敦一条街道，因濒临舰队河而得名，几百年间英国报业总部的集中地，直到20世纪80年代。但时至今日，舰队街依旧是英国媒体的代名词。


 [31]
 乔治·让·内森（George Jean Nathan,1882—1958），美国作家、编辑及评论家。


 [32]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英国诗人、小说家，著有小说《德伯家的苔丝》、《还乡》、《卡斯特桥市长》、《无名的裘德》和诗剧《列王》等。


 [33]
 《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又译《人权法案》，含美国宪法第1至第10修正案，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


 [34]
 班尼特政府：以R.B.Bennett为总理的加拿大联邦政府（1930－1935）。


第二章 美国宪法的军事意涵

第一节 理解美国政策

本章［1］
 尝试理解美国的政策。我们加拿大人有特殊的义务去理解美国人的政策，既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世界其他人民的利益。理解自己的国家困难重重，理解美国这样一个历史既复杂又不稳定的国家尤其困难。对美国最深刻的研究出自法国人托克维尔
 
[1]

 和英国人布赖斯
 
[2]

 。加拿大人靠得太近，难以得地利之便去从事有效的研究。他们受传统束缚，在加拿大英语区，这一束缚尤其明显。在美国革命后离开美国移居加拿大的联合王国忠诚者身上，传统的束缚表现得十分清楚，法语区的加拿大人还多了语言的障碍。笔者不敢假装能做到必需的客观，我相信大多数读者也难以做到很客观，但我们将勉力为之。

无论怎么看美国革命，我们都要承认，那是通过武装反叛英国完成的。对英国人而言，那场战争的后果算不了什么。我们记得，在1812年的战争中，一个英国人得知英国军人烧毁了华盛顿的消息时说的话：他原本以为，那是他在梦中死去的消息。相反，对美国人而言，战争的结局是拼死的斗争。革命总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痕，凡是被革命烈火焚烧的民族，必然留下民族主义和群众爱国主义（crowdpatriotism）的极端沙文主义烙印。［2］
 这些国家养成了去个人化的社会关系、政治结构和理想，他们的警语多半是由群众宣传的痉挛性反应决定的。“公共政策就在每个人良心的门口。我们的公民身份啮食了我们的个性。”［3］
 美国宪法的建构者似乎认识到了这样的危险：他们打造了一种工具，对多数人侵犯个体地位的情况设定了诸多的限制，但这一工具也有危险。［4］
 由于传播技术的改进，这样的保护机制有所变化、逐渐式微，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参议员麦卡锡就彰显了这样的变化。

华盛顿及其19世纪的继任者放弃了对欧洲的兴趣，但在对棉田日益增长的需求出现以后，他们在南北美洲稳步扩大美国的影响。增长的需求意味着向西部和南部扩张，为了维持南北平衡，他们又向北方扩张。向南部扩张以牺牲法帝国为代价，其突出表现是杰斐逊
 
[3]

 任内与拿破仑达成购买路易斯安那
 
[4]

 的交易；向北方扩张以牺牲英帝国为代价，刘易斯和克拉克
 
[5]

 受命向西北探险，阿斯特
 
[6]

 建立了阿斯托利亚贸易站。

稍后向南的扩张有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
 
[7]

 保驾护航。门罗主义警告欧洲列强不得染指南美，旨在兼并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等地，意在牺牲西班牙帝国和墨西哥共和国的利益。“缅因”号军舰在古巴爆炸以后，分崩离析的西班牙帝国的残余殖民地最后被美国夺取，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也成了美国的殖民地。南方的扩张既缓解又加重了英帝国从北方施加的压力。两国的边界最后固定在今天的加拿大边境上。“西华德的冰箱”——阿拉斯加于1867年从俄国购得。这些扩张使我们想起迪斯累里
 
[8]

 的一句话，波兰被欧洲列强瓜分
 
[9]

 后，他在一次早餐会上问：“我们午餐吃什么？”




 [1]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作家、政治家，曾游历美国，所著《美国的民主》成为经典，该书分析了美国政府制度的优缺点。


 [2]
 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1838—1922），英国外交家、史学家，曾任驻美大使，著有《美利坚合众国》（3卷）。


 [3]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政治家，第3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4]
 购买路易斯安那（Louisiana Purchase），1802年，美国政府趁拿破仑对英作战急需军费，购买北美一大片名曰“路易斯安那”的土地，使美国的领土扩大一倍多，密西西比河成为美国内河，为美国向西扩张至太平洋沿岸创造了条件。


 [5]
 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Lewis & Clark Exploration），1803年至1806年，刘易斯和克拉克两人受命于杰斐逊总统，从刚刚购买的路易斯安那西北出发探险，直到太平洋沿岸。


 [6]
 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1763—1848），美国皮货商、金融家，1810年在哥伦比亚河流域建立了阿斯托利亚贸易站。


 [7]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1823年美国第5任总统詹姆斯·门罗［1817—1824］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主张“美洲人的美洲”，排挤欧洲列强，从此将美洲当成自己的后院。


 [8]
 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政治家、小说家，两度任英国首相。


 [9]
 波兰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被欧洲列强瓜分，领土和人口所剩无几。


第二节 美国历任总统及两党政治

美国革命的爆发是向意识形态战争的回归，英国内战
 
[1]

 以后，意识形态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5］
 民主民族主义和“大众军”（mass army）成为战争的基础。［6］
 乔治·华盛顿
 
[2]

 曾在英国对法国的七年战争中任军官，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因而担任了革命军的领袖。革命立竿见影的意义在这位弗吉尼亚军人的地位中显而易见。革命的大陆军不可能由新英格兰的将军统率。［7］
 武装斗争的成功不仅使殖民地独立，而且产生了稳定的联邦政府。向西部扩张的兴趣和联邦主义者建立强大中央政府的建议不无关系。在1783年致汉密尔顿
 
[3]

 的信中，华盛顿说中央政府应有“行使一切职能的权力”。［8］
 他对联邦主义者的同情反映在大陆会议
 
[4]

 各州代表表达的关切中，这些代表担心各州宪法的激进特征所隐含的危险，因为各州宪法是由革命者起草的。“我们的主要危险来自于我们宪法里的民主条文中。”（埃德蒙·伦道夫
 
[5]

 在制宪会议上的讲话）［9］
 保守主义再加上对分权理论的强调，加强了行政的权力，比如，总统任陆军和海军总司令，总统享有恩赐任命官员的权力，国务卿和陆军部长只为总统负责，财政部长之外的内阁官员也只为总统负责。总统成为行政权力的焦点。1787年，弗吉尼亚州批准联邦宪法，华盛顿对各州的领导权得以确保，他的影响和性格给美国留下了印记。

在建国的过程中，第一任总统的影响和威望为政府的运行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然而，华盛顿想要使参议院成为枢密院似的顾问机构的努力却遭遇挫折。参议院决议，内阁成员要向参议院提交书面报告，不能列席参议院会议，内阁只能向总统提供咨询。另一个抵制总统干预的举措是强调参议院的委员会体制，参议员的秘密受到保护，任何群体包括新闻界都不得损害参议员的秘密。

第二任总统亚当斯
 
[6]

 的当选含有这样一层意思：新英格兰
 
[7]

 在革命及后续影响里的作用得到了承认。他继承了维护总统职位威望的任务，但他发现，面对代表中部各州商业利益的汉密尔顿，他难以维持新英格兰和南方脆弱的平衡。由于汉密尔顿的坚持，华盛顿总统调动4个州的民兵镇压1794年的威士忌暴动
 
[8]

 。1798年，汉密尔顿又建议政府里的朋友们准备向法国开战，国会谋划组建紧急状态军队，扩编常规军。在他的影响下，华盛顿同意亲自挂帅，由于其威望，他能挑选领军的将军。亚当斯和汉密尔顿冲突的结果以亚当斯谋求连任失败而告终，这就削弱了联邦主义者的地位。

杰斐逊反对联邦宪法权力集中化的倾向，他和追随者的观点反映在《独立宣言》和联邦条例
 
[9]

 中。他强调土地、农夫和劳工的立场，反对金融和商业的利益。1791年，他偕同麦迪逊
 
[10]

 沿哈得孙河上行，奠定基础，形成“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最不协调、最有效的政治同盟：南方农场主和北方都市大亨的联盟”［10］
 。杰斐逊和联邦党人不同，联邦党人认为，联邦的存活依靠刀剑。杰斐逊却说：“我希望，没有一个美国人对欧洲的根本政策视而不见，那是封锁南北美洲海路和陆路的政策，那是最凶恶、最血腥的较量。”［11］
 杰斐逊是南方的代表。虽然他说“我们特有的安全系于我们的成文宪法”，但他做出兼并路易斯安那、获得新奥尔良出海口的决策时，并没有按照宪法的要求征询国会的意见。他为纽约大亨和南方的联盟增加了西部的领土。

杰斐逊连任两届，另一位弗吉尼亚人麦迪逊继任，得到了新增的领土。1812年4月14日，国会正式决议，以珀尔河为界，将珀尔河以西的土地并入新近购买的路易斯安那，一个月以后，他又兼并了密西西比领地的东部。1813年，美国军队迫使莫比尔港的西班牙驻军投降。亨利·克莱
 
[11]

 和众议院外事委员会说服国会于1812年6月18日向英国宣战。“征服加拿大是你们力所能及之举。”“这场战争、战前的措施、实施战争的方式毫无疑问都是南进和西进的政策，而不是那些商业州的政策。”（乔赛亚·昆西
 
[12]

 语）［12］
 1814年12月5日，麦迪逊提议增加陆军和海军拨款，并组建军事学院。

麦迪逊连任两届，继任的门罗总统也连任两届［1817—1824］。门罗也是弗吉尼亚人，曾在革命军服役。彼时，联邦党
 
[13]

 人式微，他不再遭遇官方的反对力量，但由于他所在的民主共和党缺乏纪律约束，所以他无法确保国会里的凝聚力。比如，虽然众议院的军备法案遭到总统和陆军部长的反对，却仍然“以压倒优势通过，虽然细节上有许多不足”。［13］
 1822年，门罗承认拉丁美洲几个共和国摆脱西班牙帝国独立，在亚当斯
 
[14]

 的坚持下，他在1823年12月2日的声明中加入了门罗主义，那是对俄国人蚕食美洲西北部的抗议。

1812年美英战争获胜，1820年门罗连任，联邦党这个政治因素最后被摧毁。议会党团威望和权力的下跌为1824年的自由选举开辟了道路。新英格兰的影响上升，反映在约翰·昆西·亚当斯竞选总统成功上，像他的父亲约翰·亚当斯一样，他只任了一届。

继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829—1837］是南卡罗来纳州人,革命战争期间曾被英国人俘虏囚禁。在1812年的美英战争中，他率领西部民兵与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的印第安人作战，在新奥尔良摧毁了爱德华·帕克南（Edward Pa kenham）将军率领的英军。1817年，他追击袭扰印第安人，打进西班牙人的领地，占领潘萨科拉，拿掉西班牙总督，旋即攻入佛罗里达，任佛罗里达都督。杰克逊扬名全国，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他把军事组织引进美国政治。1825年，他建成了全国性的政治机器。为了确保纪律和宣传，有组织的政党报业旋即诞生，加速了联邦党的消亡、催生出的华盛顿报业垄断的小型、分裂、狠辣、桀骜不驯［14］
 的新闻界被取而代之。1812年前后，《国民通讯员报》（National Intelligencer）［15］
 曾经是杰斐逊、麦迪逊、门罗和约翰·昆西·亚当斯鼓动战争情绪的喉舌，发行量大，有日报、周二报和周报三种。［16］
 与其相反，杰克逊及其追随者所办的报刊贴近选民。1828年杰克逊当选总统以后，《合众国电讯报》（United States Telegraph）和《华盛顿环球报》（Washington Globe）成为政府达成党派政治目标的喉舌。［17］
 杰克逊论功行赏，以鼓舞军队士气，“不抢掠，无粮饷”。州政治的组织者被擢升到全国性的舞台。1832 年，杰克逊被提名为候选人谋求连任，总统候选人提名会的制度开始实施，以三分之二多数表决方式保护南部的地位。这一制度的新闻价值明显，总统候选人成为主要政治考虑的制度出现了。在杰克逊和继任总统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1837—1841］时期，精心精选手法更见精致。就任总统前，范布伦是纽约州众议员。为了公众消费，杰克逊“厨房内阁”
 
[15]

 里的报人吹捧总统否决权，他们的报道流通广泛。范布伦尝试满足地方集团的需求时，这个总统提名制度遭遇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令人讨厌的关税法”
 
[16]

 引起争论，来自南卡罗来纳的副总统卡尔洪（John Calhoun）反对国会制定的关税法，赞同废止这一法案，公开捍卫州的权利，此举导致国会通过“动用军队法”
 
[17]

 。根据这一法案，总统有权调动陆军和海军强制执行国会通过的法案。分离的龙牙露出来了。

为了满足支持杰克逊和范布伦两人的组织需求，在1838年的较量以后，追随者尝试组织辉格党
 
[18]

 ，其主要基础是反共济党
 
[19]

 的情绪［18］
 。为了削弱范布伦总统的地位，为了利用战争英雄的新闻价值，纽约州的辉格党人威廉·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和瑟洛·威德（Thurlow Weed）成功提名哈里森
 
[20]

 为总统候选人。哈里森1811年曾在蒂普卡努河对印第安人作战，1812年又被擢升为西北军统帅。他们发动猛烈的竞选，突出“原木小屋和苹果酒”的口号，以此为号召，他在1841年胜选。哈里森就任后旋即去世，副总统泰勒
 
[21]

 继任，泰勒是弗吉尼亚人。1836年，得克萨斯从墨西哥分离出来，泰勒任期即将届满时，得克萨斯于1845年7月4日正式被美国兼并。得克萨斯争端击碎了克莱1844年问鼎总统宝座的希望，削弱了辉格党。

来自北卡罗来纳的波尔克
 
[22]

 是总统竞选提名里冒出的一匹黑马。他咄咄逼人地要求与英国解决俄勒冈边界，其口号是“经纬线50度—45度，否则开战”。1846年，他的划界主张获得成功。其逼人姿态意在增加北方州的数量，以平衡兼并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加入后，美国南方州的数量。加利福尼亚的美国人得到波尔克的暗示，宣布加利福尼亚为独立州。波尔克命令扎卡里·泰勒
 
[23]

 将军占领格兰德河左岸。不胜其烦的墨西哥人忍无可忍，终于犯错回击，双方交战，美方很快获胜。1847年，林肯在国会发难，强烈要求波尔克总统明示流血冲突的地点，要求国会决议感谢泰勒将军，决议的附带条文是，波尔克总统“不必要地、违宪地”发动战争。［19］
 辉格党人指责波尔克［20］
 强行发动战争，目的是拓宽奴隶制的范围。通过林肯的活动和《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之类的喉舌，反对南方人在新领地咄咄逼人态势的声音越来越高亢了。

手腕高明的报人和政客瑟洛·威德再次出手，在泰勒将军当选总统的竞选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弗吉尼亚人泰勒是1847年2月在布埃纳维斯塔战胜墨西哥人的英雄。胜利后不出一个月，他在艾奥瓦州获得总统竞选人提名，稍后即在总统竞选中胜出。副总统菲尔莫尔
 
[24]

 是纽约人，在泰勒去世后继任总统。像许多副总统一样，他和政府的政策不协调，接任总统后就扭转了前任的政策。他同情南方，是第一位清洗同党的总统，他反对辉格党人提名的国会议员，因为他们曾经反对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在国会提出的防止内战的妥协案。［21］
 1852年，辉格党人提名挥师墨西哥城的温菲尔德·斯科特（Winfield Scott）将军竞选总统，但斯科特被皮尔斯
 
[25]

 击败。报界利用斯科特言论大做文章，比如他说“我从来就不看《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那是一口吞下不知其味的清水汤。”

北方不能再靠提名将军竞选总统来抵消南方的影响，南北双方的斗争临近摊牌。北方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挖墙脚，因为总统竞选中认可英雄的地位强化了军界的力量。辉格党［22］
 被支持“自有土地运动”的共和党取代。种植园制度导致夺取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从墨西哥获得战利品的扩张政策毒化了政治体制，新领地的获得加剧了南北方的对抗。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使争夺第一条横跨大陆铁路控制权的斗争更加激烈。皮尔斯政府的陆军部部长杰斐逊·戴维斯
 
[26]

 是新罕布什尔人，是在泰勒将军麾下战胜墨西哥人的英雄。他坚持太平洋铁路沿南部边界布局，以便将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湾各州连在一起。相反，北方伊利诺伊的民主党人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则要求太平洋铁路穿越内布拉斯加。

南方选战手腕高明，其表现是，由北方提名的两位总统候选人和当选的总统皮尔斯和布坎南
 
[27]

 都比较弱。布坎南的优势在于，他出使英国时拒绝穿觐见英王的朝服［23］
 ，是宾夕法尼亚州籍的唯一一位总统。南北方的妥协包括1854年有关英国殖民地的互惠协议，该协议意在拓展北方的影响，以平衡南方的扩张。最后，联邦最高法院对德雷德·斯科特案
 
[28]

 的裁决反映了南方的影响。共和党人提名的林肯（Lincoln）来自中西部，他的当选终结了南方的扩张。1865年，杰斐逊·戴维斯在西点军校的同窗罗伯特·李（Robert E. Lee）成为南部同盟军队的总司令。善战的将军加入南军，迫使北方加强分散指挥的将领之间通信的效率，他们用电报协调行动,在格兰特(Grant)将军麾下，北军改善通信，获得成功。北军将领效率不高，战局久拖不决，伤亡加重，对南方的仇视加重。谢尔曼(Sherman)将军长驱直入打到佐治亚州海滨，战况之惨烈反映在他的话中。他说：“战争就是地狱。”妥协的前景黯淡。美国内战中复活的意识形态战争为20世纪创造了先例。

内战结束时，一支为国家服务的军队出现了。总统及其政府高高凌驾于各州之上。华盛顿成为意义重大的首都，州政府的地位大不如前。南方应邀加入与其截然不同的北方，但内战造就了一个更加固化的南方，与脱离联邦前的南方大不相同了。意识形态的战争被推向极端。北方强加的和平比战争更加苦涩。战争的牺牲和胜利使共和党成为新英格兰、中西部农民、关心补贴的老兵和黑人的神圣事业。安德鲁·约翰逊
 
[29]

 总统最后受到国会和州政府的蔑视。到1865年，南部各州民选的政府被军事区取代，每个区由一位将军担任长官。格兰特
 
[30]

 总统是老练的军人，他的政府是老练政治家打造的政府。到约翰逊总统时，老练政治家打造的政府已经退化，因为约翰逊仿照其他副总统的先例，逆转了前任总统林肯的政策。和杰斐逊·戴维斯一样，格兰特把军人强势的品格带进民事的管理。他想兼并南方的圣多明各，他的雄心被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萨姆纳（Charles Sumner）挫败。萨姆纳被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员布鲁克斯（John Brooks）殴打，此事引起北方人的忌恨［24］
 。布鲁克斯的意见相反，他坚持兼并北方的加拿大［25］
 。

在共和国大军的联邦老兵的强大支持下，谢里登（Philip Sheridan）将军麾下的陆军少将海斯
 
[31]

 在1876年的总统竞选中险胜。在和参议院交手中，电报成了他调动公共舆论的有效工具。他掌握了任免权，“国会长期压制政府的局面结束了”（H.J. Eckenrode）。由于军队的强势，由于战后南方的仇恨，格兰特总统无法恢复南方的白人统治。在海斯总统任内，由于南方人在民主党内的内聚力强大，北方退出南方的趋势启动了。到1894年，这一趋势完成，黑人成了三等公民，法律上他们自由了，却没有选举权。另一方面，海斯开启了一个不幸的先例，他动用军队镇压西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三州的罢工。

继任海斯的是加菲尔德
 
[32]

 。他在希罗一战中一举成名，任陆军少将。竞选总统时，他击败民主党候选人汉考克（Winfield Scott Hancock）将军，汉考克是葛底斯堡战役的北军统帅，“体重280磅的好人”（W.O. Bartlett语）。加菲尔德得到《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怀特洛·里德（Whitelaw Reid）的支持，1880年挫败了康克林（Roescoe Conkling）和《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对格兰特任第三届总统的提名。［26］
 国会让步，授予总统任免政府官员的权力，这引起各界对文官制度改革的关切，但由于参议院的强势必然会严格控制分肥式的任命，所以严格的业绩制也不可能。导致了林肯被刺的因素、恶性的个人恩怨、内战、对伟大事业兴趣的消失、分肥制的变本加厉，最终以加菲尔德被刺而告终。［27］
 在随后的竞选中，克利夫兰（Cleveland）击败布莱恩（James Blaine），民主党重回白宫。加菲尔德的副总统阿瑟（Chester A.Arthur）1881年当选总统，但和通常的情况不一样，他没有逆转加菲尔德的政策。

1885年，民主党重回白宫。克利夫兰
 
[33]

 摆脱了共和党人煽起的仇恨，但民主党经验不足、纪律不严。在和参议院交手的过程中，克利夫兰进一步强化了行政权力。1887年12月，他因关税讲话而受挫，1888年争取连任时，克利夫兰被本杰明·哈里森
 
[34]

 击败。［28］
 本杰明·哈里森的祖父威廉·亨利·哈里森1840年当选总统，他的曾祖父威廉·亨利·哈里森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本杰明·哈里森是美国政治里的最后一位贵族，内战时任北军准将。

1890年的麦金莱关税法（Mckinley Tariff）不受欢迎，经济萧条持续。1892年，本杰明·哈里森竞选连任失败，克利夫兰再次当选，重回白宫。但民主党纪律的松弛和萧条的继续使他败北。忽视货币改革、强调关税法反映了南方影响的复活，所以布兰德（Richard Bland）1893年“分道扬镳”的讲话对他提出警告，东西部的民主党人因此分裂。克利夫兰的虚弱和他加强总统权力的举措不无关系。虽然是民主党人，但他仿照身为共和党人的海斯总统的先例，派兵阻止芝加哥普尔曼工人罢工。这就摧毁了州政府维护商业安全的最后一点的主权残余，而商业安全有赖于州政府的权力。［29］
 克利夫兰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30］
 认为，“一个欧洲国家和一个美洲国家的任何持久的政治联盟都是不自然、不适当的”。加拿大人对这句话感兴趣。关于英国和委内瑞拉的争端，他向美国驻伦敦公使发出煽动性的指示，克利夫兰致函国会，复活了对抗英国的情绪。海军得到复兴，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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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海军的著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克利夫兰政府对英国强硬的调子旨在吸引爱尔兰族的选票，因为北方的民主党是围绕纽约州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建立的。［31］
 1884年总统竞选时，共和党候选人布莱恩的支持者攻击克利夫兰，说民主党是“朗姆酒、天主教加造反”，但这反而使布莱恩败北。［32］
 反过来，1888年总统竞选的结果之所以翻盘，这和英国驻美国公使萨克维尔韦斯特（SackvilleWest）的一封信有关系。他上了当，竟然说：英国的最大利益就是让克利夫兰重回白宫。［33］
 在那一年的竞选中，指控民主党人顺从南方联盟的招数成为最后的绝唱。1896年，西部开发中的“无限制铸造银币运动”使金本位的东部民主党人退出政治，民主党较弱的元素浮出水面。［34］


1896年，反映西部货币改革要求的民主党候选人布赖恩（William Bryan）败北，麦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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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出。在内战时，他从列兵干起，战争结束时晋升上校。英国与委内瑞拉的争端激起的战争狂热持续发酵，导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的呼声高涨。1898年4月，国会向西班牙宣战。“在一定程度上，麦金利服从公众的压力，他害怕在秋季的选举中失去选票。”［35］
 “从格兰德河到北冰洋，只应该有一面国旗、一个国家！”这是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洛奇的战争叫嚣。至于菲律宾群岛，麦金利断言，“除了全部占领、教育他们、开化他们、让他们改信基督教之外，我们别无他途”。如此，对菲律宾人的长期敌视随即开始。［36］
 夏威夷群岛被兼并，部分原因是，保卫菲律宾需要夏威夷。在和平协定中，西班牙割让了波多黎各。

在古巴战争期间，西奥多·罗斯福成为上帝给报人的恩赐，他招募了“义勇骑兵团”参战。在战地记者戴维斯（Richard Harding Davis）的帮助下，他占据了各大报的头版，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37］
 他当选纽约州州长，在麦金利总统第二届任期内成为副总统，麦金利被刺后继任总统，1901年到1909年连任两届。他的仕途得益于煽情的报界，尤其得益于比尔斯（Ambrose Gwinett Bierce）的评论和赫斯特报系的报道，他们的报刊支持民主党。［38］
 这就是当时民众对中央政府权力信赖的背景，“达此目的，我越过参众两院领袖直接向人民诉求，人民是我们两院领袖的主人”［39］
 。克利夫兰周日晚讲演，以便占据周一报纸的版面［40］
 ；罗斯福则利用人民跟随周一报纸的习惯，把重要的讲话放在周日，迫使沉闷的周一报纸用特写报道他的讲话。［41］
 他提前拟定讲稿，在发布讲话前交给报界，避免不必要的电报费。［42］
 报纸对他活动的兴趣来自于他对新闻的感觉，以及他对托拉斯的关切，这使国际报业公司托拉斯败北，印刷品价格降低。“我抓住运河区，让国会去辩论。”巴拿马爆发了“最公正、最名副其实的革命”［43］
 。不顾国会的反对，罗斯福派遣美国舰队到太平洋去向日本人展示实力。在他的压力下，加拿大在阿拉斯加争端中的声索权被牺牲了。［44］
 关于最高法院法官的委任，他写道：“除非他是民主党人，我判断他是不适合这一职位的，保守的政界人士……”［45］
 他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立场：“……我的确拓宽了行政权力的使用范围。”［46］


1909年，由西奥多·罗斯福和共和党提名的塔夫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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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总统。1900 年至1904年，塔夫脱曾任菲律宾总督，1904年起，他任陆军部长。此后，他完成重组巴拿马运河的工作，使之被称为“一座宜人小岛，簇拥在他周围的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1911年 ，塔夫脱试图和加拿大签订互惠协议，但罗斯福总统对阿拉斯加边界的态度激起加拿大人的敌视，导致协定的流产。海斯和克利夫兰以后，行政权力加大，众议院议长成为政府和国会的重要渠道。1889年，共和党人取得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优势，夺取总统大位，T.B.里德（T.B.Reed）担任众议院议长。里德长期担任缅因州众议员，他使议长的地位显著提高。民主党的弱势、共和党人里德和坎农（Joseph Gurney Cannon）两届众议院议长地位的提高，促使民主党1910年的反弹。那年以后，议长再也不得进入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失去了委任常设委员会的权力。结果，总统失去了能与议会打交道的一个人，共和党内的派别纷争促使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另立山头，以求东山再起，从而导致了1912年民主党人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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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总统。

威尔逊当选总统不仅是共和党内斗造成困难的结果，而且是民主党纪律和团结稳步改善的结果。民主党领袖钱普·克拉克（Champ Clark）有关1911年的互惠协议的言论在加拿大产生很坏的影响，使他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失败。［47］
 威尔逊是弗吉尼亚人、新泽西州州长，他当选总统说明民主党内的南方影响回归了。长期在野后执政的民主党在关税和货币改革上采取了咄咄逼人的立法政策。威尔逊险胜连任，恩赐任命在维护党内纪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林赛·罗杰斯（Lindsay Rogers）认为，战争爆发以后，威尔逊就将国王、首相、总司令、经济独裁者、国务卿集于一身。约瑟夫斯·丹尼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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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的党扛起了这场战争的责任。”共和党人被排除在巴黎和会代表团之外，这说明，威尔逊的许诺是党派政治。

战争对政府的重压使威尔逊的健康每况愈下，国会拒不批准加入国际联盟，共和党的沃伦·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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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总统。“参议院小集团是懦弱无能的艳丽而完美的花朵，这个小集团自命不凡，掌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纽约时报》）［48］
 乔治·哈维（George Harvey）上校在威尔逊当选总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威尔逊害怕对手攻击他得到纽约利益集团尤其是摩根公司的支持。他的担心不无道理，民主党提名他参加总统竞选的原因之一是，布赖恩抨击钱普·克拉克依靠纽约支持。威尔逊先疏远哈定，继后又对其感兴趣，任命他出使英国。［49］
 罗斯福认为，爱尔兰问题的解决是“推进美英友谊最重要的事情”。［50］
 哈维积极参与建立“爱尔兰自由国家”的运动，削弱了爱尔兰裔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哈维还积极促成《四强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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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以终结英日联盟。在谈判实现英美两国主张中，哈维发挥了重要作用。

哈定在任内去世，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副总统卡尔文·柯立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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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任总统。192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Emanuel）［51］
 被共和党的胡佛击败，宗教问题是重要原因，就像1860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西沃德［52］
 败在林肯手下一样。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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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选连任被罗斯福击败，原因之一是他偏爱记者马克·沙利文（Mark Sullivan），引起不满，使若干行政部门难以和新闻界有效沟通，而民主党竞选的组织者查尔斯·迈克耳孙（Charles Michelson）又把胡佛抹黑。民主党用《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杂志的特权避免了诽谤法的指控。［53］


内战余波的灾难性后果长期存在。威尔逊总统在位时难以感到舒服自在，共和党人对他倡导的巴黎和会持排斥的态度，和约条文被迫不断调整，直到1929年失败,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当选等等，都是内战余波未了的表现。富兰克林·罗斯福曾任纽约州州长，他充分利用西奥多·罗斯福有条不紊使罗斯福家姓摆脱贵族联想的努力。［54］
 他尽力控制恩赐委任，越过国会用广播直接对民众讲话，获得劳工的坚定支持，这使他能强势主导民主党事务，使民主党能主导国会，直到今天。“广播……对总统候选人的最大考验”是罗斯福“唯一充分放手与民众接触的手段”。［55］
 他对公共舆论极其敏锐，对宗教团体的舆论尤其敏锐。［56］
 政治图景为之剧变，在哈定、柯立芝、胡佛任内，白宫不受重视，国会极端强势，游说集团代表的商业利益集团立场强硬,到罗斯福任内，政府强势，恩赐任命大行其道。［57］
 到1938年，巨额的救济款被转用于军备。［58］
 连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休斯（Charles Hughes）也说，经过一番苦斗［59］
 ，总体上同情国会的联邦宪法转而更加同情政府。最后，财政部预算局的迁移使总统能直接掌控政府的一切活动。

受《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保护的新闻界造成的失衡在西美战争中见效了。报纸进行的“审判”有增无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歇斯底里也是新闻界造成失衡的结果。霍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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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道：“20年前，一次微小的震动传遍世界，社会主义一词传到人们耳中，我当时就想，而且现在仍然认为，恐惧被转化成了教义，这是联邦宪法和习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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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没有的教义。”歇斯底里的效果记录在案，反映在报界对议会和最高法院的影响中（明显不同的意见只能证明报界的力量）。结果，权力日益向政府转移，引起政府对武力的依赖。用布鲁克斯·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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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说:“在公共物权的集体行使中，美国民主显然决定性地失败了。”

总统控制恩赐任命和自己政党的权力由于无线电广播的使用而得到提升，而且由于他考虑军事因素而有所加强。军事因素的重要性加强了总统一人领导的权力，他有权不顾公共舆论和国会而干预战争。在引导或迫使国会承认并接受他的权力和地位时，他不得不谨慎小心、深思熟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主党和总统的地位得到加强，无线电广播的使用尤其加深了行政和立法部门的鸿沟，致使行政和立法部门不得不依靠中介联系。威尔逊总统依靠众议院，富兰克林·罗斯福依靠霍普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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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相比而言，英国首相得到政党的合作和议会的支持。英国议会传统的巩固使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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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败选和重新当选都成为可能。相反，美国民主党长期主导政坛的局面虽然有助于从罗斯福到杜鲁门（Truman）的权力转移，但同时意味着，变化只能是人事的变化包括内阁成员的变化。在纽芬兰草拟《大西洋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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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丘吉尔必须随时随地和英国内阁保持接触，而罗斯福则可以独行其是，这使美国人感到惊讶。

美国人办外交缺乏连续性，［61］
 虽然1924年的罗杰斯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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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职业外交官工作的鼓励，但美国外交还是因个人的分量而改变,［62］
 这和英国、俄国外交明显的连续性形成鲜明的对比。结果是美国外交对欧洲的兴趣比较小，对拉丁美洲的兴趣比较大，这就意味着对拉美国家驻美公使更感兴趣，当这些公使干练而勤勉时，美国外交界对拉美尤其感兴趣。［63］
 美国人和英国代表谈判的困难在布雷顿森林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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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是显而易见的。英国谈判人经常听见美国人说，他们过不了国会那一关。美国谈判人判断国会和公共舆论的政治宽容度成了他们谈判的一个决定因素。




 [1]
 英国内战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议会派和保皇派之间的斗争，共两次内战，后王朝复辟。


 [2]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美国首任总统，连任两届。


 [3]
 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美国政治家，曾任财政部长，建立中央银行，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与杰斐逊的政治主张对立。


 [4]
 大陆会议（1774—1789），英属13 个北美殖民地的立法机构，共两届。


 [5]
 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1753—1813），美国政治家，1787年出席制宪会议时拒绝在联邦宪法上签字，次年在弗吉尼亚州改变态度，敦促州议会代表批准联邦宪法。


 [6]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第2任美国总统［1797—1800］，参与《独立宣言》起草、对英国和谈，著有《政府断想》、《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宪法一辩》。


 [7]
 新英格兰——今美国东北部6州：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


 [8]
 威士忌暴动（Whisky Rebellion），宾州西部3，000余名农民反对交纳威士忌酒税，举行暴动，汉密尔顿亲率1，500余名民兵镇压。


 [9]
 联邦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1871年第二届大陆会议拟定的宪法，条例规定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各州保持独立，中央政府几乎没有权力。


 [10]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美国政治家、第4任总统［1809-1817］，《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


 [11]
 亨利·克莱（Henry Clay，1777—1852），美国政治家，曾任众议院议长，“战鹰派”，推动1812年的美英战争，五次竞选总统，均告失败。


 [12]
 乔赛亚·昆西（Josiah Quincy，1744－1775），美国律师、政界领袖。


 [13]
 联邦党（Federalist Party），代表种植园主、商人、银行家和制造商利益。


 [14]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门罗总统的国务卿、第6任美国总统［1825—1829］。


 [15]
 “厨房内阁”（Kitchen Cabinet），杰克逊总统的私人顾问团，在白宫厨房议事，故名。


 [16]
 “令人讨厌的关税法”（Tariff of Abominations），由于不利于南方经济，南方政客贬之为“令人讨厌”，故名。


 [17]
 “动用军队法”（Force Act），1833年国会应杰克逊总统的请求而获得通过，授权总统在南卡罗来纳动用军队强制执行联邦法律，副总统卡尔洪与总统杰克逊分手，民主党内产生裂痕。


 [18]
 辉格党（Whig Party），始创于19世纪30年代，50年代瓦解，仅存26年。


 [19]
 反共济党（AntiMasonic），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第三党”，1828年成立，昙花一现。


 [20]
 哈里森总统（William Henry Harrison，1773—1841），第9任美国总统，就任一个月后逝于任内。


 [21]
 约翰·泰勒（John Tyler，1790—1862），第10任美国总统。


 [22]
 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J.K.Polk，1795—1849），第11任美国总统。


 [23]
 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1784—1850），第12任美国总统。


 [24]
 米拉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1800—1874），第13任美国总统，辉格党最后一位当选总统者。


 [25]
 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1804—1869），第14任美国总统（1853—1856）。


 [26]
 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1808—1889），分离主义者，南部同盟（“美利坚同盟国”）总统，著有《南部同盟的兴衰》。


 [27]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1791—1868），第15任美国总统，无力扭转局势，内战终于爆发。


 [28]
 即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Dred Scott vs.Sanford）中，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逃奴斯科特败诉，不能获得自由，致使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无效，严重损害了最高法院的威望。


 [29]
 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1808—1875），第17任美国总统。


 [30]
 尤利塞斯·格兰特（Ulysses S.Grant，1822—1885），第18任美国总统。


 [31]
 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B.Hayes，1822—1893），第19任美国总统。


 [32]
 詹姆斯·加菲尔德 （James Abram Garfield，1831—1881），第20任美国总统，1881年7月2日被一个谋官未成者枪杀，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被暗杀的总统。


 [33]
 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1837—1908），第22、24任美国总统，1889年被哈里森击败，但1893年再次当选总统。


 [34]
 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1833—1901），第23任美国总统。


 [35]
 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美国海军军官、军事理论家，著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海军战略》等。


 [36]
 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1843—1901），第25任美国总统。


 [37]
 威廉·塔夫脱（W.H.Taft，1857—1930），第27任美国总统。


 [38]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第28任美国总统，出席巴黎和会，提出“威尔逊方案”，参与组建国际联盟，但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拒绝批准“威尔逊方案”，致使美国未能参加国联。


 [39]
 约瑟夫斯·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1862—1948），美国记者、民主党人、政治家、民主党竞选主管，著有《威尔逊时代》、《北卡罗来纳州的编辑》、《衣着随便的外交家》等。


 [40]
 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1865—1923），第29任美国总统，被美国人评为最糟糕的总统。


 [41]
 《四强条约》（Four Power Treaty），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限制军备的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的战舰吨位的比率为5531.751.75 。


 [42]
 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1872—1933），第30任美国总统。


 [43]
 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1874—1964），第31任美国总统。


 [44]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41—1935），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与文学家父亲同名，常持自由派的观点，与其他法官意见相左，著有《习惯法》。


 [45]
 习惯法（common law），起源于英国王室法官的裁决，是不成文法，传到美洲后，成为人民反抗政府压迫性法令的基本法，习惯法中人们所熟悉的原则有《独立宣言》和《人权法案》中提到的权利。


 [46]
 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1848—1927），美国历史学家，著有《新帝国》、《社会革命理论》等。


 [47]
 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1890—1946），罗斯福得力助手、私人使节，协调同盟国战时政策。


 [48]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英国政治家，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巨头之一，多才多艺，擅演说，1953年因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49]
 《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1941年8月13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纽芬兰海面的军舰上签署，反法西斯同盟自此逐渐形成。


 [50]
 罗杰斯法案（Rogers Act），美国国会1924年通过，规定外交人员的调动和待遇，以有助于职业外交官工作的连续性。


 [51]
 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1944 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大饭店举行，故名，即联合国货币及金融会议，促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


第三节 美国的扩张与战争政策

英国议会党和圆颅党的冲突，即绝对君主制和绝对议会制的冲突迁移到了北美。稍早建立的南方殖民地反映的是贵族组织的影响，北方的殖民地反映的则是清教徒组织的影响。北方殖民地的独立要求和贸易有关，而南方殖民地的独立要求则是和土地有关。乔治·华盛顿曾在殖民地战争中和法国人作战，这一经验是他被任命为革命战争军事领袖的基础，也是他连任两届总统的基础。继任他的是新英格兰的代表约翰·亚当斯，亚当斯只任了一届。从1801年到1825年的三任总统分别是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三人都连任两届，都是弗吉尼亚人。新英格兰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只任了一届，南卡罗来纳的安德鲁·杰克逊连任两届。1837年当选的范布伦也是民主党人，是首位来自中部州的总统。那时，中部和北部州建立了辉格党，该党强调候选人的军事威望，这使得哈里森当选总统，随即又使约翰·泰勒当选，泰勒是弗吉尼亚人。继后的波尔克是北卡罗来纳人，代表民主党竞选成功。随后，辉格党人提名的另一位战争英雄扎卡里·泰勒，趁他的战功被人们记忆犹新，也成功当选，扎卡里·泰勒是弗吉尼亚人。1852年和1856年，民主党人提名比较弱的北方人皮尔斯和布坎南，竞选成功。1861年以前，除了两位总统外，13位总统都是民主党人；在13位总统中，9位是南方人，其余4位是北方人。然而，从1800年到1860年的杰斐逊革命之后，共和党的政策占主导地位，从1860年直到1932年。［64］


内战前的一个时期，南方代表尤其是弗吉尼亚和军界的代表雄踞政坛，这是种植业制度活力的体现，也反映了该制度对更多更好土地的需求。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弱势使咄咄逼人的美国政府稳步向西扩张领土。向西南部的扩张同时刺激了向西北部的扩张，间或还损害了英国的利益，缅因州和俄勒冈州就是兼并自英国的土地，同时又损害了俄国在北太平洋海岸的利益。随后，向西扩张不再有新的土地时，美国南方人试图在濒临北部的边界上扩大奴隶贸易，这样的摩擦最终导致内战的爆发。

内战结束以后，几任总统均从北方选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代表的是胜利的北方军。此间，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日益强烈，这使美国北方咄咄逼人的政策受到制衡，其表现是围绕《华盛顿条约》的渔业争端、阿拉斯加边界争端和1911年在互惠协议上的分歧。继续进行对西班牙的战争是美国人咄咄逼人政策的新形式，这一政策在新的领土扩张中见效了。

西奥多·罗斯福吹嘘的那种行政权力的扩张、传播技术尤其是无线电技术的改进都加强了总统的地位。大萧条以后和战争期间总统控制了巨额的经费，致使他能控制本党。七条政治原理即所谓五饼二鱼
 
[1]

 的分配运用得更加有效了。恩赐的任命和助手的任命根据国会议员的名册来分配。［65］
 在直接靠多数票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制度中，中产阶级的城市选民尤其是纽约选民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在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干部会议制度被废除以后，［66］
 每州选举两位参议员，而他们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的代表，这就加大了摩擦的可能性。［67］
 众议院反映城市选民的影响，但由于众议员人数众多，可能遭遇恶性党派之争和掠夺性利益之争，也可能遭遇愚蠢的规则之争，众议院议长坎农
 
[2]

 强制推行的规则即为一例。1925年以后，朗沃斯（Longworth）、斯内尔（Snell）和提尔森（Tilson）三人把持下的众议院的愚蠢规则亦是这样的例子。［68］
 这套把戏被描绘成世界上最严重的有组织的自卑情结。

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增大，都市中心的重要性继续提高，政党的政策不如以前那样依靠总统一人。也许，家族的姓氏仍然是总统选举里的一个因素，哈里森、罗斯福和塔夫脱三个姓氏足以为证，谋杀［69］
 的危险可以靠加强特勤来控制。过去，副总统曾经从党内败选的少数派中遴选，这样的副总统继任总统时，往往处在比较弱势的地位。［70］
 从1800 年到1900年，只有一位副总统范布伦靠一己之力竞选总统成功。［71］
 近来，副总统成了一个地区代表，旨在代表一个人口密集的州支持总统。得克萨斯人加纳（John Nance Garner）、艾奥瓦人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和密苏里人杜鲁门（Harry S.Truman）相继担任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副总统，他们就行使这样的功能。1900年以后，三位副总统凭借自己的力量竞选总统获得成功，他们是西奥多·罗斯福、柯立芝和杜鲁门。

蒂尔登
 
[3]

 之所以发迹，是因为纽约州重要，因为靠抨击腐败可以实现政治生涯的迅速升迁。他抨击特威德集团
 
[4]

 ，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身份对战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海斯。克利夫兰在布法罗扬名显声是因为他抨击腐败；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崛起和他曾任纽约市警察局局长不无关系；查尔斯·休斯（Charles Hughes）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身份对战民主党威尔逊，是因为他在调查保险业的案子中崭露头角；托马斯·杜威
 
[5]

 的政治地位显赫，是因为他曾以检察官的身份和犯罪集团斗争。赫斯特
 
[6]

 使尽浑身解数竞选纽约市市长、纽约州州长，均告失败，纽约州政治斗争之激烈，［72］
 由此可见一斑。柯立芝因处理波士顿警察罢工而全国闻名。纽约州的问题多如牛毛，政治却相对健康，原因之一也许是政治人物可以靠抨击腐败成名吧。

总统知道自己的权力来自于选举，他必须随时警觉政策对选举的意义。在外交政策上，选举的结果在几个方向上是显而易见的。外交决策的时机和投票的时间是精心谋划的，更准确地说，选举和时间的关系要精心谋划。缜密的时间安排迫使人着力于问题的操弄或解决。1948年选举前夕，杜鲁门先生决定承认巴勒斯坦，以加强民主党在纽约州的地位，当时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杜威。一段紧张和战争的时期大大加强了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安全的军事和秘密大面积模糊的背景中，反对党无法有效地讨论大多数关键的政策要素。战争期间，共和党人接受任命进入内阁，外交事务由两党共治的责任形成。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是任命一位反对党的将军，比如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不过，西点军校从未产生优秀的政治家，这位将军实际拥有超过总统的权力，这可能使他感到满意。富兰克林·罗斯福个人对海军感兴趣，他让军方专家拥有更多的自由决策权。［73］
 然而，这样的自由可能使总统陷入武装力量的股掌之中。对条约的批准，参议院拥有三分之二票的裁决权，这能有效地制衡总统的外交政策。德国、俄国和英国的代表团都利用了美国参议院的这一裁决权，［74］
 但这一制衡机制对美国及其武装力量的发展没有多大好处。实际上，参议院相当乐意应自己党派的需求与武装力量合作。

在20世纪，战争大大推进了工业发展，进而增加了行政部门面对的问题。封锁和以封锁相威胁的政策增加了政府对国内产业的依赖。“就缓减失业而言，武装力量的全面提升”一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要借“战争来解决失业问题，以防止国内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而不仅仅是靠战争来抵御外来侵略以保护就业（即有序的生活）”。“对我们的经济体制而言，依靠战争比依靠产业更加重要。”“倘若敌人并不存在，那就必须要制造一个敌人。”［75］
 “没有刺激国内市场的战争暴行故事，战争的进行就是不可能的。”［76］





 [1]
 五饼二鱼（Five Loaves and Two Fishes），典出《圣经》故事，耶稣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分配食物，满足很多人的需要。


 [2]
 约瑟夫·格尼·坎农（Joseph Gurney Cannon，1836—1926），1903—1911年任众议院议长，压制少数派，实为独裁者，被政敌称为“沙皇”。


 [3]
 蒂尔登（Samuel Jones Tilden，1814—1886），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身份对战共和党候选人海斯，以一张选票之差惜败。


 [4]
 特威德集团（Tweed ring），1860—1871年间活跃在纽约市的一个政治组织，头目为特威德（William Marcy Tweed），以卑鄙和犯罪手段控制纽约市民主党总部。


 [5]
 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1902—1971）,美国政治家，曾任纽约州地方检察官、纽约州州长，1944年和1948年两度以共和党候选人竞逐总统宝座，惜败。


 [6]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美国报业大王、企业家，赫斯特国际集团（Hearst Corporation）的创始人。赫斯特是一位在新闻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被称为新闻界的“希特勒”、“黄色新闻大王”。


第四节 上帝眷顾幼儿、醉汉和美国？

以上是个人斗胆放言，但我并不假装了解美国，我不能评估党派斗争在美国国内的意义。然而为了和平，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理解美国行为的效应，而且要理解我们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效应。我们从来就没有南斯拉夫人对俄国那样的勇气，我们从来就不曾产生铁托
 
[1]

 那样的领袖。我们回应美国的需求，有时热情，有时抗争。英联邦成员国反击渥太华协定
 
[2]

 里包含的霍利—斯姆特关税法
 
[3]

 ，但我们加拿大人始终是北美的一部分。19世纪北美大陆小麦产量的剧增与俄国革命直接相关，与德国的田地均分主义、法国关税率的提高、英格兰的市场调整也不无关系。为了确保食糖供给的独立性，德国人对食糖强征关税，迫使甘蔗降价，促成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反叛，也使美国人能充分利用西班牙帝国的瓦解。［77］
 美国国会1924年立法通过的移民配额制加剧了意大利的人口问题，助推了法西斯主义的形成。1934年的白银购买协定
 
[4]

 、随之被破坏的中国货币制度与中国的革命有直接关系。北美的保护主义政策、打入美洲市场的困难使美国不得不输出美元，同时又使其他国家难以获取美元。结果就造成庞大的军备支出。用已故卡尔·贝克
 
[5]

 的话说：我们不了解的东西使我们很受伤。

《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确定了美国成文宪法的分割属性（divisive nature），华盛顿和亚当斯实行集中化，从杰斐逊到林肯偏重的是非集中化，林肯之后又转向集中化——先是共和党执政的集中化，继后是民主党的集中化。如此就出现这样的景象：有时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被弱化，有时其权力又得到加强，这样的权力转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传播媒介。美国的成文宪法和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引起的权力变化趋势形成强烈的对比。在英国，首相的权力未被分割，他对议会负责。在美国，“政党寻求派别、阶级和企业集团的妥协，”“坦率地说，美国人对逻辑的规范或‘永恒的’原则不感兴趣。”［78］
 英国人的特征是实施政党代表制，而不是地区代表制，这一特征不见于美国。［79］
 “最深刻的美国政治思想家不断寻求个人私利（selfish interests）之间的妥协，并在其中看到自由政府的基本原理。”卡尔洪
 
[6]

 说，“消极的权力……造就宪法，积极的权力……造就政府。消极的权力是行动的力量；积极的权力是阻止或抑制行动的力量。两种力量的结合建构立宪的政府”［80］
 。对消极力量的强调，对利维坦
 
[7]

 的恐惧，对州权力被削弱的担心，都由于战争和工业革命推进的强大的联邦政府而得到缓减。［81］
 在美国宪法的影响下，对武力的依赖日益成为必需的要义。英国的情况相反，除了克伦威尔
 
[8]

 和军队压制议会不长的时期以及惠灵顿
 
[9]

 公爵担任首相的时期以外，武力越来越受制于议会的权威。虽然陆军和海军的影响不可小觑，但将军出任首相在英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的情况相反，将军出任总统几乎成了惯例。奥斯特罗果尔斯基
 
[10]

 说，上帝眷顾儿童、醉汉和美国。我希望，上帝偶尔也看看其他方向，眷顾我们这些其他人，并希望，我这句话不被人视为亵渎上帝。


注 释


［1］1951年在Salmagundi俱乐部会上宣讲。

［2］马丁（E.D.Martin），《群众行为》（The Behavior of Crowds：A Psychological Study） (New York，1920)，p.223。

［3］Ibid.，p.248.

［4］Ibid.，p.249.“若要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的自由，最可靠的检验就是多数人所享受到的安全指数。” “我所谓的自由是：每个人履行他的义务时，他是否确实会受到保护，而不受权威和多数人、习惯和舆论的影响……受少数人的压制是坏事，受多数人的压制更是坏事。”(Lord Acton) 见波洛克（John Pollock，Bt.），《时间的车轮》（Time’s Chariot） (London，1950)，pp.166167。

［5］富勒（J.F.C.Fuller），《军备与历史》（Armament and History） (London，1946)，p.101。

［6］Ibid.，p.109.

［7］阿加（Herbert Agar），《美国的总统、政党和宪法》（The United States：The Presidents，the Parties and the Constitution） (London，1950)，p.28。“因为事实上，大陆军三分之一以上的将军曾经是小客店老板；他们之所以当上将军，多半是因为有这样的履历。小老板接触公众，地位不高，但其处事原则和人格却广为人知。”Smyth; cited by Kittredge，《老农及其年历》（The Old Farmer and His Almanack） (Cambridge，Mass.，1920)，p.264。

［8］阿加，《美国的总统、政党和宪法》，37页。

［9］Ibid.，p.45.

［10］Ibid.，p.88.

［11］当然，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是另一种调子：“迄今为止，我们避免了与外部世界的任何国家长期结盟，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拥有不结盟的自由。”

［12］转引自阿加，《美国的总统、政党和宪法》，174页。

［13］Ibid.，p.200.

［14］1798年的曼彻斯特暴乱后，英格兰流亡者詹姆斯·奇瑟姆（James Cheetham）以克林顿（Clinton）主办的日报《美国公民》（American Citizen）为阵地，试图打破艾伦·布尔（Aaron Burr）在纽约的强势地位。杰斐逊系的强大报纸《曙光女神》（Aurora）的编辑威廉·杜安（William Duane）嫉恨麦迪逊和加勒廷（Gallatin），因为他们没有雇佣他。加勒廷提议的航行法未获通过的原因就在这里，两军对垒的局面加速了。

［15］《国民通讯员报》的前身是约瑟夫·盖尔斯（Joseph Gales）主办的费城的《独立报》（Independent Gazetteer）。盖尔斯曾经是《谢菲尔德纪事报》（Sheffield Register）的编辑和老板。1795年，他被控煽动叛乱，被迫流亡。1800年，《谢菲尔德纪事报》被史密斯（S.H.Smith）收购，并迁至华盛顿。

［16］麦克卢尔（A.K.McClure），《半世纪生涯回忆》（Recollections of Half a Century） (Salem，1902)，pp.3739。

［17］波拉德（J.E.Pollard），《总统与新闻界》（The Presidents and the Press） (New York，1937)，p.147。

［18］1830年，反共济会党把西沃德（Seward）送进纽约州参议院；1835年，它又使李特纳（Joseph Ritner）当选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并支持J.Q.Adams，William Wirt，Francis Granger和Thurlow Weed等人结盟。它在佛蒙特州支持总统候选人沃特（Wirt）和埃尔梅克（Ellmaker）。见孔顿（C.T.Congdon）,《记者生涯忆旧》（Reminiscences of a Journalist）(Boston，1880)，p.29。

［19］哈珀（R.S.Harper）,《林肯与报界》（Lincoln and the Press）(New York，1951)，p.9。

［20］巴恩斯（T.W.Barnes），《瑟洛·威德回忆录》（Memoir of Thurlow Weed） (Boston，1884)，p.172。

［21］斯托达德（H.L.Stoddard），《贺拉斯·格里利传》（Horace Greeley，Printer，Editor，Crusader）(New York，1946)，p.149。

［22］辉格党人没有赢得选民的直接选票。据传，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说，他们应该“走下论坛，与选民握手”。这句话无数次以最大字号上了民主党人的报纸。相反，州长克利福德（J.A.Clifford）鲁莽地说，民主党人“人格低劣，人数少得可怜”。孔顿,《记者生涯忆旧》，p.61。

［23］波拉德，《总统与新闻界》，293页。

［24］孔顿,《记者生涯忆旧》，253页。

［25］《亨利·亚当斯自传》（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An Autobiography）(Boston，1918)，p.275。

［26］波拉德,《总统与新闻界》，480-486页。

［27］阿加，《美国的总统、政党和宪法》，533页。

［28］邮政部长助理卡拉克森（J.S.Clarkson）曾从事教育和新闻工作，据传，他1884年向3.8万所邮局分发竞选材料，以确保哈里森战胜布莱恩入主白宫。Herbert Quick,《奎克自传》（One Man’s Life） (Indianapolis，1925)，p.220。

许多时候，邮局都成了政党和组织的地方指挥部，成为党派政治策划的大本营。“有利于邮政局长本地的材料从来就不是经过邮局的正规渠道发行的，而是作为对本党的服务投递的，带有政治色彩；同时，通过正常渠道给对方阵营支持者的邮件却被扣留，不予投递。许多邮局醒目展示令人厌恶和烦恼的明信片。民主党人查询邮件时，邮局人员常常以嘲弄的口气叫他们看那些明信片。”(Cleveland)Cited by Agar，Ibid.，p.550。

［29］麦克卢尔，《半世纪生涯回忆》，131页。

［30］奥尔尼用1799年1月30日的一条法律威胁《纽约世界报》，抱怨它对英国在委内瑞拉争议中的外交政策施加的影响。J.L.Heaton，《历史一页》（The Story of a Page）(New York，1913)，p.112，p.122。

［31］艾伯特（W.J.Abbott），《看世界变化》（Watching the World Go By） (Boston，1933)，p.74。康尼岛的店主J.Y.McKane没有得到克利夫兰的支持，所以积极反对他。福特（James L.Ford），《文字生涯40余年》（FortyOdd Years in the Literary Shop）(New York，1921)，pp.345-346。

［32］漫画家纳斯特（Thomas Nast）为格兰特的当选作了有效的宣传；吉兰（Bernard Gillam）在《小精灵》（Puck）里描绘的“文身人”（The Tattooed Man）特别有效，他借此支持克利夫兰。福特，《文字生涯40余年》，p.299。Conkling不支持布莱恩，放言“我没有卷入那些犯罪勾当”，这是攻击布莱恩的重磅炸弹。

［33］艾伯特，《看世界变化》，p.103。克利夫兰要英国公使收回那句话。大概，这一争拗引起英国人反制，他们公布1887年美国准备购买加拿大滨海省的旧闻，这一旧闻成了美国报纸的快讯。

［34］维尔普利（J.D.Whelpley），《美国公共舆论》，American Public Opinion (London，1914)，p.18。

［35］阿加，《美国的总统、政党和宪法》，624页。

［36］Ibid.，p.625.

［37］评述西奥多·罗斯福麾下的“莽骑兵”时，杜利先生写道：“‘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位英雄，这就是你该拜读的传记。’……我要是他，我就会把这个书名改为《孤军深入在古巴》。’”艾利斯（Elmer Ellis），《杜利先生笔下的美国》（Mr.Dooley’s America）(New York，1941)，p.145。

［38］艾伯特，《看世界变化》，139页。

［39］阿加，《美国的总统、政党和宪法》，639页。

［40］波拉德，《总统与新闻界》，517页。

［41］艾伯特，《看世界变化》，244页。

［42］戴维斯（Oscar King Davis），《西奥多·罗斯福政治生涯揭秘》（Released for Publication：Some Insid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is Times，18981918） (Boston，1925)，p.102。

［43］阿加，《美国的总统、政党和宪法》，650页。

［44］Ibid.，p.626.

［45］Ibid.，p.644.

［46］Ibid.，p.638.

［47］C.B.戴维斯（C.B.Davis），《伟大的美国小说》（The Great American Novel） (New York，1938)，p.146。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声称，如果有无线电广播助选，他也会像胡佛那样胜出。见科尔尼（James Kerney）,《威尔逊的政治教育》（The Political Education of Woodrow Wilson）(New York，1926)。

［48］转引自阿加，《美国的总统、政党和宪法》，675页。

［49］约翰逊（W.F.Johnson），《乔治·哈维》（George Harvey） (Boston，1929)，p.286 ff。

［50］1909年与新西兰总理约瑟夫·沃德（Joseph Ward）的谈话，见吉尔万（James Kirwan），《我的冒险生涯》（My Life’s Adventure） (London，1936)，p.226。

［51］柯立芝说，“我本不想参加竞选”。这句话究竟对“萨科—万泽蒂”案子的最终结局有何复杂的意义，参见一段惊人的记述：《我们亲眼所见》（We Saw It Happen），ed.H.W.Baldwin and Shepard Stone (New York，1938)。

［52］1838年，在天主教会大主教休斯的支持下，西沃德当选纽约州州长。此前，他主张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分享学校基金，结果就得罪了宾夕法尼亚州强大的政党。麦克卢尔，《半世纪生涯回忆》，216页。

［53］波拉德，《总统与新闻界》，743—745页。

［54］本特利（E.C.Bentley）,《昔日》（Those Days） (London，1940)，p.198。

［55］谢伍德（R.E.Sherwood），《罗斯福与霍普金斯》（Roosevelt and Hopkins） (New York，1950)，p.184，pp.186187。罗斯福的讲稿字斟句酌，不是用其在书面稿里的外观来评判，而是用其在广播上播出时的效果来衡量。语词的数量、讲话的速度都经过了精心的计算 (p.217，p.297)。耐人寻味的是，广播问世之前，没有一位杰出的演说家成功当选总统。麦克卢尔（A.K.McClure）,《我们制造总统》（Our Presidents and How We Make Them）(New York，1900)，p.88。我们还可以说，布莱恩和蒂尔登竞选总统时，没有竞选团队辅佐，结果均告失败，它们是仅有的两位不依靠竞选团队的人。Ibid.，p.312。

［56］谢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384页。

［57］塔格维尔（R.G.Tugwell），《新政：政府的衰落》（“The New Deal：The Decline of Government”），载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June 1951，pp.295-312。关于总统和国会围绕政府工作的冲突，见海因曼（C.S.Hyneman），《民主政治里的官僚主义》（Bureaucracy in a Democracy）(New York，1950)。

［58］谢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101页。

［59］阿尔索普等（J.Alsop and T.Catledge），《168天的拉锯战》（The 168 Days） (New York，1938)。

［60］谢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pp.931933。伊克斯1940年抱怨霍普金斯说，霍普金斯“连县一级的会议也没有参加过，也不知道如何参与这样的会议。可是如今他却在掌管全国的代表大会。真不知羞耻”。见《法利回忆录：罗斯福岁月》（J.A.Farley，Jim Farley’s Story：The Roosevelt Years） (New York，1948)，p.297。

［61］驻外使团是分肥制的附属物，是政客玩的橄榄球。维尔普利，《美国公共舆论》，p.113，p.121。

［62］皮尔森等（Drew Pearson and R.S.Allen），《华盛顿的旋转木马》（Washington MerryGoRound） (New York，1931)，p.140。

［63］Ibid.，p.30，p.46.

［64］麦克卢尔，《我们制造总统》，21页。

［65］迈克尔，《宣传材料》，73页。

［66］关于对初选的批评，见斯塔克波尔（C.J.Stackpole），《幕后：50年报纸编辑生涯》（Behind the Scenes with a Newspaperman：Fifty Years in the Life of an Editor）(Philadelphia，1927)。

［67］霍尔柯姆（A.N.Holcombe），《美国政治里的中产阶级》（The Middle Classes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Mass.，1940)，p.104。

［68］皮尔森等，《华盛顿的旋转木马》，217页—219页。

［69］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柯尔特左轮枪对商界和政界露骨独裁的消逝有何影响，这个问题尚无仔细研究。见Emma Goldman，Living My Life (New York，1934)。

［70］斯托达德（H.L.Stoddard），《我所知道的总统和政界人士：从格兰特到柯立芝》（As I Knew Them：Presidents and Politicians from Grant to Coolidge） (New York，1927)，p.123。

［71］麦克卢尔，《我们制造总统》，25页。

［72］纽约州的民主党成了美国的政治工作坊。1925年以后，全国的政治领袖都被推动着效仿其组织工作路线，重点是让妇女进委员会享有平等的发言权。1932年和1936年，妇女选票成为总统选举的重要因素。见法利（James A.Farley），《选票背后》（Behind the Ballots：The Personal History of a Politician） (New York，1938)，p.55，p.160。

［73］丘吉尔对军队的控制大得多。见谢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246页。

［74］俄裔牧师Count Cassini和德裔牧师Von Holheben通过报纸向参议院诉求，反对总统的政策，获得成功。见《亨利·亚当斯自传》，375页。

［75］富勒，《军备与历史》，164—165页。

［76］本特利，《昔日》，184页。

［77］亚当斯（Brooks Adams），《美国的经济优势》（America’s Economic Supremacy）(New York，1900)，pp.3641。

［78］阿加，《美国的总统、政党和宪法》，vii页。

［79］美国建国之父对英国的自治制度不太感兴趣。“州的法律和习惯也已确定，代表必须是他那个选区的居民。”见亚历山大（D.A.S. Alexander），《众议院的历史和议事程序》（History and Procedure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Boston，1916)，p.5。结果，最能干的人的迁移就受到控制了。相反，在吸引和确保挑选最有才干的个人方面，英国政党的效果就好得多，因为他们不考虑代表的居住地。

［80］阿加，《美国的总统、政党和宪法》，vii页。

［81］Ibid.，p.xiii.




 [1]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1892—1980），反法西斯战士、前南斯拉夫领袖、20世纪重要政治人物、不结盟运动领袖，敢于反苏反霸，对东西两大阵营都不即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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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渥太华协定（Ottawa Agreements），1932年渥太华会议前后，英美在加拿大展开了激烈的经济争夺。英国利用渥太华协定来框定加拿大，以便加强和巩固帝国经济,扭转经济颓势；而美国也积极拉拢加拿大，以渗透并瓦解英国的“经济堡垒”,获取本国经济发展空间；加拿大面对英美的争夺,则采取有效措施，游刃于英美之间，以谋取本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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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利—斯姆特关税法（HawleySmoot Tariff），美国历史上关税率最高的关税法之一，1930年通过，由两党议员提案，胡佛总统签署。


 [4]
 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白银购买法（Silver Purchase Act），旨在帮助美国走出经济危机，却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灾难。这里所谓白银购买协定指美国政府为此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达成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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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1873-1945），美国历史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著有《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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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洪（Calhoun,1782—1850），美国政治家、副总统（1829—1832），其著作当时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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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维坦（Leviathan），典出《圣经·约伯记》，怪兽、恶魔，像巨鳄，坚甲，利齿，口鼻喷火，腹有尖刺，令人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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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 英国军人、政治家和宗教领袖，内战时(1642-1649）率领国会军战胜王党军，处死查理一世，后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公(1653-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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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灵顿（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Wellington，1769—1852)，英国陆军元帅、首相，1815年率英普联军击败拿破仑，曾反对《改革法案》（1831—1832）、镇压1848年宪章运动。


 [10]
 奥斯特罗果尔斯基（Moisey Ostrogorski，1823—1886），俄国政治学家，首创对政党组织进行比较研究，著有《民主政治与政党》等。


第三章 罗马法与英帝国

第一节 律师在英国议会里的主导地位

在庆贺新不伦瑞克建省150周年的讲演中，我来关心一下对该省的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个国家看来是稳妥的,这个国家就是美国。为了应对殖民地的反叛，第二英帝国
 
[1]

 加强北美防卫，新不伦瑞克省就是这些战略计划的产物之一。新斯科舍省分为三个地区：布雷顿角、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以便其自成核心，调动力量组织防卫。联合王国保王党（United Empire Loyalists）从美国移民到新不伦瑞克，牢记美国反叛者对他们故国的敌视。宾夕法尼亚州印刷史上的显赫人物克里斯托弗·索尔（Christopher Sauer）在新不伦瑞克办了第一家报纸。正如你们的校历所示，贵校之诞生是由于保王党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感兴趣。以1787年校庆的文字为例，“在这个乳臭未干的省里，创建一所文理学院既有必要，又很合宜”。

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强调英帝国和罗马帝国的相似性，尤其强调罗马法和习惯法分别对两个帝国所起的作用，他试图借此阐述英帝国的问题。［1］
 在布赖斯修订自己的论著准备出版的1914年，英帝国正在经历关键的变革。此后，威斯敏斯特法
 
[2]

 使英联邦得到发展，爱尔兰、印度和纽芬兰的地位有了变化，这些变化是需要我们重新考虑的。

在他三卷本的《美利坚合众国》（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里，布赖斯的名字永远和英帝国的首次重大变革联系在一起。美国革命是英国习惯法局限性的结果:“习惯法是不成文准则和习惯的古老的集合。”（布莱克斯通
 
[3]

 语）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许多学者业已对英国习惯法做了大量的探讨。麦克尔韦因（C.H.Mcllwain）对17世纪的习惯法做了描述［2］
 ，彼时，议会力量的影响反映在克伦威尔政权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取代。都铎王朝的绝对权力被议会的绝对权力取代，这两种绝对权力都被认为是对习惯法的侵犯。在1610年的伯恩汉姆案子（Bonham Case）中，爱德华·柯克
 
[4]

 爵士捍卫习惯法的立场。“当议会的法案与常人的公议和理性相抵触、令人反感或难以执行时，习惯法就会控制它，并将其判为无效。”但克伦威尔执政时的议会并不承认这样的局限，1689年革命法律至上时也不承认这样的局限。北美殖民地是在英国议会至上时期前建立的，它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局限。詹姆斯·奥蒂斯
 
[5]

 重申柯克的立场。1773年3月2日，马萨诸塞议会拒绝承认英国议会的至上地位。“我们认为，根据封建原则，一切权力归英王,这些原则不赋予我们议会的概念。”英国经历了议会至上、损害习惯法的历史,英国殖民地决心捍卫习惯法的立场，［3］
 制定了制衡立法机构权力的宪法。

至于英国如何采取许多步骤、殖民地如何留在英帝国之内，则没有必要在此赘述,这些殖民地制定宪法，规避了第一帝国的灾难。滨海省份成功建立了第二帝国，防止了第一帝国的灾难，建立了负责任的政府。在英国，自然法承认议会的局限,在殖民地，自然法承认合众国的细密机制，故保护习惯法的必要性就无从谈起。在英国，自然法下的议会的影响彰显于改革法案
 
[6]

 中，在19世纪的公民选举权的延伸里亦得到彰显。［4］
 下院权力增长，上院权力削弱，宪法中反对自然法效应的元素亦稳步削弱。这一变革过程的特点是漫长而艰苦的斗争，这一特点至今犹在，但1911年的立法决定性地终结了贵族的权力。“王权被踩在下院脚下，上院被踩在政党核心小组的脚下。”［5］


英国内部的变化对帝国具有深刻的含义。实际上，1911年的立法和爱尔兰问题直接相关，和建立地方自治
 
[7]

 （Home Rule）也有直接的关系。被击败的保守党反对受爱尔兰议员和劳工议员支持的自由党，先是在下院持反对的立场，最后是在北爱尔兰问题上持反对的立场。军队和北爱尔兰的领袖联手、和保守党领袖勾搭的故事令人作呕，伯恩（M.J.Bonn）教授对此做了描绘，［6］
 他将其视为欧洲法西斯的开端，没有必要在此赘述。议会首次受到武力的公开蔑视，那一定程度上是对议会的成功挑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尔兰对英国议会的反对更加坚定，导致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最终导致条约的签订和爱尔兰共和国的建立。面对议会里的阻挠策略，习惯法的议会难以为继，议会里的阻挠策略是在爱尔兰问题的议事过程中形成的。

有人认为，［7］
 在土著居民被灭绝的地方（如美洲和澳洲），英帝国主义成功了，在官僚体制能建立起来的地方（如印度），它也成功了，但在强大的文化影响主导移民屯集的地方（如爱尔兰），英帝国主义失败了。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习惯法的作用。在习惯法中训练有素的人，比如圣雄甘地（Gandhi）,很快就看到习惯法保护个人权利的可能性。在伦敦的训练以后，他在南非发动保护印度移民的运动，颇为有效。利用他在南非形成的抗争手段，他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建国作出了有力的贡献。习惯法应有之义是对本地习俗的关怀，它促成了用和平手段或小型反叛手段而导致的英联邦的发展。

由于立法重要性的增长，尤其是在1832年改革法案之后立法重要性的增长，律师在议会里制定和解释法律的过程中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习惯法的国家偏爱选举律师进议会，几乎排斥记者，这和罗马法的国家形成对比，罗马法的国家偏爱推选记者当议员。在习惯法的国家里，国家是习惯和传统的一部分，革命传统受到削弱。［8］
 马克思(Marx)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指的是罗马法的国家，而不是习惯法的国家。习惯法的传统使政治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它强调国家和法律的关系，其隐含命题是吸收政治能量，忽略文化发展，政治能量和文化发展是罗马法国家的特征。将习惯法传统强加于罗马法国家会遭遇危险，罗马法国家的议会制度运转困难，就是这样的危险。

律师在议会里占主导地位所隐含的命题，见于亨利·泰勒
 
[8]

 的论述中：

律师出身的政界人士（若有律师执业经验）有一个优点，和其他背景的政界人士相比，他们更用心处理政务。他们克尽厥职，并无特别的不足。在实际生活中，理性有可能颠覆判断,乍一看，这可能是一种悖论。观照事物时，若贴得太近，好奇心太重，就可能会无法把握其本真的形象。经过法律研究和律师职业培育的天赋精确的推理能力以后，他们的政治智慧和生活智慧就是要知道，如何将这些天赋和培育的能力搁置一边，如何在恰当的时机靠直觉的把握来得出结论,就是要用那种几乎无意识的过程去取代一连串的论述,凭借这种直觉，即使不曾有过推理能力的训练，天赋理解力强的人也可以在瞬间求解普通生活问题的答案。

法律出身者常见的缺陷在于，看问题太执著，不能用问题要素的恰当比例来看问题，他们不知道应该抛弃多少问题的表象，才能把观照的主题纳入判断力的范围之内。在审视硕大的客体时，应该对判断的对称和视角要素作一些调整：由于其小，有些考虑因素要视若无睹，远处的景物应该隐没在消失点里。律师常将案子的大量细节抠得太死，却不能从总体上予以把握，仿佛要挖地三尺去翻找一粒种子。要言之，律师往往以观察之完全和精确为目的，这固然好，但总体上看，这一点视角与政治事务的多重维度不成比例，至少与其中的一些类别不成比例。［9］


对许多律师而言，一切事实都是免费的、平等的，诚哉斯言。




 [1]
 第二英帝国，以1783年为界，历史学家将英帝国划分为第一英帝国和第二英帝国。


 [2]
 威斯敏斯特法（Statute of Westminster），1931年12月11日英国议会通过，确认各自治领自由。


 [3]
 威廉·布莱克斯通 (Sir 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英国法学家，著有《英国法律评论》、《英国法律分析》等。


 [4]
 爱德华·柯克 （Sir Edward Coke，1552—1634），英国法学家和政治人物，1613年被任命为王座法院首席法官后，又常被称作柯克大法官。


 [5]
 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1725—1783），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政治家、律师，主张殖民地任命的天赋权利，所著《英国殖民地权利的维护和证明》就根据自然法的原则写成。


 [6]
 改革法案（Reform Bills），1832、1867、1884年英国议会选举的改革法案。


 [7]
 地方自治（Home Rule），尤指1870年至1913年的爱尔兰自治。


 [8]
 亨利·泰勒（Henry Taylor，1800—1886），英国诗人、剧作家、政界人士。


第二节 习惯法的性质与意涵

简单说一说律师职业的工作环境，或许能更清楚地说明司法界的重要作用。法庭内的布局突出庭审过程攸关生死的权力和权威。审判台高高在上，与法庭的其余部分严格分离，法官的地位令人注目。审判台之下是证人席、辩护人席、公诉人席，其余为公众席。法庭布局令人敬畏的传统，对法庭尊严的坚持，严禁吸烟，严禁嚼口香糖，严禁朗读书面文本等，诸如此类的规定激起人们对寻求真相和公正的关注。

对这些传统的侵蚀清楚表现在报界和刑事律师进行拍照的要求中。庭审为年轻律师提供了宣传自己的可能性。连最高法院的法官似乎也乐见自己的照片上报纸。律师对犯罪细节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他们不喜欢专攻刑法，而是喜欢兼攻民法和刑法。据信，专攻刑法对人格和名誉都会产生有害的影响。

庭审过程依靠口语传统，其表现是：证人宣誓要讲真相、讲全部真相、只讲真相。事实的确定依靠律师的盘问、反问和反复的盘问。原告律师和被告律师的攻防旨在核查和提供证据，法官或陪审团根据证据判案。证据提出并确定之后，双方律师通过争辩确定适用于庭审事实的法律。法庭用语和举止体现了对法庭的尊重，对法官表示抗辩前要说“尊敬的法官大人”。对年轻律师的忠告代代相传：“对法官说话的语气绝不能以下犯上。”这句话既反映了法律界人士的自负，又突出了法官地位之必要。

口语传统的重要性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表现，它可以制衡律师和证人的夸张言语。这一传统扎根在读写文化普及之前的背景中，口语证词而不是书面证词的传统在庭审和陪审制度中坚持下来。如此，习惯法始终能回应一切阶级的意见，包括目不识丁阶级的意见。相比它和教会及宗教的联系，口语传统与法庭的联系可能更加有效，因为这里没有繁复的仪式和经文,虽然法庭要求出庭人手抚《圣经》宣誓，还可能对伪证处以重罚。不过，口语传统与法庭的联系还是不如它和教会及宗教的联系。英国法庭要求授权人出庭，而不是用授权书出庭，其设想是，授权人写定授权书以后还可能改变想法。在北美，由于授权人千里迢迢出庭可能有困难，英国法庭这一规定逐渐放松要求，法庭逐渐依靠书面证词了。

口语传统的优势容许庭审过程中的变化，其表现是能揭示证据和论辩的缺陷。证人的品格暴露无遗，意向的作用更容易确立。在准备出庭的过程中，律师要深入研究自己证人和其他证人的特征，要评估双方的优势和劣势，以便制定令人满意的策略。习惯法非常强调客观研究出庭人及其特征。习惯法的成功与个人主义息息相关，使法庭有必要关心境遇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对环境的影响。忘记大法官的教诲是危险的：“窘困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10］
 “环境条件的力量往往摧毁平等，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因素，立法的权力应该维护平等”［卢梭（Rousseau）语］。

强调口语传统的重要意义时，有必要牢记文字传统和印刷传统的作用。相比而言，英国法庭更嫉妒它们的地位，案件审理时，法庭阻止报纸议论案情。大量的公开渲染对评审团构成严重问题，因为报纸反映的舆论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判断。［11］
 庭审记录的报告机械化了，这可能是另一个微妙的问题。法庭上问答的措辞用语和宣誓的记录有关系，而庭审记录是法官考虑和判决案子的基础，这样的问答记录可能会模糊口语传统给人留下的鲜明印象。对记录的关心暗含这样一种倾向：对适合阅读的问题感兴趣，忽略口语给人的短暂印象。在适应文字记录和速记的过程中，口语传统被仔细地扭曲了。专注庭审记录的倾向利弊皆有:这使法官研究案情时不带感情、客观冷静，此其利;但它又可能助长法庭久拖不决，法官可能由于年迈或有倾向性而不太看重司法公正时当机立断的重要意义，此其弊。但也有人说，即使在有宣誓书的情况下，最终还是会真相大白——这样的言论亦有道理。

司法界自身对执法产生重要影响。司法界人士总是很注意同行工作的艺术性，总是不断评估同行的能力，以及法官审理案子的能力。司法界的封建特征表现在“法官大人”、“我的朋友”、“我博学的朋友”等法律用语中。不过，现在法律用语的风格更加平凡、平实了，连产权转让证书也不再被描绘为“陈腐的蠢话如同乱麻，那些靠此盈利的家伙用迂腐的滥调和既得的利益来维持这种纠结不清的文风”［12］
 。

控辩双方律师的攻防能力的竞争表露无遗。双方都执著于推进自己的利益，言辞极端刻薄，官司失利时都极尽批判之能事。但司法同行的礼节给法庭上的冲突退火降温，严格限制了刻薄的攻击。法庭上的冲突满足控辩双方的需要,庭外同行的礼仪却得到维持。法庭的保护、律师代表当事人的利益，都有助于确保对事实的考问，即使令人难堪的问题也可以提出来，不过，考问的实际运行却受到律师能力的局限，反映在律师所得酬金的额度和当事人支付律师酬金的额度中。律师的能力得以维持，法官的能力却受到局限，律师稳赚大钱可能会给法官留下深刻的印象。似乎有这样一个趋势：大公司总是能得到律师的保护，而律师能成功保护大企业的利益，因而能挣得大笔酬金。企业法律诉讼的成功依靠律师的能力，当然还依靠律师事务所的规模。大型律师事务所拥有巨量的资源，拥有各种专业知识的律师，能吸引精力充沛、训练有素的年轻律师。律师工作要求高强度的勤勉工作，唯有年轻人能付出大量的精力。一般人的印象是，律师相对英年早逝，其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

由于法律的数量剧增，案例的汇编、索引和节略的数量大增，大型律师事务所的优势日益彰显。由于基础法律文本包括教材、评论等文献的增多，司法印刷品进一步增多。由于索引和汇编的增加，律师养成了怠惰的习惯，他们忽视对案例彻底和系统的阅览，所以就需要更多的索引。大笔经费的藏书、大量节本文献的使用往往有利于盈利丰厚的事务所，助长了司法界的商业主义倾向。书面传统、油印件和机印书传统日益重要，与此同时，法庭的地位有所下降，法律的性质有所变化。［13］


遗嘱的执行多半交给了信托官司，托收账户的执行交给了收账代理商。保险公司和放贷公司的按揭服务显著增加，结果导致司法界的专业化，大型律师事务所的业务随之增加。同理，公司的工作也高度专业化，它们将法律事务托付给大型法律事务所，汽车事故的法律事务交给了保险公司的律师，所得税法成为司法专家的关怀，它们不得不和注册会计师争夺这一块业务。劳工法成了专家的领域。行政性质的董事会兴起，其结果是对专家的需求，而不是对律师的需求。法律的变化尾随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变化而变化。法学院的年轻毕业生对机关工作感兴趣，而不是对法院工作感兴趣。这对法庭是很不利的。

由于司法特有的专业化，对司法专业的要求日益增加。现代法庭审理案子时，法官要对范围广、技术性强的问题有所了解。专家以证人身份出庭时，无论其是会计师、经济师、工程师或医师的身份，他们都必须回答费尽心机的考问和交叉考问；律师则必须掌握审理案子涉及的专业知识。克拉伦斯·达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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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习惯是，“除非我事先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否则我是不会问那个问题的”。一般的律师都尊奉这一规律。律师必须非常信赖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掌握一切证据，能适应法庭需要他回答的一切问题。律师不得不高度注意具体的问题，执著于了解问题的细节。也许，和其他法系相比，看重口语传统的习惯法对事实的查证更有兴趣，事实比原则更为重要。比如，习惯法国家的论辩式诉讼程序（litigious procedure）强调外围证据，相比而言，法典化国家则偏重诘问式诉讼程序（inquisitorial procedure）。陪审团制度意义重大，因为怕引起陪审团的误解，所以反对用传闻作证，这和其他法制形成鲜明的对比，也给自己制造了障碍。比如，直接向售货员取证更容易，虽然调取商店的售货记录是更确定无疑的证据，但难度要大一些。

习惯法体系强调事实，自有其优势，在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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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阐述的那种对科学传统和工业发展有利的社会里，其优势显而易见。习惯法社会强调新闻，在这一点上，其优势更加醒目。律师们对当下的报纸关注的问题都感兴趣。但这些优势亦有局限：时间连续性方面的考虑常被忽略，长远的因素亦被漠视。法律方面的训练导致昙花一现的工作。他们不得不掌握案子错综复杂的各个方面，然一旦结案，他们就将其忘记，迅速转入另一件案子去掌握那错综复杂的细节。记忆常被忽略，一般原理的吸引力受到局限，总体理论常被漠视。法律可能成为“大胆断言、巧言维护”的任何东西。对时间问题的忽略意味着对理论问题缺乏兴趣。相反，罗马法传统关心原理，将最优秀的思想才俊吸引到学术领域，鼓励其对学术理论和理论思辨的兴趣。如此，对时间延续问题的兴趣就可能培养起来了。不过，已故的霍姆斯大法官说：“人们想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走多远去冒险并去反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力量，因此，弄清楚什么时候应该惧怕这样的危险就成了很庄重的事情。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法庭的功能去预测，公共力量的危险在什么情况下突然发生……法学思想的每一点新的努力最重要的、几乎全部的意义，就是使这些预测更加准确，并且对其进行概括，将其组建成一个完全整合一体的系统。”［14］
 “法律是利益的界定，道德是利益的评价。”［柯库诺夫（Korku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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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

由于企业高薪吸引律师，吸引他们当法官或参政的可能性就削弱了，但由于所得税条例的优惠和休假的预期，法官工作比以前更受欢迎。有人指出，英国人区分出庭律师和初级律师的政策使经济收入对司法界的影响有所缓和，相反，加拿大律师的待遇是两种政策皆而有之，这就大大加重了商务和金融对司法人才的影响。经济萧条时，律师酬金标准降低，他们就可能比较快地转向政治活动。他们不喜欢在渥太华定居，和联邦法庭相比，省一级法庭的名望有所上升，其吸引力相应增强。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解释为何省级法院任命的法官水平相当高。因为省一级法院法官的薪金是统一的，而且小省的生活花销比较低，业务工作又比较少，所以小省法官的职位有极大的吸引力。

于是，律师们对参政兴味盎然，卸任的省总理当上了省法院的大法官。如此，政界可能受律师的支配，政治可能向其利益倾斜。当然，联邦最高法院和省法院法官的任命要受制于宗教、地域和语言等因素。以魁北克省为例，由于民法［15］
 和习惯法的重要性，又由于法语族和英语族的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就有三位法官是魁北克人，同理，安大略省也有三人被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而且其中之一必须是爱尔兰裔。滨海省有一位最高法院法官，西部省有两位最高法院的法官。法官任命中严格的惯例反映了司法界捍卫自身利益的权力。自由党主导众议院、参议院和最高法院，这显示法学知识的垄断地位。由于向皇家顾问团上诉条例的废除，法官任命条例的限制将接受更加严格的检验，它们可能对联邦政府的成功产生重要的影响。

由于律师的高薪诱人，法律界人士不太愿意接受任命去当法官，这可能使司法界分裂为两个群体。受命担任法官的律师认识到政治活动的重要意义。他们的训练使他们能适应政治生活的残酷无情。从政者要刻苦钻研、能言善辩，还要经常与公众见面。他们进入议会，通过立法产生直接的影响，从政以后可能会被任命为法官，而执业律师必须要在他们主审的法院出庭。成功的执业律师不得不解释成功的政界律师制定的法律，不得不在他们面前出庭。习惯法传统培训的律师，无论其进入议会或法院，都关心立法，他们主导的立法要反映公共舆论的公约数，还要反映他们着重事实的习惯法训练传统。司法训练使他们有能力确定和把握事实的陈述，如此，议会就有了阵容强大的、特别适应立法各种需求的力量。虽然文官队伍强大的主要政党可能会给反对党的力量造成障碍，但议会中强大的司法界人士还是能确保立法的顺利进行。

律师具有司法训练的优势，其表现是精力高度集中的能力（律师最多能同时受理5个案子），他们能在短时间内掌握事实，从政律师的成功清楚表明了这样的优势。律师出身的总理办事效率高，且不说其他效率高手，大卫·劳埃德·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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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足以说明从政律师的工作效率了。他说，“我能驾驭任何一组专家发现的结果。”［16］
 虽然政界人士没有退休金，但议会还是吸引了律师，因为议员的政治活动使其被任命为法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新手参政的生活有风险，政界人士又不享受退休金，他们争取担任法官或挤进参议院的角逐就更为激烈。难怪有人笔下的美国最高法院是这样一番景象：“法院虽小，且奶油不多，却是司法这一行的精华，其政治脉搏很强劲。”［17］


习惯法的程序传统强调法庭审理和议会辩论的口语传统，其背景是不同情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科学强调的是书面传统。当然，如果律师的训练里添加社会科学课目，社会科学家的训练添加法学课程，那就有助于法学和社会科学解决两者之间关系的困难，实现两者之间关系的和谐，然而，这又可能削弱两者独特的贡献。司法训练使人能快速从一个复杂的案子转入另一件复杂的案子，这样的训练使人难以深入问题，其优势就受到抵消了。社会科学训练开发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却使人难以迅速从一个问题转入另一个问题，于是，社会科学训练的优势也要打一点折扣。社会科学解决问题的过程冗长乏味，法庭所需的攻防快速而有效，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杂交固有优势，但杂交的优势又很快逆转为杂交的劣势。法庭能接受的社会科学人是问答能力强的人，他们提问的方式要让律师听得很清楚，他们答问的方式也要让律师听得明白。这种社会科学人难以在同事中提高自己的声望，而且似乎终将失去在律师中的声望，律师瞧不起他们枝蔓丛生的社会科学。社科工作者关心精心编织的抽象概念，往往忽视比例感，忽视实际的事情，相反，律师执著于比例感和事实。出庭的社科工作者必然关心眼前的问题，在理论开发和应用方面受到局限。他们往往成为宣讲者，反映当事人的观点。最丰厚的钱包产生最优秀的经济学人。已故的霍姆斯大法官也许说得不对：“就理性的法律研究而言，埋首文字的人也许是注重当下的人，但面向未来的人是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大师，”［18］
 “每一位律师都要努力读懂经济学。”不过，他的另一段话无疑很中肯：“目前，政治经济学和法学分离，这似乎说明，哲学研究任重而道远。”［19］
 社会科学和官僚体制的职能就是抵消习惯法对唯名论的执著。无疑，司法界的等级制削弱了教会和军界的等级制。商界有效的等级制形成了，影响不小，这对司法界的等级制构成危险。律师在商界的地位使其在法庭上的地位得到加强，反过来，他们在法庭上的地位又加强了他们在商界的地位。




 [1]
 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1857—1938），美国最著名的辩护律师，1925年在进化论的案子中为斯科普斯（John Scopes）辩护，大胜，著有《犯罪的原因和处置》、《我的一生》等。


 [2]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散文作、哲学家、政治家，古典经验论始祖，近代实验科学方法鼻祖，著有《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新工具》、《学问的进步》，他的大量散文作品在一般读者中产生了经久不息的影响。


 [3]
 柯库诺夫（Nikolai M.Korkunov，1853?—1902），俄国法学家，著有《法学通论》（General Theory of Law）。


 [4]
 大卫·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英国首相［1916—1922］。


第三节 罗马法在英帝国的影响

上一节讲习惯法的性质和意涵。这一节探讨罗马法在英帝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英帝国是口语传统和书面传统平衡的结果，也是习惯法和罗马法平衡的结果。［20］
 罗马法的元素，尤其它在教会法里的反映，在宗教改革后的英国被保留下来，但罗马法在英帝国的重要性逐渐削弱，这一结果在英联邦显而易见。教廷的神授权力被议会的神授权力取代，根本大法的观念被淹没，最终加速了美国革命的爆发，美国宪法的宗旨就是恢复根本大法，保护其地位。联邦政府出现了，宪法赋予法院强大的权力，法院的职能是保卫根本大法，它反对议会神授的权力，将神圣的权力赋予美利坚合众国。英国没有成文宪法，最后却能驾驭帝国的问题，并能消化罗马法的元素，更准确地说是将其撒播到脱离英帝国的地区，比如美国，或传播到坚持独立自主却留在英联邦的国家。“我相信，民主国家能统治其他国家。”（克里昂
 
[1]

 语）

罗马法元素在英帝国其他地区的影响更强大，其清楚表现是，小块的殖民地坚持独立自主和神授权力。［21］
 联邦制的兴起，以及围绕联邦制观念的冲突最终以合众国的内战而告终。短时期内，罗马法的意义削弱，北方至上的地位反映了合众国神授权力的重要意义，就反对各州的神授权力而言，北方至上的观念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由于民主党的建立，南方的影响回归了，各州的神授权力原则得到保护，对合众国的神授权力的强调表现在无形文化比如生活方式中。英联邦国家尤其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效仿美国联邦政府的模式。

与成文宪法相关的法律问题在报业中的地位显而易见。1737年，安德鲁·汉密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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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在殖民地纽约的一件案子中，成功地说服陪审团作出彼得·曾格（Peter Zenger）无罪的裁决，由此确立了新闻自由的基础。他使律师尤其是现存律师成为政治事务中主导的力量。［22］
 新闻界和司法界的关系之所以重要，那是由于美国宪法第六条有明文规定：“本宪法及依照本宪法所制定之合众国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权力所缔结或将缔结的一切条约，均为全国的最高法律,即使与任何一州的宪法或法律相抵触，各州的法官仍应遵守。任何一州宪法或法律中的任何内容与之抵触时，均不得违反本宪法。”这第六条“赋予美国法庭的权力使其他任何国家的法庭都望尘莫及。它使律师受理案子的范围很广，一些案子是其他国家不可能发生的——美国宪法第六条使法律和政治联姻”（F.W.Lehman）。［23］


在政治关系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占据关键的位置，表现在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中，还表现在杜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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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评价中,他说，最高法院追随选举。基本大法休眠时，或最高法院法官马歇尔(Marshall)去世时，比如从1835年到1910年这段时间，二元联邦主义、警界权力的理论、授权立法的禁忌、正当法律手续衍生出的理论、契约自由的自由观等政治关系逐一形成。最后，以司法复审理论为背景，由此积累的各种理论大大加强了最高法院在宪法解释中的地位。［24］
 改进的传播技术使议会和法院更灵活，使之对公共舆论的回应更迅捷。“在内战期间，法院支持一切多数公众的要求，就像和平时期为某种民意的目的在警察权力的名目下核准没收财产一样。”［25］
 联邦最高法院裁决逃奴斯科特败诉，动摇了人们认为最高法院不偏不倚的信心，海斯险胜蒂尔登当选总统时人们对最高法院的信心同样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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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在北方证券公司诉美国案（Northern Securities Co.v.United States）裁决中的立场表示不满，他说，霍姆斯连香蕉那样的软脊梁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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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司法部长帕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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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压制手腕施政，克拉伦斯·达罗批评他说，帕尔默“干净利落地用武力和暴力推翻了一种形式的政府”。［27］
 手腕之一是用“颠覆罪”（Overthrow Act）治罪：“用口头或书面信息，或者用暴力或其他任何手段去推翻得到美国公民支持的代议制政府。”［28］
 红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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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最高法院的法官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时期［29］
 。两派法官势均力敌、一位法官左右全局的局面形成，改革最高法院的需要由此而生。罗斯福总统自认为，他在纽约州州长任内能和纽约上诉法庭密切合作，所以入主白宫后，他就急于在最高法院委任新的法官，以便和最高法院商议社会经济改革。［30］
 他试图改造最高法院，遭到失败，但他成功地确保了最高法院法官总体上有利于改革的平衡。比如，最高法院就美国诉美联社（United States v.Associated Press 326 U.S.20）一案的裁决是：“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并不庇护出于私利而压制自由……诚然，政府不能阻碍思想的自由流动，但如果非政府的集团对这一宪法保障的自由进行限制，第一修正案并不会给它们提供避风港。”

新闻自由对公民在国会和法庭里地位的影响是灾难性的。1951年3月29日，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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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在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讲演中说：“告密者最卑鄙的行为受到议会辩论的挑战，由此激发的条件反射是公众的歇斯底里。真正的言论自由已沦为笑柄，一个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可能被一场鸡尾酒会的闲聊糟蹋得不成样子。”在法庭上，“训练有素的律师诱导出的是事实而不是真相。有人说，法庭上的誓词应该被解读为‘我庄重宣誓，我按照作证的规定作出最佳的回答，以应对法官允许的最优秀的律师提出最佳的问题’”。［31］
 “对证人只能就事实作证进行限制，那是把真相钉死在棺材里。”［32］
 “我们凭借人的感官获取真相的方法粗暴而笨拙，令人难以置信。”［33］


对律师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让法官按照自己的方式判决”［34］
 。成功的刑事辩护律师达罗刻意诉诸公众的舆论，借以影响法官。至于陪审团，按照他的判断，老人比年轻人更仁慈宽厚，爱尔兰人和犹太人最容易动怜悯之情,他应该尽量规避富人、长老派教徒和路德派教徒。［35］
 他很关注的是如何“教育”陪审团成员。［36］





 [1]
 克里昂（Cleon，公元前?—前422），古雅典统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反对与斯巴达媾和。


 [2]
 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1676—1741），美国殖民地时代律师，《纽约时报》发行人彼得·曾格被控诽谤罪，汉密尔顿为其辩护，胜出，这一案子在美国司法史上有重要地位。


 [3]
 杜利先生（Mr.Dooley），原名芬利·彼得·邓恩（Finley Peter Dunne，1867—1936），美国作家、幽默家、记者，以笔名“杜利先生”为芝加哥的《时代先驱报》等报纸撰写幽默短文。


 [4]
 共和党候选人海斯与民主党人蒂尔登竞选总统，海斯的民众普选票明显少，却靠多出一张选举人票而当选。与之类似，2000年的总统竞选，小布什靠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和最高法院的裁决而胜出。


 [5]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坚定不移地推进反托拉斯法，联邦政府起诉北方证券公司收购几家铁路公司受阻，北方证券起诉联邦政府，案子闹到最高法院，北方证券败诉，被迫解散。在54的法官投票中，被罗斯福任命的新法官居然支持北方证券公司，引起罗斯福不满。


 [6]
 米切尔·帕尔默（Mitchell Palmer，1872—1936），威尔逊总统的司法部长，类似20世纪60年代迫害进步人士的麦卡锡参议员。


 [7]
 红色恐怖（Red scare），这里专指俄国革命后在美国渲染的反共活动，这种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和“9·11”以后又有复辟。


 [8]
 兰德（Justice Rand，1885—1969），美国最高法院法官。


第四节 帝国主义在美国抬头

美国和英联邦国家试图捍卫自己的基本大法，这使其帝国主义倾向胜过母国。我们在上文追溯了习惯法在英国重新抬头、帝国主义式微的趋势。在这一节里，我们转向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地区相反的趋势：习惯法式微、帝国主义抬头。在成为美国的13个英国殖民地中，权力受到宪法的保护。土地控制权握在各州手中，但在滨海殖民地之外的大陆内地，土地握在联邦政府手中，直到州政府成立并被合众国接纳。合众国在北美大陆的扩张直达太平洋海滨,在阿拉斯加、夏威夷、菲律宾等地区之外，新的控制体系形成了。据说，英帝国是在心不在焉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相反，美帝国是在帝国主义的狂热时期发展壮大的，这种狂热见诸这样的口号：“美国的天命”、“经纬线50度—45度，否则开战”。在其他一些时期，美国也受制于帝国主义狂热，购买路易斯安那就是这样的表现。在加拿大，我们也看见美帝国主义以各种形式发酵：两国的渔业争端、美国人抗议我们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在阿拉斯加划界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发出的威胁，无不是美国的帝国主义在起作用。重要的是，其他国家开始看清美帝国主义的本性了。美国的出版物抗议英国任命的一些内阁成员。美国一个公共团体竟然通过决议，要求解决爱尔兰问题。典型的乔治三世
 
[1]

 阴魂！

19世纪末，美国对扩张的痴迷从北美发展到海外。华盛顿总统的孤立主义被麦金利总统的帝国主义取代。不过，这是个问心有愧的帝国主义，是粗暴得难以置信的帝国主义。我们再以西奥多·罗斯福在阿拉斯加边界争端中的手腕为例，还以他在巴拿马运河谈判中的谋略来说明问题。其粗野态度最露骨的表现是美国谈判代表坎贝尔的一句话。他问：“总统先生，在朋友之间，宪法算什么？”1911年，美加关税互惠协议在被加拿大摈弃后，美国的良心重新抬头，美国进口加拿大新闻纸的关税有所降低,旨在进一步加强大国尤其英国使用巴拿马运河的举措被迫撤销。加拿大拒绝美加关税互惠协议，这是加拿大对美帝国主义的抗议,美国共和党竞选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也使美帝国主义遭到挫败。民主党人威尔逊当选、威尔逊勉强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决定参战后表现出来的高尚情操、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拒不接受民主党人威尔逊总统倡议组建的国际联盟，这一切都是美国人对自己的帝国主义走向感到不安的表现。

然而，这样的不安反而进一步推动了帝国主义的兴趣。给欧洲国家的借贷被理解为欧洲人的欠债，美国人要他们支付利息和本金。柯立芝总统说：“他们租借了我们的钱，难道不是吗？”由于美国人坚持要债务人还债，债务人请求美国人放贷的诉求反而增强了，因为他们要贷款才有钱偿还美国人的利息。德国人的战争赔款负担靠国内外的一些方案来缓减，德国国内的措施是通货膨胀，国外的措施是杨格计划和道威斯计划
 
[2]

 ,这一旋转木马似的变化始于哈定总统对正常化的兴趣，终于胡佛总统诚恳地声明,他认为，世界业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金融时代，技术进步足以支持生活水平的无止境提高。不幸的是，连胡佛总统的担保也不足以预防1929年的金融崩溃和继之而起的大萧条。用纸牌精心搭建的房子土崩瓦解了。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希特勒(Hitler)上台，罗斯福当选总统，良心不安的帝国主义和内心不安的孤立主义都没有成功。

如此，经济萧条就打上了回归孤立主义和国内政策的烙印。富兰克林·罗斯福确认梭罗
 
[3]

 的思想，断言：我们唯一的恐惧就是对恐惧的恐惧。美国关注的是旨在保护自己、不卷入国际事务的立法。孤立主义政策的表现是高关税,尤其是斯姆特-霍利关税法
 
[4]

 。这样的高关税迫使其他国家反制、报复，突出表现是英联邦的渥太华协议。在这段美国退却的时期，希特勒在德国启动了迅速扩张的计划，墨索里尼（Mussolini）在意大利启动了类似的计划，日本进攻满洲
 
[5]

 英国卷入了一连串的策略动作，爱德华八世退位
 
[6]

 ，国王和王后访问慕尼黑，这些举措旨在推迟难以避免的斗争，使英国尽可能做好一切准备。北美人觉得，英国不愿打仗，只有在受到极端挑衅时英国才会参战。结果无需赘述，因为我们对这场战争的历史再熟悉不过了，对导向我们不满后果的各个阶段都记忆忧新。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分发挥了作用。在1934年以后漫长的备战时期中，控制系统建立起来，战争一爆发就立刻用上了。加拿大人完善的设施被美国宣传家利用起来，用来演示改进美国控制手段的可能性，结果，阅读美国宣传文献的加拿大人就形成了美国优越的印象。美国人用聪明的租借法案去规避向盟国大笔贷款的危险。由于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和平就有了新的发展。经历两次大战以后，东西方都怕德国，都没有签订和约，而是由利益相关者分割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时期，美国人向德国人贷款使之能偿还战争赔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人害怕从战争走向和平的进程逆转，这样的恐惧心理有助于强调军备的政策，从马歇尔计划
 
[7]

 到大西洋公约
 
[8]

 的举措确保了充分的就业。加强军备的政策成为确保维持出口和就业的必要条件。

强调共产主义的威胁成为劝说美国人自己做主的重要元素。由我来评价美国外交政策并不明智，聪明的办法是引述美国作家的论述。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
 
[9]

 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1949年8月号）撰文《征服美国》（The Conguest of America），他声称：“一个民族完全被另一个民族在思想上和道德上主宰，史无前例,从1946年到1949年，美国人就这样被俄国人主宰了4年之久。美国外交政策是俄国外交政策的镜像。无论俄国人做什么，我们都反其道而行之。”哈罗德·伊克斯
 
[10]

 在《新共和》（New Republic）（1950年10月17日）上撰文称：“由于我们害怕俄国，我们被俄国人征服了。”“谢天谢地，罗斯福如今看不见我们匍匐在地、摇尾乞怜的样子，美国更伟大、更强大了，可是它不是跪在地上，而是匍匐在地，被它自己想象中的危险吓倒了。”也许，局外人比这些作家更能识破这些言论的真相。在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勾当里，在告密者借尸还魂的恐怖统治里，在指控前共产党人的骗局、审判和惩罚里，在德国和意大利传来的自杀谣言里，外人更能看清这些言论的真相。在罗素
 
[11]

 笔下，极权主义国家是迫使人民永远过狂热生活的国家。如今的我们似乎不得不过永远仇恨的生活。美国的团结和内聚力是靠仇恨英国达成的，就像爱尔兰人利用人们对英国的仇视必然引起对俄国的敌视一样。




 [1]
 乔治三世（George Ⅲ，1738—1820），英国国王［1760—1820］，多次的精神错乱为他的晚年笼罩上一层阴云。


 [2]
 杨格计划（Young plan）和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1924年，战胜国制定道威斯计划，规定德国的赔款支付；1929年，德国借口经济危机，无力执行道威斯计划，战胜国以杨格计划取而代之；该计划降低德国的赔款额，取消对德国的经济管制；后德国停付赔款，计划夭折。


 [3]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美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远离尘嚣、结庐而居，著有《论公民的不服从》、《瓦尔登湖》等。


 [4]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亦称霍利-斯姆特关税法，1930年7月17日出台，因两位国会议员而得名；历史证明，改法案加剧了美国的大萧条。


 [5]
 中国东北。


 [6]
 1936年，爱德华八世放弃了英国王位。退位原因有两个版本：传统版本是不爱江山爱美人，要同心爱的女人辛普森夫人结婚；近年解密的美国情报显示，与爱德华八世相爱的辛普森夫人是个纳粹政权的狂热支持者，爱德华八世本人有通敌之嫌。


 [7]
 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亦名欧洲复兴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向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的计划，4年之久的计划（1947—1951）提供援助达130亿美元。


 [8]
 大西洋公约（Atlantic Pact），后更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1949年冷战期间组建的军事组织。冷战虽已结束，“北约”反而强化了。


 [9]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1892—1982），美国诗人、三次普利策奖得主，曾任国会图书馆馆长。


 [10]
 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1874—1952），罗斯福政府内阁部长，著有《棘手的第三任期》、《无罪》等。


 [11]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社会评论家、作家，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对符号逻辑、逻辑实证论和数学体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著有《数学原理》、《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数理逻辑导论》，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


第五节 加拿大习惯法传统的式微

加拿大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帝国主义压力的回应。新斯科舍加入加拿大联邦有一个条件：联邦的资源应该用来迫使美国承认新斯科舍省的渔业权益。加拿大毫不犹豫地阻止纽芬兰和美国达成协议，因为该协议似乎对加拿大在渔业谈判中的地位构成威胁。1840年的加拿大《联邦法案》（Act of Union）旨在使安大略和魁北克发展交通运输，以便迎战美国的竞争。联邦向西扩张，遏制了美国的蚕食。开发草原诸省的自治领政策显然是要支持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土地政策旨在遏制美国的侵略。加拿大帝国主义的属性可见于日益坚守民族主义的情绪，其表现是：加美互惠协议的挫败，《凡尔赛和约》的签署，《威斯敏斯特法》
 
[1]

 的出台，最后是纽芬兰省加入联邦。如果搜集一些堪比美国帝国主义的口号，以说明我们加拿大人的帝国主义野心，那也不难。其实，一句口号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在世纪初曾自负地夸口说：“20世纪是加拿大的世纪。”

美帝国主义对加拿大的压力表现在范围很广的活动中。由于美国人的歇斯底里，加拿大人觉得自由的空间被压缩了。如果一位加拿大教师希望在美国求职，即使是短期工作，他在填报履历表时也必须比美国公民求职要小心得多。大概，他不能加入任何党派比如加拿大共产党，也不能参与任何问题的讨论，美国人可能会怀疑他是否对美国生活方式构成威胁。加拿大公民不仅可能会被拒绝入境，而且他被拒绝入境的待遇会被美国报刊公开披露，以引起公众的注意。美国影响并没有直接削弱加拿大人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但这两方面的自由受到间接的影响，因为他们被迫接受美国人强加的标准。美国移民局官员羞辱我们最杰出的学者，学术界不可能看不到这样的羞辱，也不可能容忍在最敏感的问题上伤害学者的自豪感。20世纪中期的1950年是一个神圣的年份，对任何文明而言都是最低潮时期，那是原子弹可能威胁成千上万人生命的年代，但很少有人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而抗议原子弹的威胁。［37］
 所幸的是，我们还可以转向英国和欧洲。被拒入境的加拿大学者却在英国大学获得荣誉学位，他们感到非常满意。美国难民问题的出现使人人都感到不安。强加在美国教师身上的宣誓使美国学者极为烦恼，使他们关心在国外受聘的机会。

美国人用军备扩张来维持充分就业，这样的政策有危险，这一危险被认为是俄国政策的镜像，俄国政策在我们加拿大的镜像更鲜明地显示了这样的危险。意识形态是扩充军备的遮羞布。T.S.艾略特说：“由于地理和其他原因，卫星文化是与一个强邻文化维持永恒关系的文化。”［38］
 他又阐述了反对完全融入强邻文化的若干理由：首先，“每一个生物体的本能是维持自己的生命”；其次，“卫星文化对强邻文化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大范围内发挥的作用大于它孤立状态下发挥的作用”。“卫星文化的存活对强邻文化具有很大的价值。”［39］
 他接着说，“阶级和宗教把一国之内的居民分为不同的群体，由此导致的冲突类似创新和进步引起的冲突”——200年前的大卫·休谟
 
[2]

 强调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我不赞同消灭敌人，消灭的政策用野蛮的话说就是清算敌人，那是现代战争与和平问题中最令人惊恐的发展，在渴望文化存活的人看来就令人恐怖。你需要敌人……无处不在的烦恼是和平的最佳保障。”［40］
 “正是由于冲突精神常常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人类社会才能聚而不散，才能总体上呈现出和平的面相。”“没有频频发生的争吵，大多数人是难以生存的。”［41］


我冒昧地说了一些离题的话，意在说明，批评美国和加拿大是为了双方的利益，是为了抗议迫使加拿大依附美国的军事主义。如果略加详细地描绘反射加拿大镜像的过程，这一镜像被扭曲的情况就看得更加清楚。60%的流通期刊由美国人把持，和20年前的80%相比固然是有所减少，但电台广播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美国杂志发行量的减少，不久，电视的影响又进一步加重了美国人的影响。传播领域快速的技术进步和庞大的美国市场必然产生这样一个后果：美国可能会支配英语文化，会对法语文化产生强大的影响，即使法国文化受到语言的保护也无济于事。

如果美国人可以被描绘为“匍匐在地，被它自己想象中的危险吓倒了”，那么，加拿大人就可以被描绘为头手倒立的人。最耐人寻味的表现是上一次选举中自由派人士以多数胜出的现象。对这次选举结果，尚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令人满意的解释必须建立在加拿大人理性行事的预设之上。有人解释说，是自由党人操作选举很干练，远远胜过进步保守党人，乔治·德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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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把省里的老古董竞选手法搬到全国的选举中，威廉·莱昂·麦肯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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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退休使自由党人的热情更加高涨等等，但这些说法都不足以解释为何选民觉得强大的反对派并不重要。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军事主义发挥了作用，所有的政党都强调军事主义，其结果只能是增强执政党的地位。

极权主义倾向使政府能制造和利用危机，在选举前夕尤其如此，不祥的预兆莫过于此。丘吉尔先生在英国选举中的天才见于他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认识：他建议在高层讨论冷战问题。在加拿大，保守党人强调共产主义的威胁，借以抹黑加拿大平民合作联盟（C.C.F.）。该联盟被迫强调自己的“反动”特征，借以规避批评。小党的弱点表现在其策略中，它们的弱点成了自由党力量的源头。结果，加拿大的政治形态开始带上类似俄国的特征。一个类似俄国政治局的加拿大“政治局”指出俄国政治局的危险，借此有效地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加拿大政治生活的扭曲表现在：有雄心抱负的人利用俄国人的愚蠢来获得威望。俄国人挑动人们对雄心勃勃的加拿大领袖的抨击，此举愚蠢，加拿大人认可这种激动人心的抨击，同样愚蠢。在大张旗鼓地清洗共产党人之后，劳工界的扭曲表现在劳工组织的僵化中，其纪律更严，提出要求的能力更强，达到目的的决心更大。

加拿大强大的官僚机器是双语政策的产物，是在大萧条和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到了和平时期，它继续产生强大的影响，仿佛战争尚未结束。大萧条时期，权力的集中快速发展，强大的文官队伍也建立起来，恩赐任命官员的粗放形式衰落，省一级的自治政党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官僚体制的麻木效应是政府和管理中双语政策的结果，因为这样的政策磨掉了政治棱角。麦肯齐·金总理强调一位法语族伙伴的重要意义，但他的继任者圣劳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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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比较年轻而杰出的操英语的伙伴共同执政。相反，他有一群比较年轻的操英语的内阁成员急于接过他的衣钵。总理金先生拥有恰当时间探讨对手的才能，圣劳伦特先生却没有这样的才能。

更严重的后果是，我们失去了分寸感，又缺乏批评，而且还失去了幽默感。在加拿大，如果没有幽默感，谁也不能成为社会科学家。我将这句话作为理解史蒂芬·里柯克的注脚。他被任命为加拿大铁路公司总裁，因为他曾任加拿大银行副总裁，在战时物价和贸易局任职时靠违背文官制度里的匿名制传统而打造了自己的名望；但这一任命并没有激起令人愉悦的涟漪。在一个星期之内，他就以贸易、金融、企业集团和铁路的权威露面了。用安妮塔·卢斯（Anita Loose）的话说：“俏皮话不过是俏皮话，谁也不想笑死。”我们这些卖文为生的人面临的危险加重了。

自由党以绝对多数控制联邦政府、参议院和最高法院的后果表现在多个方面。这种称霸的局面只给反对党在剩下的个别省得势的机会，使一个省的总理成为反对党的领袖，联邦政府的问题因此而加重了。自由党之外的其他政党往往在省里得势。因此，加拿大自治领和各省的关系在加拿大政治中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劳工和加拿大平民合作联盟联手构成一些省里的反对党，随后就形成了保守党和自由党联合的局面。总体上不平衡的局面使加拿大自治领权力上升的趋势成为必然，其表现是：向皇家顾问团的上诉权被废止，修订宪法的方案纷纷出台。权力集中的趋势加强了人们对国防的兴趣，反而加强了美国人的影响，形成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僵局。联邦政府强调立法权乃神授权力的理论，进而产生了联邦政府无所不能的感觉，如此，省政府里无所不能的感觉也成了势之必然。安大略省通过有追溯效力的立法，冒犯了人们司法正义的感觉，并不奇怪；联邦政府司法部出台的“有关面粉业集团的报告”与自己的规章相抵触，使人产生徒劳无益的感觉，也绝非偶然。

立法乃神授权力的理论促成了联邦结构的瓦解。联邦政府里的政党和许多省政府里的政党关系遭到了破坏，各省和加拿大自治领的鸿沟加深了。联邦政府选用各省政治人物的惯例逐渐式微，由联邦政界人士组建内阁的举措取而代之，如此，各省和自治领的分歧更加尖锐；由于更加强调中央货币政策，省和自治领的分歧也日益严重。联邦主义的基础是，各省维持并获得自然资源的控制权；由于日益强调中央货币政策，尤其是大规模的所得税政策，联邦主义的基础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省市被迫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其他税收；权力的分割、“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式微，联邦政府的控制权加强了。

“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式微，其结果是，地区之间的转运协议和大规模的安排就成为必要的措施。倚重欧洲市场的地区、倚重美国市场的地区、倚重美国人口稠密的地区之间就产生冲突，代表不足的地区采纳大规模恩赐任命的举措就成为势之必然。联邦政府的优惠政策就成为西部加拿大农业繁荣的必要条件。

政府工作极端复杂，一般公民又难以理解这种复杂的问题，如此，官僚体制的责任就加重了。官僚阶层被迫坚持民主手段，借以掩盖反民主原则的必要性。如此，正如本章业已对民主所作的探讨那样，怀疑主义情绪就必然抬头。公民权拓宽了，对执政党适度有利的再分配政策得到执行，吸引相关政党的大多数人的举措实施了——这一切措施都旨在加强民主，同时又通过精心的设计而有利于官僚体制。过去，让苏格兰长老会和法语加拿大人同处一个政党的政治举措获得成功，如今，倚重这种伟大政治艺术的政策就不再是必不可少了。

加拿大生活中自由党占绝对多数的效应，本章不可能穷尽无遗地介绍。我们再也不能用原则和抽象概念来探讨政治。官僚体制的强大预先就排除了对原则的诉求，迫使我们不得不集中于细节的研究。加拿大的注意力刻意集中在外交事务，我们强调加拿大统一对外之必需，强调控制军事问题乃主权之必需；由于如此之多的因素，有效的批评就指向了美国。有个寓言的寓意大致是：和神话人物进餐时，你只能用长柄的汤勺。我们还可以意会詹姆斯·斯蒂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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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话的意思：“所谓‘自治’的意思是，你有权对邻里实施不当的管理，却不必为任何人负责，因为谁也不比你更聪明。”［42］


可以说，如果我们废止最高法院向皇家顾问团上诉的条例，这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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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联邦主义用诉讼取代立法。”如果我们要理解联邦制成功的前景，我们就必须注意受理诉讼的机构有何性质。扩权的最高法院能在多大程度上拒绝联邦国家的问题？关心习惯法传统、希望它继续发挥作用的公民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尤其在民权问题上，我们应该更重视成文法。联邦机构为既得利益提供了庇护所。［43］
 成文法固守的财产权限制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英国的情况即为明证。企业和政府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在习惯法国家里，联邦机构强调罗马法传统，最高法院处在核心的地位。按照习惯法传统的预设，国家是法律的一部分，公民更难以和国家分离。因此，变革就具有更多的渐进色彩，就少受革命的影响。在习惯法传统的国家里，宪法很大程度上受保护，不会有急剧的修改。然而，在美国和一些英联邦国家，成文宪法偏爱的罗马法传统却倾向于帝国主义，威胁着西方文明里习惯法的有益效应。迪恩·庞德（Dean Pound）说，“凡是公共舆论活跃和成长的地方，司法准则几乎必然要落后于公共舆论。”如果承认习惯法的灵活性，他的论断就是极其恰当的。这些大问题摆在加拿大法院和加拿大人民的面前。

我相信，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习惯法国家里普及；又相信，美帝国主义通过有关共产主义的宣传来利用我们，使我们遭到危险。因此我觉得，我必须利用这个机会来描绘我们的困难。攫住我们加拿大生活的恐惧感使我觉得更有必要说，值此新不伦瑞克大学150周年华诞之际，我们应该重申我们坚信的习惯法传统，这样的传统就反映在新不伦瑞克大学在美国革命后建校的机制中。


注 释


［1］詹姆斯·布赖斯，《古罗马帝国和留驻印度的英帝国》，（The Ancient Roman Empire and the British Empire in India:The Diffusion of Roman and English Law throughout the World:Two Historical Studies）（1914），又见麦克米伦（Lord Macmillan），《两种思维方式》，（Two Ways of Thinking）（Cambridge,1934）。和英国人一样，罗马人不区分宪法和其他法律，大概这和他们强大的口语传统有关系吧。

［2］“国王不受制于任何人，但他受制于上帝和法律，因为法律成就了国王。因此，让国王为法律服务，就像法律赋予他自治和权力一样。这是因为，如果靠意志主宰而不是法律统治，那就没有国王。” (Bracton)不少人探讨过英格兰习惯法的起源，他们证明：习惯法由不成文的习惯组成；通过陪审制度来发现这些习惯是必要的；由不同社群的代表在议会里议事，借以发现这些习惯，也是必要的。用波拉德的话说，“习惯法的基础对共同政治的家庭是必不可少的”。法令、宣誓、证人和断头台等法律用语并不起源于法国。议会关心对个人的保护，不关心赋予个人在议会院墙之外侮辱其他人的特权。在17世纪的反叛之前，议会首先行使司法权，而不是立法权。查士丁尼的《法典》里有一句名言：“王公的快乐拥有法律的力量。”在阿尔弗雷德大帝和诺曼征服以后，英格兰成了国王掌握的封地，这有助于习惯法的确立。见麦克韦因（C.H.McIIwain）,《议会的最高法院职能及至上地位》（The High Court of Parliament and Its Supremacy：An Historical Essay on the Boundaries between Legislation and Adjudication in England）(New Haven,1934)。

［3］习惯法的弱点是行政权力的缺乏。立法机构对法院错误的纠正未必会令人满意。罗马使军队和法律结合；美国的军队对行政权力至关重要。

［4］埃尔登（Eldon）伯爵治下的英国人敬重习惯法。边沁（Bentham）抨击习惯法，他说“习惯法是深不可测、无边无际的混乱，由虚构、冗赘、不厌其烦的细节、前后不一的矛盾组成；其实施过程是精心编造的骗人体系，使延误时机、否定公正得到最大化”。见狄龙（J.F.Dillon）,《边沁对19世纪改革的影响》（Bentham’s Influence in the Reform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载《英美法治史》（Essays in AngloAmerican Legal History） (Boston,1907), pp.494 ff.。

［5］史密斯（Goldwin Smith）, 《时代问题论》（Essays on Questions of the Day） (New York, 1893), p.98。

［6］伯恩（M.J.Bonn）,《游荡的学者》（Wandering Scholar） (New York,1948), p.89;又见丹吉尔菲尔德（George Dangerfield）,《自由英国的夭亡》（The Strange Death of Liberal England）(New York,1935)。该书是对伊萨克斯（Isaacs）论卡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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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境的回应；在阿尔斯特（Ulster）自治问题上，斯本德（Harold Spender）批评卡尔森说：“你们都是律师，律师绝不能把彼此送进监狱。”斯本德(Harold Spender)，《生命之火》［The Fire of Life(London,n.d.),P.150］。

［7］伯恩,《游荡的学者》,101页。

［8］“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更喜欢用习惯来最大限度地规制行为举止，人们往往相信，只有受风俗习惯调控的行为才是自由的行为。相反，在罗马法传统影响的社会里，行为的界定一清二白，压力的源头显而易见，压力的组织是有条不紊的。”曼海姆 (Karl Mannheim),《自由、权力和民主规划》（Freedom, Power and Democratic Planning）(New York,1950), p.51。

［9］泰勒（Henry Taylor）,《政治生活漫笔》（Notes from Life—the Statesman）(London,1878), pp.384385。

［10］转引自柯文（E.S.Corwin）,《最高法院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the Supreme Court） (New Haven, 1934),p.207。

［11］早在1824年，麦考利（Macaulay）就写道：“我们的议员、候选人甚至我们的倡导者在庄重的场合讲话时，并不是对我们这些听众讲话，而是在对记者讲话。他们心里想到的不是眼前的听众，而是无数的读者。”《论雅典演说家》（On the Athenean Orators）。奥斯丁·张伯伦（Austin Chamberlain） 论及部长们照本宣科讲话的习惯(《内窥政治》［Politics from the Inside,London,1936］,p.245)。

［12］哈里森（Frederic Harrison）,《哈里森回忆录》（Autobiogaphic Memories） (London,1911 ),I,149。见亚当·斯密（Adam Smith）, 《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1937),p.680。

［13］感谢科维特（F.M.Covert,Q.C.）和德梅雷斯（G.Demerais，Q.C.）二位先生的指教。

［14］勒纳（Max Lerner）, 《霍姆斯法官的思想和信仰》（The Mind and Faith of Justice Holmes） (Boston，1943)， p.72。又见《冯布朗克的勤勉人生》（The Life and Labours of Albany Fonblanque），ed.by his nephew,E.B.de Fonblanque (London，1874)，pp.340341。

然而，不久前的一天，卡里斯法官的法庭上出现了最温馨、最动人的一幕。威尔金斯律师禁不住为拉姆谢先生抽泣，律师的头低垂，“宛若冰雹摧打后的百合花”。用比较平实的话说，那是像掉在路边的萎蔫的菜花。就让这一幕过去吧。但我们不得不考虑他那热情，考虑那使他低头并潸然泪下的压力——或出于真心的同情，或出于真诚的看法。然而，律师掉泪的眼睛想必看见了庭审费。在另一个类似的场合，没有看见律师费的眼睛会无动于衷。律师费和感情携手并进。用司法语汇来说，感情源自于庭审费。哭泣的收费标准是多少，我们并不假装知道；那外快是否明明白白写在公文里，或曰咨询费，或者是帮助记忆的字条，我们也不假装知道。不过近年来，我们好几次领教了这种黑色柔情的表现。芝迪为瑟特尔掉泪，凯利为塔维特抽泣，威尔金斯为拉姆谢洒泪。甜蜜的柔情！温情的读者禁不住要说。问题是，这些博学律师的感情为何如此反复无常？为什么他对一位当事人温情脉脉，却断然抛弃另一个当事人，毫无顾忌？为什么厚此薄彼？为什么将一人嗜之如佳肴，将另一人弃之如敝屣？为何有时对当事人尽职尽责，有时却敷衍塞责，就像本文这一幕所示？

这位殷勤的“管家”在凯撒来访时常常打盹，当另一位侠客指望他打盹时，他的回答是：“我不为每个人打盹。”威尔金斯先生不为每个人哭泣。然而，就公平和诚信而言，他必须要解释，他对当事人尽力是否有规矩，他要说明：为哪些人他甘愿赴汤蹈火，对哪些人他弃之如敝屣。(1851)

谈到对方律师哭泣时，希里（Timothy Healy）说，因为律师艾伦业已触礁，对方律师落泪实在是奇之又奇。律师费高昂可以减少诉讼，强调的是让有钱人得到公正待遇。英格兰缺乏对经济窘困者的保护，这大概是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

［15］魁北克的司法工作由律师和公证人分割，律师主要受理诉讼。在盎格鲁-撒克逊省份里，司法事务多半在法庭外受理。习惯法之严厉有助于民法要素的入侵；通过海事法、国际法和法条的增加，民法稳步蚕食习惯法的地盘。法庭的压力导致法律的增加。劳工补偿法大大减少了劳资官司的数量。

边沁不遗余力地阐述成文法的要求。“只要非成文法的残余不连根拔除，它就会被自己玷污——它固有不可救药的腐败。无论成文法多大程度上已经或能够用于习惯法，它都会被自己玷污。”相反，艾里克（Ehrlich）说：“虽然国家未必对法律的典籍化有丝毫的兴趣，但成文法的制定还是千方百计把国家的意志强加于人的生活；在此基础上，一个合理的问题就是：法律的典籍化是否有不当之处？”法典和法律给语言加上沉重的负担。 “因此，法律起草人有义务想到，他的措辞有可能适用各种各样的情况，他有义务考虑一切误解条文的可能性，因此他要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 (J.F.Stephens)法庭需要经常注意语言的变化。“语词不是水晶，透明、不变，它是活生生思想的肌肤，其色彩和内容随其使用的环境和时间而大大改变。” (Holmes) 律师偏向使用意义显豁、长期稳定的语词。习惯法倾向于模塑事实以适合语词；罗马法倾向于模塑事实以适合法律文本。民法的程序是从原理到习俗，习惯法的程序是从习俗到原理；民法搜寻原理，习惯法搜寻判例。法语的精确性有助于法典的发展，英语精确性的缺乏使之偏爱诉诸判例。见高厄（Sir Ernest Gower）, 《朴实的语词》（Plain Words）(London，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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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转引自克拉克（Champ Clak），《从政生涯25年》（My QuarterCentury of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1920)，Ⅱ，130。法律文书在殖民地印行，与之相伴的是印刷厂的建立、印刷厂设备潜力的过剩、报纸的发展和邮局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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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威斯敏斯特法》（Statute of Westminster），英国议会1931年通过，这是英国殖民统治方式从直接统治过渡到间接统治的根本转变。


 [2]
 休谟（David Hume，1771-177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著有《人性论》、《人类理智研究》等。


 [3]
 乔治·德鲁（George A.Drew，1894—1973），加拿大政治家、进步保守党人、安大略省第14任总理［1943—1948］。


 [4]
 威廉·莱昂·麦肯齐·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1874—1950），加拿大政治家，三度担任加拿大总理，任职21年，是英联邦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其肖像现在印在加拿大50元钞票上。


 [5]
 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Louis Stephen St.Laurent ，1882—1973），加拿大第12任总理。


 [6]
 詹姆斯·菲次詹姆斯·斯蒂芬（James Fitzjames Stephen，1829—1894），英国律师、法官、作家，著有《英国刑法通览》、《英国刑法史》等。


 [7]
 阿尔伯塔·戴西（Albert Venn Dicey，1835—1922），英国法学家、宪法学家，著有《宪法学导论》等。


 [8]
 爱德华·卡尔森（Edward Carson，1854-1935），律师、政界人士、北爱尔兰新教徒“无冕之王”，反对爱尔兰自治。


第四章 报业：20世纪经济史被忽略的因素

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感谢。应邀来此讲演，纪念已故的苏格兰第一世男爵约西亚·查尔斯·斯坦普
 
[1]

 ，我感到不胜荣幸。尤其令人高兴的是，我可以借此机会向他在加拿大的研究工作表示敬意。已故的第一世子爵贝内特
 
[2]

 深知斯坦普大名，请他研究加拿大谷物营销的问题，结果就是他提出的《斯坦普报告》，这是营销史上的重要文件。

根据规定，斯坦普讲演的主题必须是“用经济学或统计学研究实际问题或公众感兴趣的问题”，而且演讲人要“用科学观点而不是党派观点”来处理主题。在这些极权主义倾向的日子里，可以说，这些条文有矛盾，或者说它们要求讲演人考虑极权主义国家的问题。我知道，极权主义是对斯坦普先生的亵渎，所以我不得不考虑讲这个主题本身可能存在的矛盾。在为这个讲题寻求答案时，我幸运地发现格雷厄姆·华莱士
 
[3]

 的著作。他对斯坦普男爵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可能是我寻求讲题答案的线索。看起来，我觉得他在指引我阐述讲演的主题，或在指引我阐述导致这个讲题的情况。看起来，讲演条例里固有的矛盾得到了化解，实际上我也希望，这个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化解。索罗德·罗杰斯
 
[4]

 说，政治经济学遭遇的灾难之一是，“它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谬误都有一定的正确性。”［1］
 这句话也是他另一个论断的基础：“廉价的投资要注入通行的错觉里。我认为再也没有比这更保险的投机。”［2］
 我希望，我在这里探讨通行的错觉将不会给听众带来不保险的担心。

我知道，我在为格雷厄姆·华莱士的著作提供一个注脚，但应该说，他的著作的内在主题却被忽略了。他的后期著作重点研究创意思维的效率问题。他强调口语传统的重要性，但在这个时代里，机械化传播技术的压倒性影响使人难以看到口语传统。事实上，只有通过评估机械化传统的作用，我们才能研究口语传统的作用。机械化传统的素材始终是俯拾即是、举不胜举了。斯坦普讲座就是口语传统残存的遗产之一。虽然诸如此类的基金会在大力支持口语传统，但我们今天这样的讲座业已被书面传统和考核制度压垮了。我们今天的讲演也注定要以书面形式印行。

我在其他场合阐述了这样一个主题：在不同阶段，文明曾经有不同的主导媒介，比如泥版、莎草纸、羊皮纸和纸张，纸张先用碎布后用米浆生产。每一种媒介对其处理的文字都有独特的意义，都有其对应的知识垄断类型；知识垄断被构建起来以后，就会摧毁适合创意思维的条件，于是，一种媒介就被一种新媒介取代，新媒介又构建特有的知识垄断。在这一讲座里，我建议专注于传播媒介工业化主导的时期，这个时期，木浆生产新闻纸实现了机械化，报纸用莱诺排铸机和快印机生产。物理化学关注的重点是电能的研究，尤其关注加速传播的可能性。电报尤其电话［3］
 对新闻业的扩张意义重大。

知识垄断的保守力量必然导致边远地区传播媒介的技术革命。在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所谓的“知识课税”政策确保了《泰晤士报》（The Times）的垄断地位对报纸新闻纸的控制有利于书刊的生产。但由于美国扩张的市场并不受版权法保护，尤其是因为新闻自由受《人权法案》的保护，所以美国作家被驱赶进了新闻界。不过，到19世纪中期，英国的“知识课税”政策被废止，这就有利于美国报业技术的引进，有助于英国新闻业的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尤其在布尔战争
 
[5]

 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新闻业大大发展了。

讲到这里，我们有必要简单介绍北美、英国和欧洲大陆传播技术的重大变革。由于用木浆造纸，新闻纸的价格从1875年的每磅8.5美分降到1897年的每磅1.5美分。新闻纸价格降低，新闻纸的用量大增，报纸生产的新发明接踵而至，报纸生产的瓶颈被逐一清除。1886年发明的莱诺排铸机使排字的成本减少一半。大批量生产字迹清晰印刷品的需求使打字机成为必需品。［4］
 印刷机的效率更高，印刷成本大大降低。《纽约论坛报》的双重印刷机每小时能印12版的报纸2.4万份；1887年，纽约《世界报》的四重印刷机每小时能印8版的报纸4.8万份；1893年，八重印刷机每小时能印8版的报纸9.6万份。机印报纸的生产方法改进了；复制插图的技术随之改进；1880年以后，锌版和网线凸版加速了图版的复制。那年年底，普利策
 
[6]

 启用漫画，这使其出版物的发行量增加三倍。紧随他的举措，其他出版商也用图片增加发行量。19世纪90年代，多色轮转印刷机问世。到1900年，美国的一切日报几乎都用图片了。

在世纪之交的美国，报纸的规模和发行量显著增加，新闻纸的成本亦有增加；新闻纸公司试图通过合并来增强地位，1898年国际造纸公司的组建是显著标志。报纸组织起来用涨价来应对造纸公司的威胁。报界占有控制宣传的优势，他们施加政治压力，确保了从加拿大进口纸浆和新闻纸关税的减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敏于报纸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发起一场对话运动，其宣传口号是：“我们的纸浆耗尽了。”经历1911年美加互惠协议的争议以后，塔夫脱总统争取到加拿大新闻纸的低进口关税。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职期间，新闻纸进口的限制被取消了。美国报业大获全胜，其表现是：到1914年，新闻纸的价格已低至每磅2美分，即每吨40美元。

加拿大各省亦有大片的皇家土地，它们追求的政策是引进美国资金办造纸厂。安大略省禁止在其皇家土地上伐木造纸，魁北克省在1910年随之效仿，新不伦瑞克省在1910年也禁止伐木造纸。大河提供了廉价的航运和大型的水电站，铁路通达毗邻的美国大城市，铁路运费优惠，加上政府的鼓励和低劳工成本，魁北克省建成了不少新闻纸生产厂，尤其成功。因为4吨木浆才能生产1吨新闻纸，运输成本是造纸厂选址的重要因素。

战争期间，物价上涨。1918年，新闻纸每吨69美元，随即飙升到1920年的每吨130美元。但1922年维持在每吨75美元。由于涨价的刺激，新闻纸工厂大规模增建。加拿大新闻纸的年产量从1917年 的71.5万吨增加到1930年 的389.8万吨，1926年到1930年的产量又翻了一番。加拿大超过美国成为新闻纸的第一大生产国。稍晚的新厂有一个优势：融入了新的发明。1921年，一台166英寸宽的造纸机每分钟造纸1，031英尺，创了纪录。到1927年，270英寸宽的造纸机成为标准的设备。设备的效率更高，但建新厂的周期延长，所以到20世纪20年代末，新闻纸价格下降；在大萧条时期，新闻纸的价格就急剧下降。1931年降到每吨53美元，1932年降到每吨46美元。稍后，效率高的新厂和老厂的竞争愈加激烈，于是，快速增长时期建立起来的精细的价键结构就经历了深刻的重组，大规模的合并亦随之发生。

在这些重组中，水电夺取了重要的地位。一家新闻纸厂往往有若干分厂，它们分别生产机械纸浆、亚硫酸盐纸浆和新闻纸。每吨新闻纸产能大致需要100马力的电力，其中85%的能源用于生产机械纸浆或磨碎木料。厂家寻求新工艺以增加比较廉价的机械纸浆的比例，使之占新闻纸总量的75% 以上，如此，造纸厂就越加倚重水电。水电厂的选址有若干因素，比如地质地形条件、湖泊河流的大小、降水量的多少，因为水电厂的首期投资就需要巨额的经费，所以设备能力就成为造纸厂规模的重要决定因素。在强大的报纸的反对下，新闻纸的价格被压得很低，所以水电厂就尝试把电输往大城市供市政和工业用。大都会的大报纸尝试直接控制新闻纸厂，借以加强自己的竞争地位，《纽约时报》和《纽约论坛报》都诉诸这样的策略。［5］
 但让电厂和新闻纸厂的选址适应大报需要的可能性是有局限的。不受报业公司控制的纸厂的销售市场缩小了。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新闻纸价格高企，许多报纸被迫合并，高速度的设备比如钢筒、滚柱轴承和墨水泵也应运而生。报业大亨比如赫斯特和斯克里普斯·霍华德（Scripps Howard）能提供庞大而稳定的市场，他们能挑动造纸厂恶斗，以确保比较低的新闻纸价格。小报处在弱势地位，但它们也联手打压新闻纸的价格。为了抗击这样的压价趋势，国际新闻纸公司收购报纸，以便为自己的产品寻找更能营利的市场；但它们败下阵来，报界祭起老一套的诉求：新闻自由的重要意义，权势者控制报纸有危险。坚持新闻自由这一手成了打败新闻纸生产商的强大因素。由于报纸的强势地位，新闻纸公司偏重向大城市和工业消费者出售水电，新闻纸反而成了它们电力生产的副产品，而副产品的特征往往是弱势的市场地位。

相对低廉的新闻纸产量增加，美国人均纸张消费量同时增加，1909年是25磅，1920年增加到41磅，1930年增加到59磅。1914年，2，580种日报的发行量是41，131，611份。这个时期的星期日报纸数量略有减少，但它们的发行量却从16，479，943份增加到32，371，092份。［6］
 从1880年到1930年的半个世纪里，重大的技术革新纷至沓来，已如上述，无线电广播与报纸争夺广告，成为报纸的主要对手；报纸对广告的依存度从44%增加到74%。在美国23座最大的城市中，广告收益从1914年的6.62亿美元增加到1929年的12.93亿美元，战后两年的收益尤其显著；但1933年大萧条时下降到7.64亿美元。广告收益百分比的提高容易使人误解，因为1900年报纸的价格下降到1美分或1.5便士，报纸价格相对固定的宗旨是增加发行量、吸引广告。乔治·塞尔兹（George Seldes）的话还是靠得住的，他说：“真正的出版商是广告商，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广告商对报刊的经济支持是维持报刊生存的全部条件。”［7］


报纸定价低，广告商需要报纸的发行量大，其必然结果是强调报纸内容的花样翻新，以吸引最大多数的买报人。报纸被迫呼应市场的需要。营业部占有主导的地位。［8］
 新闻成了商品，在竞争中出售，就像其他商品一样。［9］
 因此，新闻根据其瞄准的市场分类，又根据其生产的地区分类。用杜利先生（Mr.Dooley）的话说就是：“罪孽就是新闻，新闻就是罪孽。”查尔斯·梅尔兹（Charles Merz）写道：“是否真有像新闻那样使全国结为一体的纽带，实在是令人生疑。”［10］
 R.D.布鲁门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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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居英国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对犯罪迷案尤其女人被杀感兴趣，这种题材的吸引力胜过其他任何题材。”［11］
 “如果一个恋人割其心上人的喉咙，舰队街的新闻人会喜出望外，即使999个男人从此以后幸福生活，这些新闻人也不会如此欢呼雀跃”（A.P.赫伯特）。由于时间等考虑因素，各新闻中心被迫在新闻的生产和销售中走专门化的道路。新闻跟着太阳走；随着下午报和晚报重要性的增加，新闻一般就在下午发生了。芝加哥［12］
 是内陆中心，和纽约有一段时差，其报业不得不以罪案为焦点。19世纪80年代，芝加哥《时报》（Times）的编辑威尔伯·斯托利（Wilbur E.Storey）写道：“读者需要看罪案，斯托利则予以满足。如果头版没有少年吊死的照片，记者就会丢掉饭碗。整版整版的凶杀、纵火搞得你寝食难安，一版接一版的抢劫犯、敲门贼，搞得你寝食难安，女子版充斥着丑闻、风流事、放荡、性侵、暴打。”［13］


在这段话里，出版人的恶劣影响和权力也许是被夸大了，但塞尔兹（Seldes）还是认为，赫斯特的办报方针证明：“新闻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想要人们知道、感觉和思考的东西。”［14］
 据说，普利策“很喜欢战争——不是很大的战争，但要大到足以引起兴趣，给他机会能测量发行量的反射性增长”。［15］
 出版人关心的是确保消费者满意：“绝不要为了讨自己欢心而写作，必须要为了读者满意而写作。”［16］
 用赫斯特报系专栏作家布里斯班（Brisbane）的话说，那就是：“谁也不想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人们想知道他们该想什么。”［17］
 比弗布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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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你必须随时准备全心全意投入，五脏六腑都要投入，以至于看上去刺激且危险，有时肯定使人感到恶心”。［18］
 小本涅特（J.G.Bennett，Jr．）说，记者应该“好奇、毒舌、通人情、怪癖、恶毒，时而表现出不同的偏向，时而和善，时而难以名状地粗暴；豁达大度、博览群书，又疑虑重重”。［19］
 稍后，另一位美国出版商坚持印行“任何人可能会感兴趣的东西,即不会令人思考的东西，甚至不会邀约他们思考的东西，要让他们忘记准确与错误、抱负与失望”。杜利先生归纳的一句话是：“阅读是让头脑休息的最佳方式，其作用仅次于睡眠。”

阿诺德·本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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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编辑工作的描绘非常中肯：

对问题的内容进行设计、计划和平衡；顺风而行或逆风而驶；以极其敏锐的手指头摸准极其机敏的主顾的脉搏；在漆黑的子夜、漆黑的密林里沿直线穿行；一周复一周猜测畅销书之谜；凭直觉判断史密斯先生为何再次下同样的订单，为何辛普金先生的订单少了10刀纸；一只眼看世界的壮丽进军，另一只眼看巴扎市场上采访记者的飘忽不定，竟把诽谤法忘得一干二净；诸如此类的事情，五花八门的事情就是真正的新闻工作。［20］


新闻必须挑选，其版面位置必须确定，字钉的型号必须选择。“对那些相信自己思考的人而言，表面上让他们思考的新闻影响最大……若论影响，莫此为甚。”［21］
 阿诺德·本涅特给新闻工作所下的定义是：完善“人和事件的艺术的固有特征，是钝化那些本不属于人们的兴趣”。［22］
 如此，记者要接受编辑的忠告。《底特律新闻》（Detroit News）的执行主编认为，“学习写新闻的四个必备条件是《圣经》、《莎士比亚全集》、《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和《底特律新闻》”。［23］
 威廉·克劳福德（William Crawford）的忠告与之类似：“报刊撰稿人必须读《圣经》、吉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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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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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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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知道如何触摸人的心灵。”［24］


在报主和广告商的压力下，记者被迫挑选引入注目的语言而不是恰如其分的表述，他们强调危机而不是动态。用艾斯柯特（T.H.S.Escott）的话说，记者“似乎越来越感觉到，他对报社的责任是发现新的危机或新的时代”。“记者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暴风雨中的海燕、浑水摸鱼的水鸟，他的活动是煽动大众的激情，而不是缓和其激情。”［25］
 工业化报纸的成功端赖时常的重复、难以觉察的渗透、潜意识的诉求和裁员的策略，以形塑公共舆论。［26］
 诺思克利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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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告诫是：“牢记新闻业里坚持不懈的力量。”［27］


人们常批评说，新闻业的战线太长，英格兰人的批评尤甚。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笔下的新闻业是“聪明预见到的、却从来不会发生的事件”。在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ven)笔下，新闻记者的工作是“为获取报酬而报道你所不知道的事情”。［28］
 他又说，“在新闻业里，立场正确是文不对题的问题。”［29］
 亨伯特·沃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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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天堂之城》（The Uncelestial City）的一节小诗云：

谢天谢地，

你不能指望

贿赂或扭曲

英国记者。

但你相信，

如果不受贿不扭曲，

那是因为他没有机会。

一位美国作家的抨击更加凶狠：“为了他的面包，纽约记者的正经事就是扭曲真相，撒下弥天大谎，他变态、污蔑，他在财神爷的脚下摇尾乞怜，出卖他的国家和种族……我们是思想的娼妓。”［30］
 另一个比较冷静的记者说：“新闻永远不可能成为历史，它片刻不停的活动剥夺了它科学探究的优势。它不可能是全面的真相，因为它不得不当即表现貌似真相的事实，这使它不可能搜集和衡量事件的一切方面，不可能记叙事件的全部真相。”［31］


然而，这位记者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报主和广告商的压力，他对报业的种种弊端的抨击已经表明了这样的意识。作家是社群里比较敏锐和好动的成员，对压迫极其敏感，尤其是因为他们在组织抵抗时是比较缓慢的。弗兰克·芒西有条不紊地收购、关闭和合并报纸，被认为是“编辑过报纸的最能干的零售商之一”。 ［32］
 艾伦·怀特（Allen White）悼念他的讣告里有这样一段话：“伟大的出版商弗兰克·芒西去世了。他为当代的新闻业作出了贡献，他有肉类加工的才能、钱商的操守、殡仪师的仪态。他及其同行把一个高尚的行业变成了有8个百分点安全感的行业。愿他安息。”［33］
 评论诺思克利夫时，菲利普·基布斯（Philip Gibbs）说，他“从来没有听见过诺思克利夫对生活发表过任何严肃的评论，他没有说过任何思想高尚的话，也没有暗示过任何深刻的宗旨”。［34］


反映广告商要求的新闻强调非连续性，在1900年以后尤其如此。卡扎米安（Louis Cazamian）［35］
 指出，电影大获成功彰显的是非连续性，从电影的主根破土而出的就是非连续性的方法。摄影术和电影发展的同时，报刊的插图也大量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如此。大报的浮华自夸前所未有，普利策的一句话足以为证。他说：“《世界报》应该比总统更有权势，伙伴关系和政治是总统的镣铐，他只有4年的任期。”［36］
 报纸垄断地位的标志是承认技术进步的保守主义。战争期间，开发低收入用户市场、增加广告商用户市场都有了可能，放松监管规则和习惯的营销得到确认，这都有利于小报的发展。［37］
 图片［38］
 表现的是普世语言，未经传授也可以看懂。“愚民不再相信报纸上读到的一切，但他相信报纸上看到的一切图片。”［39］
 为寻求更多的读者，那就有必要依靠拥有普世吸引力的题材尤其是性。纽约的成功小报《每日新闻》（Daily News）的帕特森（Patterson）启用了新闻排序的一套新规则：首先是爱和性，继之是金钱、凶杀和健康。［40］


一家不成功小报的编辑戈弗洛（Gauvreau）受到帕特森的夹击，“陷入一个小口袋，我们永远不可能杀出一条路，不可能达到100万份的发行量”。［41］
 戈弗洛说:“我吸引大众的报纸，没有一家不配备星相师或手相师，他能告诉读者如何改善命运。”［42］
 “我们的政治版面是发行量损失的死胡同。”［43］
 他写道：“绝不要印行摩天大厦里清洁女工不懂的任何东西。”［44］
 英国的布鲁门菲尔德也提出了类似的忠告：“绝不要忘记的士司机的妻子。”他自认为是“依附在既存报刊上的寄生虫”。［45］
 我们理解他的意思。虽然读者不熟悉报纸提及的“桃子”布朗宁（“Peaches” Browning）或霍尔·米尔斯（Hall Mills）谋杀案，体会不到报纸争夺这类新闻的激动心情，然而报纸提到林德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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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他们总能意识到小报对传统老报的影响。林德伯格的飞行掀起了“人类历史上大众激情最伟大的狂潮”。［46］
 据信，这改变了法国人对美国的态度。在报道林德伯格家的婴儿被绑架的案子时，各报“都全力以赴，锁定这最后的盛宴狂欢，集中报道一个案子”。［47］
 在激烈竞争中扩大发行量和增加广告时，刊物的成功秘诀是题材和图片，再加特写和电影明星的八卦。小报吸引低收入群体时，广告商拒绝提供支持，导致小报失败。这个例子可以用来驳斥门肯的断言：低估美国公众品味的报人，没有一位遭到破产。

新闻要适应扩大发行量的需要，报纸由此而更加依靠特写。报业联盟的效率增加，个别报纸所拥有独家新闻的数量随之减少［48］
 ，报纸对地方新闻和特写的依存度随之增加。广告需要扩大覆盖面，报纸也需要扩版；为了维持阅读材料合理的比例，报纸有必要依靠辛迪加［49］
 提供特写材料。报纸组建辛迪加以便推出自家的特写材料，挖掘自己的新闻。特写旨在确保报纸在本地的牢固立足点，并提高报纸在广告商眼里的地位。大型的星期日报纸为适应这一需求而浮现出来，同时露头的是读者追求特写的难以满足的胃口，这些特写本来就是为了吸引妇女儿童的；连环漫画就非常适合这一宗旨：“流行漫画影响发行的力量尽人皆知。”“漫画是整个辛迪加产业的生命线。”如果不想遭到读者潮水般的抗议，漫画家就不得不考虑其人物的福利。妇女是特写文章和新闻关注的对象，因为她们对商品的购买产生影响。

诺思克利夫［50］
 发出这样的忠告：“在主要新闻版面上总是要有一个女人的新闻作为头条。”［51］
 “女人控制着家庭钱包的拉链，男人购买女人要他们采购的东西。”广告商对发行的要求是对娱乐和多样化的需求。［52］
 在20世纪20年代，公众的消遣从赛马和酒品转向专栏文章。［53］
 报纸刊发专栏作家的文章，讲究广泛的题材和多样的观点。

这些变化的结果表现在社论对公共舆论影响力的下降。杜利先生说，报纸的使命是“使苦恼人得到抚慰，使舒服者感到苦恼”。赫斯特报系［54］
 有条不紊地利用这样的推销术，斯克里普斯［55］
 也大致如法炮制，都获利颇丰。报纸不得不转向其他的读者兴趣。早在1899年，一项报纸研究的结果显示，犯罪和邪恶、图片、招聘广告和医药广告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版面，发行量增加，相反，政治新闻、社论、编读问答和政治广告的版面日益减少。［56］
 门肯指出，和新闻稿记者相比，社论编辑失去名望，因为表达社论观点所需的才干不如可读性很强的新闻所需的才干，而且社论写作的才干所获报酬较少。他写道：“除了棒球，我并不真懂其他任何主题，大城市的报纸一般都能报道棒球，头头是道，真能理解。”另一位作家说：“我怀疑，美国报纸的社论版能拥有5%的读者。据此结果推算，社论版是最贵的版面——以空白、拼版和写社论所付出的心血计算，的确最昂贵。”［57］
 一份美国报业研究报告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商业报纸对读者公共事务观点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也许，其追求是反映舆论，而不是制造舆论。”［58］
 布赖恩（W.J.Bryan）说：“报纸观察人们所走的道路，快步跑到拐角处去赶到人们的前面。”［59］
 有人说，保持大发行量的追求碍手碍脚，使报纸不敢对任何事情表示抨击，只有“鲨鱼吃人”的现象除外。［60］
 你也许记得萨缪尔·勃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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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Human Flesh）里的唐利，他试图使欧内斯特·蓬提费克斯（Ernest Pontifex）摆脱困境，于是去“见记者，让那个案子不见报。他成功地阻止了高档的报纸发布消息。只有一家最低档的杂志拒绝接受贿赂。”“报纸的威力就是压力。”

在强调增加销售量的必要性时，大字标题和新闻在头版唱主角。除了极少数例外，广告被限制在稍后的版面中。可以说，“从适用的宗旨看，对个人更直接有用的材料就叫做广告，对社群而不是对个人更有用的材料就成为新闻”，或者用艾维·李（Ivy C.Lee）的话说，“新闻是人们愿意付钱去看让他们注意的东西；相反，广告是广告商付钱以便引起人们注意的东西”。［61］
 用头版的编排促销，那是间接的广告促销，人们难以区分间接的广告促销和直接的广告促销；于是，宣传人的队伍迅速膨胀，他们手腕高明，设计隐性广告，将其植入出乎意料的地方，使读者当作新闻接受。［62］
 报人怀疑这样的新闻服务，不愿意将任何陌生的东西引进他们的栏目里；相反，宣传人植入隐性广告的创新性与日俱增。［63］
 由于社论版式微，政界人士特别热心上头版了。自身是报人的萨姆·张伯伦（Sam Chamberlain）写道：“给我头版右侧栏的版面，我就不再关心他们的社论版说什么。”［64］
 1924年，拉福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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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一观点表示唱和：“我不在乎报纸的社论版里对我说什么，只要我在新闻栏目里露面就行。”［65］
 实际上，政界人士开始欢迎辱骂他们的新闻。巴尔的摩《太阳报》（Sun）的弗兰克·肯特（Frank Kent）对大城市的政党党魁作了这样的解释：“新闻对他的谴责越猛烈，支持他的倾向就越明显。”［66］
 乔治·塞尔兹写道：“我相信，任何政客和赫斯特报系结盟都是政治自杀。”［67］
 然而，无线电广播问世以后，政界人士就利用报纸的局限。富兰克林·罗斯福声称，“让人知道报纸反对他，那是对他最大的帮助，其余一切都难以匹敌。”广播使天平有利于竞选的个人，它战胜了数以吨计的共和党人的文字宣传。“自广播普及以来，每一次全国大选都出现了一党的压倒性胜利。”［68］
 罗斯福胜出，报纸作为政治表达媒介的影响力下滑了。

对报纸头版的倚重对美国政治人物的个性产生影响，给立法打上印记。定基调“意味着……这样一种能力：小心翼翼地原地不动时，仍然给人充满激情、蓬勃向前向上的印象”（Lowry语）［69］
 ，定基调仅仅是倚重头版的结果之一。在《美利坚共和国》里，布赖斯强调指出19世纪的美国缺乏外国问题的意义（1891）。在很大程度上，外交官的任命是政治恩赐的一部分，由报界人士出任外交官。恩赐任命在国内引起不信任，到国外任外交官却受人欢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反，新闻背景的人通常被排除在外交岗位之外。“报上的鼓动使公众难以平静。不确定性妨碍统一行动，统一行动的缺乏妨碍稳定。”［70］


怀特罗·里德（Whitelaw Reid）［71］
 说，在19世纪，“新闻带来发行量和广告”。但有人坚持修正这一观点说，“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发行量”。［72］
 拉斯韦尔说，“文化素养和报纸是机器时代的子孙。报纸靠广告生存，广告追随发行量，发行量依靠读者的激动情绪”。［73］
 报纸试图在增加发行量、营造亲善态度的过程中确立垄断地位；利用报纸的垄断地位，广告商就可以为广告推销的产品构建垄断地位。发行量旋即转化为收入。在新闻、特写和直接广告里，大型广告商自始至终确保了自己的优势。大型百货商场在报纸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促进了报纸的发展。新闻人把这样的商场称为“最神圣的奶牛”。［74］
 有人论及《芝加哥论坛报》时说，“1.89美元家常便服的广告必须足以支付员工的薪水。”［75］
 经常大版面打广告的客户能确保最优惠的广告费，当然，广告商的成功还随其他因素而变化，包括报社的广告政策。在一个极端，芒西说:“我不会和我的客户争吵，他们是我的收入来源。”［76］
 在另一个极端，斯克里普斯坚持说，有必要时常和广告商讨价还价。［77］
 依靠少数几家偏爱少数报纸的广告客户，那会有危险。百货商场压低某些商品的广告价，以保证高价位商品的大流量。［78］
 大报能以非常优惠的条件确保新闻纸的供应，能吸引实力雄厚的广告商，能以最快的资金周转刺激生产，促进销售。有些类型的营销组织比如百货商场和都市社群旨在尽快地赢得尽可能多的消费者，它们受到直接的鼓励。都市建筑往往以商店橱窗为中心设计。

20世纪印刷机隐含的意义表现在晚报比晨报日益重要的地位上。晚报和晨报都满足个人的口味，相比而言，晚报的读者精疲力竭，需要放松和娱乐，晨报读者需要的则是信息和指导。［79］
 斯克里普斯指引晚报的发展，以满足工人阶级被忽视了的需要，体育新闻的版面大大增加。［80］
 晨报垄断的保守主义偏爱的是办报技艺的进步，晚报的广告商也坚持报纸手法的进步。字钉和版式的变化、彩印机的适应性变化、［81］
 快速印刷机的启用满足了各种各样的需要，晚报广告商、星期日报都能得到满足，尤为显著的是，邮购目录的需要也能满足了。

在美国，报纸取得了支配性地位，语言无情的破碎化随之发生，新的习惯用语发明了，语词的犀利化出现了。［82］
 在英国，这一发展势头的冲击被图书的主导地位遏制了，但英美语言的相似性有利于快速从美国借用技术发展的词语。［83］
 诺思克利夫充分利用了美国人的经验。［84］
 他急剧压缩了议会辩论报道的篇幅，其他报人紧紧跟随；用布鲁门菲尔德的话说，这是英国新闻史“最重大的变革之一”［85］
 。紧随普利策的忠告之后，他提出这样的金科玉律：“绝不要抨击一个机构，要抨击这个机构的首脑！”［86］
 这一诀窍的成功表现为：1900年之后，歇斯底里的编辑被驱逐出英国报纸，理性的政治新闻走向衰落。［87］


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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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效应反映在广告商对发行量和读者激情的需要中，这种效应在外交政策中尤其引人注目。很早就有人抱怨说，英国驻欧洲大陆记者的任命条件是语言能力，他们缺乏新闻感。在电报取代邮递以后，这样的缺陷尤其刺眼。出于政治考虑，比肯斯菲尔德（Beaconsfield）劝说《旗帜报》（Standard）1878年委派艾布尔（Abel）任驻柏林记者。［88］
 外交部免予议会讨论的自由、报纸从国内事务转向国外事务的趋势，尤其爱尔兰自决的争辩以后，《泰晤士报》获得了稳定局势，它试图与德国建立友好关系。知识税被废除，报纸的地位被侵蚀，在内战［89］
 和爱尔兰自决问题上的立场使《泰晤士报》威信扫地，其地位受到削弱；1890年，《泰晤士报》濒于破产，莫伯利·贝尔（Moberly Bell）接手经营。作为评论和批评的喉舌，它在新闻服务方面落后了。为经济效益计，贝尔被迫倚重经验不足的年轻人，组建新闻队伍。［90］
 1897年，格林伍德将驻外记者通讯描绘为“英国报业最艰难，至少最不令人满意的服务”。［91］


这批新记者的活动在南非战争中引人注目。电报和报纸握在手中，喜欢嚷嚷的一小群人居然能制造摩擦，挑起战端。《开普时报》（Cape Times）的编辑是廉价伦敦日报的特派记者；约翰内斯堡主要报刊的编辑从英国引进南非，以支持罗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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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策。《泰晤士报》使诺思克利夫能启用仇视德国的人物。报纸不再偏重法国新闻，改取反德国的立场。用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的话说，“利用对英国的最大危险，并使之有增无减，最能使报纸赢利。”［92］
 报人缺乏职业标准，致使蒙特斯图尔特·格兰特·达夫（Mountstuart Grant Duff）作出这样的批评：“缺乏经验的新闻记者胡乱干预、煽动国际嫉妒和怨恨；如果没有他们的胡搅，欧洲的外交家和外交部长是能够很好相处、解决分歧的。”［93］
 他们强调个人的作用，断言爱德华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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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怨恨是英法谅解的真正开端。［94］
 他们说，德皇批评英王爱德华七世在周末参与巴卡拉纸牌戏，引起英王怨恨，这就是所谓的特兰比克罗夫特（Tranby Croft）事件。也许，我们能赞同阿克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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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勋爵的话：“人们看历史时，最能激起嫉羡和不公感觉的是历史人物激发的阅读兴趣，影响之大，莫此为甚。”［95］
 1908年后，诺思克利夫［96］
 控制《泰晤士报》，达成了威望和发行量的双赢。美国经验的影响［97］
 表现在怀尔（F.W.Wile）的新闻作品中。他是芝加哥《每日新闻》（Daily News）记者，同时在英国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兼职。他采访英国国防大臣，把这篇独家专访交给《每日邮报》，因而获奖，被委任为该报驻柏林记者站负责人。怀尔透露，战争爆发前夕，柏林外交部一位官员正要给他签证时，“突然把钢笔摔在桌上，并且说，他断然拒绝给怀尔签证，因为他恨怀尔，相信怀尔对战争的即将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98］
 无论我们是否相信怀尔披露的故事，无论我们是否相信怀尔本人相信那是拒发签证的原因，那句话是凶兆。诺曼·安杰尔写道，给人启迪的行为模式比较平衡时，诺思克利夫这种人的个人权力就具有决定性意义。［99］


从美国输入的新新闻在英国有所调整，其冲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加显著。诺思克利夫在英国内阁改组中发挥的作用亦有连篇累牍的讨论，在此，我满足于以丘吉尔在联合政府组建时的一段话结尾。他说，诺思克利夫“没有公职，却能挥舞官权，缺乏总体的观察，却了解秘密的内情，他散布国家领导人个人财产的信息，却不愿意承担他们的责任。”［100］
 不过，新新闻风格带来了新型的政界人物。弗兰克·迪尔诺特（Frank Dilnot）描绘了劳埃德·乔治首相与记者打交道友善而随和的方式，“就内阁大臣而言，这是一种革命性的风格。”［101］
 马辛汉姆（H.W. Massingham）对这一变革的评价是：“就政界人物而言，遗憾的是，虽然十有八九像劳埃德·乔治那样随和，却也有十之一二像列昂纳德·考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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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杀式的新闻界只理解第一类型的人物，却忽视或贬低第二类型的人物。”［102］
 新型政客利用报刊毫无顾忌。乔治·兰斯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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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如果劳埃德·乔治认为，他能战胜诺思克利夫和《每日邮报》，他就可能结束俄国革命后那场战争了［103］
 。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兰斯伯里的判断，显而易见的是，劳埃德·乔治本人对《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104］
 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他自己辩护。

战后，肯尼迪·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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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报纸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和权力，已经失去威信，公众不再信任。诺思克利夫［105］
 和《每日邮报》之后，起而仿效的是比弗布鲁克和《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106］
 对欧洲政治的兴趣退潮，取而代之的是对帝国事务的偏好。大报必须要有外交政策。和美国比较而言，英国人口中心的密度和分布促成了伦敦大报地区版的发行。报纸数量少，发行量大，其政策是控制造纸厂和原材料供应，这一政策在英国的重要性超过美国。反过来，资本的聚集［107］
 只关注发行和广告收入。报纸用保险计划等举措增加发行量，让公众接受英帝国偏好的努力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接受报纸宣称的成就，那会有危险，但贝弗利·巴克斯特（Beverly Baxter）写道：内维尔·张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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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比弗布鲁克说：“真正的和平已经确保，即使未必完全按照比弗布鲁克的政策实现，至少是建立在广泛接受的基础上了。”“比弗布鲁克打赢了政策战，但打输了人物战。”［108］
 无论如何，自由贸易终结了。和美国的情况一样，［109］
 一群报纸的垄断地位刺激竞争，其他人急于利用改进了的技术，想要为被忽略了的消费者和读者服务。《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扩大发行量大获成功，这说明，有成就的老报也是有局限的。《早邮报》（Morning Post）之类无力竞争的报纸只能“靠广告业寄生”，朝生暮死。［110］
 有人说，1919年到1939年，报业痴迷广告和发行，对公共事务缺乏明达的兴趣，［111］
 难以尽早对外交政策表达有效的反对意见。这样的说法似乎有道理。［112］
 外交政策反映了技术发展起伏不平的性质，也反映了报纸的垄断需求。

英美新闻业对欧洲大陆新闻业的影响有一个迟滞效应，因为双方存在语言的差异，而且书籍在欧洲大陆具有强势的地位。［113］
 法国报纸受广告商影响的程度比较小［114］
 ，俄国报纸受直接补贴的影响比较大［115］
 ，意大利报纸受贿赂的影响比较大。在欧洲大陆，政治著作和其他著作比新闻重要，新闻记者在政治生活中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有一句流行的谚语说：新闻业引导你走向一切，除非你能跳出新闻。德国的新闻业保存了俾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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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下形成的特征。一位研究新闻的学者指出，“所有大国的报纸都毒害公共舆论。”［116］
 美联社主管肯特·库珀（Kent Cooper）说，“过去一百年来，通过这些渠道进行的强大宣传是战争的根源之一，只是我们尚未揭秘这一根源而已。”［117］
 然而，主导欧洲文明的力量仍然是图书，德国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的战争可以被描绘为图书和报纸的冲突。德国报纸的虚弱大概加强了它宣传组织的力量。德国人不能理解报纸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力量。实际上，德国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崩溃，是因为两个地区报业的发展造成的困难越来越难以理解。由于报纸的影响，民主发展的势头无情地把图书驱逐出了人们的常规生活。［118］
 如果按照表面价值去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宣传者描绘的情况，我们大概会身陷险境，但毫无疑问，许多宣传要归之于诺思克利夫，他是“大规模暗示的大师”。［119］
 德国的广告手法不够发达，宣传尚不能有效地起作用，也不能受到有效的抵制。

《凡尔赛和约》反映了印刷机的影响［120］
 ，因为印刷机强调管治原则的自决性；但印刷机忽略了口语词的重要性，后起的广播则利用了口语词。［121］
 德国报纸的影响受局限，广播因此而快速发展；相反，由于报纸的影响，而报纸又对广告感兴趣，所以广播在英国的发展受到限制。在德语主导的地区，人们受到希特勒的强大影响，他拼死扩张第三帝国的版图。战争期间，在英语主导的地区，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广播讲话更有效调动了战备资源。语言差异是第三帝国占领区地下抵抗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俄语是阻隔德语宣传的有效屏障。由于广播和时事每时每刻的戏剧性变化，相同语言的人们开始依靠同一语言获取信息；因为广播器材是可以控制的，所以广播成了强大的宣传工具。［122］
 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被视为报纸和图书的冲突，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可以被认为是报纸和广播的冲突。

传播技术的进步有一个自然的结果：传播材料分布的范围收窄，被接受的范围加宽，如此，很多人接收到传播的信息，却不能直接回应。处在接收端的人，预先就被排除在外，他们无法接收到机械化中心系统发送的材料，不能参与健康、活泼、有利的讨论。尾随传播技术新发明的是公共舆论不稳定，这些发明的宗旨是将信息送达许多人；新发明的控制者利用公共舆论。赫斯特说，报纸扩大发行量的要诀是，公众激动时，报纸随之激动。［123］
 新传播技术性质比较鲁笨，其诉求对象是不太稳定、思想层次较低的人，即使不加重公众的疯狂程度，它们也会加重公众的不稳定情绪。只需回顾无线电广播在慕尼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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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影响以及奥尔森·威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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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就足以说明广播的影响。为了拥有大批读者，作家必需拥有新型的创作技巧；昔日单调的苦苦思索使作家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新型脑力劳动的劳累和单调使作家筋疲力尽。

由于作家强调简练，管理的问题趋于复杂。大批专业组织和宣传机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学会各自所需的门道。［124］
 操纵舆论成为流行病，新闻机构、宣传专家、广告商和鼓动家都染上了狂热的流行病。［125］
 结果，文官队伍的作用更加重要，官僚体制的地位得到加强。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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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法律……是造就公共舆论的最强大的动因之一。”［126］
 如今，这一论述更显得厚重。连肯尼迪·琼斯也承认，政府的力量是新闻的源头，他哀叹唐宁街新闻系统的弱势；在那里，选择新闻人的标准是他准确衡量压制真相效果的能力。政府领导人控制新闻，能行使所谓的领导权。为了呈现出维持对政策控制的表象，报纸不得不贴近政府领导人，它们批评政府的可能性预先就被排除了。为了露出始终如一的表象，报纸不得不采用宽泛的政策，使自己的调整不显露变化的表象，使报纸的波动曲线不那么明显。

正如上文所示，在报纸生产的不同阶段中，巨大的技术进步有日益壮大的广告力量的支撑，广告的力量反映在新闻、特写和社论特征的变化中。新新闻强调广泛的兴趣，损害了政治；由于公关机构的兴起，新新闻失去了批评弊端的力量；对它从中受惠的弊端，新新闻尤其失去了批评的力量。广告与新闻、特写和社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就其与垄断性报纸的关系而言，广告也拥有垄断的力量，广告影响政治、社会、经济生活。广告与报纸的关系难以调整，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和随后的大萧条中，这样的关系显露无遗；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报纸和一种新传播工具即无线电广播扩张的结果。公共舆论的稳定程度减弱，不稳定成为主要的弱点，造成20年代迫不得已的扩张和大萧条期间的崩溃。

报纸的广告造就了高度敏感的制度，这样的体制面临灾难，迫使政府出手大规模干预。我们能理解索罗德·罗杰斯的论断：“一个世纪以前，价格的高低波动不会引起注意，也不会使人惊恐；如今，生产和贸易非常敏感、异常复杂，引起最严重的恐惧，吸引最刻苦、最敏锐的研究者对经济现象和经济机构进行深入的研究。”［127］
 政府干预意味着民族主义的发展。报纸广告直接间接对关税的提高产生影响，只有广告商所需的原材料的关税例外；在大萧条期间，关税的不足靠汇率的操纵和货币的控制来补足，罗宾斯（Robbins）教授对大萧条的分析就指出了这样的结果。梅因
 
[30]

 说，“投入经济学研究尤其货币研究的精力导致对政治和政府的忽视” 。［128］
 这一论断的重要性已经受到充分的重视。经济学著作和讨论越来越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越来越关注具体的立法和具体的经济社会走势。我们借用杜利先生的话并稍加变通：世界疯狂时，社会科学家也跟着疯狂。

社会科学的弱点表现在对国别统计数字的日益关心。冯·贝克拉希
 
[31]

 说，“说到底，社会科学里的真理常常只不过是事实、投入和思想的一致性和同一性，也就是它们与各自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否一致和同一的关系问题。”［129］
 比如，由于集中研究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运行也许就受到了影响，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对艺术效仿。经济周期研究产生的信念可能导致经济界人士据此而行动，以回应经济周期的变化，也有可能加重或制衡繁荣和萧条的猛烈程度。不拥有经济周期研究优势的国家大概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周期。奥林
 
[32]

 教授抱怨，英美经济思想与外界隔绝，忽略维克塞尔
 
[33]

 的经济思想达20年之久。奥林忘了经济学的偏向：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来自于强大的国家。由于其积极参与经济和政府的角色，经济学家在专业领域里的影响被强化了。经济界人士和政府官员有一个倾向：坚持倾听和阅读他们想听想读的东西，所以，经济学家提供给他们的东西也就是他们想听想读的东西。

民族主义削弱了人们对普世规律的兴趣。行政管理发展模式里的相似性被误解为规律。其结果表现在本世纪社会科学著作的特点中。休谟致亚当·斯密
 
[34]

 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句话：“实际上，大众的赞许可能是最严重谬误的铺垫。”［130］
 到了19世纪，这个观点继续得到许多人的唱和。乔治·刘易斯（G.C.Lewis）说，“众口一词是最糟糕立场的证据。”［131］
 乔治·桑
 
[35]

 说：“群众的非民主性最为严重，其他的非民主性表现莫过于此。”许多人认为有必要继续维持对社会科学的兴趣。克里斯托弗·诺斯
 
[36]

 说：“政治经济学不是报刊研究的课题。”［132］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37]

 说：“你不能为了得到半个克朗就披露真相。”［133］
 20世纪的经济思想与之形成强烈反差，其表现是凯恩斯
 
[38]

 相信：你可以为了得到一个克朗而出卖真相。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传统是专心授课、不愿出版；皮古
 
[39]

 也继承了这一传统。这个传统导致经济学思想的失衡和凯恩斯著作的泛滥。政界人士在报界的影响下降，其表现是《凡尔赛和约》失败，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ies of Peace）（1920）走红了。

为了抵消民族主义的影响所进行的这些新尝试是有局限的。芒图
 
[40]

 的《凯恩斯思想的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ies of Mr.Keynes）（1946）大概就指出了这样的局限。他说，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观点及其对贸易和商业的关怀往往忽视欧洲大陆和罗马法的观点，忽略其政治军事考量。对国家统计数字的执著造成社会科学的弱点，由于忽略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差异而造成的社会科学弱点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报业在欧洲大陆的发展，两者的差异更加明显。在英国，产业主义对科学的影响削弱了英国人思考欧洲大陆法律的兴趣。罗马法财产权的刚性不能为贸易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基础，这和习惯法所有权观念的弹性形成对比。在习惯法的国家里，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是为了解决工商业发展的问题。在法律影响下，亚当·斯密将自己的思考拓展到政治经济学，但他的传统不足以抵挡民族主义的影响。亨利·梅因论述了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是唯一考问道德的学科，它在当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强制性法律（Imperative Law）放弃了它曾经关心的大部分道德考问的领域，它让人们以前所未有的自由随意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所以政治经济学难以和生活的真相吻合。大多数政治经济学背景的人有一个偏向，他们认为自己学科依托的一般道理有资格成为普世的真理；当他们将其当作一门艺术予以应用时，他们努力拓宽契约的范围，缩小强制性法律的范围，除非法律是执行合约的必要条件。在西方世界，人们已经强烈地感觉到思想家们在这些思想影响下的冲动了。立法机构坦承，再也不可能跟上发现和发明，跟不上日益积累的财富的运作。即使在最不发达的行会里，法律也日益成为纯粹的表层结构，其下的结构是日新月异合约规则的汇集；除非不得不强制人服从一些根本原理时，除非不得不动用法律来惩罚对诚信的违背时，法律这个表层结构很难干预底层的合约执行情况。［134］


政治经济学是法律的延伸，与其伴生的是19世纪秩序和工商业的进步；政治经济学兼有法律的优势和局限。“科学对法律的要求越少，法治的公正性就越大。法律越追求形式上的客观性，它所担心的公正被绷紧的情况就越少。”［135］
 “社会事务不容易用精确的语言来表述，任何精确的原理都不太适合社会事务的研究。”［136］
 “如果社会科学以分析性和独立性的姿态构建，矗立在习俗和闲话之上，它们就不再具有社会的性质。如果社会科学保留社会的性质，它们就要介入五味杂陈的生活，就会在所谓精确性上失去科学的性质。”［137］
 白哲特
 
[41]

 写道：“政治经济学的实用价值……在于其中道原则。”［138］
 “任何社会科学都没有决定性的意义，都不可能向我们指令，何为必要的或最佳的行事路径。”［139］


民族主义表现为对合计、估计和平均数字的关心，其效应使数学抽象里的兴趣更加窄化，使人忽视精确性的局限。莫利斯·多布
 
[42]

 曾抱怨人们对代数符号的痴迷、对劳动价值的忽视。帕累托
 
[43]

 之类的学者精于数学，其研究成果却以社会学论著成大气候。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赞赏边沁
 
[44]

 对计量重要性的强调。“你找到计量的方法时，你就有了论辩的基础，可见计量是进步的手段。”［140］
 但有迹象表明，计量成了冒失的终极论断的基础。我们想起普林尼
 
[45]

 的论述：巫术里包容着宗教、数学和医学，这是主导人脑的三种艺术。如果牢记吉本
 
[46]

 的一段话，我们将获益良多：“一旦理解了原理，我就一劳永逸地放弃数学追求，我也不会为此而哀叹。我还要防止因僵硬的证明习惯而头脑僵化，僵硬的证明毁灭道德见证的细腻情感。”哈勒姆
 
[47]

 写道：“喜好将数学原理用来研究道德或然率是有危险的，将其用于统计图表（广义的统计表）确实有危险。危险在于：把人当作纯粹的单位，实际上就是让脑子习惯于把道德和社会推平，这不符合对人的公正评估，就像它不符合我们时代的特征一样。”［141］


社会科学家忽视法律和定性研究，对价格体系的兴趣随之增强。结果，报纸广告冲击社会科学，使之难以招架。数学逻辑和自然科学的强大影响促成了法律的僵化，增加了立法的复杂性，加大了管理体制和威权主义的力量。这种累积性效应表现为：数学和自然科学成绩较差的学生涌进社会科学，在此，他们较弱的数学知识反而赋予他们优势。也许，正是数学的累积性偏向使史密斯（T.V.Smith）教授说：尽管社会科学在不断发展，但它似乎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换根基，而不是在同一根主干上越来越枝繁叶茂地生长。［142］


也许，这些倾向最严重的后果是，社会科学家对其他文明的兴趣远不如对西方文明的兴趣，他们忽视哲学问题，执著于调和动态理论和静态理论之类的学究问题。以中国文明为例，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是多元的，其特征是一连串的时间；这是他们社会组织的反映，其兴趣是等级结构和相对平稳。又比如，他们的空间观念通过集体的合作和经验去适应社会生活。西方的时间观念有线性特征，因十进制而强化，能向过去和未来无限延伸，其调适能力却有局限。［143］
 我们对报纸的研究结果显示，我们认为时间是同一的量的连续体，模糊了其质的差异性、离散性和非连续性。通过新闻，广告商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起了对时间的垄断。他们能充分利用传播技术的进步，尽可能快地把信息送达很多人。由于传播速度对经济制度最敏感的要素产生冲击，传播速度的显著变化对时间垄断就产生深远的影响。有人说，传播技术变革的重要性，利用技术变革而建立起来的垄断地位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传播技术变革的性质造成的不平衡打击了经济制度的核心，我们对经济动荡的研究含有深刻的命题。你可以详细研究不同发展速度所隐含的国际谅解的隐含命题，还可以详细研究传播设备的快速延伸对不稳定产生的影响，亦可以研究其对战争的残酷性产生的影响。利德尔·哈特
 
[48]

 就作了这样的研究，他对印刷术发明之后接踵而至的战争和20世纪的战争作了比较研究。美国的《人权法案》保障新闻自由，却成了时间垄断的堡垒。美国革命的后果沉甸甸地压在世界命运的头上。显然，通信的改进倾向于使人类分裂，请容我征引奥尔德斯·赫胥黎
 
[49]

 一部小说的书名“时间必须要稍事停留”（Time Must Have a Stop），借以点题。希望我的征引不至于侵犯其版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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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英国经济学家，著有《福利经济学》。


 [40]
 蒂安·芒图（étienne Mantoux,1913—1945），法国经济学家，著有《凯恩斯思想的经济后果》。


 [41]
 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1826—1877），英国经济学家、新闻工作者和评论家，曾主编《经济学家》，著有《英国宪制》、《物理学与政治》等。


 [42]
 莫利斯·多布（Maurice Dobb，1900—1976），英国经济学家，著有《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论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等。


 [43]
 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讲义》、《社会学通论》等。


 [44]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著有《道德和立法原则概述》、《义务论或道德科学》等。


 [45]
 普林尼（P1iny the E1der，23—79），古罗马政治家，著有《自然史》，编百科辞典。


 [46]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为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6卷，记述从2世纪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历史。


 [47]
 亨利·哈勒姆（Henry Hallam，1777—1859），英国历史学家，著有《中世纪的观照》、《欧洲文学导论》等。


 [48]
 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1895—1970），英国军事史家、军事理论家，著有《经典战略》、《战争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


 [49]
 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英国小说家，诗人，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孙子，《旋律的配合》、《美丽新世界》和《加沙的盲人》是赫胥黎最杰出的三部小说，《美丽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齐名，同为反乌托邦小说。


第五章 英国、美国和加拿大

加拿大人有理由牢记，在1858年及随后的几十年间，中部工业城市爆发了反对保护性关税的抗议浪潮。那是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被引进加拿大以后产生的余波。彼时，英国实施自由贸易法，在国内完成了工厂立法，在殖民地实施保护性关税。索罗德·罗杰斯写道：“实质上，保护性关税是一种战争行为。”［1］
 无疑，对你们诺丁汉等城市而言，加拿大的保护性关税政策似乎是殖民地对母国的战争行为。殖民地人民的抱怨使戈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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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反驳说，保护性关税不是战争行为，而是为了新国家的需求，是借以改善航运和陆运的财务政策；旨在降低成本，促进工业品从英国流向新市场、促进原材料流向英国。如此，英国投资者就可以确保贷款盈利。戈尔特认为，“加拿大的财务政策要考虑国家所需的税收，必然受种种考虑的制约。”他又说，“如果偏好帝国政治的观点而不是选择加拿大人民的观点，自决政治就会被摧毁殆尽。”不过，他的论辩大概没有给英国人留下什么印象。据说，1927年达费林伯爵（Earl of Dufferin）被任命为加拿大总督后，罗伯特·洛（Robert Lowe）对他说：“如今你要做的正经事就是如何摆脱这个自治领。”［2］





 [1]
 戈尔特（A.T.Galt，1817—1893），加拿大政治家，两度出任财政部长，倾向于加拿大独立。


第一节 从面向英国转到面向美国

纵观加拿大历史，圣劳伦斯河一直是大陆腹地大宗产品出口和欧洲制成品进口的航道。自始至终，政治经济考虑指导着这一航道的改善，指引着沿河两岸运河和铁路的修建。载入英国议会立法的加拿大宪章旨在确保水路运输的资金。从圣劳伦斯河到大西洋和太平洋延伸的铁路完成，通向圣劳伦斯河的运河被加深，以增加河运的商业意义。对戈尔特传统关税制的倚重成了一件粗糙的工具，造成一些浪费，铁路的重复建设、关税调整引起的摩擦尤其造成浪费，其表现是围绕运价和对各省补贴的争论。

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发展倚重东西部关系的体系，特别倚重的是向英国和欧洲输出小麦和其他农产品。然而，自世纪之交以来，美国对这一经济结构的影响与日俱增。由于西奥多·罗斯福的大力推动，巴拿马运河建成了。西部港口温哥华的发展与东部港口蒙特利尔形成竞争，圣劳伦斯河的地位随之被削弱。［3］
 美国重要工业原料的枯竭促进了加拿大采矿业、纸浆业和造纸业的发展。加拿大的经济体系是在面向欧洲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就此而言，加拿大的前寒武纪地盾曾经是一个天堑；对后起的水电发展而言，它却成了极为有利的中心；就对美关系而言，它对纸浆业、造纸业和采矿业的发展也极为有利。美帝国主义取代并利用了英帝国主义。在美帝国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复杂的关税制、商品交换控制和市场的限制随之产生，结果，加拿大被迫以最优惠的出口条件作为发展重点。加拿大的新闻纸生产受到鼓励，其结果是刺激美国的广告业和工业；除了少数占优势的产业之外，加拿大的产业和美国的竞争日益困难。日益增加的新闻纸供给加剧了新闻业对轰动新闻的倚重。有人一语破的说，世界和平对纸浆业和造纸业不是福音。


第二节 加拿大的联邦政治和地方政治

由于和美国市场的特殊关系，尤其和美国分厂产品的帝国市场的关系，新的产业兴起了；加拿大宪政结构被扰动的危险随之增加。这样的困难见诸中部省份安大略和魁北克，也见诸继续重点关注英国市场的省份。资源大省很幸运，因为美国对其资源感兴趣；这些省份和倚重某种市场的省份之间出现裂痕。各省的政客利用这一裂痕，联邦政府也利用这一裂痕。美国在加拿大的分厂利用加拿大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加拿大中部地区的鼓噪推波助澜，对其他区的争议也推波助澜。

加拿大宪法是为面向英国和欧洲的经济特别设计的，它受到的压力表现在地方主义的兴起，1931年自然资源返回各省之后，西部资源大省的地方主义尤其突出；地方政党比如阿尔伯达省的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和萨斯喀彻温省的平民合作联盟（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也对宪法构成压力。一些地区的关税负担沉重，而且固定，地区依赖的大宗产品产量波动，价格也波动；这些地区的政治活动就趋于激烈。政治施压可以使其困难纾缓。一位言辞犀利的批评家说，在收入急剧波动的地区，热气流上升。地区政党因新的发展而名望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地区政党的崛起是因为它们满足了地区广告业的需求，而广告业的发展又进一步加强了地方主义。这些政党还拥有英国进口的理念的威望，社会信用党和社会主义的理念尤其享有盛誉。加拿大自决目标达成的同时，地方活动也爆发了。小的群体组合、解散、再组合，以便和中心省份抗争，在铁路运价的事务中，这样的抗争尤其明显。大型政党的有效运行极其困难，它们往往分解为省一级的政党，或者分化为党内的利益小派别。

在一定程度上，省一级的政党也反映了新传播技术的影响。广播电台、喇叭和唱片大大加强了地区政界人士的力量。比如，电台就成了阿尔伯达和萨斯喀彻温能言善辩者讲政治的有力工具。资源丰饶的阿尔伯达省遭遇大萧条和旱灾时，已故的威廉·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教授就利用这一媒介赢得大批听众。据说，萨斯喀彻温社会信用党在省内的影响就和各地与阿尔伯达的距离、收音机的性能、电台的功率有直接的关系。该党的成功值得我们仔细思考，因为它指明大党分裂的因素。阿伯哈特主持电台节目，同时从教，掌握的词汇量很大。他的学生分散在全省各地，所以他的影响是一个持久的因素，他的魅力能有效地打动听众。他主持的圣经学院、他对《圣经》的讲述、他对宗教的诉求都极其有效。他的《圣经》引语、诗篇和《圣经》色彩的语言都用来抨击高利贷、利息和借债。他驾轻就熟地引用基督教始祖的谈话和寓言，对钱商的抨击尤其强烈。全省的听众互相通信，结为一体。许多人给他写信，提供小额捐款。捐款人的名字在广播上宣读，主播人对听众来信予以评论。广播上发起对旧传播类型的抨击，比如东部报业集团的控制就成为批评的对象。卡尔加里市的《阿尔伯达人》（Albertan）被收购，成为深入“虎穴”去抨击报纸的工具。

东部的新斯科舍省把联邦当作打开美国市场的手段，相反，圣劳伦斯河流域把联邦当作防御美国商品的保护机制。在木船制造业被毁、到加拿大中部运输费昂贵的情况下，滨海省份痛感资本主义的冲击。它们的钢铁业和采煤业发展了，那是为了满足铁路的需求以及加拿大工业发展的需求，但随着工业发展速度的降低，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滨海省。它们的政治传统强大，以海事为背景，率先抱怨这样的不公，这本在意料之中。纽芬兰加入联邦有政治心计，它希望加入联邦，但不希望承担政治责任。［4］


加拿大涌现出大批小党，这显然说明，一两个政党不能有效地代表日益增多的利益群体。省与省的边界成为决定政党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子有：阿尔伯达的社会信用党、萨斯喀彻温的平民合作联盟、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政党联盟、滨海省的自由党、安大略的弗罗斯特（Frost）先生和魁北克的杜普雷希思（Duplessis）先生。结果之复杂暗示，一种新型政治兴起了，换言之，一种老式政治消逝了。

这种政治现象之复杂亦彰显在联邦政治领域。曾经有人说，加拿大政治之复杂由沃尔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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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寿命长短来决定。一届联邦政府寿命的长短成为另一届政府更长寿命的理由。加拿大政治讨论常常徒劳无益，自由党人的哀叹即为一例，他们抱怨联邦政府时绝不含糊其辞，但其结语总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什么是替代的选择呢？”在个人虚弱的时刻，回答似乎不具有结论性；至于说到政治生活，谁也不应当由于害怕更严重的弊端来临就投票反对政府。人们忘记，个人如何投票大概无关紧要；投票反对现政府也好，投票支持预计会戏剧性失利的政党以便确保一个健康的少数派也好，个人的投票都无关宏旨。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切都是一个漫长任期令人产生疲惫感的必然结果，在艰难时代尤其如此，这都是地方政治的需要。一位出色的公务员告诉我，哪一届政府都不应该超过5年任期，因为任期届满时，政府官员都不再产生新思想，至少人们不再期待政府有创新思想。思想的枯竭不仅见诸政府官员，而且是整个政体的普遍现象。

政治昏睡症的另一个证据似乎是沾沾自喜的无穷潜力。我们难免侈谈加拿大制度、国民性和加拿大人总体上对美国人的优势。当然，这一倾向是我们北美人的共同遗产，但在加拿大，这种情绪的结局不过导致自我惬意、自我安抚的倾向。当然，彬彬有礼的美国朋友和英国朋友鼓励我们这样的倾向，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1]
 罗伯特·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1676—1745），英国首相［1721-1742］，强悍、保守。


第三节 加拿大参议院和司法界的政治运作

面对形势的需求时，我们的宪法似有不足。参议院这个独特的制度容易受政治操弄的影响。作为海权的保障，滨海诸省被授予相当多的参议院议席。它们支持强大政党组织的发展。作为他们政治活动的奖赏，政界人士获得参议院的终身席位。由于当选参议员的年龄偏大，政界人物为本党的积极工作就有了保障。情况也许是这样的：自由党可能最终会实现政治生活的复兴，因为它推举比较年轻的参议员，以便在政局逆转的情况下也能确保忠于党务的参议员长期占据参议院。参议员的候选人应该接受仔细的身体检查。已故的麦肯齐·金总理只赞同一个普遍的惯例：参议员必须在70岁以下，且参加过竞选。

至于参议院和政治组织的关系，迄今的研究尚显不足。参议院不仅为滨海诸省的自由党提供了有用的锚泊港，而且为全国的政治组织提供了支持。联邦的政党组织者有可能在参议院获得议席，并因为对国家的服务而获得办公费用。这一程序亦有缺陷：上任后的参议员可能会对本党事务失去兴趣，因为他们不容易被赶出参议院，不过，比较年轻的参议员能带来新鲜血液。参议院的席位还被用来奖赏新闻界人士。［5］
 积极为自己政党谋利、预料进参议院以后会继续为改善本党地位而积极参政的记者，有可能获得这样的奖赏。参议员是本党利益的卫士，他要为改善本党在他那个选区的地位而行动。政党在参议院的稳固地位使政府缺乏灵活性，使政治工具对经济需求的反应迟钝，这与新的地区政党的兴起也不无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政党的凝聚力靠恩赐任命及明智的任命来维系。司法界控制了法官的任命。丰厚的薪金、安稳的前程、优渥的退休安排和威望，这一切使法官的职位成为参议员之外另一个受欢迎的选择。司法工作受职业伦理的束缚，医务工作和其他专业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职业伦理的约束，职业伦理禁止这些专业人士打广告，但政界的设计很好地抵消了这样的约束。人们希望律师关注法律，所以，他们被遴选出来代表政党参政似乎是非常恰当的。通过竞选过程中大量的广告宣传，候选人可能获得人人垂涎的政治地位，即使竞选失败也会获得一定的名望。

法语加拿大缺乏工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所以它倚重教会和法律。“在所有罗曼语的域外地区，法国人继承了罗马人大部分的组织能力。”“英格兰统治阶级接受的法兰西文化使英格兰的强权成为可能。”［6］
 征服新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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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英国派往加拿大的总督接过了法国的官僚行政体制，在文官里安置了英格兰籍的贵族。为负责任的政府而进行的抗争实质上是为加拿大本土出生的人谋求职位，这一斗争仍在渥太华延续，那是为了争取法语加拿大人进政府当文官。在很大程度上，加拿大的历史就是法语族和英语族争夺的历史；在魁北克司法界，争夺恩赐任命的现象尤其热闹。

司法业界对政党的力量至关重要，讨论进入司法业界和法学教育界人士的才干势在必行；由于习惯法和典章化法律的广泛分割，法学教育受到影响，由于大学和司法业界尤其法院控制的教育机构的分割，法学教育受到的影响就更加严重。建设优秀法学院困难重重，美国、英国甚至澳大利亚都有同感。伟大的法学家付之阙如，引入注目。法学院重要职位比如院长的聘任由政治偏向决定。因此，司法界缺乏自信，不情愿断然废除向皇家顾问团上诉的举措。强有力的最高法院对成文宪法的有效运行必不可少，但这一目标难以实现，部分原因是向皇家顾问团上诉的传统，另一个原因是英属北美法案（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的掣肘，该法案规定将司法教育置于各省的管辖之下。

由于司法界缺乏威望，政党就能利用司法界，这成为法学文献广泛讨论的课题。司法界人士接受恩赐任命被形容为“对法院和律师事务所独立性的伤害”。最高法院的法官被委派到皇家委员会去研究政府感到尴尬的课题，例子有香港调查、哈里法克斯调查和对共产党人的审判。所幸的是，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去受理诸如此类的案子并非总是成功的，比如，德鲁先生就抨击香港调查，又比如，所谓间谍案也因缺乏证据而不了了之。加拿大公民权利遭遇的尴尬是显而易见的。因皇家委员会报告而权利被侵害的加拿大公民，即使有可能上诉到最高法院，也不可能感到高兴，因为委员会里就有最高法院的法官。公民抵制警察干预的权利已经被严重削弱了。只有在司法界的威望受损的国度里，司法界才有可能被用来粉刷政府的政治活动。最高法院不应该沦为政府门口的擦鞋垫。

司法界威信的下降意味着学术界威信的上升，结果对双方都不好。这个传统大概始于已故的麦肯齐·金总理，他履职时握有一件学术利器：哈佛博士。一步步追踪各政党如何利用学术界的威信，未免太繁琐，但我们可以指出：在大萧条期间，许多学术界人士在政界任职，诺曼·罗杰斯任劳工部长尤其令人注目；罗威尔-西罗伊斯皇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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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报告使这一趋势达到高潮；战争期间学术界人士向首都地区的跋涉尤为显著。皇家委员会成为利用学术界和司法界的手段，两者的特征都是结论性的宣示和裁定。罗威尔-西罗伊斯报告洋洋洒洒，附录众多，精心聚焦司法界和学术界的亮点和领袖作用，意在寻求加拿大问题的最佳解答，并确保自由党人无限期在联邦政府执政。这一报告被人利用，后果严重，使加拿大分割为所谓的富省和穷省，同时又加强了自由党在英语区的力量。阶级斗争被用作政治工具登峰造极，我们甚至可以向俄国人展示高级辩证法的细腻之处。大批选民支持自由党在联邦政府尤其在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执政，其他政党由此而陷入瘫痪；与此同时，另一个政党在省政府执政；如此，任何一个群体独霸的局面就受到钳制，强大的反对党力量就可以维持对管理体制的抗衡。

战争期间，大批学人进入文官队伍。政府组织极其复杂，学术界因此而兴旺。复杂性很适合恩赐任命，战后的复杂性尤其如此。人们对渥太华联邦政府的态度有所变化，普遍的诉求是，联邦政府要解决一切可以想象的问题，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政府万能。我们有理由为此而感到关切。我们再次不得不面对司法界的局限：法律法规在很大程度上被用来加强政党的力量，被用来延长联邦政府里一党执政的体制。




 [1]
 新法兰西（New France），法国的北美洲殖民地，初含圣劳伦斯湾、纽芬兰和阿卡迪亚（新科斯舍），最终形成北起哈得孙湾，南至墨西哥湾，包含圣劳伦斯河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划分成加拿大、阿卡迪亚、哈得孙湾、纽芬兰、路易斯安那五个区域。


第四节 加拿大的政治变革及其原因

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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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绘了政治的基本变革及其原因，他说：

我认为，在过去的30年间，建设性的政治行动的最大障碍是专家对终极决策的影响，执迷不悟的专家的影响尤其是政治障碍；他们相信自己这一代人具有前无古人的优势。政治领袖至为重要的品质是：他们不仅要知道文献里世代积累的智慧和经验，而且要了解世代口传的实用的外交、行政和立法的工作……越是倚重大规模统计数字和计划，我们就越容易陷入一种危险：忽视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忽视生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7］


联邦文官日益集中和控制的权力总与政治困难相生相伴，这正是英国文官制度传统被破坏的原因；他们的言论比内阁成员的言论更受人重视。战争期间，新公务员不习惯文官制度的传统，大胆放弃默默无闻的风格，愿意为保护政府而引火上身。这样的言论见于外交领域，反映了美国外交惯例对加拿大日益加深的影响，权力集中推进与美国的合作时，美国的影响尤其明显。

用德国话来说就是，群体的区分和群体的接受对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报界不得不改变对新闻的态度，因为政府干预的事实难以想象地枯燥乏味，图片的单调乏味也不能减轻新闻的枯燥乏味。时事的复杂性使新闻界不得不倚重荒谬的题材，或退守极端简单的事件。似乎可以说，这一趋势还造成了政界领袖的平庸。有趣的是，精心策划的愚行蠢事是否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资产。如果仔细研究加拿大政党领袖，你就不会怀疑表象和事实上的愚蠢。无论如何，寻找比加拿大政党更无能的现象，实在是难上加难。请原谅我举例说明。内阁的组建成了“最令人难受、最难以置信的事情；业绩不予考虑，真诚的服务毫无价值，影响是最重要的因素，地域和宗教是第二位的重要因素。”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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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理想的内阁应该执行一视同仁的文件，包括那些可以把内阁成员送进监狱的文件。布罗德里克指出:“加拿大政党派性轻信恶毒的诽谤，在摇唇鼓舌、恬不知耻的报纸的怂恿下，政党的‘战争’不择手段。”［8］
 “全面的代议制……已经并将要继续剥夺加拿大自治领机构的最佳效率。”［9］
 本世纪的客观需求耗尽了政党的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征兵问题摧垮了安大略省的自由党，因为该省的自由党领袖米切尔·赫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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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奈之下反对联邦总理麦肯齐·金的政策，他希望借此确保保守派的选票。政党的地方主义破产了。［10］


地方性政党即麦克菲森（Macpherson）教授所谓的“准”政党，在联邦政治领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它们被迫在本省推行联邦政府不能接受的举措。它们觉得有必要在省内的立法中说不，这就加重了各省与联邦政府的摩擦。为了解决英属北美法案遭遇的困难，联邦政府不得不向皇家顾问团上诉。英属北美法案产生了自己的一群崇拜者，为了阐述加拿大联邦创建者的观点和言论，产生了大量研究建国之父思想的文献。许多人反复深入地研究了阐述皇家顾问团裁决的文献，他们抱怨其裁决不一致，批评之声比比皆是；不过，不一致隐含着弹性，反而抵消了成文宪法僵硬的危险。




 [1]
 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德意志魏玛共和国总理、金融专家。


 [2]
 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爵士（Sir John Alexander Macdonald，1815—1891），加拿大政治家、首任总理,加拿大10元钞票上有其头像。


 [3]
 米切尔·赫伯恩（Mitchell Frederick Hepburn，1896—1953），加拿大政治家、安大略省总理［1934—1942］。


第五节 英国和美国在加拿大的影响此消彼长

从面向英帝国主义到面向美帝国主义的转变常伴有摩擦，在此期间，加拿大的体制经历了大量的调整。美帝国主义缺乏英帝国主义的技巧和经验，有时引起极大的不满。马汉曾描绘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他援引一位资深国会议员对新同事的告诫：“如果他想在自己的选区里牢牢扎根，他就要避免在花哨的委员会比如外事委员会里工作，因为选民不关心国际问题。”在阿拉斯加边界争端中，加拿大人觉得被美国人和英国人利用了，结果表现为加拿大1911年断然拒绝美国人提出的互惠建议。但潮起潮落，即使那些人反对美国的姿态也有利于美国人的资本运行。美国人在加拿大办分厂，以利用欧洲—加拿大体制，并从英帝国主义那里获取好处。［11］
 作为东西部计划的一部分，加拿大完成了一系列的帝国优惠安排，英国人不得不予以默认，这些安排对美国人的分厂极其有利。奇怪的是，最坚决捍卫加拿大对美国实施关税壁垒的正是美国投资人的代表。美国资本有条不紊地鼓励和利用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加拿大的地位从殖民地过渡到民族国家然后又成为殖民地了。

英国最终感受到美帝国主义的冲击。这一冲击始于19世纪后半叶美国新闻业的发展，其继续冲击尤其表现在布鲁门菲尔德和比弗布鲁克在《每日邮报》发动的有利于惠及英帝国的造势运动。已故的本涅特（Bennett）子爵就任加拿大总理后大力支持他们的造势活动。这场运动以妥协告终，英国人对美国人的抵制逐渐被调动起来，态度更加强硬了。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参战，美帝国主义的实力大大增强，夺取了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加拿大的兴趣转向美国，这一转向对英国的影响鲜明地表现在时任总理阿瑟·米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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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著作里，他成功地说服了英国放弃英日同盟。加拿大别无选择，只能先后沦为英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倚重英帝国主义时，她拥有理解历任政府外交政策的优势，而这一政策是长期、稳定、一致的；她的另一个优势是有这一政策的指引。随着美国影响的加深，她摆脱英帝国影响而独立自主的地位就得到加强。她不久前获得了自治权，其第一个显著标志是《哈利布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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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来不及形成成熟的外交政策，自然就觉得，美国的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孤陋寡闻。

《威斯敏斯特法》赋予的自治成为我们与美国合作的凭借，正如我们此前与英国合作一样。实际上，这一变化很引入注目。在诸如闵托事件（Minto affair）、海军法案等问题上，我们抱怨英国。至于和美国的联合防御计划有何隐含的意义，至于美国在加拿大北部建立军事基地、在加拿大领海演习、美国与加拿大合办气象站、在合作组织的指导下用美国军方的经费搞研究的种种传言是否属实，却没有任何人表示疑问。

诸如此类的合作顺利进行，部分原因是英国反社会主义的趋势。和加拿大西部相比，加拿大中部和东部的传统基本上是反对革命的传统，联合王国保王党和法语魁北克的教会未受法国革命的影响。反对革命的传统不同情社会主义的倾向，有利于对私营企业的倚重，而这正是美国的特征。对社会主义举措的反对尤其重要，因为加拿大经济生活的许多部门是政府所有制，安大略水电委员会和加拿大国立铁路公司尤其突出。实际上，大陆型的大私营企业反映了政府管理的影响，其表现是强调员工的资历；官僚体制臃肿，效率低下。庞大的行政机构不得不承认，士气对效率极端重要。只有在付出极大精力去评估效能以后，官僚体制里的动员才能达成。许多私营企业和组织总是注意个人的能力，在大型组织扩张时，它们坚决抵制对决策的限制。它们对私营企业的关切受到美国人加拿大分厂经营理念的强化，促进了美国人的支配地位。

称呼中头衔的废弃大概也反映了美国人的影响。“美国记者里最出类拔萃的”爱尔兰裔人士戈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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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剀切中理：

和其他殖民地的居民相比，有一类加拿大人经常有机会去关心和强化他们对英国社会生活竞争性的热爱，他们热爱英国社会生活成功的标志；热爱英国宫廷，将其视为荣耀的源泉，姑且不论那一切的政治意义。对他们而言，英国宫廷是狂热兴趣的对象。在英国本土，社会荣耀的地位反而不那么受人狂热追捧。实际上，在这一切迹象中，这帮加拿大人比英国人还要英国人。他们模仿和培育英国人的风俗习惯，一派狂热，根本不注意时间地点的不同。那是加拿大社会的时尚，就像旅居巴黎的美国人圈子里的时尚一样。“低贱的美国人”对这一套时尚很反感，他们夏天蜂拥到加拿大避暑。这些加拿大人觉得，只需忠实地观察多伦多和渥太华客厅里的举止，就可以大大改善纽约和波士顿的时尚。［12］


“殖民地的市侩亦步亦趋模仿英国绅士，世上再也没有更低贱的邯郸学步了。”“这些家伙是世上最低贱的走狗；他们随时随地表白忠诚，疯狂追求小小的头衔，迫不及待地扑向贵族餐桌下的面包屑”（Goldwin Smith）。这些象征性地位的削弱尽管有令人遗憾的后果，但对美国人在加拿大的影响并非没有隐含的意义。

美帝国主义被描绘为“隐而不显的、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它之所以被视为有理三分、能吸引人，部分原因是它坚决否认它搞的是帝国主义。不取帝国主义姿态的帝国主义在加拿大特别有效，因为加拿大难以准确而直接地解决外交问题，外交问题之困难则是由于国内法语和英语的分割。

报业文化里的商业社会深受一种新闻的影响，那就是能扩大发行量的新闻——“为上帝、为国家、为发行量的”新闻。广告尤其百货商店的广告首先需要发行量。在很大程度上，发行量依靠新闻的不稳定性，而不稳定又变得危险。有效的记者是对情绪不稳定性最敏感的记者。倚重广告促销的必然结果是新闻的非连续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广告的影响传到欧洲，在德国的影响尤其大。罗素说得好：“政府现代管理手法最糟糕的方面衍生于广告。”［13］
 “宣传的智力水平是公众最小的公分母。如果你诉诸理性，你就在向4%的人类诉求。”［14］
 “你瞄准的目标不会过分低贱。你发布的新闻不至于过分愚蠢。你不可能夸大公众的愚蠢，公众本身需要宣传高手来构建任何有关愚蠢的概念。”［15］
 广播常常压倒报纸新闻，它选择最新消息，迫使报纸详细报道，因为人们希望更多地理解广播报道的消息，即使报纸新闻并不新鲜。

美国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内政决定的。报人受恩赐任命的奖赏去当大使。国务卿一般在党派政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富兰克林·罗斯福试图为外交政策建立两党合作的基础，给外交政策带来更大的稳定性，但外交问题还是容易被眼前紧迫的党派政治所主导。在这样的情况下，始终如一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实现，军事主导的外交政策就难以避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传统性和连续性的结果，继之而起是对展示武力的倚重。

通观美国历史，美国人偏爱由将军担任总统，部分原因大概是其政治制度的不稳定性。［16］
 只举一例，格里利落败、格兰特当选就足以说明，枪杆子胜过笔杆子。美国国内对武装力量普遍渗透的影响也多有抱怨，但这种影响并不见势头减弱的迹象。征兵制意味着军队力量的加强。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人乔治·蒂克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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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道：“要说战争残酷的力量，什么也比不上这种残忍、强制的兵役，它使幸存的士兵最终能引以为荣，因为他九死一生，不能不得到荣耀。这是华丽的体制的野蛮，但毕竟是野蛮；因为它越来越使尚武的风气压倒平和的礼仪。”［17］
 托克维尔把军人的荣耀描绘为灾难；对共和主义者而言，它是比一切邪恶相加更可怕的灾难。在一位美国人的笔下，乔治·华盛顿成了被武力驱动的士兵的中心，而不是被利益驱动的士兵的中心。官僚体制形成等级分明的体制，因而产生了权力的问题。

以前，影响公共舆论并使之赞同战争，那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如今，我们却到了这样的境地：舆论总是被有条不紊地唤起，而且被维持在沸腾的顶点。由于军人掌控着全局，由于宪法把权力交给公众而造成的困难，公共舆论的摇摆在所难免。美国人“坦率、秉性温和，不怕立即动手搞试验，有把握事实的直觉，这些品质在他们缺乏讨论和思考的能力中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他们对任何事实都感兴趣，但除了直接与事实相关的思想外，其他一切思想都难以唤起他们的兴趣。”（Lowes Dickinson/洛斯·迪金森）在约翰·冈特尔（John Gunther）的笔下，美国是“前所未有的最伟大、最疯狂、最危险、最不稳定、最华丽、最不成熟、最强大、最壮观的国家”。［18］
 美国的态度使人想起大象怕老鼠的疯狂故事。

联合国经济事务部发布的《经济形势和欧洲前景》对贸易问题作了这样的描绘：“欧洲的进口逆差问题基本上相当于美国的出口顺差问题；美国面对的选择相当于欧洲面对的选择，只不过两者的迹象刚好颠倒而已；早晚有一天，美国不得不增加其进口，或减少其出口，或双管齐下。但危险是存在的；如果不采取足够的补救措施以求得合理的平衡，欧洲和美国的经济结构都可能会适应不平衡的现状，并产生强大的压力去长期维持不平衡的局面。”正如《经济学家》所言，有可能会出现“无长期短缺的局面”。［19］
 精明的观察家威廉斯（J.H.Williams）教授写道：“这个过程中深深扎根的是美国日益称霸的局面：它依托的是累积性的体量优势、技术进步以及慢性美元短缺的纷纷议论……我们必须思考马歇尔计划
 
[5]

 的目的：如何重塑欧洲经济，适应其业已改变的世界地位，同时自己也进行必要的调整。我们还必须将其视为调整的开始，而不是调整的结束。”［20］


关税是美帝国主义的重要工具，用杜利先生的话说，那是为了卸下白种人的负担，并将其转嫁给黑人。“善于保护主义思维的脑子同样善于用帝国主义的符号思考问题。”［21］
 “把保护性关税说成自由竞争的工具”自相矛盾，同理，“把军事主义或帝国主义说成自由竞争的工具”也是自相矛盾的。［22］
 贸易壁垒和垄断成为自由资本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23］
 固然，有人建议减少美国关税以扩大欧洲对美国的出口并缓减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但他们建议的减税规模是有限的。关税问题讨论的水平甚至达不到杜利先生主张的水平。他说：“什么关税！关税多少有何关系？反正是外国佬缴关税呗——如果他没有在卡斯尔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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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拒绝入境的话。”讨论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没有什么希望，因为欧洲国家在这个课题上不可能施加什么影响。再借用杜利先生的话说：“受关税照顾的人自然会关照关税。”

欧洲国家觉得更直接暴露在美国的影响和威胁之下；它们害怕美国“累积性的体量优势和技术进步”会将统一性和标准化强加于人，并给欧洲的艺术文化和西方文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结果表现在欧洲发展势头的出现，这反映了欧洲人维护欧洲文化优势、反对美国化和共产主义的决心。在两个权力中心的哑铃型结构中，文明很难存活；在一两个强权集团的压制下，文明也难苟延残喘。然而，在习惯法传统中培育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很难理解在罗马法传统中成长的欧洲人的观点。

加拿大人受美国人宣传的压倒性影响，他们很难理解欧洲人对美国人的敌视态度。［24］
 美国人最会搞宣传，因为他们最善于设计和制作广告。［25］
 如果加拿大要继续维持自治的希望，她就要依靠一个成功的条件：抵挡美国的影响，协助组建一个抗拒美国和俄国压力的第三集团。［26］
 但没有迹象表明，她能完成这些惊世之举，她将一如既往地被视为美国的工具。加拿大人早已把关税忘记得一干二净。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温和的帝国主义冒险行为，其表现是我们对纽芬兰的获取。“战争是反对革新的自卫。”［27］
 一半的人受奴役时，他们不能企图奴役另一半自由的人；他们不能因为《人权法案》的文字就相信自己业已获得自由［28］
 ；在一半人自由、一半人受奴役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共同体或文明都不能长治久安。《人权法案》规定的新闻自由加强了印刷术的传统，摧毁了言论自由，破坏了我们和欧洲口语传统的关系。

我们可以不喜欢美国人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发动加拿大人抵制美国人影响的地下运动，但我们不得不屈从于美国人的政策。我们可以说，民主成了美国人想要强加于我们的东西，他们号称拥有民主。我们可能不喜欢美国人的想当然：他们发现了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可是他们有美元。北美人竟然向欧洲的文化中心颐指气使，竟然指教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英国如何选举、如何办教育——但北美人有美元。然而，贷款甚至赠款并不是友谊的基础。结果表现为这样的感叹：“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和我针锋相对。我从来就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即使在美国，一丝淡淡的对感激的欣赏、期待回报的强烈意识还是存在的。

就在这个时代，就在同盟国组成的同时，我们看见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占领；尽管同盟国反对，欧洲的大片土地还是被法西斯占领。但文化和语言胜过武力，这一真理业已得到证明。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我们在美国看到了一种新的动员力量，它带有新的危险；英语民族一切文化和语言资源，包括美国的文化和语言资源都应该调动起来，去抵抗这种新的军事力量。简单地说，公共舆论支配下的军事战略危害极大。

西方的未来端赖其文化韧性，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摈弃北美外交政策的发号施令；那样的外交政策是和关心再次当选的政客个人的需求相关的政策。美国外交政策彰显了一个强大国家不负责任的可耻行径，这样的政策没有给西方世界未来的稳定带来什么希望。用罗伯特·皮尔斯（Robert Peers）教授的话说，加拿大必须召唤旧世界以恢复新世界的平衡，并希望英国能逃避美国的帝国主义，就像英国成功地摆脱了自己的帝国主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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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Edwin Lawrence Godkin，1831—1902），美国记者、编辑，主编《民族》、《纽约晚邮报》，著有《匈牙利历史》、《现代民主问题》、《难以意料的民主趋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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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1791—1871）,美国作家、教育家，推进哈佛大学课程改革，著有《西班牙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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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官名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帮助重建西欧的计划，1947年7月启动，历时四年，援助金额合计130亿美元。


 [6]
 卡斯尔园（Castle Garden），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移民入境中心，位于纽约，从此入境的移民共1，100万人。


附录 新斯科舍皇家顾问团经济研究报告（节选）

本附录摘自1934年“新斯科舍皇家顾问团经济研究报告”，执笔人是已故的威廉·兰德（William Rand）教授。报告阐述了加拿大的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报告忽视了联邦体制正是它许多恶评的根源。

首先声明，本报告所用“加拿大”一语的意义是其原本的意义，只包括魁北克和安大略两个省。常见的错误是把这两个省当作上加拿大，把滨海省当作下加拿大。这是不对的。安大略是上加拿大，魁北克是下加拿大。新斯科舍从来就不是加拿大。

此时此刻，我们唤起人们注意一个令人扼腕的事实：历史著作完全隐瞒了联邦政府秘而不宣的事实和动机，即使不完全略去历史事实，至少是篡改了一望而知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会使那些撰写历史的人沦为笑柄。大多数伪历史学家沦为纯粹的宣传工具，他们的目的是控制滨海省对两个加拿大省暴力倾向日益高涨的嫉恨和不满。这两个省在1867年对新斯科舍平民自由的侵犯，我们记忆犹新。倘若他们对新斯科舍的合法化掠夺遏制了我们公民的反抗，而我们的自卫把那些背叛者从不光彩的坟墓里拽了出来，那就让仇恨与那些罪人一道安息吧。

1867年，加拿大是一个皇家殖民地。新斯科舍是另一个皇家殖民地。新斯科舍四面环海，在航海的传统中成长，所以它成了海上强权，其海船便布全球，给加拿大人带回生活、工业和商业的必需品。如此，在英国的大西洋此岸殖民地中，新斯科舍就成了人均最富庶的殖民地。相反，加拿大那块殖民地却播下了平民斗争和仇恨的种子。那里的人民在种族、语言、传统和宗教方面被人为地分割开来。在加拿大两个省的议会里，议席基本上平分秋色。一个省提出的议案总是引起另一个省怀疑，被认为是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怀疑是两个省共同的战斗口号。孩童从小就将其铭记在心，成人在家里吸收和消化了这一口号。立法最后陷入胶着的困境。加拿大这块殖民地国内外的信誉都丧失殆尽，人民穷困潦倒，混乱如烈火燎原，使英国感到惊恐，害怕在边界上被加拿大拉下水。

在海滨，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和王子岛三个省努力发展航海民族的产业，富裕起来了。新斯科舍独占鳌头。这里的人民没有内讧分裂，他们相处和谐，彼此亲善。加拿大两省对它们尤其对新斯科舍投以嫉妒的目光。他们陷入困境，感到绝望，人口远比我们多，如果他们诱使我们加入联邦，他们独霸联邦的局面将十分彻底，我们丰厚的收入和财富的资源将要受他们支配。

难以想象，你们这个皇家顾问团竟然对以下的事态并不知情。这是对一个忠于英王的殖民地进行立法施暴的一段历史，这是英国政府在本大陆历史上黑暗和邪恶的一页：新斯科舍被出卖了，不是被交给一个帝国强权，不是被交给政治家以及贤明和公正的君主，而是被交给另一个英属殖民地，而且是道德和金融均已破产、自顾不暇的殖民地。在这次出卖中，没有安全保障，不设条件限制。抢劫与合法化的掠夺竟然能明火执仗，没有任何矫正的举措，直到今天也没有。这样的出卖在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育空的“新人”、西部的平原人、安大略的丛林人、魁北克的居民、多伦多酒吧人和圣詹姆斯镀金的赌徒都可以对我们颐指气使，向大西洋海岸边这个英国移民的省份发号施令，禁止我们在自己的港口搞进出口贸易，不言听计从就不得不向海盗交付赎金，以满足那两个加拿大省欲壑难填的胃口。

试想想，英国的海事听从潜伏在西伯利亚式的中欧的一个武装团伙的命令，那是什么样的情景；如今，我们就看到新斯科舍处在那样的情景，它在加拿大联邦里被迫俯首听命。海事和渔业部长来自于加拿大偏远的丛林。新斯科舍生活在海水溅身的地方，却千里迢迢毕恭毕敬去朝拜大陆内地的官员，以得到允许在自家门口去撒网打鱼。

1866年，三个滨海省的代表应召去伦敦赴会。
 
[1]

 约翰·麦克唐纳以及蒂利和塔珀等反对滨海三省的推手躲在幕后，直到三省的代表被激怒并威胁要打道回府时，他们才被迫走到台前。关于那一幕的情景，麦克唐纳写道：

在我们看来，《英属北美法案》应该在议会开幕前夕通过。此举必须飞快完成，正式通过之前，“法案”不应该在我们这个英属行省产生任何回荡。

如果代表会议在英格兰结束，如果会议准备采取的举措在8月获得通过，次年1月前就不可能对会议结果保密。“法案”的条文中，罕有不冒犯某些利益、某些个人者。一旦公布，它就会在大西洋彼岸引发新的骚动。如果有什么实质性的修改，即使支持组建联邦的加拿大两个省也会出现深刻的震荡。一旦《法案》通过、不能修改，人民不久是能学会妥协的。

在英属北美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再也没有比这个法案更蛮横的文件。没有哪一个英属殖民地的宪法遭到如此恶毒的践踏，我们的公民自由遭到侵犯和灭顶之灾。倘若我们的联邦历史由麦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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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约翰·莫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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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撰写，这三位推手就会获得恰如其分的地位，被放进政治盗匪和恶棍的行列了。倘如此，一个半世纪以前，他们在英国犯下的罪行就可能会把他们送到泰伯恩刑场或断头台去。英国政府在这一罪案中也插了一手。他们试图为自己洗刷开脱，同时却又对加拿大两个省说：“接受你们的滨海省，把它们送上十字架吧，但我看它们没有罪过。”

民众获悉唐宁街闭门密谋炮制了《英属北美法案》，将其强加于新斯科舍、不让人民知情、不要人民同意时，人民的怒火被点燃了。英国国旗被撕毁，被踩在脚下。报纸套上黑边。新斯科舍民兵团长等待时机，等待命令，反叛即将展开，我的父亲就是一位团长。哈利法克斯秣马厉兵，恐吓人民。在这些甜蜜而仁慈的威压下，新斯科舍被引进摇摇欲坠的联邦之中；联邦的凝聚力和团结就像被围猎的狐狸，每个省都龇牙咧嘴，嚎叫着各奔东西。《英属北美法案》是完完全全的杂种，是加拿大两省强奸新斯科舍和滨海省生出的怪胎，是在英国的支持和怂恿下干下的罪孽——它的第一句话就在撒谎。今天，新斯科舍应该向唐宁街说：“你把我们打进地狱，你现在应该把我们解放出来。”

我们这个省被降格，受羞辱；渥太华的工头常派代表来践踏我们，我们常常卑谦地哀求给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是上帝赋予我们这个海岛省的权利；我们有权享有一个开放的、不受拘束的海洋，有权开展贸易，有权换货，我们能得到生活和工商业的必需品；我们有权不受一个内陆强权的骚扰。

我们新斯科舍的人口减少，代表权随之被削弱。我们沦为被剥削的对象，就像美国南部邦联里被剥夺权利的黑人小州一样。今天许多人说，我们不肯派代表去渥太华，是我们让盗贼在厨房里大快朵颐；如果派代表去争权，至少能维持一点尊严。以我们这个王道乐土为例，它曾经被称为花园省，可是它现在的人口还是62年前那么多，没有增加。它的农业破败凋敝。原因是：过去40美元的刈草机今天售价105美元；过去25美元的干草耙今天卖50美元；犁头的售价从10美元跳到21美元；犁刃的售价从35美分跳到90美分；圆盘耙的售价从21美元跳到52美元；手推车的售价从85美元跳到200美元。一切农具都以同样的规模涨价了。家用的普通必需品和体面生活的必需品都受到加拿大法律的无情打击，老百姓都买不起。尝试购买农场的年轻人必须要贷款，买设备也不得不贷款。我们的人民不得不忍辱负重，加拿大制造业主协会教训我们说，大批量生产反而增加了生活必需品和工业品的成本。

联邦组建以后，在参议院首届会议上，一位安大略省的参议员站起来说：“新斯科舍渔业资源丰富，我们可以向美国人卖鱼，换取他们铁路出海的使用权。”那就是60年来加拿大立法的基调。稍后的加拿大参议院既无幽默感，也不知道何为恰当的事体，竟然建议将英属西印度群岛纳入加拿大联邦；这就是所谓的利他主义，以分担英国人的“白种人的负担”。试想南部群岛这些精明的商人、英国人或英国人的后裔，他们肩负“白种人的负担”，千里迢迢、卑躬屈膝，像犹太人朝觐埃及法老一样，带着钱到北极来，到哈德孙来钻井，到安大略省来修建供人无偿使用的铁路。加拿大两个省对新斯科舍发布盛气凌人的指令，禁止我们从美国购买或运回一辆汽车。在这里，我们闻到了波士顿茶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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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味道。这和迫使美国人造反的暴虐指令别无二致。这些汽车从美国进口新斯科舍的价格只有从加拿大进口价格的一半，运费只有加拿大运费的五分之一。联邦政府的指令是在加拿大制造商的指令下发布的，这个利益集团把联邦政府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的省政府却没有骨气保护自己的人民，他们屈膝投降，大气不敢出。这是加拿大两个省对我们省的封锁，彻头彻尾的禁运。如今再赘述加拿大联邦那令人恶心的历史，实在是毫无意义了。

加拿大报纸是加拿大人心态的反射。以下是他们的报纸给我们新斯科舍人取的诨名：新斯科舍的梦幻儿童、自治领的穷亲戚、加拿大门口的另一个爱尔兰。他们把我们钉在加拿大人愚昧和贪婪的十字架上，他们用这些诨名高高在上地鄙视我们；出于可怜的心态，他们认为这是聪明之举。我们从自治领人均最富裕的省份沦为最穷的省份，因受惠于掠夺者而遭到奚落，他们双手捧着从滨海省掠夺的财富四处抛洒，这就是他们的幽默。

人民屈从暴政的苦难总是有尽头的。我们是新斯科舍的梦幻孩子。加拿大人的宣传告诉我们：就像盲人不能梦想日出一样，新斯科舍不能梦想自由。采摘希望的野花来温暖自己的心，那不是我们被征服的新斯科舍省的梦想，那只是加拿大富豪的特权，是赌徒的梦想；他们的赌资是我们滨海省的血泪；他们颁发捕捞许可证，掠夺我们下海捕鱼的人民。纵观人类历史，航海民族遭到内陆民族的压榨时，怎么会不起而抗争呢？

新斯科舍就在抗争。它将继续抗争。如果加拿大那些盲人、愚人和贪婪者仍然试图伤害我们的人民；如果他们继续用白痴的智能、罪犯的本能来立法，我们就要坚持抗争。




 [1]
 这次会议最终通过了《英属北美法案》，组建加拿大联邦，约翰·麦克唐纳积极推动，并担任加拿大联邦首任总理，撒缪尔·蒂利（Samuel Tilley）是新不伦瑞克代表，查尔斯·塔珀（Charles Tupper）时为新斯科舍总理，三人积极推进，其余代表最终同意加入加拿大联邦，但新斯科舍加入联邦后，仍然喋喋不休地要求退出联邦。


 [2]
 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B.Macaulay，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作家、政治家，曾供职印度总督府，后任陆军大臣、军需总监，著有《英国史》、《古罗马之歌》，常为《爱丁堡评论》撰文。


 [3]
 约翰·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1814—1877），美国外交家和史学家，著有《荷兰共和国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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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士顿茶党事件（Boston Tea Party），北美殖民者反抗母国剥削的抗争，他们在波士顿倾倒来自英国的茶叶，以对抗英国国会，这是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的重大历史事件。


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

Introduction to this Edition

James W.Carey

The“winner”of the Cold War will inevitably face the imperial problem of using power in global terms but from one particular context of authority，so preponderant and established and unchallenged that its world rule would almost certainly violate basic standards of justice.

——Reinhold Niebuhr，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1952)

In the early summer of 1952 Harold Innis left the hospital where he was being treated for terminal cancer.In the last months of his life，while at home，he edited the page proofs for 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the final manuscript he would deliver to the printer.In early fall，the disease broke through his remaining defenses and he died on November 8， 1952.

His illness and death ended four years of intense and productive scholarship undertaken in extreme circumstances. Between 1948 and 1952， in an astonishing burst of creative energy，he wrote virtually all the work for which we today celebrate him as the major theorist and historian of communications in North America.The books that had brought him fame as an economic historian，geographer，and theorist—The Fur Trade in Canada，The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road，The Cod Fisheries—are little read today except by biographers and economic specialists and are largely out of print.However，his works on communications—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s，The Press：A Neglected Factor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now Changing Concepts—are still available and widely influential today.

Unlike his earlier books on economics，the volumes on communications were exclusively comprised of essays，loosely mortised together，that had originally been delivered as lectures.In the spring of 1948 alone he delivered the Beit Lectures at All Souls College，Oxford，which became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and，on the same trip to Great Britain，the final two essays of this book were delivered as the Stamp Lec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the Cust Lec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The essay form reflected not only the tentativeness of his thinking but also the urgency of his task to，as an even more famous political economist put it，not only analyze the world but change it.He wryly commented that“I once had to choose between going into university work or politics and I decided to go into politics”(Watson，1977，p.45).The cryptic nature，intensity，and energy of his communications essays reflect not only his struggle against physical decline but also the extraordinary burdens he had assumed.Whil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a post he had held since 1937)，he was also concurrently dean of the Graduate School.While serving a term as president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he simultaneously traveled the country and conducted hearings for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ransportation，of which he was a member.

Innis was one of those thinkers（Marx was another）whose work is regularly divided into early and late phases，separated by a“gap”marking an abrupt change of subject matter and philosophical outlook.The suddenness with which the work on communications appeared，and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bold theorizing of the later work and the precise if sometimes numbing detail of his studies in economics，reinforces the belief in a breach between the“young”Innis and the mature scholar.I do not believe such a separation exists; there is no radical disjunction between the early and the late Innis.His work on communications naturally grows out of and elaborates upon his early studies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ormation of Canada，as the essays in this volume attest.His subject was always empire，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 trade，“the longue durée of events and epochmaking forces that transformed economies，states and civilizations”（Drache，1995，p.xix).Innis was an economist of trade rather than production，of routes，movements，flows，and circulations rather than of factories and modes of production.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of trade was powered，in his view，by progressively improving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an communications，parallel interacting system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expansion and consolidation.This was as true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European trading system into North Americ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and the growth of imperialism in Africa and Asia in the nineteenth，as it is today in the age of jet aircraft and the Internet.The contradictory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technology，when linked to the equally contradictory but thoroughly human desires for economic，political，and cultural domination，provided him with a lifelong subject matter.

In the years after World War Ⅱ，the international system—which had lain dormant in the carnage of two world wars—reawakened in a radically altered technological and political setting.The year bridging 1948 and 1949 was pivotal both in politics and in Innis’s studies，and that is where this particular story begins.

On February 8，1949，an innocently named“Values Discussion Group”was convened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It was chaired by economist Thomas Easterbrook and included as members not only Harold Innis but also an instructor of literature from St.Michael’s College，Marshall McLuhan，who had joined the faculty three years earlier.They met weekly during the semester with each member of the group in turn presenting a paper and leading the discussion.

Such discussion groups，a hardy perennial of the academic garden，flowered across the continent at this moment.However named，they shared a common purpose：to deal with the widely perceived“crisis of civilization”of the postwar period.“Crisis”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and idly used terms of the civic vocabulary，and Innis warned against it:“It will not do to join the great chorus of those who create a crisis by saying there is a crisis.”But the barbarism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which was fully revealed only when the war ended，and the drift from alliance to cold war that threatened the peace seemed to warrant the word crisis.

All that remains in the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are the minutes of the meetings of the“Values Discussion Group.”Judging from them，most of the gatherings were pretty dreary，focusing on the role of valu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the socalled factvalue dichotomy.

Marshall McLuhan made the fifth presentation to the group，and that too was pretty tame—a plea for art as against science—particularly considering the intellectual pyrotechnics he set off two decades later.McLuhan was still in his“Mechanical Bride”phase lamenting the decline of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mass culture.He was then in the grip of the American cohort of“New Critics，”particularly those like Allan Tate and J.C. Ramson，who recruited him into their rearguard campaign against，in Tate’s phrase，the“all destroying abstraction of ［industrial］America.”McLuhan looked to the American South as an outlet for his preindustrial yearnings.The South stood as a living，thriving monument of the Pastoral Ideal—if not earthen cottages，clotted cream，and the Godfearing peasant of English romantic poetrythen at least a brackish sanctuary from capitalism and its individualism.The region nurtured a distinct cluster of values that McLuhan，like others，called the“Southern Quality”：an aristocratic humanism，an agrarian economy，and worship of the cyclical thythms of the land.The South was heir to an alternative cultural tradition that“took its stand” against the spiritless rationalism of the North.The arts—those McLuhan admired，at least—were a storehouse of values.He lionized a period when the arts were not separated from life as they had become in the modern world.He elevated Art and the Artist，now capitalized into cultural exemplars，to the role of explorer and innovator，restless seekers of new continents of meaning who could not tolerace the banal，ordinary，standardized，repetitive，and routinethe archetypal feature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When Harold Innis rose to speak at the eighth and last meeting of the group，the trivial and romantic aura that had dominated earlier sessions evaporated.One cannot help but infer from the notes that he believed a genuine crisis was in tow，and its nature was not to be found in technical philosophy or romantic poetry.The crisis was one of politics，economics，and communications.

As World War Ⅱ came to an end，two very large problems loomed on the horizon.The first was the fear that bo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would slip back into the economic nightmare of the 1930s and replay the hostilities that had recently ended.Millions of veterans in all the warring powers had to be absorbed into the civilian economy and given productive work.Unemployed veterans wandering the streets were a recipe for civic disaster.What would happen as defense spending slowed and factory jobs disappeared? Would consumer demand be strong enough to offset the drop in military production?Would it be possible to govern such societies?And if the route of creating a consumer society，the one eventually followed，were taken，what would happen to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1930s in which citizens organized to protect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interest through boycotts，publicity campaigns to oppose child labor，demands for pure food and drug laws，and support for the rights of workers to join unions? Would passive consumers replace active citizens as the necessary price of economic recovery?

The second problem was the outbreak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uclear arms race.Innis had traveled through the Soviet Union at the end of the war and had a premonition of the conflict that was to follow as two great empires—Soviet and American—emerged to organize the political world.The phrase“Cold War”was coined in 1948 by Bernard Baruch and in July，as Innis edited Changing Concepts，the Berlin airlift，with all its associated dangers，began.Canada in particular was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It had long been a colonial outpost dominated by Great Britain from which it had inherited its basic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Now Canada was trapped between two modern empires，one of which was on its doorstep.How was Canada to preserve it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dependence and remain true to its British origins? How could it remain politically erect，part of a third bloc，given the pressure，influence，and proxim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What constructive role could Canada play in the violent and unstable world that loomed ahead?

Moreover，technological innovation，held back and redirected to the war effort for most of the decade，was reemerging as the engine of economic recovery and military competition.By 1948，television had started its relentless colonization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as it spread from domestic capitals in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nto the hinterland.In the same year，Norbert Weiner’s（1948）landmark book Cybernetics：Or，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Animals and Machines，which summarized decades of research on selforganizing.systems，argued that electronic servomechanisms were the technological twins of television and the instrument for the automation of work and knowledge.Weiner suggested that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was to control the environment，but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it was essential to consider feedback as the mechanism governing the sending of messages.To govern，whatever the object—animal，human，or natural processes—requires one to consider the audience（or the receiver or destination in cybernetic terms）in order to alter the message relative to the feedback.But was cybernetic governance，understood as a form of control rather than a mode of participation，in opposition to democratic politics? What were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onceiving communication as a control mechanism within a feedback loop? Weiner’s question，posed later，was one Innis posed in a different vocabulary：What，in the age of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are the“human uses of human，beings”？

Innis began by arguing that increased savagery followed developments in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New techniques upset old values before standards could be developed to control the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printing，with its emphasis on nationalism and the vernacular，had set loose war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that overthrew the Holy Roman Empire and gave rise to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Similarly，the emergence of the telegraph and telephone，wedded to highspeed oceangoing.navigation，initiated the imperial competition among the European states，climaxing in World War I.Modern warfare illustrated that the truism held for electronics，radio，and aviation as well.

Innis is among the earliest and most trenchant theorists of globalization in both its economic and commnications dimensions.His globe was a more limited one than ours，confined in his major work to the European Atlantic corridors to the New World，but it was the global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always in relation to Canada，that was his central concern.His early work in economics concerned the creation of North America—the actual shaping of the land and the plantation of foreign cultures—as an outpost of European empires:New France，New England，New Amsterdam，and Nuevo Espanola.While Europeans came to North America for many reasons—in search of religious freedom，to found new communities—the overwhelming impulse was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commodities of the region:cotton，tobacco，cod，fur，and gold.To affect this exploitation Europe needed both a reliable commercial communications system and an actual cultural plantation.Both were made possible by the variable capacities of oceangoing navigation and literacy：the ability to move through the“cultureless”void of the ocean without the contaminating effects of human contact and to connect and coordinate imperial outposts via news，newsletters，and the printing press.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the Atlantic shipping lanes carried the furniture of entire cultures in one direction，and，in the other，the natural products of North America transformed into commodities by the demand of nascent capitalist markets.

This first phase of globalization ended in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when Europe outran its lines of communications and was unable to maintain，in his phrase，a monopoly of knowledge and force.Europe’s capacity to dominate space through communication，markets，law，and force was eroded at its most distant margins where alternative cultures，cultures of Creole nationalism，grew up.In the Americas，Europeans were transformed; they found a new identity and，in the practical tasks of adapting to a new environment，created forms of knowledge and selfunderstanding—a new culture—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carried on the voyages of exploration and settlement．Creole nationalism grew in North America along the geographic fault lines implanted by the imperial powers：at the margins of such powers（along the St.Lawrence River，for example）or along lines carved for the administrative convenience of Europe such as in Spanish America.

Innis did not have the contempt for empire typical of today，when even imperial peoples protest their innocence.Empires could be good or bad，republican or authoritarian，benign or destructive，progressive or reactionary.To inveigh against empire was to tilt against a windmill，for empire is a persistent form of social organization，one practically as old as our knowledge of human history.The intellectual problem was one of understanding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empires were created and dissolved and the standards by which to judge their effectiveness and civilizing potential.

After the first phase of globalization，European empires were redirected toward other continents via newer and more rapid forms of travel and communication—steam and electricity.At the same time，new empires grew in the Americas as nations pursued their own manifest destiny，seeking to expand over neighboring landmasses，in some cases stretching from the Atlantic to the Pacific.Prior to World War I there were two kinds of empires:landed empires，products of centuries long expansion over contiguous territori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mitated in quite different ways;and overseas colonial realms.“Among the first group—Russia，AustriaHungary，the Ottoman domain，China—the states were empires and were vulnerable to new forces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Members of the second.group—the British，French，Dutch，Spanish and Portuguese...—had empires.When the internal crises of the first group combined with the interlocking rivalries of the second，the result was the First World War”(Maier，2002，p.29).The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n be viewed as one interlinked history of imperialism—“from the domination and then the destructive rivalries of the Europeans，to the Soviet and American spheres of influence that emerged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finally to the ascenda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only remaining superpower”(Maier，2002，p.29）.Empire building，whether by landed expansion or in overseas colonial realms，was the dubious achievemen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But that phase of globalization ended when the guns of August sounded in 1914.The years from 1914 to 1948 marked an interregnum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marked by a severe and nearly universal economic depression and two great wars that ended in a Cold War and nuclear standoff.States were absorbed in warfare at home，and sometimes in the colonies（the first shot of World War Ⅰ actually came off the coast of Australia)，and with it all the other hallmarks of international movement—immigration，capital flows，and trade—declined.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apital flows would remain below 1913 levels until the mid1970s.Immigration measured as a proportion of world population has never fully recovered.

Innis’s complex histories of trade，commodities，technology，and communications largely examined the first two phases of globalization:（1）the colonial settlement and expansion of North America and（2）the nineteenthcentury imperial competition to control distant territories.In 1948，the long parenthesis that had enclosed the period from the opening of World War Ⅰ to the closing of World War Ⅱ was about to be breached.How was it to be breached? Two possibilities existed：a global conflict and struggle for power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or the replacement of rivalries，old and new，by institutions of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To appraise these questions he needed，in addition to the bag of concepts acquired in economics—concepts such as monopoly，equilibrium，unused capacity，liquidity preference，and market structure—two things：a way to apply these concepts more systematically to the phenomena of communications and，even more desperately，a moral and ethical counterbalance to the bia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t is an autism of Western scholars，as natural as a plant turning toward the light，that in moments of crisis one turns to the found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to Greek mythology and philosophy，as a source of renewal.So，Innis turned to the field of classical studies in“which he mispronounced the names of even the most common authorities”(Watson，1977,p.45).He was aided by the fact th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had a splendid Department of Classics and within the department a great student of Greek thought，Eric Havelock.Havelock and Innis worked independently and only discovered one another four years after Havelock left Toronto for Harvard.Havelock’s book，Prometheus Bound:The Crucifixion of Intellectual Man(1950)is，as Innis acknowledges in his preface，the persistent background that controls 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Both Innis and Havelock were puzzling through the relation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power.Havelock interpreted the Prometheus myth as a drama symboliz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shortrange in telligence of the political class in pursuit of power，as representect by Zeus，and the longrange intelligence of the intellectual class in pursuit of understanding as represented by Prometheus the Forethinker. Havelock applied the myth to the events of World War Ⅰ and its aftermath.Both Innis and Havelock believed that both forms of intelligence were necessary in human affairs，for the shortrun intelligence of power represents the problems of space and control while the longrange intelligence of science represents time and the spirit of conversation，dialectic，and compromise.During World Wars Ⅰ and Ⅱ，intelligence deserted its proper role and embraced and served power in what Julien Benda had earlier called“The Great Betrayal.”As Havelock comments：

The first strugg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between 1914 and 1918...became a war of factories，cities and total manpower.It was fought with an abandonment of political compromise，by the elimination of all avenues of agreement，by the refusal to consider truce or armistice.The objectives became unlimited，the peace...was framed to express a complex of hates and fears and revenges，in which scientific calculation...had no part ［and］ the agreements were little founded in history，in sociology，in economics，or even in physics and chemistry.（Havelock，1950，p.26）

In other words，those in political power exercised a monopoly of knowledge over the public domain.They were exclusively presentminded，seeking the satisfaction of their own interests，driven by shortsighted hatred and desires for revenge that they systematically implanted and exploited in public discourse.Power was indifferent to the long run and the larger interests of humankind，The voice of the scholar was silenced or，even worse，coopted by power into a tool of the state.This monopoly of knowledge was founded on the media of print and broadcast，which reinforced the tendency to live exclusively in the present，in world defined by the news cycle：the day or increasingly the hour or quarterhour．We were kept waiting for the news as a substitute for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The temporal horizon collapsed into the present，and forethought，planning for the future，thinking in terms of posterity，became obsolete.

In 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Innis is no longer attempting to elaborate a theory of time，space，and media.The reader will search in vain for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posed in the title:What are the 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Instead，he says，the essays represent an attempt to apply“the thesis developed in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and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to immediate problems.”What is th at thesis?The spatial bias of modern media， the attempt to extend lines of communication further and further，from center to margin，from the capital to the hinterland，in order to exercise definitive control over the environment，including the humans that inbabit that environment，inevitably shrinks time down to the present，to a oneday world of the immediate and the transitory.The future disappears into the present;everything changes at a blinding speed，making it difficult to maintain continuity in time and culture.What is the overriding problem? The current crisis，he says，thinking of the Cold War，is“the intellectual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hatreds.”He attempts to illustrate throughout these pieces one of his favorite maxims：the more the technology of communication improves，the more difficult human communication becomes.“The problems of understanding others have become exceedingly complex partly as a result of improved communication，”for the problem of understanding recedes in the face of the insistent emphasis on the present and the exercise of domination.He concludes:

The present—real，insistent，complex and treated as an independent system—has penetrated the most vulnerable areas of public policy...War has become the result and a cause of the limitations placed on the forethinker.Power，and its assistant force，the natural enemies of intelligence，have become more serious as“the mental processes activated in the pursuit and consolidating of power are essentially short range.”（lnnis，1952，pp.vvi）

Changing Concepts is essentially an extended essay on a variety of problems that revolve around the emergence of United States as the successor to Great Britain，as the dominant modern empire.“American imperialism has replaced and exploited British imperialism，”and Canada has moved“from colony to nation to colony.”Empires rule not only by force and power but also，and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by exercising monopolies of knowledge，controlling not only routes of trade but routes of culture:artistic styles，language，consumer preferences，and intellectual ideas.

But American imperialism，as opposed to British，presents certain unique problems.For one thing，American culture is relentlessly opposed to tradition because the central elements in it are the product of and supported by the system of mechanized communication devoted to a systematic，ruthless destruction of the elements of permanence essential to cultural activity.“The jackals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are constantly on the alert to destroy every vestige of sentiment toward Great Britain holding it of no advantage if it threatens the omnipotence of American commercialism.”Canada faced a postwar onslaught of a resurgent American cultural industry led by film and broadcast but supplemented by renewed efforts of American publishers to dominate the“Canadian market.”The emphasis on change is the only permanent characteristic of American commercial culture.Every movie，every broadcast program，or issue of a newspaper or magazine must be quickly forgotten，rendered obsolete，in order to clear the way for the next film or program or publication，each of which is unique，unprecedented，unparalleled，extraordinary，exceptional—even though indistinguishable—from what has come before.

American culture is not only without permanence，caught in a process of ceaseless change，but，in a vast country，it is dominated by one location—New York，the home of 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As a result，“Canadian writers must adapt to American standards.Our poets and painters are reduced to the status of sandwich men.”

The power of American culture is reinforced by three underlying tendencies.First，because British books were not afforded copyright protection unles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number of British books outpaced American books until la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As a result，American writers turned to journalism and became expert on that more fragile，less permanent form of publication.Second，the First Amendment was taken to be not only a part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but a universal right to be imposed on others according to American meanings.Innis interpreted the meaning of freedom in the First Amendment to be decidedly parochial，yet it was used as a weapon to grant and guarantee a monopoly to the American periodical press， enforceable without regard to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traditions.Many American journalists，for example，have simply ignored Canadian press law when reporting from Canada because they consider such law an offense to the First Amendment.The First Amendment was also used to extirpate freedom of speech as it was aimed at suppressing the oral tradition，turning readers and viewers into passive spectators who did not speak to one another.And third，Americ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policy intensified divisions within Canada，driving a wedge between those provinces dependent on the American market and those dependent on Europe and between the Englishspeaking provinces and Quebec.

Innis describes the first chapter in this book，“The Strategy of Culture，”as a footnote to the Massey Commission.That commission，formally known as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Arts,Sciences，and Letters，argued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 indigenous Canadian culture against the commercialism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view of culture espoused by the commission，descended from Matthew Arnold’s Culture and Anarchy，is essentially conservative and nationalist，while antipopulist in its support of a largely British tradition of high culture.Innis’s support of tendencies in the report is something of a surprise，for he was generally“opposed to nationalism as a program or an ideology and even strongly opposed to the exclusivist and intolerant spirit which that doctrine usually incorporated.”

He was led to this extreme position by the belief that in Canada“we are fighting for our lives”and“the pernicious influence of American advertising reflected especially in the periodical press and the powerful persistent impact of commercialism have been evident in all the ramifications of Canadian life....The effects of these developments on Canadian culture have been disastrous.Indeed they threaten Canadian national life.”

While Innis affirmed Canada’s peripheral location relativ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he insisted that to be a Canadian is not parochial.This was not a narrow，inwardturning nationalism.Instead，he was asserting that Canadians were in possession of a valuable body of experience—a genuine culture of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developed in the complex process of adapting to a particular geography and history.In his opposition to monopolies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he affirmed a central principle of John Dewey：left to their own devices，humans multiply cultures like the unforced flowers of spring.The value of these cultures resides in their sheer variety—the alternative forms of adaptation，knowing，and understanding they contain.But to sustain this variety against the“conservative power of monopolies”compels the development of“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in the media of communication in marginal areas.”For Canada to resist requires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forms of communications resistant to the lures of American commercialism.Only the state can create conditions where cultural production can flourish.The conservative side of Innis is demonstrated by his conviction that a cultural heritage is a more enduring foundation for national prestige than political power or commercial gain.This same conclusion was reached at about the same time by，surprisingly，the Hutchins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ostwar period created not only problems surrounding the transnational spread of commercial culture，but，more seriously，problems of military power as well.Throughout these essays Innis reflects on the military impulses within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anada and the world.Canada has always been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absorption as the fiftyfirst American state.In the late 1940s，Canada was faced with prospects of being drawn into the Cold War or，worse，into a variety of military adventures.

In chapter 2，Innis argues that certain basic weaknesses of written constitutions in general，the American one in particular，have been exacerbated by “improvements in communication.”Because America was founded in violent revolution，it is prone，he believes，to excessive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Founded as a mass democracy，at least by the standard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the United States had built into the Constitution protections for minorities against the enthusiasms of the crowd，but these had been considerably weakened by improvements in the technology of communications，which favored direct demagogic appeals to national sentiments.These same improvements favored the presidency over the legislature，thus upsetting the balance of powers among th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nd rendering the executive an imperial office.

The two fundamental weaknesses in the Constitution in his view resided，first，in the clauses that make the president the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armed forces with almost uncheckcd control over foreign policy.While the president must secure consent from Congress for military adventures，once he has achieved it—on however flimsy a basis—he can virtually act as a monarch.Second，by fixing the dates of elections—their occurrcnce is predictable，unlike those in a parliamentary system—foreign policy is sacrificed to political campaigning.Foreign policy and foreign adventure are calculated in terms of their effect on the next election.This intensifies the obsession with the present and reinforces the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longrun political stability to shortrun electoral gains.This results in vacillating，inconsistent policy at the mercy of strategy for winning elections rather than the national interest.He comments:“An attempt under the second Roosevelt to establish a bipartisan foreign policy has given greater stability but foreign issues are all too apt to be dominated by the immediate exigencies of party politic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military domination of foreign policy is inevitable.“The limitat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re largely a result of its lack of tradition and continuity and its consequent emphasis on displays of military strength.”The propensity of American politics to elevate military generals to positions of civilian leadership contributes to the power of a single person，backed by constitutional authority，to intervene in war despite the will of Congress.What he observed in the opening of the Cold War—think of Senator Joseph McCarthy—were attempts to systematically arouse public opinion，to keep it constantly agitated concerning the need for war even against the most modest of enemies.He compares this to the fanatic fear of mice shown by elephants.

Innis pinned his hopes for Canadian autonomy during the Cold War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third bloc independent of the two great rival powers，surely a tough thing to pull off in North America.He doub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work though consensual principles of politics shared with its allies，for like all empires，the first goal of the American one had to be establishing and stabilizing a periphery through military effort.Empire builders yearn for sitability，but what imperial systems find hard to stabilize is precisely their frontiers.Empires are constantly drawn to expansion by the disorder seething just outside the last domain they have stabilized，but each stabilized zone generates a further zone of chaos that requires imperial policymakers to intervene anew.The use of force that stabilizes conditions within any given boundary often upsets a precarious peace among the tribes or weakened states that abut the frontier.Thus，empires must inevitably generate a resistance that rulers will perceive as shortsighted，bloody minded，and fanatic.

I have deliberately cast this interpretation of Innis in the present tense in order to suggest，however indirectly，that he continues to speak to issues of politics，communications，and empire as this book goes to press and we contemplate the meaning of the first military skirmishes following the settlement of the Cold War.Instructive also in this regard，as a new generation of the“best and brightest”seizes the reins of politics，are words he was fond of quoting:

I think that the greatest hindrance to constructive political action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has been the influence on final decisions of experts，especially of experts obsessed with the belief that their own generation has gained a vantage point unprecedented in history.No quality is more important in a political leader than awareness of the accumulated wisdom and experience handed down not only in written documents but also by word of mouth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n practical diplomatic，administrative and legislative work.The more we work with mass statistics and large schemes the more we are in danger of neglecting the dignity and value of the human individual and losing sight of life as a whole.(University of Chicago，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Works of the Mind，pp.116117）

It is impossible to agree with all the arguments concerning politics，culture，and communications that Harold Innis put forth，and，it must be admitted，his work，in the small window of life he had left to execute it，sometimes took on an exaggerated，even hysterical tone.Nonetheless，this is serious，even exemplary，scholarship in its determined attempt to work on a broad canvas and to integrate history and theory with practical understanding.He understood the study of media，as we now call them，not as some walledoff department of thought，but as a pathway to plunge one into the deepest，most intractable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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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An attempt is made in this volume to elaborate the thesis developed in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Toronto， 1951）and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Oxford，1950）in relation to immediate problems.For that reason，unfortunately，it reflects more sharply the temper of the period.The first two essays were published in pamphlet form earlier in 1952 under the title，The Strategy of Culture.The other essays wer printed as lectures and have been revised.I am grateful to the sponsors，to whom specific reference is made in each essay，for permission to reprint them.

It has been assumed that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regard the concepts of space and time in different ways and that even the same civilization，for example that of the West since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differs widely in attitude at different periods and in different areas.Even within a given political region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attitude toward time and space will vary in different areas—notably the east and the west.Indeed the political boundaries and the character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ill reflect the variations in themselves.In an attempt to explain these differences emphasis has been given to technological changes in communication.The problems of understanding others have become exceedingly complex partly as a result of improved communications.

The general argument has been powerfully developed in the Prometheus Bound of Aeschylus as outlined by E.A.Havelock in The Crucifixion of Intellectual Man（Boston，1951).Intellectual ma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the first to estimate absolute nullity in time.The present—real，insistent，complex，and treated as an independent system，the foreshortening of practical prevision in the field of human action，has penetrated the most vulnerable areas of public policy.War has become the result，and a cause，of the limitations placed on the forethinker.Power and its assistant，force，the natural enemies of intelligence，have become more serious as“the mental processes activated in the pursuit and consolidating of power are essentially short range”(p.99).But it will not do to join the great chorus of those who create a crisis by saying there is a crisis.

It remains for me to thank again those who assisted in publishing the articles which have been a basis of this volume and in particular to thank those of my family and others who gave their assistance during a period of prolonged illness.

H.A.I.


Note


This volume was just about to go to press when Dean Innis died.In spite of great difficulty he had worked on it through the summer of 1952，and had finished correcting the proofs.These essays are the last work seen through the press by this distinguished Canadian scholar，whose researches were cut short by his untimely death.


Chapter One The Strategy of Cult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anadian Literature——A Footnote to the Massey Report

Pay them well; where there is a Maecenas there will be a Horace and a Virgil also.

—Martial

Complaints are made that we have no literature; this is the fault of the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Napoleon

The title of this chapter may be regarded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remark of Julien Benda concerning“the intellectual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hatreds”1
 and as a further effort to exploit Canadian nationalism.“Political passions rendered universal，coherent，homogeneous，permanent，preponderant—everyone can recognize there to a great extent the work of the cheap daily political newspaper.”2
 Whistler3
 and others have contended that art is not to be induced by artificial tactics.They have pointed to Switzerland as a country without art and it has interesting parallels with Canada，a country of more than one language，a federation，and dependent on the tourist trade.A distinguished Canadian painter has remarked:“I am not sure that future opinion of the contemporary art of our day will not consider the advertising poster，the window and counter card as most representative.”4


Printers’ink threatens to submerge even the literary arts in Canada and it may seem futile to raise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possibilities.The power of nationalism，parochialism，bigotry，and industrialism may seem too great.Cheap supplies of paper produce pulp and paper schools of writing，and literature is provided in series，sold by subscription，and used as an article of furniture.Almost alone Stephen Leacock，by virtue of his mastery of language，escaped into artistic freedom and was recognized universally and even he，as Peter McArthur pointed out，never attacked a publisher.

But we can at least point to the conditions which seem fatal to cultural interests.We can appraise the cultural leve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ppreciate the importance of New York as a centr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books and periodicals，the effects of the higher costs of commercial printing in Chicago，and the dangers to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liance on the authoritative finality of New York newspaper critics.We should be able to escape the influence of a western American news agency which advised that if you want it to sell“put a New York date line on it.”

We can point to the dangers of exploitation through nationalism，our own and that of others.To be destructive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s to be constructive.Not to be British or American but Canadian is not necessarily to be parochial.We must rely on our own efforts and we must remember that cultural strength comes from Europe.5
 We can point to our limitations in literature and to the consequent distortions incidental to the impact of mechanization，notably in photography.The story has been compelled to recognize the demands of the illustration and has become dominated by it.6
 The impact of the machine has been evident in the dependence of Edgar Wallace and Phillips Oppenheim and dictators of the quick action novel on the dictaphone.7
 An emphasis on speed and action essential to books produced for individual reading weakens the position of poetry and the drama particularly in new countries swamped by print.

Burckhardt8
 in his studie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held that religion and the state were stable powers striving to maintain themselves and that civilized culture did not coincide with these two powers，that in its true nature it was actually opposed to them.“Artists，poets and philosophers have just two functions，i.e.，to bring the inner significance of the period and the world to ideal vision and to transmit this as an imperishable record to posterity.”In the words of Sir Douglas Copland，summarizing the philosophy of P.H.Roxby，“A cultural heritage is a more enduring foundation for national prestige than political power or commercial gain.”9
 “It is the cultural approach of one nation to another，which in the long run is the best guarantee for re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and for good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In the past，it has been，on the whole，sadly neglected，and especially as between western Europe and China”(Roxby).10
 It has been scarcely less neglected as betwee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In the long list of volumes of“The Relations of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series，little in terest is shown in cultural relations and the omission is ominous.

Interrelations between American and Canadian publish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d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Canadian literature in the present century.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tyranny of the novel in England had been built up in part because of inadequate protection to English playwrights from translations of French plays，production of which had been systematically encouraged in France，11
 and by a monopoly of circulating libraries protected by the high price of the threevolume novel which made it，therefore，cheaper to rent than to buy books.12
 Restrictive effects of high prices on exports of books from Great Britain，absence of circulating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lack of protection to foreign，especially English books before the enactment of copyright legislation in America in 1891，and section 5 of the American Copyright Act，May 31，1790，which was“an invitation to reprint the work of English authors，”were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largescale reprinting of English work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 the publication of English works first in fhe United States.13


In 1874 legis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reduced postage on newspapers issued weekly or oftener to two cents a pound without regard to the distance carried.Under an act of March 3，1879（par.14)，secondclass mail matter “must be regularly issued at stated intervals as frequently as four times a year，and bear a date of issue，and be numbered consecutively.”Again，on July 1，1885，postal charges on papercovered books were reduced from two cents per pound to one cent and clothbound books were carried at eight cents per pound.The legislation reflected the demands of a vigorous cheap book publishing period，concentrating on English or foreign books for which a market had been created by established publishers.

In the ultimat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ation of English books previous to the Copyright Act in 1891，Canadians，e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disciplined by the demands of its distributing machinery，played an important role.George Munro，a mathematics teacher in the Free Church College，Halifax，who had emigrated to New York and acquired experience in the handling of dime novels in the firm of Beadle and Adams and in the publishing of the Fireside Companion，a family newspaper started in 1867，launched the“Seaside Library，”a quarto，two or three columns to the page with cheap paper，on May 28，1877.It was estimated that 645 pages in a regular edition could be printed in 152 pages quarto.As a result of saturation of the market for quartos in the latter part of 1883，Munro started a pocketsize edition in spite of the higher costs of manufacturing.In 1887 he cut wholesale prices from twenty and twentyfive cents to ten cents and from ten cents to five cents，and in 1889 sought protection by publishing a monthly“Library of American Authors，”cheap clothbound twelvemos，“sold by the ton.”In 1890 Munro sold the“Seaside Library”to J.W.Lovell，14
 on a threeyear option to repurchase arrangement，for ＄50，000 plus ＄4，500 monthly.It was estimated that，by 1890，30，000，000 volumes of the“Seaside Library”had been sold，chiefly through the American News Company.

J.W.Lovell was the son of John Lovell，who in 1872 had a printing shop on the American side near Montreal at which he printed British copyright works，free of copyright，and imported them into Canada under 12.5 percent duty to be sold at a lower price than editions imported from Great Britain.15
 The son moved to New York in 1875 and engaged in the sale of cheap unauthorized editions.After a failure in 1881 he followed the German plan of producing cheap handy books with neat covers and，in 1882，started publication of handy twelvemos in“Lovell’s Library，”papercovered books selling at twenty cents， and“Lovell’s Standard Library，”clothbound at one dollar.In 1885 he concentrated on“Lovell’s Library”and sold the remainder of his business to Belford and Clarke.This became a most popular series selling about seven million volumes annually，As a result of the reduction of prices by George Munro in 1887 competition became more intense and in 1888 Lovell bought the“Munro Library”16
 from Norman W.Munro，the brother of George Munro.The“Munro Library”in pockersize books had been started in 1884 when the owner had returned to the business after failing with the“Riverside Library，”sold between 1877 and 1879.With control over the“Seaside Library”acquired in 1890，and over the plates and stock of other cheap book publishers by purchase or rental to the extent of over half the titles of clothbound books and over threefourths of the titles of papercovered books，an supported by the Trow Printing Company，Lovell organized the United States Book Company with a reported capital of $3，500，000.

Alexander Belford and James Clarke，members of a firm of Belford brothers in Toronto，moved to Chicago and organized Rose，Belford and Company; it was reorganized in 1879 after a failure as Belford Clarke and Company.They became publishers of“railroad literature”and built up an elaborate retail system developing a policy of selling to the book trade at artificially high prices，first to jobbers，and then to the regular trade，and later at extremely low prices through drygoods and department stores.Showy bindings contrasted with the woodpulp，clay，and straw paper inside the books.In 1885 they acquired“Lovell’s Standard Library”and became the largest producers of cheap clothbound twelvemos.As a result of the intensive price cutting after 1887 they failed in 1889.

In the absence of copyright on foreign books，publishers were compelled to rely on their only means of protection，namely，cheapness based on mass production.With efficient systems of distribution through the American News Company and the post office，equipment was steadily improved；cylinder presses were first installed in 1882 and in 1886 three cheap library publishers had their own typesetting，printing，and binding plants.The cheapest variety of paper was used and slight attention was given to proof reading and corrections.Paper manufacturers were compelled to sell their fine book papers chiefly to the large printing houses and the periodical publishers.Stereotype establishments or“sawmills”began to sell plates to publishers who then issued their own editions.Typographical unions17
 complained，and，following the sharp reduction in prices，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copyright.With lower postal rates on papercovered editions，and prices from onesixth to onetenth those of clothbound volumes，it was estimated that almost twothirds of a total of 1，022 books published in 1887 were issued in the cheap libraries.Demands for new titles led to the publication of poorer classes of fiction.18
 The technological changes which lowered the prices of paper19
 and of printing widened the gap between the supply of written material and the demand of readers and intensified the need for noncopyright foreign books.Yet the supply of foreign material was limited，the market for lower grade fiction was saturated，it was no longer possible to increase sales by changing formats from quarto to twelvemo，deterioration of paper was not sufficiently rapid，and finally newspapers expanded to absorb supplies of newsprint.Publishers were now compelled to emphasize American writers，to whom copyright was paid.The basis was laid for the supremacy of the periodical，with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for American and Canadian literature.National advertising steadily advanced to impose its demands on the reading material of the periodical.The discrepancy between prices of books in England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gradually lessened.The threevolume novel disappeared in England as prices were levelled with tho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pyright Act of 1891.To secure copyright it was necessary to print books in the United States.20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advantages of cheap newsprint，of cheap composition following the invention of the linotype，and of the fast press as the basis of large circulations were being fully exploited by newspapers. Every conceivable device to increase circulation was pressed into service，notably in the newspaper war between Pulitzer and Hearst in the late nineties in New York City，including sensational headlines，the comics，and the Spanish American War.Crusades were started in every direction to enhance goodwill for newspapers.

The sudden improvement in technology in the production of newspapers was accompanied by an increase in magazine readers.The weekly was replaced by the monthly which became a leading factor in modern publishing.The Copyright Act of 1891，in itself a recognition of the problem of creating a supply of American writers，21
 was followed by the training of an army of fiction writers who by 1900 met the demands of magazines.Muckraking magazines22
 were supported by experienced newspaper men such as Lincoln Steffens（who wrote a series on“The Shame of the Cities”).They followed the tactics，particularly of the Hearst newspapers，in the struggle for circulation.23
 McClure，for instance，applied the sensational methods of the cheap newspaper to the cheap and new magazine.He sponsored a reform wave which was effectively exploited by Theodore Roosevelt.He built up circulation by paying enormous sums to famous writers and trying to corner a market in them.As a former peddler of coffee pots，he knew the demands of people on farms and in small towns.24
 Munsey，25
 in the allfiction magazine which followed the Sunday magazine section of the newspaper with smooth paper and clearer halftones，made fiction the basis of circulation and earning power by 1896.26


The position of women as purchasers of goods led to concentration on women’s magazines and on advertising.In Philadelphia，Curtis developed the great discovery—reading matter trailed through a periodical compelled readers to turn the pages and to look at the advertising which made up most of the page—into an extensive magazine business.27
 Through the national magazine，28
 advertisers such as the manufacturers of pianos，high cost twowheeled bicycles，and other commodities were able to reach a large market at less cost than through the daily newspaper and to concentrate on more attractive layouts appealing to people in higher income brackets.The national magazine made a systematic attack on older advertising media.Religious papers dependent on patent medicine advertising felt the effects of a crusade of the Ladies’ Home Journal，which in 189229
 refused to handle medical advertising and exposed widely advertised preparations by printing chemical analyses.With the growth of largescale printing，the printer assumed the direction of advertising and displaced the single advertiser and agency.Specialization of printing and increased pressure of overhead costs necessitated effective control of publications.Lorimer，an able writer of advertisements，became editor of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and gave advertisements the personality of articles30
 A fourcolour printing press costing $800，000 and a new building in 1910 led the Curtis publications to add a third magazine to cover agriculture.31


The average circulations of magazines increased from 500，000 to 1，400，000 in the period from 1905 to 1915 and following the boom beginning in 1922 reached 3，000，000 by 1937.32
 The Reader’s Digest was started in 1922，Time in 1923，and the New Yorker in 1925.Extension of education and increased use of textbooks conditioned youth to acceptance of the printed word and to magazine consumption.The demand for writers exceeded the supply.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women’s magazines，which had begun as pattem makers in the Delineator and other Butterick papers，gained conspicuously in circulation.Women’s magazines reached the largest circulations，paid most highly for articles，and were the chief market for writers.Competition between magazines for writers with an established reputation brought skyrocket prices.33
 The sale of film rights to popular novels brought even more than that of serial rights.An average bestseller in“the slicks”with serial rights，movie，book，and other rights brought returns varying between $70，000 and $125，000.Writers concentrated on magazines rather than books.34


Writing for the great popular magazines built up on advertising implied assiduous attention to their requirements on the part of writers and editors.Dullness was absolutely abhorrent.Serial installments involved consideration of appropriate terminal points at which intense interest might be sustained for the next number.Magazines with the largest circulation were able to carry longer fiction by writers with an established reputation but tended to reduce installments and stories from 12，000 to 5，000 or 4，500 words.35
 Since dependence on advertising meant that the magazine“expands and contracts with the activity of the factory chimney”36
 writers were particularly affected by fluctuations of the business cycle.The reputations of authors were built up through advertising by editors of magazines who were thus enabled to sell advertising material，and stories37
 became commercialistic.George Ade could write“I guess I can now sell anything I write，even if it’s good.”38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spaper and advertising on the magazine was developed to a sophisticated level in the twenties when magazines such as the New Yorker playfully exposed the foibles of its advertisers and advertisers exploited the foibles of the magazine.More recently the campaign of the New Yorker against loud speaker advertising in public buildings has not been unrelated to competition for advertising—all of course in the spirit of good clean fun.The rigid limitations in style of advertising copy enabled the New Yorker to succeed by emphasizing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editor from the business office，and by developing a new style of writing which in turn led to a revolution in the style of advertising copy.In the Smart Set and the American Mercury H.L.Mencken，a Baltimore newspaperman，was successful in building up circulation in a direct attack on the limitations of asociety dependent on advertising.In reviewing books for newspapers he had become familiar with trends in literature and he attracted to the Smart Set new authors unable to secure publication with old firms and willing to acquire prestige in lieu of high rates of pay.As a columnist Mencken had also gained an intimate knowledge of libel laws.Of German descent，he had suffered from the frenzied propaganda of the First World War.The American Mercury was started in 1924 as a fiftycent magazine and practically doubled its average monthly circulation from 38，694 to 77，921 by 1926.39
 Debunking became a new word and a profitable activity.In developing the American Mercury as a quality magazine designed to make the common man respectable，40
 Mencken pursued his attacks on the puritanical and on the English book to the point of recognizing in a powerful fashion the new language of the newspaper and the magazine in his American Language.

The women’s magazines began to feel the restraining influence of puritanism and its effects on advertising.Bok became concerned with the importance of sex education.Theodore Dreiser，editor of Delineator，came into conflict with censorship regulations in his novels and triumphantly conquered in An American Tragedy.Mencken，in the tradition of Mark Twain and Ambrose Bierce，secured the support of the Authors’ League for Dreiser’s position.41
 The Calvinistic obsession of hypocritical people with the subject of sex42
 became the centre of attack by Dreiser as chief artist and Mencken as high priest，determined to defeat“the iron madonna who strangles in her fond embrace the American novelist”(H.H.Boyesen).With a shrewd appreciation of the advertising value of censorship regulations Mencken seized upon the occasion of the banning of a copy of the American Mercury to attack the Boston Watch and Ward Society as the stronghold of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puritanism.43
 His active interest in the Scopes trial，following a law enacted in Tennessee on March 21，1925，against the teaching of evolution was a part of the general strategy against religious bigotry.

Decline of the practice of reading aloud led to a decline in the importance of censorship.The individual was taken over by the printing industry and his interest developed in material not suited to general conversation.George Moore in England and H.L.Mencken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loited the change in their attacks on censorship.Censorship could no longer be relied upon to secure publicity.Significantly the advertiser had contributed to a change of atmosphere and women no longer feared to smoke cigarettes in public.

Even before the Copyright Act，the effects of advertising，as reflected in the newspaper and the magazine，on the writer had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book.“Most people now do not read books，but read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H.C.Baird).44
 Limited distributing facilities for books evident in the high costs of book agents and subscription publishing45
 in the nineties，and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publishers of textbooks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century were gradually being offset by department stores.Small retail stores for books could not compete with rents paid by diamonds，furs，and bonds Mail order business in books expanded in the early 1900s but the results were perhaps evident in the remark of a publisher’s reader，“this novel is bad enough to succeed.”46
 W.D.Howells wrote in 1902:“Most of the best literature now sees the light in the magazines，and most of the second best appears first in book form.”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apartment buildings and lack of space for shelves suppor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lending library in the twenties.Book clubs increased rapidly47
 after 1926 as a means of securing the economies of mass production.Nevertheless，the inadequacy of book distributing machinery and dependence on British and Continental devices48
 showe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book in contrast with the newspaper and the magazine.Publishing.firms such as Doubleday，Page and Company entered on policies of direct vigorous advertising，which built up，for instance，the success of O.Henry，49
 but their most significant results were in less obvious direction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rominent publishing firm of Scribner’s illustrates directly the impact of advertising on the newspaper and the magazine and in turn on the book.Roger Burlingame，50
 trained in a newspaper office，and M.E.Perkins，a reporter on the New York Times，exercised a powerful influence on publications of the firm.Perkins was concerned to arouse a consciousness of the value and importance of the native note in opposition to the imitation of English and European models and“the cynical disparagement of American materialism.”51
 To him great books were those which appealed to both the literati and the masses.The bookbuying public wasmade up of fairly successful people but to Perkins the reading of Thomas Wolfe’s books“to pieces”in the libraries reflected the truer sense of life of people in the lower economic leve1.52
 While he condemned the mad pursuit of bestsellers which developed during the boom period of the twenties and the newspaper policy of playing up the work of authors of bestsellers and criticized the Book of the Month Club of concentrat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on one book a month，53
 he was concerned primarily with the newspaper public.Writers from the newspaper field included Hemingway，Edmund Wilson，Stanley Pennell， Stephen Crane，and Dreiser.It was his opinion that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 and writing in the colleges compelled students to see things through a film of past literature and not with their own eyes.Two years with a newspaper were better than two years in college.54
 He favoured what Irving Babbitt called“art without selection.”The demands of commercialism were evident more directly in the avoidance of controversy.“The sales department always want a novel.They want to turn everything into a novel.”55
 The public and the trade preferred books of 100，000 words and works of 25，000 to 30，000 words were padded to give the appearance of books of a larger size.

An orderly revolt against commercialism was significantly delayed and frustrated in literature possibly more than in any other art.Henry James had escaped to England and in the period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Ezra Pound and T.S.Eliot followed.“The historians of Wolfe’s era...all record this strange phase of our cultural adolescence; the same sad and distraught search for foreign roots.”56
 “You could always come back”(Hemingway).But in the words of Pound:“We want a better grade of work than present systems of publishing are willing to pay for.”57
 “The problem is how，how in hell to exist without overproduction.”58
 “The booktrade，accursed of god，man and nature，makes no provision for any publication that is not one of a series....”59
 “The American law as it stands or stood is all for the publisher and the printer and all against the author，and more and more against him just in such proportion as he is before or against his time.”60
 Books by living authors were，he claimed，kept ou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the tariff，which is iniquitous and stupid in principle，is made an excuse.”61
 Even in Great Britain from about 1912 to 1932 booksellers did“their utmost to keep anything worth reading out of print and out of ordinary distribution.”“Four old bigots”of Fleet Street practically controlled the distribution of printed matter in England.62
 Criticism was related to publishers’ advertising.63


The distorting effects of industrialism and advertising on 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evident on every hand.Architecture as a sort of tyrant of the arts had the advantage of the utilitarian demands of commerce.Painting and sculpture as allied to it had the support of collectors，private and public，and the encouragement of awards and prizes.64
 Poetry was the subject of paragraphers’ jokes，a space filler for magazines65
 and“must appeal to the barber’s wife of the Middle West.”66
 “Poetry had no one to speak for it.”67
 In the drama the lack of interest of actors in modern art68
 and the support of tradition involved effective reliance on Shakespeare and a terrific handicap to playwrights.69
 The commercial theatre mnanager and the newspaper critic have been reluctant to recognize the vitality of a demand for the imaginative artistic work of the little theatre70
 particularly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cinema.In the words of George Jean Nathan the talking picture may be“the drama of a machine age designed for the consumption of robots”and the theatre may have gained enormously by the withdrawal of“shallow and imbecile audiences，” but the change has been costly and painful.71


The overwhelming pressure of mechanization evident in the newspaper and the magazine has led to the creation of vast monopolies of communication.Their entrenched positions involve a continuous，systematic，ruthless destruction of elements of permanence essential to cultural activity.The emphasis on change is the only permanent characteristic.Thomas Hardy complained that narrative and verse were losing organic form and symmetry，the force of reserve，and the emphasis on understatement，and becoming structureless and conglomerate.72


The guarantee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under the Bill of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encouragement by postal regulations has meant an unrestricted operation of commercial forces and an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communication tempered only by commercialism itself.73
 Vast monopolies of communication have shown their power in securing a removal of tariffs on imports of pulp and paper from Canada though their full influence has been checked by provincial governments especially through control over pulpwood cut on Crown lands.The finished product in the form of advertisements and reading material is imported into Canada with a lack of restraint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hich reflects American influence in an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its encouragement of monopoly.Sporadic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check this influence in Canada as in the case of the banning of the Hearst paper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in the imposition by the Bennett administration of a tariff based on advertising content in American periodicals.Protests are made by institutions against specific articles in American periodicals but without significant results other than that of advertising the periodical.To offset possible handicaps Canadian editions of Time，Reader’s Digest and the like are published.Canadians are persistently bombarded with subscription blanks soliciting subscriptions to American magazines，and their conversation shifts with regularity following the appearance of new jokes in American periodicals.Canadian publications supported by the advertising of products of American branch plants and forced to compete with American publications imitate them in format，style and content.Canadian writers must adapt themselves to American standards.74
 Our poets an d painters are reduced to the status of sandwich men.The ludicrous character of the problem may be shown by stating that the only effective means of sponsoring Canadian literature involves a rigid prohibition against all American periodicals with any written material and free admission to all periodicals with advertising only. In this way trade might be fostered and Canadian writers left free to work out their own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of Canadian literature.Indeed they would have the advantage of having access to the highly skilled examples of advertiser’s copy.

Publishers’ lists in Canada are revealing in showing the position of Arnerican branches of American agencies in the publication of books.Advertising rates for a wide range of commodities，determined by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circulation，are such as to make it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publishers to compete for advertising space，particularly as book advertising is largely deprived of the powerful force of repetition.75
 Moreover，the demands of a wide range of industries for advertising compete directly and effectively for raw materials，paper，capital，and labour entering into the production of books，and restrict the possibility of advertising them.American devices such as book clubs and the mass production of pocket books to be sold on newsstand and in cigar stores and drug stores have immediate repercussions in Canada.The extreme importance of book titles—perhaps the most vital element in American literature—evident in the changing of titles of English book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 American books in Great Britain and in the interest of the movie industry in the publishing field，76
 is felt in Canada also.In the field of the newspaper，dependence on the Associated Press and other agencies，on the New York Times，77
 and other media needs no elaboration.In radio and in television accessibility to American stations means a constant bombardment of Canadians.

The impact of commercialis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enormously accentuated by war.Prior to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development of advertising78
 stimul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schools of commer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textbooks on the psychology of advertising.European countrie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effectiveness of American propaganda.Young Germans were placed with American newspaper chains and advertising and publishing agencies to learn the art of making and slanting news.American treatises on advertising and publicity were imported and translated.American graduate students were attracted to Germany by scholarships and experiments in municipal government.In turn，German exchange professorships were established，especially with South American universities.The HamburgAmerican Lines became an effective propagandist organization.But German experience79
 proved much too short in contrast with that of American80
 and English propagandists，81
 though their effectiveness is difficult to appraise since the estimates have been provided chiefly by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propaganda.

American propaganda82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became more intense in the domestic field.Its effectiveness was evident in the emergence of organizations representing industry，labour，agriculture，and other groups.The AntiSaloon League pressed its activities to success in prohibition legislation.In the depression the American government83
 learned much of the art of propaganda from business and exploited new technological devices such as the radio.With the ent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o the Second World War instruments of propaganda84
 were enormously extended.

The effects of these developments on Canadian culture have been disastrous. Indeed they threaten Canadian national life.The cultural life of Englishspeaking Canadians subjected to constant hammering from American commercialism is increasingly separated from the cultural life of Frenchspeaking Canadians.American influence on the latter is checked by the barrier of the French language but is much less hampered by visual media.In the period from 1915 to 1920 the theatre in French Canada was replaced by the movie or French influence by American.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adio，protection of language enabled French Canadians to take an active part in the preparation of script and in the presentation of plays.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revue and the FrenchCanadian novel received fresh stimulus.The effects of American technological change on Canadian cultural life have been finally evident in the numerous suggestions of American periodicals that Canada should join the United States.It should be said that this would result in greater consideration of Canadian sentiment by American periodicals than is at present the case when it probably counts for less than that of a religious sect.

The dangers to national existence warrant an energetic programme to offset them.In the new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Canadians can escape American influence in communication media other than those affected by appeals to the“freedom of the press.”The Canadian Press has emphasized Canadian news but American influence is powerful.85
 In the radio，on the other hand，the Canadian government in the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has undertaken an active role in offsetting the influence of American broadcasters.It may be hoped that its role will be even more active in television.The Film Board has been set up and designed to weaken the pressure of American films.The appointment and the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imply a determination to strengthen our position.The reluctance of American branch plants to support research in Canadi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has been met by taxation and federal grants to universities.Universities have taken a zealous interest in Canadian literature but a far greater interest is needed in the whole field of the fine arts.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Canadian Authors’ Association have attempted to sponsor Canadian literature by the use of medals and other devices.The resentment of English and French Canadians over the treatment of a FrenchCanadian play on Broadway points to powerful latent support for Canadian cultural activity.

We are indeed fighting for our lives.The pernicious influence of American advertising reflected especially in the periodical press and the powerful persistent impact of commercialism have been evident in all the ramifications of Canadian life.The jackals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are constantly on the alert to destroy every vestige of sentiment toward Great Britain holding it of no advantage if it threatens the omnipotence of American commercialism.This is to strike at the heart of cultural life in Canada. The pride taken in improving our status in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has made it difficult for us to realize that our status on the North American continent is on the verge of disappearing.Continentalism assisted in the achievement of autonomy and has consequently become more dangerous.We can only survive by taking persistent action at strategic points against American imperialism in all its attractive guises.By attempting constructive efforts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possibilities of various media86
 of communication and to develop them along lines free from commercialism，Canadians might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releasing it from dependence on the sale of tobacco and other commodities which would in some way compensate for the damage it did before the enactment of the American Copyright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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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Two The Military Imp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Ⅰ

This chapter1
 is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In Canada we are under particular obligations to attempt such an understanding in our own interests as well as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The difficulties involved in any country’s understanding itself，particularly a country with a complex unstable history，are overwhelming and the most penetrating stud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made by de Tocqueville，a Frenchman，and by Lord Bryce，an Englishman.A Canadian is too close to make an effective study but he has the most to gain from it.He is handicapped by tradition especially in Englishspeaking Canada，evident in the pervasive influence of those who left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amely the United Empire Loyalists，and by language in Frenchspeaking Canada.The writer of this chapter can scarcely pretend to the necessary objectivity，nor，I suspect，can most of his readers.Nevertheless we must do our best.

Whatever our view about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e must agree that it was achieved by a resort to arms against Great Britain.To the British it may have been a war of little consequence; we remember the remarks of an Englishman who when told that in the War of 1812 the British forces had burned Washington said he thought he had died in bed.To Americans the achievement was a result of desperate struggle.Revolutions leave unalterable scars and nations which have been burned over by them have exhibited the most chauvinistic brand of nationalism and crowdpatriotism.2
 These nations have developed highly depersonalized social relationships，political structures，and ideals and their counsels are determined most of all by spasms of crowd propaganda.“Public policy sits on the doorstep of every man’s personal conscience.The citizen in us eats up the man.”3
 The founders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appear to have recognized the danger by framing an instrument which put limits on the number of things concerning which a majority could encroach on the position of the individual.4
 But the extent of such protection has varied and declined with improvements in the technolog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powers of the executive，as Senator McCarthy has conspicuously shown.

Washington and his successor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enounced an interest in Europe but steadily expanded their influence in the Americas following the increase in demand for new land on which to raise cotton.The demand implied steady expansion westward，in the south，and，in order to maintain a balance，in the north.In the south expansion was at the expense of the French empire，notably in Jefferson’s administration when Louisiana was bought from Napoleon，and in the north at the expen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when Lewis and Clark were sent on a journey of exploration to the northwest and when John Jacob Astor established Astoria on the Columbia River.Later expansion in the south was safeguarded in the Monroe Doctrine，enunciated in 1823，which warned European powers to keep their hands off South America and was directed to the absorption of Texas，California，and other states at the expen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and of Mexico.The remnants of a crumbling Spanish empire were finally taken over after the explosion of the Maine in Cuba（“Remember the Maine”）and when Puerto Rico and the Philippines became American possessions.Expansion in the south to some extent intensified and to some extent eased the pressure on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north.The line was eventually tightened to the present Canadian border and Alaska，“Seward’s icebox，”was purchased from Russia in 1867.These developments remind us of Disraeli’s comment when Poland had been partitioned by European powers at a meeting at breakfast.“What will they have for lunch?”

Ⅱ

The outbreak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marked a return to ideological warfare such as had largely disappeared in England after the Civil War.5
 Democratic nationalism and the mass army became the new basis of warfare.6
 George Washington,an officer in the British army in the Seven Years’ War against the French,had gained experience which gave him the leadership of the Revolutionary Army.The immediate significance of the Revolution was evident in the position of this soldier from Virginia.A mass army could not be built up under a New England general.7
 As a result of success in arms he secured not only independence for the colonies but also a stable federal government.He presided over the Convention and was asked to take the chief position in the new government.An interest in western lands was not unrelated to his sympathy with the Federalists in their proposal for a strong central government with“powers competent to all general purposes，”words included in a letter from him to Hamilton in 1783.8
 His sympathies found reflection in the views of delegates concerned aloout the dangers implicit in the radical character of state constitutions written by revolutionary legislatures.“Our chief danger rises from the democratic parts of our constitutions”(Edmund Randolph of Virginia to the Convention).9
 Conservatism and an emphasis on the theory of divided powers led to provisions strengthening the executive power，such as those making the President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Army and Navy and giving him control over patronage.The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War were made responsible to the President alone and，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Treasury Department，the precedent was follow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abinet posts.The President became a focus of executive power.The influence and character of Washington finally left their impression on the United States as he secured Virginia’s acceptance of the Constitution in 1787 and gave leadership to the other states which followed.

In the work of establishing a nation，the influence and prestige of the first President left an indelible impression on the operation of government.However，Washington’s efforts to secure the advice of the Senate as a sort of privy council were met with distrust.The decision of the Senate to receive reports of Cabinet ministers in writing and to exclude them from its meetings drove the Cabinet into the position of being the President’s council.As a further guarantee against presidential interference，in Congress a system of committees was emphasized in which members were protected by secrecy from any group including the press.

John Adams，the second President（17971801)，whose election implied a recognition of the role of New England in the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inherited the task of maintaining the prestige of the office，but he found it difficult to maintain the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New England and the South，in the face of the power of Alexander Hamilton as a representative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states.At Hamilton’s insistence，Washington had agreed to call out the militia of four states to put down the Whisky Rebellion in 1794.In 1798 Hamilton advised his friends in the government to prepare for war with France，and Congress planned for a large emergency army and an increase in the regular army.Under his influence Washington agreed to head the army and by virtue of his prestige could insist on choosing his generals.Strife between Adams and Hamilton was followed by defeat of the former for a second term and by a weakening of the Federalist position.

In opposition to the centralizing tendencies of the Constitution，Jefferson（18011809）led a group whose views were reflected in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He emphasized the position of the land，the small farmer，and the labourer against banking and the commercial interests.On his trip up the Hudson with Madison in 1791 he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the“longestlived，the most incongruous，and the most effective political alliance in American history：the alliance of southern agrarians and northern city bosses.”10
 In contrast with the Federalists who insisted that survival depended on the sword，Jefferson stated:“I hope no American will ever lose sight of the essential policy of interdicting in the seas and territories of both Americas，the ferocious and sanguinary contests of Europe.”“Our first and fundamental maxim should be，never to entangle ourselves in the broils of Europe.”11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South，and in spite of his statement that“our peculiar security is in the possession of a written Constitution，”he accepted the annexation of Louisiana and acquired the port of New Orleans without asking the question of constitutional propriety.To an alliance between the city bosses of New York and the South，he added the West.

After Jefferson’s two terms，Madison，also a native of Virginia，became President（18091817）and acquired additional territory.On April 14，1812，Congress formally divided West Florida at the Pearl River，annexing the western half to the new state of Louisiana，and，a month later，the eastern half to the Mississippi Territory.In 1813 the American army forced the Spanish garrison at Mobile to surrender and took possession.Henry Clay and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persuaded Congress to declare war on Great Britain on June 18，1812.“The conquest of Canada is in your power.”“This war，the measures which preceded it，and the mode of carrying it on，were all undeniably Southern and Western policy，and not the policy of the commercial states”(Josiah Quincy).12
 On December 5，1814，Madison recommended liberal spending on the Army and the Nav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ilitary academies.

Following the two terms of Madison，Monroe，again a native of Virginia，and an officer in the Revolutionary Army，became President（18171825). The decline of the Federalist Party meant that there was no official opposition，and also no party discipline.The President was thus left without any device to secure cohesion in Congress.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for example，an Army bill，opposed by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War，was “carried notwithstanding many defects in the details of the bill by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13
 In 1822 Monroe recogniz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republics which had been part of the Spanish empire，and，on the insistence of John Quincy Adams，included in his statement of the Monroe Doctrine on December 2，1823，a protest against the encroachment of Russians in the northwest.

The success of the War of 1812 and the reelection of Monroe in 1820 finally destroyed the Federalist Party as a political factor.Decline in prestige and power of the congressional caucus opened the way for a free fight in 1824; New England influence was once more reflected in the election of John Quincy Adams，who like his father，John Adams，served only for one term（18251829).

His successor，Andrew Jackson（18291837)，a native of South Carolina，had suffered at the hands of the British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In the War of 1812 he had led western militiamen against the Indians of Georgia and Alabama and destroyed British troops under General Sir Edward Pakenham in New Orleans.In 1817 he pursued marauding Indians into Spanish territory，marched to Pensacola，and removed the Spanish governor.After his invasion of Florida he became military governor.As a national figure and a popular hero he introduced a system of military organization to national politics.Beginning in 1825 he built up a national political machine A small，divided，virulent，and undisciplined14
 press which had contributed to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Federalist Party and a monopolistic Washington press were replaced by an organized party press designed to provide discipline and propaganda.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r，15
 the organ of Jefferson，Madison，Monroe，and J.Q.Adams，had been the oracle of war sentiment before and after 1812 and had a wide circulation for daily，semiweekly，and weekly editions.16
 In opposition，Jackson and his followers established media to maintain a close contact with voters.After his el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elegraph and the Washington Globe became administrative mouthpieces for partisan purposes.17
 Rewards were offered to strengthen the morale of the troops;“no plunder no pay.”Political organizers in state politics such as Van Buren at Albany were brought to the national stage.In 1832 at the time of the nomination of Jackson for a second term，a system of nominating conventions was introduced in which a twothirds rule was invoked to protect the position of the South.The news value of the system became evident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s the chief consideration of politics.Under Jackson and his successor，Van Buren（18371841)，a representative of New York State，campaign techniques were elaborated.Veto messages，written up by journalistic members of the Kitchen Cabinet for popular consumption，had a wide distribution.The difficulties of the system became evident when attempts were made to meet the demands of regional groups.The Tariff of Abominations，and the opposition to Vice President Calhoun of South Carolina in the nullification controversy，made the latter a defender of state rights and led to the enactment of the Force Act by which the President was given authority to call out the Army and Navy to enforce laws of Congress.The dragon’s teeth of secession were sown.

To meet the type of organization built up in support of Jackson and Van Buren，an attempt was made to establish a Whig Party，based chiefly on antiMasonic feeling，18
 following the contest of 1836.In New York State，Seward and Weed，to weaken the position of Van Buren and to exploit the news value of a war hero，secured the nomination of W.H.Harrison，who had been engaged in a battle with the Indians at Tippecanoe Creek in 1811，and was promoted to command the Army of the Northwest in the War of 1812.A vigorous campaign with an emphasis on such slogans as“log cabin and hard cider”led to his election in 1841 but his death shortly afterwards meant the elevation of the vice president，Tyler，a native of Virginia.Texas，which had seceded from Mexico in 1836，was annexed to the United States near the end of his administration（18411845)，and formally admitted on July 4，1845.The Texas issue defeated Clay’s hopes of the presidency in 1844 and weakened the Whig Party.

J.K.Polk（18451849)，a native of North Carolina，the first dark horse ever nominated for the presidency，aggressively pressed forsettlement of the Oregon boundary dispute under the slogan“FiftyFour Forty or Fight”and secured recognition of a boundary in 1846.This aggressiveness was designed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states in the north，to parallel the increase in the south with the addition of Texa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New Mexico and California.Americans in California took a hint from Polk and declared an independent state.Polk ordered General Zachary Taylor to occupy the left bank of the Rio Grande; at length the exasperating Mexicans committed an overt act，which was followed by a brief successful war.In 1847，in“the spot”resolutions，Lincoln took an active part in attacking Polk，and to a resolution of Congress thanking General Taylor，secured the addition of a rider that the war had been started by Polk“unnecessarily and unconstitutionally.”19
 Polk20
 was accused by the Whigs of forcing a war to extend the institution of slavery.Opposition to the aggressiveness of the south in the interests of new territory became more vocal through the activities of Lincoln and organs such as the Chicago Tribune.

Again to capture the electorate，Thurlow Weed，a skilful journalist and politican，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securing the selection of General Taylor，a native of Virginia，and the hero of Buena Vista（February 1847).He was selected at the Iowa convention within a month of his victory and later triumphantly elected.Vice President Fillmore，a native of New York，became President on his death in 1850 and like most vice presidents not in harmony with the policy of the administration，reversed it.He was sympathetic to the South，and made the first effort of a president to purge his party by opposing the nomination of Whig congressmen who had voted against the Clay compromise.21
 In 1852 the Whigs nominated Winfield Scott，the general who had led the troops to Mexico City，but he was defeated by Pierce (18531857).Newspapers exploited such remarks of Scott as“I never read the New York Herald”and“the hasty plate of soup.”

The long struggle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was drawing to a close as the North was no longer able to offset southern influence by such tactics as nominating generals for President.These tactics had been to an extent selfdefeating since military power was reinforced by recognition of heroes in elections to the presidency.The Whig Party22
 was replaced by the Republican Party supported by the free soil movement.The plantation system led to the acquisition of Indian and Mexican lands.The spoils of Mexico were poisoning the political system—each addition of territory accentuated the rivalry between North and South.The gold rush in California precipitated a more intense struggle for control over the first transcontinental railway.Jefferson Davis，Secretary of War under Pierce，a native of New Hampshire and a minor national hero at Buena Vista，insisted on a Pacific railway along the Mexican border linking California to the Gulf states and opening the trade of Asia to the plantation society.In the north，on the other hand，Stephen Douglas of Illinois demanded a route through Nebraska.

Mastery of the South was evident in the nomination and election of weak northern presidents—Pierce and Buchanan（18571861)，the latter with the advantage of having refused to wear court dress in England，23
 and the distinction of being the only president from Pennsylvania Compromise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included the reciprocity treaty with the British colonies in 1854 designed to extend the influence of the North as a balance to expansion in the South.Finally the Supreme Court reflec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South when it appeared as an agent for southern expansion in the Dred Scott decision.The nomination of Lincoln from the Middle West by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his election brought southern expansionism to an end.Robert E.Lee，a contemporary of Jefferson Davis at West Point，became in 1865 GeneralinChief of the Confederate armies.Withdrawal of able generals to the southern armies compelled the North to build up the effectiveness of a widely separated staff，with activities coordinated through the telegraph; the attempt was eventually successful under Grant.Inefficient military leadership in the North meant a longer period of war，greater loss of life，and greater bitterness toward the South.After the savagery which characterized Sherman’s march through Georgia to the sea，reflected in his remark“War is hell，”the prospects of reconciliation were slight.A revival in the Civil War of the savagery of ideological warfare established precedents for the twentieth century.

At the end of the Civil War a national army had emerged to serve a national state.The President and executive were supreme above the states.Washington became the significant capit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became less important.The South was invited to join a vastly different union than that she had left，but in turn the war had created a solid and a different South from the one which had left the union.Ideological warfare had been carried to great length.The North imposed a peace more bitter than war.The Republican Party，as a result of the costs of civil war and victory，became a sacred cause to New England，the farmers of the Middle West，veterans concerned with pensions，and negroes.Andrew Johnson（18651869）was finally disregarded as President.In spite of the Constitution，the President was deprived of control of the Army and governments in the South which had been elected in 1865 were replaced in 1867 by military rule with the whole area divided into five military districts each under a major general.Grant，trained as a general，became the head of an executive which had been built up by a skillful politician but which had deteriorated under Johnson who followed the precedent of vice presidents in reversing policy.Like Jefferson Davis，Grant carried the dominating qualities of a soldier in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civil affairs（18691877).He was thwarted in his ambition to annex San Domingo in the south by Sumner，chairman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of the Senate，who long served as a focus of northern bitterness，following the savage physical attack on him by Brooks of South Carolina on the floor of the Senate，24
 and who insisted on the acquisition25
 of Canada to the north.

With the aggressive support of Union veterans of the Grand Army of the Republic，Hayes，a brigadier general under Sheridan，was elected to the presidency by a narrow margin in 1876（18771881).In his fight with the Senate，the telegraph became an effective instrument in the mobilization of public opinion.He acquired control of th e appointive power and“the long domination of the executive by the Congress was at an end”(H.J.Eckenrode).Grant had been unable to restore the South to white rule because of the Army and the bitterness following the war but under Hayes，as a result of the cohesiveness of white southerners in the Democratic Party，the retreat of the North from the South was begun.It was finally ended in 1894 and the negro was left a thirdclass citizen，legally free，but deprived of his vote.On the other hand Hayes began the unfortunate precedent of using his power over federal troops to break strikes in West Virginia，Pennsylvania，and Maryland.

Hayes was followed by James A.Garfield，a brigadier general at Shiloh，who to become President defeated General Winfield Scott Hancock，a Union commander at Gettysburg，“a good man weighing 280 pounds”(W.O.Bartlett，in the Sun).Garfield，supported by Whitelaw Reid of the New York Tribune，had defeated Conkling and the New York Herald in the attempt in 1880 to nominate Grant for a third term.26
 The appointive powers conceded to Hayes led to a concer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civil service reform but since domination of the Senate necessitated a rigid control over patronage，a strict merit system was impossible.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murder of Lincoln，vicious personal bitterness，the war，disappearance of an interest in great causes，and the growth of the spoils system culminated in the assassination of Garfield，27
 the defeat of Blaine and the election of Cleveland，and the retur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Arthur，Vice President under Garfield，ecame President in 1881，but contrary to the usual practice did not change his policy.）

On its return to power in 1885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its President，though relatively free from the hatreds exploited by the Republican Party，was inexperienced and undisciplined.A forceful leader，Cleveland (18851889，18931897）strengthened further the position of the executive in opposition to the Senate.He was defeated by his tariff message of December，1887，and by Benjamin Harrison（1889—1893)，28
 a grandson of President William Henry Harrison elected in 1840，a great grandson of a signer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and the last of the aristocrats in American politics，and a brevet major at the end of the Civil War.The unpopularity of the McKinley Tariff and the depression contributed to the reelection of Cleveland as president in 1892.Inexperience and lack of discipline in the party，and continuation of the depression were to defeat him.Neglect of monetary reform and an emphasis on the tariff，incidental to the revival of southern influence，led to Bland’s warning to Cleveland，in the“parting of the ways speech”in 1893，and a breach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Democrats.The weakness of Cleveland in the party was not unrelated to various tactics designed to strengthen his position as President.Although a Democrat he followed the precedent of Hayes in sending federal troops to stop the Pullman strike in Chicago and destroyed the last vestiges of state sovereignty which had maintained the safety of commerce depended on the power of the state.29
 Richard Olney，30
 his Secretary of State，held“any permanent political union between a European and an American state unnatural and inexpedient”—a statement of interest to Canadians.He sent instructions of an inflammatory nature to the American minister in London regarding the dispute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Venezuela，and Cleveland sent a message to Congress which revived feelings of antagonism against Britain.The Navy was rehabilitated and Mahan’s writings on naval power developed 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The vigorous note to Great Britain was designed to attract Irish votes since the Democratic Party in the North had been built up around the Irish American element in New York State.31
 The words“Rum，Romanism and Reoellion”used by a supporter of Blaine had contributed to the latter’s defeat in 1884.32
 In turn the outcome of the election of 1888 had been influenced by a letter which SackvilleWest，British Minister in the United States，was tricked into writing to the effect that the interest of Great Britain would be best served by the return of Cleveland.33
 In that election the charge of subservience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to the Southern Confederacy had been heard for the last time.In 1896 the free silver campaign of the West drove the gold standard Democrats in the East out of politics and weaker elements of the party came to the surface.34


As a nominee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reflecting the demands of the West for monetary reform，Bryan was defeated by W.J.McKinley（18971901)who had served as a private，and was a brevet major at the end of the Civil War.The war mania，developed over the Venezuela dispute，persisted and led to demands for war with Spain.This Congress declared in April，1898.“McKinley had in part given in to public pressure，for fear of disrupting his party and losing the autumn elections.”35
 “From the Rio Grande to the Arctic Ocean there should be but one flag and one country!”was the cry of Henry Cabot Lodge.Regarding the Philippines，McKinley decided that “there was nothing left for us to do but take them all，and to educate and uplift and civilize and christianize them，”a process involving a long period of hostilities with the Filipinos.36
 The Hawaiian Islands were annexed，partly because they would be needed to defend the Philippines.In the peace treaty Puerto Rico was ceded by Spain.

During the war in Cuba，Theodore Roosevelt，God’s gift to newspapermen，who had raised the Rough Riders，and，with the assistance of Richard Harding Davis as war correspondent，secured important space on the front pages of newspapers，became a centre of attention.37
 He was elected Governor of New York State，became Vice President in McKinley’s second term，and President（19011909）on the latter’s assassination.This was attributed to an incendiary press，particularly the writings of Bierce and the Hearst papers，which supported the Democratic Party.38
 Such was the background for a belief in power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I achieved results only by appealing over the heads of the Senate and House leaders to the people，who were the masters of both of us.”39
 Cleveland gave out messages on Sunday evenings40
 to get more space in the Monday papers and Roosevelt exploited the practice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Sunday papers by making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Sunday and compelling the dull Monday papers to feature them.41
 He prepared speeches well ahead of time in order that they could be distributed to all newspapers before public delivery and the expenses of telegraphing them be avoided.42
 The interest of newspapers in his activities was a result of his sense of news，and of his concern with trust busting，which implied defeat of the International Paper Company as a trust，and lower prices of newsprint.“I took the canal zone and let Congress debate.”The Panama had“a most just and proper revolution.”43
 In spite of Congress he sent the United States fleet to the Pacific to impress the Japanese.Under pressure from Roosevelt the Canadian claim in the Alaska boundary dispute had been sacrificed.44
 Regarding the appointment of judges to the Supreme Court，Roosevelt wrote:“he ［a judge of the Court］ is not in my judgment fitted for the position unless he is a party man，a constructive statesman...”45
 His position was summed up in his statement:“...I did greatly broaden the use of executive power.”46


In 1909 W.H.Taft，the nominee of 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became President（19091913).He had been Governor of the Philippines from 1900 to 1904，Secretary of War after 1904 when he successfully reorganized work on the Panama Canal and was described as“an amiable island,completely surrounded by men who know exactly what they want.”He attempted to secure the passage of a reciprocity treaty in 1911 but the attitude of President Roosevelt in the Alaska boundary dispute had done much to stimulate hostility leading to its defeat in Canada.The increasing power of the executive，following Hayes and Cleveland，was accompanied by the emergence of the Speaker as an important channel between the executive and Congress.T.B.Reed became the Speaker in 1889，when the Republicans captured both houses and the presidency; a continuous representative from Maine，he was responsible for a marked increase in the importance of the position.The weaknes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and the position of the Speaker，first in the case of Reed and then in the case of Cannon，in the Republican Party，precipirated a revolt in the latter party in 1910.After that date，the Speaker was excluded from membership in the Rules Committee of the House and lost his power to appoint its Standing Committees.As a result the President had no one person with whom he could deal，and bitterness between factions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exPresident Roosevelt with a Progressive Party and the election of President Wilson in 1912.

The election of President Wilson（19131921）was not only a result of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ut also of the steady improvement in the discipline and solidarity of the Democratic Party.Champ Clark’s blunder in coming a phrase which was used with such telling effect in Canada against the reciprocity treaty in 1911 helped to defeat him as a nominee of the Democratic Party.47
 Woodrow Wilson was a native of Virginia，and his election，first as Governor of New Jersey，and then as President，pointed to a return of southern influence in the Democratic Party.The long period in the wilderness was followed by aggressive legislation in the fields of both tariff and monetary reform.In Wilson’s second term，begun with a narrow majority，patronag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discipline of the party.After the outbreak of war，Wilson，according to Lindsay Rogers，became King，Prime Minister，CommanderinChief，party leader，economic dictator，and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In the words of Josephus Daniels，“My party h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is war.”Exclusion of Republicans from the peace delegation meant that Wilson’s promises became party politics.

The overwhelming burdens of the war on the executive took their toll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President’s health，in the defea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by Congress，and in the nomination of Warren Harding from Ohio (19211923),“the fine and perfect flower of the cowardice and imbecility of the Senatorial cabal that charged itself with the management of the Republican convention”(New York Times).48
 Colonel George Harvey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lection of Wilson but the latter feared the possible charge of support by New York interests，especially J.P.Morgan and Co.That his fear was justified is evident in the fact that he was given the nomination by the Democratic Party partly as a result of Bryan’s attack on Champ Clark’s reliance on New York support.The alienation of Harvey by Wilson was followed by his aggressive interest in the election of Harding and by his appointment as Ambassador to the Court of St.James.49
 Roosevelt had regarded settlement of the Irish question as“most essential to the furtherance of friendship between America and Britain”50
 and Harvey took an active part in establishing the Irish Free State and weakening support of the Irish vote to the Democratic Party.He was instrumental in carrying out the views of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s in bringing to an end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by a four power treaty.

The death of Harding in office meant the elevation to the presidency of Coolidge from New Hampshire（19231929).The religious issue was important in the defeat of Al Smith51
 as it had been in the defeat of Seward52
 by Lincoln at the Republican convention in Chicago in 1860.The defeat of Hoover（19291932）was in part a result of the jealousy of correspondents of the p'referred position given to one of their number，Mark Sullivan，the difficulties of developing effective relations with the press in various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and exploitation of this fact by Charles Michelson in a smear Hoover campaign.Libel laws were avoided by resort to the privileges of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53


The disastrous results of the bitter aftermath of the Civil War shown as late as in the uncomfortable position of President Wilson and the attitude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toward the peace treaty，were ultimately evident in the successive readjustments of the terms of peace，in the collapse of 1929，and the election of President F.D. Roosevelt，formerly Governor of New York.He exploited to the full the systematic efforts of Theodore Roosevelt to rid the name of association with the aristocracy.54
 Extensive control over patronage，the advantage of radio in appealing to the people over the head of Congress，and the disciplined support of labour enabled him to dominate the party until his death and enabled the party to dominate Congress to the present.“The radio...the supreme test for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was Roosevelt’s“only means of full and free access to the people.”55
 He was extremely sensitive to public opinion especially the opinion of religious groups.56
 The picture changed from one of a littleregarded presidential office and a supreme legislative branch under Harding，Coolidge，and Hoover and the strong position of business interests represented by lobbies，to one featuring a strong executive and a vast patronage to executive agencies.57
 In 1938 enormous relief funds were shifted toward preparation of armaments.58
 Even the Supreme Court which，as Chief Justice Hughes remarked，says what the Constitution is，generally sympathetic to the legislative branch of government，after a bitter struggle59
 became more sympathetic to the executive.Finally the transfer of the Bureau of the Budget from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gave the President access to all activities of the government.

The disequilibrium created by a press protected by the Bill of Rights had its effects in the Spanish American War，in the development of trial by newspaper，and in the hysteria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Holmes wrote“when twenty years ago a vague tremor went over the earth and the word socialism began to be heard，I thought and I still think that fear was translated into doctrines that had no proper place in the Constitution or the common law.”The effects of this hysteria were registered in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ss on legislatures and on the Supreme Court（notable dissents only prove its strength).As a result power shifted increasingly to the executive and involved reliance of the executive on force.In the words of Brooks Adams:“Democracy in America has conspicuously，and decisively failed in the 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common public property.”

The power of the President in his control over patronage and party was not only enhanced by the radio but also by military considerations.The importance of the military factor strengthened the possibilities of leadership by a single person with power to intervene in war in spite of public opinion and of Congress.He was compelled to exercise wide discretion to lead or to force Congress to recognize and to accept his power and position.The positio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President in the First World War，an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particularly as a result of the radio which widened the gap between the executive and the legislative branches，made it necessary to rely on important intermediaries—House in the case of President Wilson and Hopkins in the case of President F.D.Roosevelt.60
 In Great Britain by way of contrast the Prime Minister had the support of coalition and of Parliament.The solidity of the parliamentary tradition made it possible to defeat and to reelect Churchill whereas the continued dominance of the Democratic Party，while facilitating the transfer of power from Roosevelt to Truman，meant that changes could only be made in personnel，including members of the Cabinet.Americans were amazed at the necessity of Churchill’s maintaining constant touch with the British Cabinet in drawing up the Atlantic Charter in Newfoundland in contrast with the independence of Roosevelt.

In the conduct of foreign affairs，a lack of continuity，61
 incidental to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s，and in spite of the encouragement given to careermen in the Rogers Act of 1924，62
 was in strong contrast with the continuity evident in Great Britain and in Russia.This made for less attention to Europe，especially since the importance of interests in Latin America meant greater concern with ministers from these countries，particularly as they were men of ability and industry.63
 Difficulties in conducting negotiations with English representatives were evident at Bretton Woods，Washington and savannah.English negotiators were constantly faced by Americans with the statement that they could not get that through Congress.The judgment of American negotiators as to the political tolerance of Congress and of public opinion became a determining consideration.

Ⅲ

The conflict between Cavalier and Roundhead，between absolute monarchy and absolute parliament，in England was transferred to North America.The southern colonies established at an earlier date reflected the influence of aristocratic organization and the northern colonies the influence of Puritan organization.The demands of the northern colonies for independence with relation to trade were paralleled by demands of the southern colonies for independence in relation to land.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the experience of George Washington in the colonial wars with the French became the basis for his appointment as military leader and in turn as President for two terms.He was followed by John Adams，a representative of New England，for one term.From 1801 to 1825 the three Presidents，Jefferson，Madison，and Monroe，each with two terms，were natives of Virginia.John Quincy Adams from New England served for one term and Andrew Jackson，a native of South Carolina，for two terms.He was followed in 1837 by Van Buren of the same party，the first President to be chosen from the middle colonies，who served one term.By this time the middle and northern colonies had built up the Whig Party and succeeded by emphasizing military prestige in securing the election of General W.H.Harrison，followed by Tyler，a native of Virginia.The latter was followed by J.K.Polk，a native of North Carolina，and nominee of the Democrats.The Whigs nominated another military hero，while his laurels were still green，General Taylor，a native of Virginia，and again secured his election.In 1852 and in 1856 the Democrats succeeded by nominating weak northern Presidents，Pierce and Buchanan.Before 1861 all but two of fifteen administrations represented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of the thirteen nine were served by southern presidents.The Jefferson revolution from 1800 to 1860 was followed loy Republican policy from 1860 to 1932.64


The dominance of representation from the South and especially Virginia，and of representation from the Army in the period prior to the Civil War，was a reflection of the dynamic power of the plantation system and its demand for more and better land.The weakness of the Spanish，Indians，and Mexicans made it possible for an aggressive government to steadily expand its territory to the west.Expansion of territory to the southwest gave an impetus to parallel expansion to the northwest to be accomplished with an occasional extension of territory at the expense of the British，for example in Maine and Oregon，and at the expense of the Russians on the north Pacific coast.In the race for land to the west and with its disappearance，the South attempted to expand territory for the slave trade along the northern border of the southern states.The friction eventually led to the outbreak of civil war or the war between the states.

With the end of the Civil War presidents were elected from the North and were again largely representative of the successful northern army.The aggressiveness of the North was checked by growing nationalism in Canada evident in controversies，over the fisheries centring around the Washington Treaty，the Alaska boundary dispute，and the reciprocity treaty of 1911.It took new forms in a continuation of the war against Spain and was effective in the addition of new territory.

Broadening of the powers of the executive such as th ose boasted about by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ommunication notably in radio strengthened the position of the President.Control over vast sums following the depression and continued during the war enabled the President to control the party.The seven principles of politics，five loaves and two fishes，were handled more effectively.Patronage and assistance in elections were distribu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cord of the roll calls in Congress.65
 In the election of presidents directly by majorirty vote was register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ddle class urban vote，especially of New York，and the election of senators，following the abolition of election by caucus，66
 two from each state representing predominantly a rural middle class，increased the possibilities of friction.67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lso reflec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urban vote but its size left it exposed to vicious partisan and predatory interests and to manipulation under stupid rules such as prevailed under Cannon and after 1925 under the Longworth Snell Tilson triumvirate.68
 It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greatest organized inferiority complex in the world.

With the tendency toward increased power in the executive and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urban centres the policy of parties is less dependent on a single figure in the presidency.Family names will probably persist as a factor in the selection of presidents—to mention Harrison，Roosevelt，and Taft—and the dangers of assassination69
 will be checked by strengthening of the secret service.Formerly vice presidents were selected as representatives of a defeated minority within the party and were consequently in a weak position when they rose to the presidency.70
 From 1800 to 1900 only one vice president，Van Buren，was elected in his own right to the presidency.71
 More recently the Vice President has become a regional representative intended to support the Presiden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a densely populated state.Garner from Texas supplemented Roosevelt as did Wallace from Iowa and Truman from Missouri.Since 1900 three Vice Presidents have been elected in their own right：Roosevelt，Coolidge，and Truman.

The importance of New York State and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rapid advance in political life by attacks on corruption explained the prominence of Tilden who attacked the Tweed ring and as Democratic candidate opposed Hayes; of Cleveland who made his reputation in Buffalo; of T.R.Roosevelt，who was New York police commissioner; of Charles Hughes，Republican candidate in opposition to Wilson，who came into prominence in the insurance investigation; and of Dewey with his prosecutions.The intensity of the struggle in New York72
 was evident in the efforts of Hearst to become mayor and governor and eventually president.Coolidge emerged as a national figure in the Boston police strike.Perhaps the comparatively healthy state of New York in spite of the scale of its problems has been partly a result of its possibilities in the making of reputations by attacks on corruprtion.

The President cognizant of his power must be constantly alert to the implication of policy for voting strength.In foreign policy the results have been evident in several directions.Timing has been carefully worked out in relation to voting or rather voting has been carefully planned in relation to time.A rigid time arrangement compels an emphasis on maneuverability or the settlement of issues when the effects will be most evident in relation to votes.Mr.Truman immediately before the election in 1948 decided to recognize Palestine and to strengthen the positio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in New York State of which Mr.Dewey was Govemor.A period of tension and war enormously increases the executive power.The opposition is prevented on the large vague grounds of security and military secrecy from discussing effectively the most crucial element of policy.During the war Republicans were appointed to the Cabinet and bipartisan responsibility in foreign affairs was assumed.The argument about swapping horses in midstream has proved difficult to answer.It might be answered by nominating a general，let us say Eisenhower，but West Point has never produced good politicians，and he may be content with actually having more power than the President.F.D.Roosevelt，with a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Navy，left Army experts with much greater freedom of decision.73
 Such freedom，however，tends to throw the President into the hands of the armed forces.The twothirds rule regarding treaties in the Senate has been effective in checking the foreign policy of presidents and has been exploited by German，Russian，and ClannaGail delegations，74
 but it has been of little avai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power of armed force.Indeed the Senate has shown considerable readiness at the demands of the party to cooperate with armed for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enormous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ccentuated by war has greatly enhanced the problems of the executive.Use of the blockade and the threat of blockade has increased dependence on domestic industries.“An allround increase in armed forces”has Deen necessary“to mitigate unemployment.”We must have“war to solve unemployment in order to ensure against intemal anarchy，instead of war solely to protect employment (ordered life）against external aggression.”“The dependence on war has become even more vital to our economic system than the dependence of war on industry.”“Should an enemy not exist he will have to be created.”75
 “A war cannot be carried on without atrocity stories for the home market.”76


Ⅳ

These remarks have been made by one who does not pretend to underst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o cannot apprais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arty struggle as part of the domestic scene.But we are required in the interests of peace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s not only of the a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of our own actions.We have never had the courage of Yugoslavia in relation to Russia and we have never produced a Tito.We have responded to the demands of the United States sometimes with enthusiasm and sometimes under protest.Members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struck back against the HawleySmoot tariff in the Ottawa Agreements，But we have been a part of the North American continent.The enormous increase in the production of wheat on this continent in the last century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Russian revolution，the rise of agrarianism in Germany，of higheer tariffs in France and of marked adjustments in England.Germany imposed a tariff on sugar to secure independence in supplies of sugar，drove down the prices of cane sugar，contributed to the outbreak of revolt in the Spanish American colonies，and enabled the United States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breakup of the Spanish empire.77
 The immigration quota of American legislation in 1924 accentuated the population problems of Italy and contributed to fascism.The silver purchase agreement of 1934 and the consequent de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 were related to the revolution in China.The protectionist policy of North America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penetrating the American market compel the United States to export dollars and at the same time make it difficult for other countries to acquire dollars.As a result there is resort to enormous expenditure on armament.In the words of the late Carl Becker，what we didn’t know hurt us a lot.

A written constitution with its divisive nature established by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Constitution，centralization under Washington and Adams，decentralization from Jefferson to Lincoln，and centralization after Lincoln，first under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later the Democratic Party，so that at one time there has been a weakening of the power of the executive and at another a strengthening of that power depending largely on the dominant medium of communication，stand in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unwritten co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divided power of the Prime Minister responsible to Parliament.In the United States parties are “devoted to the search for compromise between sectional，class，and business groups” and are“frankly uninterested in logical programs or‘eternal’ principles.”78
 The practice of representation from party rather than regions characteristic of Great Britain finds no expr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79
 “The most profound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inkers saw in the perpetual search for compromise between selfish interest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free government.”In the words of Calhoun，“the negative power...makes the constitution—and the positive...makes the government.The one is the power of acting—and the other the power of preventing or arresting action.The two，combined，mak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80
 The emphasis on negation，the constant fear of Leviathan，of the encroaching state，has been offset by the promotion of strong government by war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81
 Under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reliance on for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necessary whereas under the British，following the brief period in which Parliament wars dominated by Cromwell and the army and the period in which the Duke of Wellington was Prime Minister，force has been increasingly subjected to the authority of Parliament.A general as Prime Minister of England would be unthinkable，though the influence of the army and navy are not to be disregarded，whe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general as President has been regarded almost as a rule.Ostrogorski has quoted the remark that God looks after little children，drunken men，and the United States.I hope it will not be thought blasphemous if I express the wish that He take an occasional glanc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rest of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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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Three Roman Law and the British Empire

Ⅰ

It seemed fitting in a programme of lectures to celebrate the one hundred and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New Brunswick that I should be concerned with a country whic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ife of the institution，namely the United States.This province was created as a result of strategic plans of defence on the part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against the colonies which had rebelled.Nova Scotia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eparate areas，Cape Breton，New Brunswick，and Nova Scotia in order to provide separate nuclei around which defensive measures might be mobilized.Loyalists migrated to New Brunswick and kept alive the memories of hostility to their native land.Christopher Sauer，a prominent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printing in Pennsylvania，started the first newspaper in New Brunswick.This university began，as your calendar states，through the interest of Loyalists in the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 and，in the words of the memorial in 1785，the“necessity and expediency of an early atten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in this infant province of an academy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James Bryce attempted to throw light on the problems of the British empire by emphasizing parallels with the Roman empire and in particular by suggest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Roman law and of common law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pective empires.1
 At the very period in which Bryce was revising his essays for separate publication in 1914 the British empire was undergoing crucial change.Since that d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in the Statute of Westminster and the changes in status of Ireland，India，and Newfoundland point to a need for reconsideration.

The name of Bryce will always be associated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major change in the empire in his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as a result of limitations of common law，“that ancient collection of unwritten maxims and customs”(Blackstone）which have been discussed by a large number of English，American，and other scholars Professor C.H.McIlwain has described the problem of common law2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hen Parliament reflected the influence of force in the substitution of the Cromwellian régime for that of the Stuarts.The absolute power of the Tudors was replaced by the absolute power of Parliament，and both were regarded as encroachments on common law.Sir Edward Coke defended the position of common law in the Bonham case in 1610.“When an act of Parliament is against common right and reason，or repugnant，or impossible to be performed，the common law will control it，and adjudge such act to be void.”But such limitations were not recognized by Parliament under Cromwell or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legal supremacy in the Revolution of 1689.The English colonies in North America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period before Parliament had assumed this position and were unable to accept its implications.James Otis restated the position of Coke，and the Assembly of Massachusetts on March 2，1773，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supremacy of Parliament.“We conceive that upon the feudal principles all power is in the king; they afford us no idea of parliament.”Great Britain had seen the evolution of the supremacy of Parliament at the expense of common law，and the colonies，determined to protect the position of common law，3
 introduced a constitution designed to check the power of legislative machinery.

It will not be necessary to rehearse the steps taken by Great Britain，and the colonies remaining within the empire，to develop a constitution which would evade the disaster of the first empire.The Maritime provinces succeeded in building a second empire from the wreckage of the first in which responsible government was achieved.The common law came into its own with a recognition in Great Britain of the limitations of Parliament and recognition in the colonies that the elaborate machine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tect the common law was unnecessary.In Great Britain the effects of a common law parliament were evident in the Reform Bills and in the extension of the franchis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4
 Elements in the constitution opposed to its effective operation were steadily weakened as the House of Commons increased in power at the expense of the House of Lords.Long and bitter struggles characterized this change and still characterize it but the legislation of 1911 definitely brought the power of the Lords to an end.“The House of Commons after putting under its feet the Crown and the House of Lords，has in its turn been put under the feet of the caucus.”5


The changes within Great Britain had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the empire.Indeed the legislation of 1911 was directly linked to the problem of Ireland and the pos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Home Rule.In defeat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pposed the Liberal Party supported by Irish and Labour members，first in the House of Lords and finally in Ulster.The unsavoury story of how the army joined hands with Ulster leaders and leaders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described by Prof.M.J.Bonn6
 as the beginnings of fascism in Europe，need not be retold.For the first time Parliament was openly and to some extent successfully defied by force.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Irish opposirion became more derermined and led to the Easter rising of 1916 and eventually to the treaty and the Irish republic.A common law parliament had become impossible in the face of obstructionist tactics which developed from the Irish question.

It has been suggested7
 that British imperialism succeeded in areas in which native populations were eliminated（as in America and Australia）or in areas in which a bureaucracy could be established（as in India)，and failed in areas in which a strong cultural influence dominated garrisons of settlers as in Ireland; but the suggestion overlooks the role of common law.Men trained in common law such as Gandhi were quick to see its possibilities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Afrer his training in London，Gandhi crried on an ef ective campaign in South Africa on behalf of Indian immigrants，and with the techniques developed in South Africa contributed powerfull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ia and Pakistan.Common law implied concern with local customs and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by peaceful means or by minor rebellions.

With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legislation，particularly after the Reform Act of 1832，lawyers continu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arliament in the making an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Common law countries favour the election of lawyers as legislators to the exclusion，for example，of journalists，in contrast with Roman law countries which seem to favour the latter.In common law countries the state became a part of customs and traditions and th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was weakened.8
 Marx’s withering of the state had reference to Roman law and not common law countries.Common law ttaditions which made politics a part of law and emphasized the relation of the state to law implied an absorption of energies in politics and a neglect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which has characterized Roman law countries.The danger of imposing common law traditions on Roman law countries has been evident in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parliamentary system in those countri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dominance of lawyers are suggested in remarks by Sir Henry Taylor:

Of lawbred statesmen（if they have had practice at the bar）the peculiar merit is a more strenuous applicacion of their minds to business than is often to be found in others.But they labour undier no light counterpoise of peculiar demerit.It is a truth，though it may seem at first sight like a paradox，that in the affairs of life the reason may pervert the judgmenrt.The straightforward view of things may be lost by considering them too closely and too curiously.When a naturally acute faculty of reasoning has had that high cultivation which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he law affords，the wisdom of political as well as of common life will be to know how to lay it aside，and on proper occasions to arrive at conclusions by a grasp; substituting for a chain of arguments that almost unconscious process by which persons of strong natural understanding get right upon questions of common life，however in the art of reasoning unexercised.

The fault of a lawbred mind lies commonly in seeing too much of the question，nor seeing its parts in their due proportions，and not knowing how much of material to throw overboard in order to bring a subject within the compass of human judgment.In large matters largely entertained，the symmetry and perspective in which they should be presented to the judgment requires that some considerations should be as if unseen by reason of their smallness and that some distant bearings should dwindle into nothing.A lawyer will frequently be found busy in much pinching of a case and no embracing of it—in routing and grunting and tearing up the soil to get at a grain of the subject;—in short，he will often aim at a degree of completeness and exactness which is excellent in itself，but altogether disproportionate to the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affairs or at Ieast to those o'f certain classes of them.9


As has been said of many lawyers all facts are to them free and equal.

Ⅱ

An elementary discussion of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lawyers work in practising at the bar may suggest more clearly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legal profession.The layout of the court room emphasizes the power and authority which surround proceedings involving life and death.The bench sets off sharply the position of the judge，and below him come the witness stand，the bar for the opposing counsel，an inner bar for His Majesty’s counsel learned in the law，and beyond seats for the public.The tradition of awe inspired by these arrangements，the insistence on the dignity of the court，and the rigid prohibitions against smoking，chewing gum，or other distractions which may include the reading from a manuscript by counsel inspire a concern with the search for truth and justice.

Encroachment on these traditions has been evident in the demand for photographs for the press and in the interest of criminal lawyers in publicity.The court has possibilities of advertisement for young lawyers.Even members of the Supreme Court appear to relish the appearance of their photographs in the press.But while lawyers display a keen interest in the details of crime such as those appearing in the press they tend to dislike specialization in criminal law and to prefer a mixed practice of civil and criminal law.Concentration on criminal law is apt to be thought of as having a deteriorating effect on character and reputation.

Court procedure involves dependence on the oral tradition in eliciting testimony from witnesses who have been placed under oath to give the truth，the whole truth，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Facts are determined by examination and crossexamination and reexamination of counsel.Opposition between counsel is designed to check and to produce evidence from which the judge or the jury must decide the case.When evidence has been elicited and established，argument to establish the law suited to the facts follows.Respect will be shown in language and demeanour to the bench，cases of dispute with the bench are prefaced by the words“with great respect.”The maxim handed on to young members of the bar，“Never talk down to the bench，”reflects the egoism of the bar and the necessity of emphasizing the place of the benc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ral tradition is evident in the possibility of checking extravagant statements made by counsel or by witnesses.With a background of development prior to the spread of reading and writing，the tradi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oral rather than written evidence has persisted in the procedure of the court and in the jury system.The common law has consequently been responsive to the opinion of all classes of society including the illiterate.This contact has possibly been more effective than that of the church and religion since it is without the elaborate ceremonial and the written scriptures of the latter，though it musters support from religion in requiring testimony sworn on the Bible and may exact severe penalties for perjury.English courts will insist on the appearance of living authorities rather than extracts from textbooks written by them on the assumption that an authority may have changed his mind after writing the book.In North America the difficulty of transporting a living authority over long distances has favoured a whittling down of the English rule and increasing reliance on the text.

The advantage of the oral tradition which allows for constant change even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trial becomes evident in the exposure of weaknesses in evidence and in argument.The character of witnesses is brought out in detail and the role of intent more easily established.In the preparation of cases counsel must study intensively the character of his own and other witnesses and estimate strong and weak points in order to work out satisfactory tactics in presentation.The common law gives great emphasis to character and to the study of character from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Its success is linked to individualism and necessitates a concern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state on character and of character on the state.There is danger of forgetting the words of the Lord Chancellor:“Necessitous men are not，truly speaking，free men.”10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the force of circumstances always tends to destroy equality that the force of legislation should always tend to maintain it”(Rousseau).

In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oral tra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in mind the roles of the written and the printed tradition.In England courts are more jealous of their position and check discussion by newspapers when cases are sub judice.The dangers of extravagant publicity become acute for members of the jury may co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opinion reflected in the press.11
 A more subtle problem arises with the spread of mechanization in the preparation of reports of court proceedings.Since questions and answers are phrased in relation to a sworn record which may become the basis of consideration and decision by the bench they will tend to blur the sharp impressions characteristic of an oral tradition.A concern with the record implies an interest in a type of question suited to reading and a neglect of the transient impression of the spoken word.The oral tradition is carefully warped in relation to the demands of a written or strenographic record.The tendency to concentrate on the record has an advantage in that it enables the bench to study the case in a dispassionate and objective fashion but a disadvantage in that it enables the bench to delay reaching a decision and perhaps encourages continuance on the bench of men who by age or inclination are reluctant to appreciate the importance of promptnes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But there may be warrant for the remark that truth will out even in an affidavit.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itself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Counsel are constantly alert to the artistic character of work done by members of the profession and are continually engaged in the appraisal of the capacities of fellowmembers and of those of their ranks appointed to the bench.The essentially feudal character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s evident in references to“my lord，”“my friend，”or“my learned friend.”Yet style has become more prosaic and matter of fact and even conveyancing can perhaps no longer be described as“a jungle of antiquated fooleries kept up by the pedantry and interest of those who profited by it.”12


Clashes between opposing counsel bring out sharply the competition in ability.Each party appearing before the court is obsessed with its own advancement and becomes extremely critical of counsel in cases of defeat.Courtesies Between member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temper the acerbities of conflict and impase a severe restraint on bittemess.The appearance of conflict in the courts will meet the demands of parties and permit the courtesies of the profession outside the court.The protection of the courts and the interest of counsel in clients help to ensure that questions of fact even of an embarrassing character will be brought out，but they are limited in their operation by the relative capacities of counsel，reflected in the size of fees，and by the ability of clients to pay fees.Large earnings，indeed，assume an enormous importanc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law.Ability is maintained at the bar and restricted on the bench which is apt to be impressed by counsel capable of securing large fees.There appears to be a tendency for large companies to secure protection in legal counsel and for counsel to be able to win large fees in successfully protecting them.Success will depend on the ability of counsel but also on the size of the legal firm.A large firm acquires enormous resources in the specialized knowledge of its members and its ability to attract energetic and able young juniors.The demands for intense industry can only be met by younger men and explain the general impression of relatively short lives in the profession.

The advantage of the large firm has become more evident.with the enormous increase in legislation and in the numbers of digests，indexes，and abridgements of reports of cases.The large amount of printed material has been further increased by the growth of black letter law including textbooks，commentaries，and the like.Lawyers tend to become lazy with the increase of indexes and digests，to neglect a reading of cases with thoroughness and system and to demand more indexes.The need for an expensive library and the use of abridgements has tended to favour those earning large fees and thus the commercialistic bent of the profession.The spread of printing weakens the oral tradition.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the written，mimeographed，and printed tradition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 decline in the position of the courts and changes in the character of law.13


Executorships of wills have largely gone to trust companies and account collections to collection agencies.A marked increase in the mortgage business of insurance and loan companies has led to specialization and thehandling of business by larger law firms.So too corporation work has become highly specialized and has come into the hands of large firms.Practice of law in relation to automobile accidents is carried on by lawyers acting for insurance companies.Income tax law has become the concern of legal specialists who are forced to compete with charteredaccountants.Labour law is now a special field.The rise of boards of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 has meant a demand for specialists other than lawyers.Law has followed the shift from individualism to collectivism.Able young graduates from law schools are apt to become immediately interested in office work rather than court work to the great disadvantage of courts.

Demands on the legal profession have increased with the specialization which characterizes the Western world.Cases are presented before modern courts involving a mastery of highly technical questions in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The expert appearing as a witness，whether accountant，economist，engineer，or doctor must be subjected to intelligent examination and crossexamination involving a mastery on the part of counsel of the particular subject under consideration.Clarence Darrow’s practice，“I never ask a question unless I know beforehand what the answer will be，”is generally followed.The legal profession must maintain a profound belief in its capacity to master any evidence and to adapt all questions to the demands of the court.Counsel are compelled to concentrate intensively on particular problems and to become obsessed with a knowledge of immediate details.The common law with its emphasis on the oral tradition has perhaps a greater interest in the ascertainment of facts than other legal systems.Fact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principles.Litigious procedure，for example，emphasizes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in contrast to the inquisitorial procedure of code countries.The importance of the jury system and opposition to the use of hearsay evidence through fear of misinterpretation by the jury stands in contrast with other systems，and involves its own handicaps.For example，a purchase from a department store may be proved more easily by an appeal to the sales clerk than by reference to the more certain evidence of the department store’s records.

The advantages of the common law system with its emphasis on facts are evident in a society favourable to the 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to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sense elaborated by Bacon.They are further seen in the emphasis of a common law society on news.Lawyers share the interest of newspapers in questions of the moment.These advantages assume limitations.Considerations involving continuity in time are rather neglected and the longterm factors ignored.A training in law makes for a brittle，brilliant type of work.Lawyers are compelled to master the intricacies of a case and after its completion to forget it and to master the intricacies of the next case.The memory tends to be neglected，general principles to have limited attraction，and general theory to be ignored.Law is apt to become anything “boldly asserted and plausibly maintained.”A neglect of the time problem implies a lack of interest in theoretical problems.In contrast，the Roman law tradition in its concern with principles attracts the highest intellectual ability to the academic field and encourages an interest in philosophical theory and theoretical speculation.In turn it becomes possible to develop an interest in problems of continuity of time，though the late Justice Holmes could write:“People want to know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and how far，they will run the risk of coming against what is so much stronger than themselves，and hence it becomes a business to find out when this danger is to be feared.The object of our study then is prediction of the incidence of the public force through the instrumentality of the courts....Far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retty nearly the whole meaning of every new effort of legal thought is to make these prophecies more precise，and to generalize them into a thoroughly connected system.”14
 “Law is the delimitation，motality the evaluation，of interests”(Korkunov).

The attraction of large fees for able counsel weakens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being attracted to the bench or to political life but the bench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as a result of income tax regulations and a prospect of holidays.It has been pointed out that separation of the barrister and the solicitor in England tempers the effect of finance on the legal profession there an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positions in the solicitor in Canada greatly increases the impact of business and finance on the legal profession.During periods of depression with decline in fees counsel will perhaps turn more quickly to political activity.Dislike of living in Ottawa is accompanied by appreciation of the prestige of provincial supreme courts in provincial capitals.Relative absence of restrictions on age of retirement on the provincial bench as compared with the federal courts enhances the attractions of provincial courts and explains to an important extent the relatively high calibre of provincial appointments.Since the salaries of judges in the provinces are uniform，appointments in the smaller provinces with lower living costs and much less business become extremely attractive.

Consequently lawyers assume an intense interest in politics and premiers have become chief justices of the provinces.Politics are apt to be dominated by lawyers and to be slanted in the interest of lawyers.Appointments to the federal Supreme Court and to the provincial courts are of course subject to restrictions in religion，region，and language.The Province of Quebec，partly becaus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civil code15
 as well as common law，partly because of the demands of the French and English populations，has been given three judges on the federal Supreme Court， and in turn the Province of Ontario is represented by the same number，one of whom must be an Irish Catholic.The Maritimes are represetited by one member and the Western provinces by two members.The rigidity of conventions in appointments reflects the power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to defend its interests.The domination of the Liberal Party in the House of Commons，the Senate，and the judiciary assumes a monopoly of legal knowledge.The effects of these restrictions will be tested more sharply with the abolition of appeals to the Privy Council and they may well prove to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for the success of the federal system of government.

Reluctance to accept appointments on the bench because of the attraction of large fees tends to divide the profession into two groups.Counsel less attracted to the courts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activity.Their training adapts them to the ruthlessness of political life.It requires assiduous study，skill in debate，and constant appearance in public.They enter Parliament and have a direct effect on legislation through statutes and following a political career receive appointments to the bench before whom practising lawyers must appear.Successful practising lawyers are compelled to interpret legislation prepared by，and to practise before，successful political lawyers.Counsel trained in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in Parliament and on the bench are concerned with legislation reflecting a common denominator of public opinion and registering the effects of a training with an emphasis on facts.Legal training which assumes a capacity to ascertain and to master factual presentation ensures that Parliament has at its command an array of ability particularly adapted to its varied demands in the enactment of legislation covering a wide variety of subjects，though a dominant party with a strong civil service may greatly handicap the opposition.

The advantages of legal training shown in the capacity for intense concentration（five legal cases at once are regarded as a maximum for lawyers)and the mastery of fact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have been evident in the success of lawyers in political life.The effectiveness of legal prime ministers can be illustrated by reference to Lloyd George，not to mention others nearer home.Lloyd George declared，“I should always feel at liberty to override the findings of any body of experts.”16
 Though politicians do not receive pensions，Parliament attracts lawyers since their chances of appointment to the bench are greatly improved by political activity.The hazards of political life for the lay politician and the absence of political pensions accentuate competition among lawyers for the bench or for the Senate.It has been said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The court is small，the cream（sometimes not very fat cream）of a profession in which the political impulse is strong.”17


Traditions of procedure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emphasizing the oral tradition in the court and in Parliament imply a background unsympathetic to 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their emphasis on the written tradition.Inclusion of cours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training of the lawyer，and of courses in law in the training of the social scientist，may contribute to a solution of the difficulty and to a reconciliation between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may weaken the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 of each.A legal training permits a rapid shift from the intricacies of one case to those of another but this advantage is offset by an inability to penetrate problems to an appreciable depth; train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evelops a mastery of complex problems but this advantage is offset by an inability to shift quickly from the intricacies of one problem to another.The long and tedious process of working through the complex problem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s in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swift effective argument needed in the law courts.Cross fertilization quickly reaches a point at which its advantages are followed by the disadvantages of cross sterilization.The type of social scientists acceptable to the courts is marked by the ability to ask questions intelligible to lawyers and to answer questions intelligible to lawyers.This type of social scientist rarely enhances his prestige among his fellow social scientists and appears eventually to lose his prestige even among lawyers，who in turn become contemptuous of the complications of the social sciences.Social scientists concerned with finespun abstractions tend to neglect a sense of proportion and the practical matters of fact with which common lawyers are obsessed.Social scientists appearing in common law courts are necessarily concerned with immediate problems and are consequently restrict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ory.They tend to become advocates and to reflect the points of view of their employers.The longest purse will produce the best economist.The late Justice Holmes may not have been right in saying that “for the rational study of the law，the black letter man may be the man of the present，but the man of the future is the man of statistics and the master of economics”18
 and that“every lawyer ought to seek an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s，”but he was certainly accurate when he said that“the present divorce between the school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law seems to me an evidence of how much progress in philosophical study still remains to be made.”19
 It is the func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bureaucracies to offset the effects of the obsession of common law with nominalism.The hierarchy of the law undoubtedly weakened the ecclesiastical and military hierarchies.It has been influenti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effective business hierarchy which has dangers for the hierarchy of law itself.The place of lawyers in business is strengthened by their status in the courts and the place of lawyers in the courts is strengthened by their status in business.

Ⅲ

Following these remarks on the character and implications of com mon law I propose to turn to a discussion of the influence of Roman law in the British empire.The British empire emerged in part as a result of a balance between the oral tradition and the written tradition，between common law and Roman law.20
 The element of Roman law，especially as reflected in canon law，which persisted after the Reformation in England，was gradually reduced in importance i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results were evident in the Commonwealth.The divine right of the papacy was replaced by the divine right of Parliament after the rebellion.The sub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fundamental law eventually precipitat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nd the written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designed to restore it and to protect its position.Emergence of a federal government with a constitution which gave enormous powers to the courts involved protection to fundamental law but， in protest against the divine right of Parliament，assumed the divine right of the United States.Without a written constitution Great Britain was able eventually to master the problem of empire and to digest the element of Roman law or rather to cast it out into regions which left the empire，for example the United States，or into regions which insisted on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within the empire，for instance members of the Commonwealth.“I have been convinced that a democracy is incapable of ruling others”(Cleon).

The element of Roman law which became more powerful in other parts of the British empire was evident in the insistence of small areas on their autonomy and divine rights，21
 in the emergence of a federal system，and in conflicts over the concept en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ar between the states.Temporarily the significance of Roman law was lessened but supremacy in the north reflec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vine right of union which was essential to effective opposition to the divine right of states.With the return of southern influence through the Democratic Party the principle of divine right in the states was protected in an emphasis on the divine right of the United States expressed in such intangibles as a way of life.The pattern of feder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followed by members of the Commonwealth，notably Canada and Australia.

The problem of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idental to a written constitution has been evident in the position of the press.In 1737 when Andrew Hamilton secured a verdict of not guilty for Peter Zenger from a jury in the colony of New York and thus established freedom of the press，he made the lawyer，especially the country lawyer，a dominant force in political affairs.22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ress and the law became more important as a result of the clause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tates“this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hall be made in pursuance thereof; and all the treaties made，or which shall be made，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shall be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and the judges of every state shall be bound thereby，anything in the constitution or laws of any state to the contrary notwithstanding.”This clause“gave the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 power possessed by the judicial tribunals of no other country.It brough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lawyers business cases of a kind that could arise nowhere else—it married law and politics”(Hon.F W.Lehman).23


The crucial position o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in relation to politics has been evident in appointments to the bench and in Mr.Dooley’s remark that the Supreme Court follows the elections.Following a period in which the constitutional document was dominant or after the death of Chief Justice Marshall，say from 1835 to 1910，dual federalism，the doctrine of the police force，a taboo on delegated legislative power，the derived doctrine of due process of law，and the conception of liberty as freedom of contract，were worked out.Finally in the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 the background of accumulated doctrines greatly strengthened the position of the Court in the field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24
 Improved communications brought flexibility and a more rapid response from legislatures and courts to the demands of public opinion.“In the civil war the courts sanctioned everything the popular majority demanded under the pretext of the war power，as in peace they have sanctioned confiscations for certain popular purposes under the name of the Police power.”25
 The Dred Scott case shook the confi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mpartiality of the Supreme Court，as did the election of Hayes over Tilden26
 in 1876 Theodore Roosevelt expressed his disappointment in the position taken by Justice Holmes on the Northern Securities Case following his appointment to the Supreme Court by the remark that he had not the backbone of a banana.

In the period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suppression tactics of Attorney General Palmer led Clarence Darrow to remark that he had“very neatly managed to overthrow one form of govemment by force and violence.”27
 One of these was to make it unlawful by the Overthrow Act“openly to advocate by word of mouth or writing the reformation or overthrow，by violence or any other unlawful means，of the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ow secured to the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28
 The division between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in the Supreme Court after the Red scare persisted to the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29
 and an even balance which gave one individual in the Court enormous power led to demands for reform.President Roosevelt held that he had worked closely as Govemor of New York with the New York Court of Appeals and was anxious to have new justices in the Supreme Court with whom he could confer on plans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form.30
 Though defeated in his attempt to change the Court，Roosevelt succeeded in securing a balance favourable to reforms.For example in a decision in United States v.Associated Press（326 U.S.20)，it was stated:“Freedom of the press from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under the first amendment dqes not sanction repression of that freedom by private interests....Surely a command that the goveerment itself shall not impede the free flow of ideas does not afford nonogovernmental combinations a refuge if they impose restraints upon that constitutionally guaranteed freedom.”

The effect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on the position of the citizen in Congress and in the courts has been disastrous.Mr.Justice Rand in the Sidney Hillman lecture on March 29，1951，stated:“The lowest infamies of the informer have been challenged by the outbursts on the floors of legislative chambers，and the reflex has been a public paroxysm of hysteria.True freedom of speech has become a mockery：a man’s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may be destroyed by the chitchat of a cocktail party.”In the courts“the lawyer is trained to elicit fact rather than truth.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oath should read‘I solemnly swear to give the best answers I can under the rules of evidence to such questions of fact as the judge allows to be put to me.’”31
 “The requirement that a witness must be limited to facts is a nail in the coffin of the truth.”32
 “Our method of getting at the truth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human faculties is crude and cumbersome beyond belief.”33


For the lawyer“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do is to make the judge want to decide things your Way.”34
 Darrow，a successful criminal lawyer，deliberately appealed to public opinion as a means of influencing the judge.As to juries he concluded that old men were more charitable than young men，that Irish and Jews were easiest to move to emotional sympathy，and that wealthy men，Presbyterians and Lutherans were to be avoided.35
 He was concerned to educate members of the jury.36


Ⅳ

The rea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mbers of the Commonwealth in their attempts to protect fundamental law has left them more imperialistic than the mother country.As we have traced the reassertion of common law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decline of imperialism we must turn to its decline in the other AngloSaxon regions and the rise of imperialism.In the English colonies in North America which became the United States，rights were protected in the constitution.Control over land within the boundary of each state remained in the hands of the state but in the interior of the continent beyond the boundary of the coastal states it was in the hands of federal authorities until a new state was set up and accepted in the union.Expansion across North America proceeded to the Pacific coast and new systems of control were developed beyond the borders in Alaska，Hawaii，the Philippines，and other areas.It has been said that the British empire was acquired in a fit of absentmindedness，but the empire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grown up during periods of imperialistic fanaticism marked by such slogans as“Manifest Destiny”and“5440 or Fight，”and during periods when imperialism was thrust upon her as in the Louisiana Purchase.In Canada we have seen American imperialism at work in various ways，ranging from the fisheries disputes to protests against construction of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and the duress exercised by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 on the arbitrators in the Alaska boundary dispute.Significantly，other countries are beginning to see the character of American imperialism.American publications protest against appointments of certain cabinet ministers in Great Britain.An American public body passed a resolution demanding the settlement of the Irish question.Shades of George Ⅲ!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hift from an obsession with North American expansion to foreign expansion becomes apparent towards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The isolationism of Washington was replaced by the imperialism of McKinley; but it was an imperialism with a bad conscience and of unbelievable crudity，to refer again to the tactics of Theodore Roosevelt not only in the Alaska boundary dispute but also in the Panama Canal negotiations The crudity was perhaps best expressed in the phrase attributed to Representative Campbell，“Mr.President，what is the constitution betwixt friends?”Conscience reasserted itself in the reduction of tariffs on newsprint after the Reciprocity Treaty was defeated by Canada in 1911 and in the repeal of measures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position of other powers especially Great Britain in the use of the Panama Canal.Rejection of the Reciprocity Treaty by Canada was a protest against crude imperialism as was to some extent the defeat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election of Wilson，the reluctance to become embroiled in the First World War，the lofty sentiments expressed by Wilson on the ent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o the war，and the refusal to accept the League of Nations were evidence of an uneasiness about imperialistic tendencies.

Such uneasiness proved in itself，however，to be a spur to further imperialistic concem.Loans to European countries were interpreted as debts and consequently as subject to the payment of interest and ultimate repayment.In the words attributed to President Coolidge，“They hired the money，didn’t they?”Insistence on recognition of debts strengthened the plea of debtors for loa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ith which interest on debts to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be paid.The burden of reparations on Germany wars met by various devices in Germany and without，ranging from inflation to the expedients of the Young and the Dawes plans.This great merrygoround began with President Harding’s interest in normalcy and ended with President Hoover’s earnest statement that the world was in a new financial era and that technological advance was such that it could support indefinite improvement in standards of living.Unhappily not even presidential assurances were sufficient to prevent the financial crash of 1929 and the consequent depression.The whole elaborate house of cards collapsed.Great Britain went off the gold standard，Hitler came into power and Franklin Roosevelt became President.Neither uneasy imperialism nor uneasy isolation had paid off.

Consequently the depression was marked by a return to isolationist and domestic policies.Roosevelt，without acknowledgment to Thoreau，proclaimed that the only fear we have to fear is fear.The United States was concerned with legislation designed to protect her from foreign entanglements.Isolationist policies had been evident in high tariffs especially the Hawley Smoot tariff and had compelled counter measures in other countries，notably the Ottawa agreements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During this period of retreat Hitler began a programme of rapid expansion in Germany paralleled to some extent by a similar programme of Mussolini in Italy and by attacks on Manchuria from Japan.Great Britain became involved in a long series of manoeuvres ranging from the abdication of Edward Ⅷ and the visit of the King and Queen，to the meetings in Munich，designed to delay the inevitable struggle，and to allow her to prepare with all possible energy during the delay，at the same time impressing on North America a reluctance to engage in war and a determination to become involved only on extreme provocation.The results scarcely need to be detailed since we are much too familiar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war and the phases leading to our present discontents.

Lessons had been learn ed in the First World War of which full advantage was take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Systems of controls had been worked out during the long period of preparation after 1934 and were immediately applied on the outbreak of war.Devices elaborated in Canada were used by American propagandists as illustrations of the possiloility of improvement in American controls with the result that Canadians reading the literature of American propagandists obtained a picture of their superior virtues.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dangers of large loans to allies were avoided by the ingenious system of lend lease.As a result of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lesso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peace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new developments.Fear of Germany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following two world wars has prevented the signing of peace treaties and left that country divided between various interests.Fear of a depression during a possible reconversion period from war to peace，which followed the First World War until the system of American loans for repaying Americans debts was devised，has favoured an emphasis on military erxpedients ranging from the Marshall Plan to the Atlantic Pact by which full employment can be assured.Militarism becomes a necessity for the continued export of goods and for continued employment.

The emphasis on Communism has been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persuading Americans that they must buy their own business.It would be unwise to comment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ther than by reference to American writers.Archibald MacLeish in an article on“The Conquest of America”in the Atlantic Monthly（August 1949）wrote，“Nev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was one people as completely dominated intellectually and morally by another as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people of Russia in the four years from 1946 through 1949.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as a mirror image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Whatever the Russians did，we did in reverse.”H.Ickes in the New Republic（October 17，1950）wrote，“We have been subjugated by Russia because of our fear of Russia.”“I thank God that Roosevelt is not here now to see a greater and a stronger America not on its knees but on its hands and knees grovelling before dangers of its own imagining.”The outsider can perhaps see more clearly than these writers the truth of their remarks in the work of th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in the reign of terror introduced as a result of a revival of a system of informers in exCommunists’rackets，in trials and penalties，and in rumours of suicides such as one heard in the stories from Germany and Italy.Bertrand Russell has described totalitarian countries as condemning people to lives of perpetual enthusiasm.In turn we seem to be condemned to lives of perpetual hate.Unity and coherence achie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animosity against Great Brirtain such as was exploited by the Irish has necessitated animosity against Russia.

Ⅴ

It has been largely in response to the pressure from American imperialism that Canada has developed her own type of imperialism.Nova Scotia entered Confederation on condition that the resources of the larger federal unit should be used to compel the United States to recognize her rights in the fisheries.Canada had no hesitation in using her influence to prevent a treaty between Newfound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eemed to threaten her bargaining position in the fisheries.The Act of Union was designed to enable Ontario and Quebec to develop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which would meet American competition.Expansion of Confederation westward checked encroachm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The policy of the Domin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airie provinces was evident in the support of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and in land policies designed to check American aggression.the character of Canadian imperialism became evident in the growing insistence on nationalism shown in the defeat of the Reciprocity Treaty，in the peace treaty of Versailles，in the Statute of Westminster，and finally in the acquisition of Newfoundland.It would not be difficult to collect a series of slogans comparable to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llustrating our imperialistic ambitions.Fittingly enough they might begin with the comment mad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Canada’s.”

Pressure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on Canada has been evident in a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Freedom has been perceptibly narrowed as a result of American hysteria.If a member of the academic staff of a Canadian institution wishes to take advantage of even a temporary appoin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must choose his relatives and his friends with much greater care than an American citizen.Presumably he should not belong to a party such as the C.C.F. or be involved in any discussions which might make him suspect as a threat to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A Canadian citizen may not only be refused ad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fact may be drawn forcibly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in American publications.Freedom of speech and of the press has not only been weakened directly as a result of American influence but indirectly as Canadians yield to the acceptance of standards im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The academic world will not overlook an attempt to humiliate its most brilliant scholars by American immigration officials nor tolerate affronts to its pride at a most sensitive point.In 1950，the midd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a holy year，surely the lowest ebb in any civilization was reached when it was possible to threaten the live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ith atomic bombs，with scarcely a protest in the interest of common humanity.37
 Fortunately we can still tum to Great Britain and Europe. Scholars turned back at the American border have felt much satisfaction at being given honorary degrees by British universities.But everyone must be disturbed by the appearance of the problem of the American refugee.The imposition of oaths for teachers has involved profound disturbances to American academic life and led to a concern of American scholars in appointment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The dangers of using militarism as a device for maintaining full employment which appear in American policy de scribed as a mirror image of Russian policy are shown more sharply in the mirror image of Russian policy which we have in Canada.Ideologies are the figleaves of militarism.T.S.Eliot has said that“a true satellite culture is one which，for geographical and other reasons,has a permanent relation to a strong one，”38
 and to the reasons against consenting to its complete absorption into the stronger culture.The first:“it is the instinct of every living thing to persist in its own being”; the second，“the satellite exercises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upon the stronger culture; and so plays a larger part in the world at large than it could in isolation.”“The survival of the satellite culture is of very great value to the stronger culture.”39
 He proceeds to suggest“that both class and region，by dividing the inhabitants of a country into two different kinds of groups lead to a conflict comparable to creativeness and progress”—a point emphasized almost two centuries ago by David Hume.“I do not approve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enemy; the policy of exterminating or，as is barbarously said，liquidating enemies，is one of the most alarming developments of modern war and peace，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ose who desire the survival of culture.One needs the enemy....The universality of irritation is the best assurance of peace.”40
 “Just because and only because the natural spirit of conflict finds such frequent scope does human society hold together and on the whole present a pacific aspect.”“The great majority could not live without oftrecurrent squabbles.”41


I have ventured to digress in these remarks as a means of suggesting that criticism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 Canada is intended to be in the interests of both and to protest against a policy of American militarism which compels depend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The distortions of the Canadian mirror may be more clearly seen by a description in greater detail of the process by which what is called light is reflected.Sixty percent of the circulation of periodicals is dominated by Americans，a reduction from the 80 percent of a couple of decades ago，but a reduction offset to an important extent by the influence of radio broadcasting to be supplemented shortly by television.The rapid advance of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vast American market make it inevitabl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dominate English culture and that it should exercise a powerful influence on French culture even though the latter is protected by language.

If the American nation has been described as“on its hands and knees grovelling before dangers of its own craven imagining，”the Canadian people might be described as standing on their heads.The most significant indication was the size of the Liberal majority in the last election.No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Canadians act rationally has been forthcoming.It has been argued that the Liberals showed themselves to be far more competent in handling election campaigns，that Mr.Drew alienated support by his application of provincial antics to the federal field，that elation over the retirement of 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 spurred Liberals to a new pitch of enthusiasm and so on，but these arguments are not adequate and are scarcely sufficient to explain why the electorate felt that a strong opposition was not important.It may be suggested that militarism played its role in that emphasis wars given to it by all parties and that such emphasis could have no other effect than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in power.

Nothing is more ominous than the facility with which the tendency toward totalitarianism has enabled governments to create and exploit crises particularly in periods preceding elections.Mr.Churchill’s genius as a politician in the British elections was evident in his recognition of this fact，shown in the popularity of his proposal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problem of the cold war at top levels.In Canada the threat of Communism was stressed by the Conservatives as a means of smearing the C.C.F. In turn the C.C.F. was compelled to stress its own reactionary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evade criticism.The weakness of smaller parties evident in their tactics became a source of strength to the Liberals.As a result the political shape of Canada began to assume characteristics similar to those of Russia.A politburo in Canada comparable to and paralleling that of Russia effectively diverts attention from its character by pointing to the dangers of the politburo in Russia.The distortion of Canadian political life has been evident in the attempts of the ambitious to acquire prestige by exploiting Russian stupidity.The stupidity of Russians inciting the attacks of ambitious Canadian leaders has been paralleled by the stupidity of Canadians in recognizing the incitement.In the field of labour the distortion has been evident in the hardening of labour organizations，following muchpublicizedpurges of Communists，by a more rigid discipline，and by a greater capacity to exact demands and a great determination to enforce them.

In Canada a powerful bureaucracy，in part a product of bilingualism，built up in the depression and during the war，continued to exercise a powerful influence in a period of peace to an important extent by insisting that war had never ceased.Centralization which developed rapidly during the depression and was accompanied by a strong civil service and a decline of cruder forms of patronage was followed by the growth of provincial autonomy parties.The stupefying effects of the bureaucracy have been partly a result of the problem of a dual language in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which blunts political edges.W.L.Mackenzie King as prime minister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a French partner but his successor Mr.St.Laurent has no younger and outstanding individual English partner.He has rather a group of younger English members of the Cabinet anxious ultimately to assume his mantle.Mr.King’s talent for’eliminating rivals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has been to some extent denied his successor.

Of more serious consequence has been the destruction of our sense of humour which has accompanied a lack of sense of proportion and a lack of criticism.No one can be a social scientist in Canada without a sense of humour.I offer this remark as a footnote to an understanding of Stephen Leacock.The appointment to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Canadian National Railways because he had been a deputy govemor of the Bank of Canada and had built up prestige in the Wartime Prices and Trade Board by violating the traditions of anonymity in the civil service has created no ripple of amusement throughout Canada.Within the space of a week or so he appeared as an authority on trade，banking，combines，and railways.In the words of Anita Loos:“A joke is a joke but no one wants to die laughing.”The hazards of our profession are becoming serious.

The results of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for the Liberal Party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of their control of the Senate and the bench have been evident in various directions.This domination has left individual provinces as the only opposition，enabled the premier of a province to become the Conservative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and accentuated the problem of federal government.Parrties other than the Liberal Party tend to dominate the provinces.Consequently dominionprovincial relations occup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Canadian politics.Development of opposition from labour and the C.C.F in some provinces has been followed by coalitions of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General disequilibrium and instability have necessitated enhancement of the power of the Dominion，evident in the abolition of appeals to the Privy Council and in attempts to develop formulae for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The tendency towards centralization has accentuated an interest in defence and created an impasse strengthen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sense of omnipotence derived from an emphasis on the theory of the divine right of legislatures developed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ompels a sense of ominipotence in provincial governments; it is no accident that the Province of Ontario outraged a sense of justice by retroactive legislation and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reated a sense of futility by disregarding its own regulations in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n dealing with the Combines Report on Flour Milling.

The divine right of legislature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breakdown of the federal structure.Destruction of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ose of many of the provinces has widened the gap between the provinces and the Dominion.A decline in the practic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f recruiting politicians from the provinces and a resort to that of building up the federal cabinet from federal politicians have sharpen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ovinces and the Dominion The problem has become more acute as a result of increased emphasis on central monetary policy.The basis of federalism in which the provinces maintained or acquired control over natural resources has been largely destroyed as a result of an increasing emphasis on monetary policy and particularly of largescale resort to income taxes.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have been compelled to rely to an increasing extent on other taxes and the control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been strengthened by division of powers and decline of the principle of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Decline of the principle of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has meant resort to agreements and largescale arrangements for transfers between regions.Conflicts arising from the dependence of some regions on European markets and of other regions on American markets an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densely populated regions dependent on the United States compel resort to political patronage on a large scale to areas less effectively represented.Federal patronage has been essential to the prosperity of agriculture in western Canada.

The extreme complexity of government and the inability of the average citizen to understand its problems increas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bureaucracy.The latter are compelled to insist on democracy as a means of hiding the necessity of working contrary to democratic principles.In turn scepticism，as indicated in this chapter，of discussions of democracy is inevitable.The franchise has been extended and redistribution carried out with due regard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party in power，and large numbers have been appealed to by the parties concerned—all measures designed to strengthen democracy and calculated to work out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bureaucracy.The great art of political success dependent on keeping Scottish Presbyterians and French Canadians in the same party is no longer necessary.

It is impossible in this chapter to discuss exhaustively the effects of the enormous majority of the Liberal Party in Canadian life.Politics can no longer be discussed in terms of principles and with reference to abstractions.The power of the bureaucracy precludes an appeal to principles and compels concentration on details.Effective criticism becomes impossible with the deliberate attempt to focus attention on external affairs and the emphasis on the necessity of presenting a unified front to the point that essential control over military matters，regarded as the essence of sovereignty，is geared to the United States.There is still a fable to the effect that supping with certain mythological figures should only be done with a long spoon.We can appreciate the words of James Fitzjames Stephen about“‘Le self government’，which not infrequently means the right to misgovern your immediate neighbours without being accountable for it to anyone wiser than yourself.”42


It may be argued that all these problems will be solved by the abolition of appeals from the Supreme Court to the Privy Council.Dicey has remarked that“federalism substitutes litigation for legislation”and if we are to understand the prospects of success of the federal system we must pay some attention to the nature of the body before which litigation is carried out.The extent to which the new powers of an enlarged Supreme Court may be 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a federal state should engage the attention of citizens concerned with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traditions of common law.Greater emphasis will be given to the written constitution particularly in problems of civil rights.Federal constitutions provide hiding places for vested interests.43
 The rights of property entrenched in written constitutions restrict possible developments of socialism such as have been evident in Great Britain.Sharp differences emerge between business and government.In federal constitutions emphasizing the traditions of Roman law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supreme courts occupy a crucial position.Common law traditions assume that the state is part of the law and the subject has greater difficulty in separating himself from the state.Change is consequently more gradual and less subject to revolution.Constitutions are largely protected from drastic revision.But Roman law tradition favoured by written constitu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members of the Commonwealth leans toward imperialism，and threatens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common law in Western civilization.Without a recognition of the flexibility of common law the remark of Dean Pound that“legal precepts are almost certain to lag behind public opinion whenever the latter is active and growing”will become extremely pertinent.These fundamental problems face the Canadian courts and the Canadian people.

As a result of a firm belief in the impossibility of the spread of Communism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and in the danger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in exploiting us through its propaganda about Communism I have felt compelled to seize this opportunity to describe our difficulties.The sense of terror which has seize on Canadian life has made it more imperative that I should regard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as an occasion on which our faith in the traditions of common law，which were reflected aft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the founding of this university，could be reaffi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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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Four The Press，a Neglected Factor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y I begin by expressing my appreciation of the honour which has been shown me by asking me to deliver a lecture in memory of the late Josiah Charles Stamp，First Baron Stamp of Shortlands.l am particularly happy because it enables me to pay a tribute to his work in Canada.The late Viscount Bennett，sensitive to the prestige of the name of Stamp，asked him to investigate the problems of marketing grain in Canada and the results were presented in the Stamp Report，an important document in the history of marketing.

Under the terms of the Trust deed this lecture must have as its subject“the application of economics or statistics to a practical problem or problems of general interest”and the subject must be treated“from a scientific and not from a party political standpoint.”In these days of totalitarian tendencies it might be argued that these clauses involve a contradiction，or that they are a directive requiring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blems of totalitarian states.Knowing that the latter alternative might well be regarded as sacrilege to the memory of the man in whose name the Trust was created，I am compelled to consider the problem of possible contradiction.In the search for an answer to this problem I have been fortunate in finding in the works of Graham Wallas，who exercised such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thought of Lord Stamp，a possible clue.It may seem that I feel directed to lecture on the subject of the subject or directly on the conditions which have led to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precise conditions，and that in this way I have reconciled the contradiction，and indeed I hope that this will be partly true.Thorold Rogers has remarked that among the calamities afflicting political economy is the fact that“all or nearly all its fallacies are partially true，”1
 which remark possibly provides a basis for his comment that“a cheap investment ［is］ to be made in popular delusions.I know no safer speculation.”2
 I hope that my discussion of popular delusions will not prove an unsafe speculation to my audience.

I am aware that I am only presenting a footnote on the work of Graham Wallas，but it should be said that the subject of his work was in itself inherently neglected.He chose in his later publications to concentrate on the problem of efficiency in creative thought.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oral tradition in an age when the overpowering influence of mechanized communication makes it difficult even to recognize such a tradition.Indeed the role of the oral tradition can be studied only through an appraisal of the mechanized tradition，for which the material is all too abundant.The lecture，one of the last vestiges of the oral tradition，has been overwhelmed by the written tradition and the examination system in spite of the noble efforts to support its continuance by foundations such as that in which I speak.And even such lectures as these are destined for print.

I have attempted elsewhere to develop the thesis that civilization has been dominated at different stages by various media of communication such as clay，papyrus，parchment，and paper produced first from rags and then from wood.Each medium has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type of script，and in turn for the type of monopoly of knowledge which will be built and which will destroy the conditions suited to creative thought and be displaced by a new medium with its peculiar type of monopoly of knowledge.In this lecture I propose to concentrate on the period in which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dominant through the manufacture of newsprint from wood and through the manufacture of the newspaper by the linotype and the fast press.Physics and chemistry have been largely concerned，notably in the study of electricity with its possibilities for increased speed of communication.The telegraph and particularly the telephone3
 were significant to the expansion of journalism.

The conservative power of monopolies of knowledge compels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in the media of communication in marginal areas.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Great Britain“taxes on knowledge，”as they were called，ensured a monopoly position for The Times such that restriction in the use of paper for newspapers favoured an increase in the production of periodicals and books.This increase was enhanced by an expanding American market unprotected by copyright legislation.American writers were driven into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particularly as a free press was protected under the Bill of Rights.Removal of taxes on knowledge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Great Britain favoured the importation of improvements in techniques in the production of newspape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owth of the new journal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on the Continent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tably in the Boer War and in the First World War.

It is necessary at this stage to indicate briefly the major technological changes in communication in North America and in turn in Great Britain and to a lesser extent in Europe.As a result of the use of wood in the manufacture of newsprint the price of the latter declined from [image: ]
 cents per lb.in 1875 to [image: ]
 cents in 1897.With decline in price larger quantities were used and new inventions were developed at later stages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newspaper to eliminate a series of bottlenecks.Introduction of the linotype in 1886 was followed by a reduction in the cost of composition by onehalf.The demands of typesetting machines for large quantities of legible material compelled the use of typewriters.4
 The cost of printing was vastly reduced with more efficient presses.A double supplement press installed by the New York Herald with a capacity of 24，000 copies of 12 pages each per hour was far surpassed by a quadruple press installed by the New York World in 1887 with a capacity of 48，000 copies of 8 pages per hour and in turn by an octuple press with a capacity of 96，000 copies of 8 pages per hour in 1893.Improved methods of producing printed paper were supplemented by methods for reproducing illustrations; zinco and the halftone facilitated reproductions of photographs after 1880.Pulitzer’s use of the cartoon had contributed to a quadrupling of circulation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year.His success in increasing circulation with pictures was immediately followed by others.The multicolour rotary press was introduced in the early nineties with pictures.By 1900 nearly all daily pap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illustrated.

With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n the United States，a marked increase in the size and circulation of newspapers was accompanied by increasing costs of newsprint and attempts on the part of newsprint companies to strengthen their position by amalgamation，notably in the formation in 1898 of the International Paper Company，composed of nineteen companies.The newspapers began to organize in opposition to a threat to increase prices.With the enormous advantage of control over publicity，they exercised sufficient political pressure to secure the reduction and abolition of tariffs on mechanical pulp and newsprint from Canada.Sensitive to the influence of newspapers over public opinion，Theodore Roosevelt launched a conservation campaign with the slogan“We are out of pulpwood.”His successor，W.H.Taft，from all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Reciprocity Treaty in 1911 emerged with the definite result of a low tariff on newsprint.Under Woodrow Wilson，the Democratic president，restrictions were removed on imports of newsprint.The success of the efforts of American newspapers was evident in a price of newsprint of 2 cents per lb.or $40 per ton in 1914.

The Canadian provinces with their control over large areas of Crown land followed policies designed to compel the importation of American capital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apermills in Canada.Ontario imposed an embargo on pulpwood cut on her Crown lands and was eventually followed by Quebec in 1910 and New Brunswick in 1911.Large rivers provided cheap navigation and large power sites，and with proximity to the chief American markets by rail and favourable differential railway rates，governmental encouragement，and low labour costs，the province of Quebec was particularly successful in sec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sprint mills.Since four tons of raw material were necessary to produce a ton of newsprint，transportation rates wer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choice of sites.

During the war period prices increased.Newsprint cost $69 a ton in 1918 and after a sharp increase to $130 in 1920 attained a level of $75 per ton in 1922.With the stimulus of higher prices newsprint mills were established on a large scale.The annual capacity of Canadian mills increased from 715，000 tons in 1917 to 3，898，000 tons in 1930，doubling in the period from 1926 to 1930.Canada surpassed the United States as a producer of newsprint.Mills installed at later dates had the advantage of incorporating new inventions.In 1921 a paper machine 166 inches in width，running 1，031 feet per minute，established a record，but in 1927 machines of 270 inches were being installed.The greater efficiency of plants installed at later dates and the length of time involved，in bringing larger plants into production led to a lowering of prices in the late twenties and to a sharp decline during the depression to $53 in 1931 and $46 in 1932.Competition of later more efficient plants with older plants became acute，with the result that an elaborate bond structure，developed during the period of rapid construction，was subjected to an intensive programme of reorganization accompanied by largescale mergers.

In these drastic reorganizations hydroelectric power assumed a more important position.A newsprint mill includes plants for the production of mechanical pulp，sulphite pulp，and newsprint.A ton capacity of newsprint assumes roughly an installation of 100 horsepower of which 85 percent is used for mechanical pulp or groundwood.Attempts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the cheaper mechanical pulp above 75 percent of the total content of newsprint have assumed increasing dependence on hydroelectric power.Since power sites are related to geographic considerations such as geology，topography，size of lakes（which serve as storage basins in a relatively severe cold season)，size of rivers，and rainfall，and since they involve an enormous initial capital investment，operation at capacity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size of paper mills.Since prices of newsprint tend to be held down by the strong position of newspapers，attempts will be made to divert hydroelectric power to municipal and industrial purposes.Large metropolitan papers such as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Chicago Tribune have attempted to strengthen their position by assuming direct control over newsprint mills，5
 but the possibility of adapting power sites and newsprint mills to the demands of such newspapers is limited.Yet mills which are not controlled by newspaper companies have a narrower market in which to sell their products.High prices of paper during the war and the postwar period were accompanied by numerous amalgamations of newspaper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such highspeed equipment as steel cylinders，roller bearings，and ink pumps.Large newspaper owners such as Hearst and Scripps Howard，capable of providing a large steady market，are in a position to play off one newsprint mill against another and secure lower prices.Small newspapers in a weaker position have been linked in various chains to the same purpose.An attempt of the International Paper Company to combat these trends by acquiring newspapers in order to provide a more profitable outlet was defeated by the usual appeal to the importance of a free press and to the danger of control of power interests over the press.Insistence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became a powerful factor in the defeat of newsprint producers.As a result of the strong position of newspapers，newsprint companies have favoured reliance on the sale of hydroelectric power to municipal and industrial consumers，and paper has tended to become a byproduct of power production，with the weak marketing position which characterizes byproducts.

The increasing production of relatively low priced newsprint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n increase in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paper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5 lb.in 1909 to 41 lb.in 1920 and 59 lb.in 1930.In 1914，2，580daily newspapers had a daily circulation of 41，131，611.Although the number of Sunday newspapers was only slightly reduced in the same period，their circulation increased from 16，479，943 to 32，371，092.6
 In the halfcentury from 1880 to 1930，in which the major technological changes which we have described took place and after which the radio becomes a more important competitor for advertising，the newspaper’s dependence on advertising revenues increased from 44 percent to 74 percent.In twentythree of the largest American cities advertising lineage increased from 662 million in 1914 to 1，293 million in 1929，with the most pronounced increase two years after the war，and declined to 746 million in 1933.The increase in percentage of revenue from advertising is misleading，since the reduction in the price of newspapers to one cent or one halfpenny in 1900 and the relative rigidity of prices of newspapers is essentially designed to increase circulation and to attract advertising.It is safer to say with George Seldes that“the real publishers are the advertisers since their financial support of a publication is in most cases all that keeps it alive.”7


The low prices of newspapers incidental to the need for circulation demanded by advertisers meant an emphasis on changes in the content of the newspaper which would attract the largest number of purchasers.The newspaper was made responsive to the market.The business office occupied a dominant position.8
 News became a commodity and was sold in competition like any other commodity.9
 Consequently it was classified in relation to the markets to which it was supplied and in relation to regions which produced it.In the words of Mr.Dooley，“Sin is news and news is sin.”Charles Merz wrote that“it is doubtful whether anything really unifies the country like its murders.”10
 In England R.D.Blumenfeld held that all grades of society were“more interested in crime.mystery—particularly the murder of a woman—than in any other topic.”11
 “There is more joy in Fleet Street over one lover who cuts his sweetheart’s throat than over nine hundred and ninetynine men who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A.P.Herbert).As a result of time and other considerations，various centres are compelled to specialize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news.News follows the sun and with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afternoon and evening papers generally happens in the after noon.Chicago12
 as a great inland centre and with a definite timelag from New York has been compelled to concentrate on crime.Mr.Dooley，commenting on Wilbur F.Storey，editor of the Chicago Times in the eighties，wrote:“They wanted crime an’ he give it to them.lf they wasn’t a hangin’ on th’ front page some little lad iv a rayporther’d lose his job.They was murdher an’ arson till ye cudden’t rest，robbery an’burglary f’r page afther page，with anny quantity iv scandal f’r th’ woman’s page，an’a fair assortmen’iv larceny an’assault an’batthry f’r th’little wans.”13


The malevolent influence and power of publishers has possibly been exaggerated，but，in the opinion of Seldes，Hearst proved“that news is largely a matter of what one man wants the people to know and feel and think.”14
 Pulitzer was said to have“rather liked the idea of a war—not a big war—but one that would rouse interest and give him a chance to gauge the reflex in his circulation figures.”15
 The publisher became concerned to secure consumer satisfaction:“never write to please the writer，write to please the reader.”16
 In the words of Brisbane，the Hearst columnist，“nobody wants to know what you think.People want to know what they think.”17
 Beaverbrook advised that“you must be ready to put into it your whole heart and soul，your stomach，your liver，your whole anatomy which will appear most of the time to be dangerously stimulating and on occasion positively revolting.”18
 J.G.Bennett，Jr.，stated that a journalist should be“inquisitive，catty，human，eccentric，generous and pernicious in turn，kindly and inexpressibly brutal from moment to moment，broadminded，wellread and suspicious.”19
 A later American publisher insisted on printing“what any human being would be interested in—something that will not cause people to think，that will not even invite them to think—to enable them to forget rights and wrongs，ambitions and disappointments.”“Reading next to sleeping is the best way to rest the mind”is Mr.Dooley’s summary.

Arnold Bennett has written a pertinent description of the editor:

to devise the contents of an issue，to plan them，to balance them; to sail with this wind and tack against that; to keep a sensitive cool finger on the faintly beating pulse of the terribly manyheaded patron; to walk in a straight line through a forest black as midnight; to guess the riddle of the circulationbook week by week; to know by instinct why Smiths sent in a repeatorder，or why Simpkins’ was ten quires less; to keep one eye on the majestic march of the world，and the other on the vagaries of a bazaarreporter who has forgotten the law of libel; these things，and seventyseven others，are the real journalism.20


News must be selected，its position on the page determined，the proper size of type chosen.“Nothing...possesses quite such power over people who like to believe they do their own thinking as that which seemingly leaves all thinking to them.”21
 In perfecting“the art of lending to people and events intrinsically dull an interest which does not properly belong to them，”22
 the definition of journalism given by Arnold Bennett，journalists are exposed to unique advice from editors.The managing editor of the Detroit News held that“Four things were necessary to learn to write，the Bible，Shakespeare，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and the Detroit News，”23
 advice paralleled by that of Sir William Crawford that“copywriters must read the Bible，Kipling，Stevenson，and Burns because they know how to touch the human heart.”24


Under the pressure of publishers and advertisers the journalist has been compelled to seek the striking rather than the fitting phrase，to emphasize crises rather than developmental trends.In the words of Escott，the journalist“increasingly seems to think that his duty to his paper requires the discovery of a new crisis or a new era.”“The journalist has long been and will always remain，a stormy petrel，a fisher in troubled waters，one whose activities ten to excite，not to moderate，the popular passions.”25
 Success in the industrialized newspaper depends on constant repetition，inconspicuous infiltration，increasing appeal to the subconscious mind，and the employment of tactics of attrition in moulding public opinion.26
 Northcliffe warned，“Remember the power of persistency in journalism.”27


Journalism has been criticized on a wide front，particularly in England.Lord Salisbury described it as“an intelligent anticipation of events that never occur”and Leslie Stephen as“writing for pay upon matters of which you are ignorant”;28
 “to be on the right side is an irrelevant question in journalism.”29
 Humbert Wolfe（The Uncelestial City，BK.1，“Over the Fire”［New York;Alfred A.Knopf］）wrote

You cannot hope

to bribe or twist，

Thank God，the

British journalist.

Considering what

the man will do，

Unbribed，there’s

no occasion to.

An American writer has been more savage:“The business of a New York journalist is to distort the truth，to lie outright，to pervert，to vilify，to fawn at the foot of Mammon，and to sell his country and his race for his daily bread....We are intellectual prostitutes.”30
 A more sober view states that“Journalism can never be history; its unceasing activities deprive it of the advantages of scientific inquiry.It cannot ever be the rounded truth，since the necessity of prompt presentation of what seems to be fact renders impossible the gathering and weighing of all evidence which bears upon the event which must be chronicled.”31


Yet the journalist himself is not unaware of the pressure of the publisher and the advertiser as his castigations have made clear.Writers as the more sensitive and restiv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have been extremely sensitive to repression，particularly as they have been slow to organize resistance.Frank Munsey，who systematically bought，closed down，and amalgamated newspapers and was described as“one of the ablest retail grocers that ever edited a New York newspaper”32
 drew the following obituary notice from William Allen White:“Frank Munsey，the great publisher，is dead.Frank Munsey contributed to the journalism of his day the great talent of a meat packer，the morals of a money changer，and the manners of an undertaker.He and his kind have about succeeded in transforming a once noble profession into an eight percent security. May he rest in trust.”33
 Philip Gibbs wrote regarding Northcliffe that he had never heard him“utter one serious commentary on life，or any word approaching nobility of thought，or any hint of some deep purpose.”34


The character of news reflecting the demands of the advertisers particularly after 1900 emphasized discontinuity.Cazamian35
 suggests that the psychological results were evident in the tremendous success of moving pictures，which at its central roots sprang from the methods of discontinuity.Development of photography and of the cinema was paralleled by the increase in the use of illustrations in the newspapers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Established newspapers had reached new levels of pomposity illustrated by Pulitzer’s comment that“The World should be more powerful than the President.He is fettered by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s and has only a four years’ term.”36
 Their monopoly position was marked by conservatism in recognizing technological advance.The possibility of tapping lower levels of income and larger numbers for advertisers and recognition of the loosening of rules and habits during the war favour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bloids.37
 Pictures38
 spoke a universal language which required no teaching for their comprehension.“The boob no longer believes anything he reads in the papers but he does believe everything he sees.”39
 In the search for a wider circle of readers it became necessary to rely on topics with a universal appeal，notably on sex.Patterson of the New York Daily News，a most successful tabloid，introduced a new order for news—first love and sex，then money，murder，and health.40


Gauvreau，editor of an unsuccessful tabloid，hemmed by Patterson“into a pocket from which we could never fight our way out to our first daily million，”41
 stated that“no paper of mass appeal could afford to be without a staff astrologist or a palmist who could tell you how to improve your fortune.”42
 “The space we devote to politics is a dead loss in circulation.”43
 He wrote，“Never print anything that a scrubwoman in a skyscraper cannot understand，”44
 a caution paralleled by R.D.Blumenfeld’s in England“never to forget the cabman’s wife.”We can appreciate his remark that he regarded himself as“the parasite clinging to the vitals of the kept press.”45
 This audience will not be familiar with references to the excitement over“Peaches”Browning or over the Hall Mills murder case but they will be awar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tabloids on the older press in a reference to Lindbergh.The Lindbergh flight，“the greatest torrent of mass emotion ever witnessed in human history，”46
 has been held to have changed the attitude of France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In accounts of the kidnapping of the Lindbergh baby the press “pulled out all stops in its last great orgy of concentration on an individual case.”47
 In the intense competition for circulation and for advertising a success was won by the use of reading matter and picture appeal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magazines and by the use of features which emphasized gossip about movie stars.Failure followed the refusal of advertisers to support a number of tabloids appealing to lowincome groups.This could be cited against the statement of H.L.Mencken that no one ever went broke underestimating the taste of the American public.

The problem of adapting news to the needs of wider circulation led to greater dependence on feature material.The growing efficiency of press associations brought a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scoops48
 claimed by individual papers and led to increasing dependence on local news and on features.Advertising demanded more space and larger newspapers，and to preserve a reasonable proportion of reading material it became necessary to depend on syndicates49
 for feature material.Newspapers formed their own syndicates for the creation of feature material or for the creation of news.Features were designed to secure a firm footing for newspapers in the home and to enhance the value of the paper from an advertiser’s point of view.The large Sunday paper emerged in response to this demand and with it an insatiable appetite for features designed to appeal particularly to women and to children.The serial comic was admirably suited to this purpose.“The power of the popular strip over circulation is notorious.”“Comics are the lifeblood of the entire syndicate business.”Comic strip writers are compelled to consider the welfare of their characters with great seriousness if they wish to avoid a flood of protests from readers.Women were the object of attention in the features and in the news because of their influence on the purchase of commodities.Northcliffe50
 advised，“Always have one women’s story at the top of all the main news pages of your paper.”51
 “Women are the holders of the domestic purse strings.Men buy what women tell them.”The demand for circulation by advertisers was a demand for entertainment and for a wide variety.52
 In the twenties the public turned from horse racing and liquor to column reading as a dissipation.53
 Newspapers carried the writings of columnists with wide and divergent points of view.

The effect of these changes was evident in the decline of the editorial as an influence on public opinion.Mr.Dooley said that the mission of the newspaper was“to comfort the afflicted and afflict the comfortable.”The Hearst press54
 and，to a less extent，the Scripps Howard55
 press systematically and profitably exploited exploitation and newspapers were compelled to turn to other interests.As early as 1899 a study of newspapers showed that news of crime and vice，illustrations，and help wanted and medical advertisements，occupied an almost steadily increasing percentage of space，with an increase in circulation，while the opposite was the case with political news， editorials，letters and exchanges，and political advertisments.56
 H.L.Mencken has pointed out how the editorial writer lost prestige as compared with the news writer since less ability was required to express opinions than to present readab e news and such ability was not as well paid.He writes:“I know of no subject in truth，save baseball，which the average newspaper even in larger cities discusses with unfailing sense and understanding.”Another American writer states:“I doubt if there is an editorial page in America that is read by five per cent of the paper’s readers.On the basis of results the average editorial page is the most expensive in the paper —in white space，composition and editorial labour.”57
 A study of the American press concludes that the“modern commercial newspaper has little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opinions of its readers on public questions.It probably seeks to reflect，not make opinions.”58
 W.J.Bryan stated that“newspapers watch the way people are going and run around the corner to get in front of them.”59
 Large circulations prevented the newspapers，as someone put it，from attacking anything but the maneating shark.60
 You may remember in Samuel Butler’s The Way of All Flesh the efforts of Townley to get Ernest Pontifex out of trouble，“to see the reporters and keep the case out of the newspapers.He was successful as regards all the higherclass papers.There was only one journal，and that of the lowest class，which was incorruptible.”“The power of the press is the suppress.”

In emphasizing the necessity of increasing the sale of newspapers，headlines and news have dominated the front page.With few exceptions advertising is confined to the later pages.It may be argued that“for practical purposes matter that is more directly profitable to the individual than to the community is called advertising and matter that benefits the community rather than the individual is called news，”or that，in the words of Ivy C.Lee，“news is that which people are willing to pay to have brought to their attention; while advertising is that which the advertiser himself must pay to get to the people’s attention.”61
 The difficulties of separating the indirect sale of advertising，by making the front page sell the newspaper，and the direct sale of advertising has led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ublicity men who have become skilled in disguising advertising material and planting it in unexpected places to be picked up as news.62
 While newspapermen have become suspicious of these news services and reluctant to introduce anything strange in their columns，publicity men have become more ingenious.63
 The politician，following the decline of the editorial page，has been particularly active in attempting to make the front page.Sam Chamberlain，an experienced newspaper man，wrote:“Give me the right hand column first page and I won’t care what they put on the editorial page，”64
 and his views were echoed by La Follette in 1924:“I don’t care what the newspapers print in their editorials about me if I can keep in their news columns.”65
 The politician has actually begun to welcome abuse in the news.Frank Kent of the Baltimore Sun explained the power of the political boss in large cities:“the more violently he is denounced by the press the stronger the trend toward him.”66
 George Seldes wrote，“I believe that Hearst as an ally of any politician is a form of political suicide.”67
 With the radio，however，the politician capitalized 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press，Franklin Roosevelt claiming that“nothing would help him more than to have it known that the newspapers were against him.”Radio tipped the scales in favour of the individual candidate and overcame the influence of tons of Republican written propaganda.“There has been a landslide in every national election since the use of radio became general.”68
 The success of Roosevelt followed the decline of the press as a medium of political expression.

Dependence on the front page has left its stamp on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in the character of personalities and of legislation.Keynoting which“implies the ability to...give the impression of passionately and torrentially moving onward and upward while warily standing still”(Lowry)69
 has been only one of the results.Bryce in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has emphas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bsence of foreign probl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891).To an important extent ambassadorial posts were a part of political.patronage distributed among newspaper publishers.Representatives of the press who were distrusted in domestic appoin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acclaimed as ambassadors in other countries where individuals with such training were largely excluded from diplomatic posts.The results have been evident in a lack of experience and continuity in foreign problems，in the refusal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join the League of Nations，and in its blustering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Agitation carried on by the press unsettles the public mind.The uncertainty prevents unity of action and that lack of unity of action prevents stability.”70


Whitelaw Reid71
 remarked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at“news brings circulation and advertisements，”but this view has been modified by the insistence that“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circulation.”72
 Lasswell has commented that“literacy and the press are offsprings of the machine age.The press lives by advertising，advertising follows circulation and circulation depends on excitement.”73
 In building up circulation itself and creating goodwill the newspaper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monopoly position which can be capitalized on by advertisers attempting to build up monopoly positions for products being advertised.Circulation is promptly translated into advertising revenue.In news，features，and direct advertising the large advertiser secures a consistent advantage.Large department stores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as a source of revenue and in building up newspapers.By news men they have been called“the most sacred of sacred cows.”74
 It has been said of the Chicago Tribune，“It is the ads for the $1.89 housedress that must meet the payrolls.”75
 The consistent and heavy users of space are in a position to secure better advertising rates though their success will vary with numerous considerations including the policy of publishers.At one extreme，Munsey said“I will not quarrel with the sources of my revenue，”76
 and at the other，Scripps insisted on the necessity of constant squabbling with advertisers.77
 The dangers of dependence on a small number of large advertising patrons who favour a small number of papers compels constant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of small advertisers.Department stores force down prices in certain advertised lines in order to secure a heavy traffic which will be directed to higher price goods.78
 The large newspaper securing newsprint under more advantageous circumstances and able to attract large advertisers provides a powerful stimulus to th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commodities with the most rapid turnover.Certain types of marketing organization such as the department store and certain types of urban communities，planned to give quickest access for the largest possible numbers to the marketing centre，are given direct encouragement.Urban architecture tends to be built around the store window.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pres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re suggested in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evening as contrasted with morning papers.Evening papers cater to individuals who have exhausted the possibilities of concentrated mental power and demand relaxation and entertainment rather than information and instruction.79
 Scripps dir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vening paper to meert the neglected demands of industrial classes.The space devoted to sports news increased enormously.80
 Conservatism of monopoly in the morning papers favoured the advances in technique insisted upon in the evening papers by advertisers.Changes in type and format，adaptation of the colour press，81
 the introduction of faster presses effectively met the demands of advertisers in the evening and the Sunday papers and most conspicuously in the mail order catalog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dominance of the newspaper was accompanied by a ruthless shattering of language，the invention of new idioms，and the sharpening of words.82
 In England the impact of this development was checked by the dominance of the book but the similarity of language favoured a rapid borrowing of technical developm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83
 Northcliffe took full advantage of American experience84
 He drastically reduced the reports of debates and，followed by others，introduced，in the words of Blumenfeld，“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s”85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journalism.Following Pulitzer his rule was“Never attack an institution! Attack the fellow at the head of it”86
 His success was evident in the eviction of heretical newspaper editors from British newspapers after 1900 and the decline of rational political journalism.87


The effects of the new journalism reflected in the demands of advertisers for circulation and excitement were particularly striking in foreign policy.Complaints had been made from an early date that British correspondents on the Continent had been appointed for their linguistic ability，and their lack of journalistic sense had become evident particularly after the telegraph had superseded the post.On political grounds Beaconsfield had persuaded the Standard to make Abel its correspondent in Berlin in 1878.88
 The conventional freedom of the Foreign Office from discussion in Parliament and the tendency of the press to turn from domestic to foreign affairs，particularly after the Home Rule controversy，gave the Times a strong stabilizing position in which to attempt to build up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Germany.Weakening of the Times’s position as a result of encroachment of papers which had emerged following the abolition of taxes on knowledge and its loss of prestige over the Civil War89
 and the Irish question brought it to the point of bankruptcy in 1890 when Moberly Bell was appointed manager.As an organ of comment and criticism it had fallen behind in its news services. In the interests of economy Moberly Bell was compelled to rely on younger inexperienced men to build up its news staff.90
 In 1897 Greenwood described foreign correspondence as“the most difficult and least satisfactory service of the press in Britain.”91


The activity of the new journalists became evident in the South African War when a small noisy group through control over the telegraph and the presses was able to foment friction.The editor of the Cape Times was a special correspondent of two London dailies and editors of leading Johannesburg journals were imported from England to support the policy of Rhodes.The difficulties of the Times gave Northcliffe an opportunity to exploit personalities in the growth of antagonism to Germany.Newspapers ceased to emphasize views important to France and became antiGerman; it was in the words of Norman Angell“most profitable to increase that national danger which was already her greatest danger.”92
 Lack of professional standards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remarks of Sir Mountstuart Grant Duff:“The diplomatists and foreign ministers of Europe would get on perfectly well together and settle their own differences but for the new journalists intermeddling and stirring up international jealousy and spite.”93
 The emphasis on personalities was evident in the claim that the resentment of Edward Ⅶ at criticism by the Kaiser of his participation in a weekend game of baccarat—the Tranby Croft episode—was the real beginning of the AngloFrench entente.94
 We can perhaps subscribe to Acton’s remark that“nothing causes more envy and unfairness in men’s view of history than the interest which is inspired by individual characters.”95
 Control of the Times by Northcliffe96
 after 1908 facilitated a combination of prestige and circulation.The influence of American experience97
 is shown in the work of F.W.Wile，a correspondent of the Chicago Daily News，and a temporary correspondent of the Daily Mail，who interviewed the British Secretary of War and gave the exclusive news to the Daily Mail for which he was rewarded by being placed in charge of the Berlin Bureau.Wile quotes the story that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outbreak of war a member of the Foreign Office in Berlin about to sign his passport“threw down the pen on the table，and said he absolutely refused to sign a passport for Wile because he hated him so and because he believed he had been largely instrumental in the bringing about of the war.”98
 Whether we believe Wile or believe that he believed this，the remark is sinister.Norman Angell wrote that where the instructive modes of conduct were pretty evenly balanced，the power of an individual such as Northcliffe was decisive.99


The impact of the new journalism impor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adapted to Great Britain was even more conspicuous in the First World War.The role of Northcliffe in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Cabinet has been discussed at length and I shall be content with a comment by Mr.Winston Churchill after the Coalition.Northcliffe“wielded power without official responsibility，enjoyed secret knowledge without the general view，and distributed the fortunes of national leaders without being willing to bear their burdens.”100
 But the new journalism brought a new type of politician.Frank Dilnot has described the friendly，informal way of Lloyd George with journalists，which“so far as Cabinet Ministers are concerned is something of a revolution.”101
 H.W.Massingham commented on the change.“Unhappily for political society it breeds a dozen Lloyd Georges for one Courtney—our suicidal journalism understands only the first type and ignores or belittles the other.”102
 The new type of politician had few scruples in using the press.Whether or not we accept the opinion of George Lansbury that Lloyd George would have ended the war at the tim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f he thought he could have beaten Northcliffe and the Daily Mail，103
 it is clear that Lloyd George’s control over the Daily Chronicle104
 became a measure of selfdefense.

After the war Kennedy Jones admitted that the press had overemphasized its importance and power and that it had lost prestige and was distrusted by the public.Northcliffe105
 and the Daiy Mail were followed by Beaverbrook and the Daily Express.106
 Interest in European politics was displaced by interest in Imperial preference.Large newspapers must have a foreign policy.The density and distribution of large centres of population in Great Britain，as contrast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favoured the establishment of regional editions of the large London papers.The small number of papers with latge circulation made a policy of control over newsprint mills and supplies of raw material more important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In tum large aggregations of capital107
 were wholly concerned with circulation and advertising revenue.Along with insurance schemes and other devices to increase circulation the attempt to secure acceptance of British Empire preference occupied an important place.It would be dangerous to accept the claims of the newspapers concerned but Beverley Baxter wrote that Neville Chamberlain saw Beaverbrook and“a real peace was arranged based on a broad if not a precise acceptance of Beaverbrook’s policy.”“Beaverbrook won the battle of policy and lost the battle of personalities.”108
 In any case free trade came to an e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109
 the monopoly position of a group of papers invited competition from others anxious to take advantage of improved technology and to serve neglected purchasers and readers.The phenomenal success of the Daily Herald in expanding circulation pointed to the limitations of established papers.Newspapers such as the Morning Post，unable to compete in the race for circulation，became“a parasite in the advertising business”and disappeared.110
 The claim that obsession with advertising and circulation in the period from 1919 to 1939 coincided with a lack of intelligent interest in public affairs，111
 and a lack of effective opposition to foreign policy at an early date，appears to have justification.112
 Foreign policy reflected the lumpy character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monopolistic demands of newspapers.

The impact of AngloAmerican journalism on Continental journalism was delayed as a result of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and the stronger position of the book.113
 French newspapers were less subject to the overwhelming influence of the advertiser114
 and more subject to the influence of direct subsidy shown in the effects of Russian115
 and Italian bribery.Political and other writing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news.Journalists played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political life.A common proverb prevailed that journalism led to everything provide one got out of it.The German press reta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it had developed under the tutelage of Bismarck.A student of the press has referred to“the poisoning of public opinion by the newspaper press in all the great countries.”116
 Kent Cooper，manager of the Associated Press，stated that“the mighty propaganda carried on through these channels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has been one of the causes of war that has not yet been uncovered.”117
 But European civilization was still dominated by the book，and war between Germany and AngloSaxon countries could be described as a clash between the book and the newspaper.The weakness of newspapers in Germany probably accentuated the power of propagandist organizations.Germany was unable to appreciate the power of the newspaper in AngloSaxon countries，and collapse was in fact a result of increasing difficulties of understanding incidental to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of the newspaper in the two regions，By the newspaper，democracy had completely expelled the book from the notmal life of the people.118
 One is perhaps in danger of accepting at face valu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k of propagandists during the war from 1914 to 1918 but undoubtedly much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work of Northcliffe，“a master of mass suggestion.”119
 Advertising technique had not developed in Germany to the point that propaganda could be effectively used or effectively resisted.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reflec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printing press120
 by its emphasis on selfdetermination as a governing principle but it neglec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poken word upon which the radio capitalized.121
 Limitations of the press in Germany facilita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radio in contrast with restrictions imposed on it in England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ss with its interest in advertising.Regions dominated by the German language were powerfully influenced by Hitler in his efforts to extend the German Reich.In regions dominated by the English language during the war resources were mobilized more effectively by the speeches of Churchill and Roosevelt.Dissimilarities in language wer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ground movements in occupied countries.The Russian language proved an effective barrier to German propaganda.With the radio and events changing dramatically from moment to moment，people of the same language began to rely on it for information and with the possibilities of control of technical equipment it became a powerful instrument for propaganda.122
 If the First World War might be regarded as a clash between the newspaper and the book，the Second World War was a clash be tween the newspaper and the radio.

Technological advance in communication implies a narrowing of the range from which material is distributed and a widening of the range of reception，so that large numbers receive，but are unable to make any direct response.Those on the receiving end of material from a mech anized central system are precluded from participation in healthy，vigorous，ancl vital discussion.Instability of public opinion which follows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inventions in communication designed to reach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is exploited by those in control of the inventions.Hearst has advised that the important thing for a newspaper to do in making circulation is to get excited when the public is excited.123
 The lumpy character of new developments in communication and the appeal to lower levels of intelligence by unstable people accentuates instability if not insanity.It is only necessary to recall the effects of the radio as shown in the Munich crisis and especially in Orson Welles’s“Invasion from Mars.”In the battempt to reach larger numbers，a new type of skill on the part of the writer becomes necessary; in contrast with the monotony of hard labour which leaves more time to think，the fatigue and monotony of the new type of brain work leave exhaustion.

As a result of the emphasis on simplicity on the part of the writer，the problems of government become more complex.Large numbers of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and dispensers of propaganda learned their trade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124
 “The epidemic itch for manipulating the public has infected the population in a rash of press agents，pulolicity experts，advertisers，and propagandists.”125
 As a result the role of the civil service becomes more important and the position of bureaucracies is strengthened.Dicey’s remark that“laws...are...among the most potent of the many causes which create public opinion”126
 has gained in weight.Even Kennedy Jones conceded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as a source of news and deplored the development of an agency system in Downing Street in which the agent was chosen for his ability to gauge correctly the effects of suppression of truth.Governments with their control over news can exercise what is called leadership.To give the appearance of maintaining control over policy，newspapers are compellecl to keep very close to government leaders and are precluded from criticism.To appear consistent the newspaper is compelled to adopt a broad policy which will permit change without the appearance of chang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unostentatiously taking curves.

We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enormous technological advance at various stages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newspaper has been supported by the increasing power of advertising reflected in changes in the character of news，features，and editorial opinions.The new journalism emphasized a vast range of interests at the expense of politics and with the rise of public relations agencies，lost the power to expose abuses，particularly abuses from which it gains.As a result of its interrelation with news.features，and editorial opinion，advertising became monopolistic in relation to a monopolistic press and imposed its influence on political，social，and economic life.The consequent maladjustments were evident in the boom of the twenties and the depression and were to an important extent a result of expansion of the press and of a new instrument of communication—the radio.Public opinion became less stable and instability became a prime weakness serving as a forced draft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twenties and exposed to collapse in the depression.

The highly sensitive system created in advertising through the press faced disaster and compelled largescale state intervention.We can appreciate Thorold Rogers’s remarks that“variations of high and low prices，which a century ago would have excited little attention and caused little alarm，in our day when production and trade are so sensitive and so complicated rouse the gravest apprehensions and exercise the attention of the most laborious and acute investigators into economical phenomena and economical agencies.”127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mplied the growth of nationalism.Advertising through the press contributed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o the growth of tariffs except as we have seen in such raw materials as newsprint used by advertisers，and the inadequacies of tariffs in the depression were met by manipulation of exchange rates and concern with monetary control with results suggested by Professor Robbins in his analysi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Maine’s remark that“energy poured into the study of economics and especially of money leads to the neglect of politics and government”128
 has been amply underlined.Economic writing and discussio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nationalistic，concerned with specific legislation and specific economic and social trends.To paraphrase Mr.Dooley，when the whole world goes crazy the social scientist must go crazy too.

The weaknes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has been shown in the increasing concern with national statistics.Von Beckerath has stated that“trut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s，in the last analysis，often nothing but the consistency and conformity of facts，endeavours，and ideas with the basic tenets of the respective society.129
 For example，concentration on study of the business cycle has possibly influenced the course of business cycles in the sense that nature copies art.The creation of a belief in the business cycle may lead to action on the part of business men designed to respond to the business cycle and possibly intensify，possibly check，the violence of booms and depressions.Nations which have not had the advantage of special studies cycles will probably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business cycles.Professor Ohlin has complained of the insularity of Anglo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neglect of Wicksell’s work for a period of two decades，but he forgets the bias of economics which makes the best economists come from powerful countries.The influence of economists in special studies is reinforced by their active role in business and government.Business men and governments are apt to insist on hearing and reading what they want to hear and read and consequently are provided with what they want to hear and read.

Nationalism weakens an interest in universal laws.Simiiarity in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in administrative techniques within nations are misinterpreted as laws.The results are evident in the character of writ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is century.A letter from Hume to Adam Smith contains the sentence:“Nothing，indeed，can be a stronger presumption of falsehood than the approbation of the multitude，”130
 and this opinion persisted in such remark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those of G.C.Lewis:“The concurrence of the crowd is a proof of the worst side，”131
 or of George Sand:“There is nothing so undemocratic as the mass of the people.”The necessity of a sustained interes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was reflected in a comment of Christopher North that“political economy is not a subject for a magazine”132
 and of Alfred Marshall，“you cannot afford to tell the truth for half a crown.”133
 The contra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came evident in the belief of Keynes that it could be sold for two halfcrowns，The tradition of Marshall’s monopoly of teaching and his reluctance to publish was continued by Pigou and led to a disequilibrium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outpouring of Keynesian literature.The decline in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ian in the press was shown in the political failure of the Versailles Treaty and the success of Keynes’s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1920).

The limitations of these new attempts to offset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ism have been suggested in Mantoux’s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Keynes (1946）in which it is argued that the point of view of AngloSaxon law and its concern with trade and commerce ignored the point of view of continental and Roman law and its concern with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onsiderations.The weaknes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s a result of the obsession with national statistics became evident in this neglect of differences which had become more acute with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the press on the Continent.The impact of science on industrialism in England reduced the possibility of speculative interest in law peculiar to the Continent.The rigid concept of property in Roman law faile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growth of trade and of political economy，in contrast with the elastic concept of ownership in common law.In common law countries，political economy emerged to meet the problems of law in industry and commerce.Under the influence of law，Adam Smith extended his specula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but his tradition was not sufficiently strong to resist the influences of nationalism.The interrelations of law and political economy have been noted by Sir Henry Maine.

It is certain that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the only Department of moral inquiry which has made any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our day，would fail to correspond with the facts of life if it were not true that Imperative Law had abandoned the largest part of the field which it once occupied，and had left men to settle rules of conduct for themselves with a liberty never allowed to them till recently.The bias of most persons trained in political economy is to consider the general truth on which their science reposes as entitled to become universal，and，when they apply it as an art，their efforts are ordinarily directed to enlarging the province of Contract and to curtailing that of Imperative Law，except so far as law is necessary to enforce the performance of Contracts.The impulse given by thinkers who a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se ideas is beginning to be very strongly felt in the Western World.Legislation has nearly confessed its inability to keep pace with the activity of man in discovery，in invention，and in the manipulation of accumulated wealth; and the law even of the least advanced communities tends more and more to become a mere surfacestratum，having under it an everchanging assemblage of contractual rules with which it rarely interferes except to compel compliance with a few fundamental principles，or unless it be called in to punish the violation of good faith.134


Political economy as an extension of law was accompanied by an enormous advance in order and in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had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law.“The less of science claimed for law，the greater the element of justice dispensed in its administration.The more the law seeks formal objectivity the less justice it may be feared will be strained out.”135
 “Social things do not lend themselves to precision and whatever principles we get that are precise do not lend themselves to social things.”136
 “If the social sciences as sciences formulate themselves so analytically and autonomously as to rise above custom and gossip they cease to be social.If they remain social they will be so involved in the medley of life as no longer to be scientific in terms of the indicated precision.”137
 Bagehot wrote that“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lies in its middle principles.”138
 “No social science of any department is decisive in the sense of being in a position to dictate to us the necessary or the best lines of conduct.”139


The effects of nationalism shown in a concern for aggregates，estimates，and averages has accentuated a narrowing interest in mathematical abstractions and a neglect of the limitations of precision.Maurice Dobb has complained of the obsession with algebraic symbols and the neglect of the value of labour.European writers such as Pareto who did important work in mathematics round out their studies by treatises in sociology.Marshall has commended Bentham for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measurement.“When you have found a means of measurement you have a ground for controversy and so it is a means of progress，”140
 but there have been signs that it has become a basis of immodest finality.We are reminded of Pliny’s comment that magic embraced religion，mathematics，and medicine，the three arts that most rule the human mind.We would do well to remember the statement of Gibbon:“As soon as I understood the principles I relinquished forever the pursuit of mathematics，nor can I lament that I desisted before my mind was hardened by the habit of rigid demonstration，so destructive to the finer feelings of moral evidence.”Hallam wrote that“one danger of this rather favourit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to moral probabilities，as indeed it is of statistical tables（a remark of far wider extent）is，that，by considering mankind merely as units，it practically habituates the mind to a moral and social levelling，as inconsistent with a just estimate of man as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present age.”141


The neglect of law and of qualitative considerations has accentuated an interest in the price system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impact of advertising through the press on the social sciences has been overwhelming.The powertul influence of the logic of mathematics and the natural science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rigidity of law and increased the complexity of legislation and the power of bureau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The cumulative effects have been evident in the crowding of weaker students from mathematics and the natural sciences into the social sciences where their slight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 gives them an advantage.It is perhaps the cumulative bias of mathematics which has led Professor T.V.Smith to remark that whereas growth is continuous，social science seems almost to shift base from time to time rather than to grow from more to more upon the same trunk.142


Perhaps the most serious results of these tendencies are shown in the lack of interest among social scientists in other civilizations than those of the west，in the neglect of philosophical problems，and in the obsession with scholastic problems of reconciling dynamic and static theories.The Chinese concept of time，for example，as plural and characterized by a succession of times，which reflects their social organization with its interest in hierarchy and relative stability，as well as their concept of space，has been adapted through collective collaboration and experience to social life.The Western concept of time with its linear character，reinforced by the use of the decimal system，has in contrast a capacity for infinite extension to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and a limited capacity for adaptation.143
 Our study of the press has suggested that insistence on time as a uniform and quantitative continuum has obscured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and its disparate and discontinuous character. Advertisers build up monopolies of time to an important extent through the use of news.They are able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 communication and to place information before large numbers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moment.Marked changes in the speed of communication have farreaching effects on monopolies over time because of their impact on the most sensitive elements of the economic system.It is suggested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overestim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communication or the position of monopolies built up by those who systematically take advantage of it.The disequilibrium created by the character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communication strikes at the heart of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business disturbance.One might dilate on the implications of varying rates of development for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on the effects of rapid extensions of 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on instability and the savagery of war，as Liddell Hart has done in comparing the savagery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and that of the present century.Freedom of the press as guaranteed by the Bill of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come the great bulwark of monopolies of time.The resul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hang heavily over the world’s destiny.It should be clear that improvements in communication tend to divide mankind，and perhaps I may be excused for ending this lecture without encroaching on copyright by using the words of a title of one of Aldous Huxley’s novels，Time Must Have a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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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Five Great Britain，the United States，and Canada

Canadians have reason to remember industrial cities in the Midlands for their protests against the imposition of a protective tariff in Canada in 1858 and later dates，following the introduction of free trade in England in the forties.Free trade was accompanied by factory legislation at home and by protective tariffs in the colonies.Thorold Rogers wrote that“a protective tariff is 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an act of war，”1
 and its introduction in Canada undoubtedly appeared to Nottingham and other cities，as an act of war on the part of the colonies against the mother country.The complaints led Canadians such as A.T. Galt to present arguments showing that the protective tariff was not an act of war but was adapted to the demands of a new country and that it was a fiscal device by which improvements in navig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could be financed，and the cost of moving industrial goods from Great Britain to new markets，and raw materials to Great Britain，could be lowered. British investors were thus insured of a return on capital loans. According to Galt，“The fiscal policy of Canada has invariably been governed by considerations of the amount of revenue required.” Moreover，he insisted，“Self government would be utterly annihilated if the views of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were to be preferred to those of the people of Canada.”But the arguments probably made little impression on England.Robert Lowe is stated to have said to Lord Dufferin following his appointment as Governor General of Canada in 1872，“Now you ought to make it your business to get rid of the Dominion.”2


Ⅰ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Canada，the St.Lawrence River has served as an outlet from the heart of the continent for staple products and as an entrance for manufactured products from Europe.Consistently，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have directed its improvement by the construction of canals and the building of railways.The constitution of Canada，as it appears on the statute book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has been designed to secure capital for the improvement of navigation and transportation.Railways have been extended from the St.Lawrence to the Atlantic and to the Pacific，and canals have been deepened as a means of increasing the commercial importance of the river.Reliance on the tariff in the Galt tradition has become a crude instrument in the use of which there has been some waste，particularly in duplication of railways，and constant friction over the adjustment of the burden，evident in controversies about freight rates and subsidies to provinces.

To an important extent the emphasis has been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 eastwest system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exports of wheat and other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Great Britain and Europe.However，sinc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the United States has had an increasing influence on this structure.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nama Canal，through the energetic efforts of Theodore Roosevelt，has been follow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Vancouver as a port competitive with Montreal and by a weaken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Lawrence.3
 The exhaustion of important industrial raw materi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followed by the growth of the mineral industry an of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in Canada.The Precambrian Shield，which has been a handicap to a system built up in relation to Europe，has become a great advantage as a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ydroelectric power and for the growth of a pulp and paper and of a mineral industry in rel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imperialism has replaced and exploited British imperialism.It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 complexity of tariffs and exchange controls and a restriction of markets，with the result that Canada has been compelled to concentrate on exports with the most favourable outlets.Newsprint production in Canada is encouraged，with the result that advertising and in turn industry are stimul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and it becomes more difficult for Canada to compete in industries other than those in which she has a distinct advantage.Increased supplies of newsprint accentuate an emphasis on sensational news.As it has been succinctly put，world peace would be bad for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Ⅱ

The dangers to Canada have been increased by the disturbances to the Canadian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which have followed the rise of new industries developed in special relation to the American market，and to imperial markets notably for the products of American branch plants.The difficulties have been evident in the central provinces，Ontario and Quebec，and in provinces which continue to be largely concerned with the British market.A division has emerged between the attitude of provinces which have been particularly fortunate in the possess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which the American market is interested and that of provinces more largely dependent on European markets.This division has been capitalized on by the politicians of the respective provinces and by thos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American branch factories，exploiting nationalism and imperialism in Canada，were in part responsible for agitation in regions exploited by the central area and for regional controversies.

The strains imposed on a constitution specially designed for an economy built up in relation to Great Britain and Europe have been evident in the emergence of regionalism，particularly in western Canada where natural resources were returned to the provinces in 1931，and in regional parties such as Social Credit in Alberta and the C.C.F in Saskatchewan.In regions bearing the burden of heavy fixed charges and dependent on staples which fluctuate widely in yield and price，political activity became more intense.Relief was obtained by political pressure.A less kindly critic might say that currents of hot air flowed upwards from regions with sharp fluctuations in income.Regional parties have gained from the prestige which attaches to new developments.They have arisen in part to meet the demands of regional advertising，which in turn accentuates regionalism.They have also enjoyed the prestige which attaches to ideas imported from Great Britain，notably in the case of Social Credit and of socialism.The achievement of Canadian autonomy has，then，been accompanied by outbursts of regional activity.Small groups have emerged to combine，disband，and recombine in relation to protests against the central provinces，notably in the matter of railway rates.Large parties have found it extremely difficult to maintain an effective footing and have tended to break up into provincial parties or into small backscratching，logrolling groups within the party.

Provincial regional parties have been in par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new techniques in communication.The radio station，the loud speaker，and the phonograph record enormously increase the power of the regional politician.The radio，for instance，proved a great advantage to skillful preachers in the political field in both Alberta and Saskatchewan.In Alberta，with its vast potential resources，the late William Aberhart，during the period of severe depression and drought，built up a large audience throughout the province using this medium.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redit in Saskatchewan is said to have varied directly with distance from Alberta，the strength of receiving sets，and the power of broadcasting stations.Its success warrants detailed consideration since it points to the elements responsible for the breakup of large political parties.As a teacher Aberhart had acquired an extensive vocabulary.Graduates from his school were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province and his influence persisted as a factor facilitaring effective appeal.His Bible Institute and appeals to the Bible and to religion were used with great effect. Bible texts and hymns and semibiblical language were designed to attack usury，interest，and debts.The conversations and pararbles of the founder of Christianity were repeated with great skill，notably in attack on the money changers.Audiences throughout the province were held together by correspondence.Large numbers wrote in and subscribed small amounts.Their names were read over the radio and comments were made on their letters.There were attacks on older types of communication such as the chain newspapers dominated by Eastern control.The Calgary Albertan was purchased as a means of carrying these attacks into the newspaper field itself.

In the East，Nova Scotia had regarded Confederation as a device for opening American markets，whereas the St.Lawrence region thought of it as a basis of protection against American goods.The Maritimes felt the full impact of capitalism in the destruction of wooden shipbuilding and in expensive transportation to central Canada.Their iron and steel and coal industries，developed to answer the demand for rails and the needs of industrial expansion in Canada，were among the first to feel the effect of a decline in the rate of that expansion.With strong political traditions，born of a maritime background，it might be expected that the Maritimes would be among the first to voice complaint against injustice.Newfoundland has entered Confederation with a great instrument for political intrigue in the federal system，namely admission without responsible government.4


The appeara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small parties in Canada suggests an obvious incapacity of a party or of two parties to represent effectively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diverging interests.Provincial boundaries have becom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in determining party growth：to mention Social Credit in Alberta，C.C.F in Saskatchewan，coalitions in British Columbia and Manitoba，Liberals in the Maritime Provinces，Mr Frost in Ontario，and Mr.Duplessis in Quebec.The consequent complexity suggests a new type of politics or the disappearance of an old type of politics.

The effects of this complexity have been evident in the federal field.At one time government was said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longevity of the Walpole administration.The length of life of one administration became an argument for the greater length of life of another.As evidence of the futility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in Canada，there were Liberals who deplored the activities of the federal administration in no uncertain terms but always concluded with what was to them an unanswerable argument—“What is the alternative?”In one’s weaker moments the answer does appear conclusive，but what a comment on political life，that no one should vote against the administration for fear of worse evils to come! One forgets that it probably matters little how one votes so long as one vote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r for the party one expects to see defeated in order to secure a healthy minority.All this is in part a result of the exhaustion which accompanies a long term in office，particularly in a trying period，and in the demands of provincial politics.A distinguished federal civil servant once told me that no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in office more than five years.At the end of that time members have ceased to have new ideas or at least are not expected to have any ideas.The exhaustion becomes evident not only among members of the administration but also in the body politic generally.

A further evidence of political lethargy has appeared in an infinite capacity for selfcongratulation.Invariably we remark on the superiority of Canadian institutions，Canadian character，and Canadians generally，over Americans.This，of course，is our common North American heritage but in Canada it appears to lead to little more than a congenital tendency toward long arms with which we can slap our own backs.It is a commonplace，of course，that we are encouraged in this by our polite friend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Ⅲ

Our constitution has proved inadequate in the face of the demands made upon it.The Senate，that unique institution，has lent itself to political manipulation.As a guarantee of maritime rights the Maritime provinces were given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senators.They have supported the growth of a strong party organization.Politicians have before them as their reward for activity an appointment to the Senate for life.The active part of a politician’s life is guaranteed to the party by postponement of appointment.It may be that the Liberal Party will fear an eventual revival of political life and appoint senators who are younger in age so that in case of a political reverse the Senate will continue to be filled for a reasonable length of time with senators loyal to the cause.A careful medical check could be made of senatorial possibilities; the late W.L.Mackenzie King favoured only a general convention that an appointee must be under seventy and have fought an election.

The relation of the senate to party organization has been inadequately studied.The Senate not only provides a useful anchorage for the Liberal Party in the Maritimes but also a support to party organizations throughout Canada.A federal party organizer can be appointed to the Senate and the cost of secretarial expenses charged to services to the country.The procedure has disadvantages in that once senators are appointed they may lose interest in party work since they cannot easily be dislodged，but another senator can be appointed and may bring in new blood.A senatorship is also a reward for journalist5
 who have been active in the party’s interest and who will presumably continue active after their appointment.A senator stands as a guard over the party’s interest and is expected to be continually alert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arty’s position in the region from which he is appointed.The entrenched position of the party in the Senate contributes to inflexible government，makes political instruments less sensitive to economic demands，and possibly contributes to the rise of new provincial parties.

Parties are held together to an important extent by patronage and the judicious（not a pun）use of patronage.For the legal profession there remains control over appointment to the bench.Ample salaries，security，retiring arrangements，and prestige tend to make the judiciary a preferred alternative to the Senate.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to some extent the medical and other professions are handicapped by professional ethics which prohibit advertising，and the political field is admirably designed to offset this handicap.Lawyers presumably are expected to be concerned with law and it seems eminently fitting that lawyers should be selected by the party to run as members.The substantial advertising developed during the course of a campaign may be followed by the most coveted of all political positions，that of a defeated candidate.The lawyer will not be forgotten by the party when it becomes necessary for the government to select individuals to handle the enormous amount of its legal business.The position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and out of Parliament provides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patronage.Lawyers will do well，however，to support the party discreetly and strongly since a fanatical loyalty may weaken their prospects of appointment to the bench.

The lack of industrialism in French Canada has meant an emphasis on the church and the law.“Of all the roman provincials the French have been the ones who inherited most of that organizing capacity of the Romans.”“It was the French culture of the English ruling caste that made England’s power possible.”6
 British governors took over the French bureaucratic administration after the conquest of New France and installed members of the English aristocracy in the civil service.The struggle for responsible government was essentially a struggle for jobs for the native born，a struggle which still continues in Ottawa in the interest of positions for French Canadians in the civil service.To an important extent the history of Canada has been that of a struggle between French and English，and the struggle over patronage has been particularly intense in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Quebec.

The importance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to party strength necessitates discussion of the calibre of men attracted to it and of legal education，which is hampered in Canada by the broad division of common law and code law，and more seriously by divisions between the universitie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controlled by the profession，particularly the bench.It is difficult to build up great law schools such as are to be found in the United States，Great Britain，or even Australia.Great legal philosophers have been conspicuously absent.Appointments to important positions such as the deanship of a law faculty have been determined by political prejudices.Consequently the legal profession has lacked confidence and there has been reluctance to take final measures for abolishing appeals to the Privy Council.A strong supreme court is essential to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written constitutions，but this has proved to be difficult to obtain，partly because of the necessity of appealing to the Privy Council and partly also because of the handicaps imposed by 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 on systems of legal education through placing education under the provinces.

As a result of its lack of prestige political parties have been able to exploit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a fashion which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much discussion in legal literature.Legal patronage has been described as“injurious to the independence of both bench and bar.”Members of the Supreme Court have been selected to act on royal commissions on subjects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finds itself in an embarrassing position，such as the Hong Kong investigation，the Halifax investigation，and the Communist trials.This use of members of the Supreme Court has fortunately not always met with success，to cite only Mr.Drew’s attacks on the Hong Kong investigation，and the failures to secure conviction in the spy trials.Embarrassment to the rights of Canadian citizens has been obvious.A Canadian citizen whose rights may be imperilled by the report of a royal commission which includes members of the Supreme Court will not feel happy about the prospect of appearing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 in a possible appeal from lower courts.The citizen’s rights against police interference have been seriously weakened，The use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to whitewash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the government is only possible in a country in which the profession has suffered in prestige.The Supreme Court ought not to be in a position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can use it as a doormat on which to wipe its muddy feet.

The lowering of the prestige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has implied a heightening of the prestige of the academic profession，with unhappy results for both.The tradition begins perhaps with the late Prime Minister，W.L.Mackenzie King，who came into his position armed with that great academic weapon，a doctorate from Harvard.It would be tedious to trace the steps by which various parties have enlisted the prestige of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but we can note that members of it were employed on a large scale during the depression，conspicuously with the appointment of the late Norman Rogers as Minister of Labour，and that the trend reached a great climax in the report of the Sirois Royal Commission and in the great trek of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to the Ottawa salient during the war.Royal commissions have become a device for exploiting the finality characteristic of academic pronouncements as well as of legal statements.The Sirois Report with its length and the number of its appendices was calculated to bring to a focus all the light and leading of the legal and the academic professions in order to produce the great solution to the Canadian problem，and to guarantee the life of the Liberal administration in Ottawa for an indefinite period.It has been used with devastating effect to divide what are called the havenots and the haves among the provinces and to strengthen the Liberal Party in Englishspeaking regions The use of the class struggle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tics has been developed to a high point and we could possibly show the Russians a few details in the higher dialectics.The other parties have been paralysed by a situation in which large numbers of voters support Liberals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notably in Ontario and Quebec，and at the same time another party in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in order that the dominance of any one group may be checked and that a strong opposition may be maintained against the bureaucracy.

During the war period large numbers of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joined the civil service.Government became extremely complex and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thrives on complexity.Complexity was suited to patronage，particularly after the war.We may well be concerned with the change in the attitude toward government in Ottawa，since general appeals are made to it for the solution of every conceivable problem，reflecting a belief that governments are omnipotent.We are again thrown back 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that legislation itself has been used to an enormous extent to strengthen the position of the party and to extend the oneparty system in the federal administration.

Ⅳ

Heinrich Bruening，former Chancellor of Germany has described basic changes in government and their causes.

l think that the greatest hindrance to constructive political action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has been the influence on final decisions of experts，especially of experts obsessed with the belief that their own generation has gained a vantage point unprecedented in history.No quality is more important in a political leader than awareness of the accumulated wisdom and experience handed down not only in written documents but also by word of mouth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n practical diplomatic，administrative and legislative work....The more we work with mass statistics and large schemes the more we are in danger of neglecting the dignity and value of the human individual and losing sight of life as a whole.7


Increasing centralization and control by federal civil servants，which have accompanied political difficulties，explain the violation of British traditions of the civil service by which civil servants make pronouncements which are perhaps taken more seriously than those by members of the cabinet.During the war new civil servants，unaccustomed to these traditions，were apparently encouraged to abandon anonymity and to draw fire away from the government.Such pronounc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policy and reflect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conven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ly as centralization facilitates cooperation or collaboration with that country.

The emergence of the civil service to authoritarian control or，to use the German expression，development of Gruppenführen and Ubergruppenführen has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politics.The press is compelled to change its attitude in the news since the facts of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are inconceivably dull.Nor is the dullness alleviated by the unrelieved monotony of photographs.Complexity compels the press to emphasize nonsensical subjects or to retreat to issues of the utmost simplicity.The hypothesis may be suggested that the tendency has also made for mediocrity in political leadership.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leam whether calculated stupidity has become a great political asset，but a careful study of the political leaders of Canadian parties leaves little doubt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appearance and of the reality.Perhaps political talent is inadequate to the demands of a large number of parties.In any case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find greater political inepitude than exists in Canadian parties.I must ask to be excused from giving specific examples.Cabinet making becomes“a thoroughly unpleasant and discreditable business in which merit is disregarded，loyal service is without value，influen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and geography and religion are important secondary considerations.”Sir John A.Macdonald regarded the ideal cabinet as one over which he held incriminating documents such as might place each member in the penitentiary.Broderick referred to the“malicious credulity of Canadian party spirit and the extreme lengths to which party warfare is carried at the instigation of a most virulent and unscrupulous press.”8
 “Comprehensive representation...has deprived and will continue to deprive the Dominion of the possible maximum of efficiency in its growing bodies.”9
 The demands of the present centur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capacity.During World War Ⅱ the conscription issue destroyed the Liberal Party in Ontario since Mr.Hepburn，the leader of the provincial Liberals，was compelled to oppose Mr.King in the hope of securing Conservative votes.In Quebec the provincial Liloeral Party was destroyed by supporting conscription.Political parties have become bankrupt in regionalism.10


Provincial parties，or in the words of Professor C.B.Macpherson quasiparties，hampered in the federal field，have been compelled to undertake measures in their respective provinces which are unacceptable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Disallowance of provincial legislation has been a measure of the political necessity felt by the provinces to intensify friction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The difficulties of 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 have been met over a long period by appeals to the 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 has produced its own group of idolators and much has been done to interpret the views and sayings of the fathers of Confederation in a substantial body of patristic literature.But though interpretations of decisions of the Privy Council have been subjected to intensive study and complaints have been made about their inconsistency，inconsistencies have implied flexibility and have offset the dangers of rigidity characteristic of written constitutions.

Ⅴ

The change from British imperialism to American imperialism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friction and a vast realignment of the Canadian system.American imperialism lacked the skill and experience of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became the occasion for much bitternes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based on conditions described by Mahan，who quoted the advice of a member of Congress to a newly elected colleague，“to avoid service on a fancy committee like that of foreign affairs if he wished to retain his hold upon his constituents because they cared nothing about international questions.”In the Alaskan boundary dispute Canadians felt that they had been exploi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with results that were shown in the emphatic rejection of the reciprocity proposal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911.But the tide had turned to the point where even those gesture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operated to the advantage of American capital.Branch plants of American industries were built in Canada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CanadianEuropean system and British imperialism.11
 As part of her eastwest programme，Canada had built up a series of imperial preferential arrangements in which Great Britain had felt compelled to acquiesce and which proved enormously advantageous to American branch plants.Paradoxically，the stoutest defenders of the Canadian tariff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we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merican capital investors.Canadian nationalism was systematically encouraged and exploited by American capital.Canada moved from colony to nation to colony.

The impact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was eventually felt by Great Britain.It began with the spread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and continued notably in the campaign of R.D.Blumenfeld and Lord Beaverbrook in the Daily Express for British imperial preference.The campaign was supported with great vigour by the late Viscount Bennett when he became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and ended in a compromise，as British resistance was gradually mobilized and stiffened.

Particip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s has greatly increased the power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and given it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Western World.The shift of Canadian interest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is on Great Britain were brought out sharply in the work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Arthur Meighen，then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in persuading Great Britain to abandon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Canada has had no alternative but to serve as an instrument of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then of American imperialism.With British imperialism，she had the advantage of understanding a foreign policy which was consistent over long periods and of guidance in relation to that policy.As she has come increasing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sh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utonomous in relation to the British empire.Her recently acquired autonomy，marked conspicuously in the first instances by the signing of the Halibut Treaty，has left her with little time in which to develop a mature foreign policy，with the result that she has necessarily felt the effects of the vacillating and illinformed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Autonomy following the Statute of Westminster has been a device by which we can coopera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s we formerly did with Great Britain.Indeed the change has been most striking.We complained bitterly of Great Britain in the Minto affair，the Naval Bill，and the like，but no questions are asked as to the implications of joint defence schem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r as to the truth of rumours that Americans are establishing bases in northern Canada，carrying out naval operations in Canadian waters， arranging for joint establishment of weather stations，and contributing to research from funds allocated to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joint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The ease with which such cooperation is carried out is explained in part by the opposition to socialistic trends in Great Britain.Central and eastern， in contrast with western，Canada have had essentially counterrevolutionary traditions，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Empire Loyalists and by the church in French Canada，which escaped the influenc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 counterrevolutionary tradition is not sympathetic to socialistic tendencies and is favourable to the emphasis on private enterprise which characterizes the United States.Opposition to socialistic devices has been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ecause large sectors of Canadian economic life have come under government ownership，notably the HydroElectric Power Commission of Ontario and the Canadian National Railways.Indeed the largescale continental type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in private enterprise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in its emphasis on seniority rules and the general sterility of bureaucratic development.Large administrative bodies are compelled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morale as essential to efficiency.Mobility within the hierarchy can be achieved only with an enormous outlay of energy devoted to the appraisal of capacity.A large number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organizations assume constant attention to the capacities of indrviduals and are stoutly opposed to the restriction of choice involved in the expansion of largescale organization.Their concem with private enterprise is reinforced by the views of American branch plants and facilitates American domination.

The abolition of titles has perhaps reflected American influence.The remarks of E.L.Godkin，a native of the north of Ireland，“the most intellectual among American journalists，”have been to the point.

To a certain class of Canadians，who enjoy more frequent opportunities tha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other great colonies of renewing or fortifying their love of the competition of English social life，and of the marks of success in it，the court，as the fountain of honour，apart from all political significance，is an object of almost fierce interest.In England itself the signs of social distinction are not so much prized.This kind of Canadian is，in fact，apt to be rather more of an Englishman than the Englishman himself in all these things.He imitates and cultivates English usages with a passion which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restrictions of time or place.It is“the thing” too in Canadian society，as in the American colony in Paris，to be much disgusted by the “low Americans”who invade the Dominion in summer，and to feel that even the swells of New York and Boston could achieve much improvement in their manners by faithful observance of the doings in the Toronto and Ottawa drawing rooms.12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universe lower than the colonial snob who apes the English gentleman.”“These fellows are the veriest flunkies on earth；they are always spouting loyalty and scrambling for small titles and all the crumbs that fall to them from the tables of the aristocracy”(Goldwin Smith).The weakening of the position of these symbols，unfortunate as their effects may have been，has not been without implications for American influence.

American imperialism has been described as“latent and fundamentally political.”It has been made plausible and attractive in part by the insistence that it is not imperialistic.Imperialism which is not imperialistic has been particularly effective in Canada with its difficulty in dealing precisely and directly with foreign problems because of division between French and English.

A commercial society in a newspaper civilization i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type of news which makes for wider circulation of newspapers——“For God，for country and for circulation.”Advertising，particularly department store advertising，primarily demands circulation.Circulation becomes largely dependent on the instability of news and instability becomes dangerous.Effective journalists are those most sensitive to emotional instability.Lack of continuity in news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dependence on advertisements for the sale of goods.The influence of advertis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spread to Europe，notably to Germany，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Bertrand Russell has said with much truth that“the whole modern technique of government in all its worst aspects is derived from advertising.”13
 “The intellectual level of propaganda is that of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among the public.Appeal to reason and you appeal to about four per cent of the human race.”14
 “You cannot aim too low.The story you present cannot be too stupid.It is not only impossible to exaggerate—it in itself requires a trained publicist to form any idea of—the idiocy of the public.”15
 The radio has tended to dominate the news presented in the newspaper，selecting spot news and compelling the newspapers to write it up at greater length because of the feeling that people will wish to know more about the items even though they are not new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to a large extent determined by domestic politics.Publishers of newspapers were rewarded in the patronage system with appointments to ambassadorial posts.The secretarjr of state has generally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party politics.An attempt under the second Roosevelt to establish a bipartisan basis for foreign policy has given greater stability，but foreign issues are all too apt to be dominated by the immediate exigencies of party politics.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a consistent foreign policy becomes impossible and military domination of foreign policy inevitable.The limitat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re largely a result of its lack of tradition and continuity and its consequent emphasis on displays of military strength.

Partly because of the instability16
 of its political system，the United States has shown considerable partiality for generals as presidents throughout its history. The sword has been mightier than the pen，to cite only the defeat of Greeley by Grant. 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have been complaints of the pervasive influence of the armed forces，but no signs of abatement are in evidence. Conscription implies a strengthening of their influence. George Ticknor，an American writing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stated:“Nothing tends to make war more savage than this cruel，forced service，which the soldier who survives it yet claims at last as his great glory because he cannot afford to suffer so much and get no honour for it.It is a splendid sort of barbarism that is thus promoted，but it is barbarism after all; for it tends more and more to make the military character predominate over the civil.”17
 De Tocqueville described military glory as a scourge more formidable to republics than all other evils combined.An American has described Washington as becoming the centre for those impelled by the power rather than the profit motive.Bureaucracy assumes a hierarchy，and thus the problem of power.

Formerly it required time to influence public opinion in favour of war. We have now reached the position in which opinion is systematically aroused and kept near boiling point. Strong vested interests in disagreement overwhelm concern for agreement. With control by military men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a Constitution which places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it may become diifficult to check the swings of public opinion. American“candour，good temper，immediate and fearless experimentation，sense for fact，etc.，is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ir incapacity for discussions and ideas.”“Any fact in terests them and no idea except as it can be shown to be in direct relation to fact”(Lowes Dickins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described by John Gunther as“the greatest，craziest，most dangerous，least stable，most spectacular，least grown up and most powerful and magnificent nation ever known.”18
 Her attitude reminds one of the stories of the fanatic fear of mice shown by elephants.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A Survey of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Prospects of Europe described the trade problem in these words:“The European importsurplus problem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as the exportsurplus problem of 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alternatives facing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ose facing Europe with the signs reversed;sooner or later the United States must either increase its imports or decrease its exports or do both.But the danger exists that if adequate remedial measures are not taken to work out a tenable balance，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both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may become so adjusted to the disequilibrium as to create strong pressures tending to perpetuate it.”As suggested by the Economist there is a prospect of a“United States dollar shortage forever.”19
 Nor does Europe gain much comfort from the United States.Professor J.H.Williams，a judicious observer，writes:“Deepseated in the whole process has been the growing predomin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resting on the cumulative advantages of size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xpressing itself in the somuch discussed chronic dollar shortage...We must think of the objectives of the Marshall Plan in terms of reshaping the European economy and adjusting it to its changed world position，and of making the necessary adjustments in our own.We must also regard it as the beginning rather than the end of the adjustment process.”20


The tariff is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in American imperialism described in the words of Mr. Dooley as taking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and handing it to the black man. “The mind that thinks in terms of the protectionist symbol is equally at home in the imperialistic symbol.”21
 It is as much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to speak of protective tariffs as instruments of free enterprise as to speak of militarism or imperialism as instruments of free enterprise.”22
 Trade barriers and monopolies become deadly enemies of free enterprise capitalism.23
 Reductions in the American tariff which might widen an outlet for European goods and alleviate the problem have been proposed on a limited scale，but cliscussion of the tariff in general will not be raised even to the high level of the argument advanced by Mr.Dooley.“The tariff!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Th’foreigner pays th’ tax anyhow.He does，”said Mr.Dooley，“if he ain’t turned back at Castle Garden.”There is little prospect of cliscussion of the tariff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since European countries cannot expect to have much influence on this subject and，again in the words of Mr.Dooley，“Them that the tariff looks after will look after the tariff.”

European countries feel more directly exposed to American influence and to the threat that“the cumulative advantage of size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of the United States may enforce uniformity and standardization with disastrous implications for the artistic culture of Europe and for Western civilization.The effects have been evident in the emergence of developments which reflect a profound determination to maintain the supremacy of European culture against the threats of Americanization and communism.Crvilization can hardly survive a dumbbell arrangement with its energies drawn to two centres of power，nor an arrangement dominated by one or other power group.Yet it is exceedingly difficult for an AngloSaxon trained in a common law tradition to understand the point of view of a European trained in the Roman law tradition.

Canadians can scarcely understand the attitude of hostility of Europeans towards Americans because of the overwhelming influence upon them of American propaganda.24
 Americans are the best propagandists because they are the best advertisers.25
 Whatever hope of continued autonomy Canada may have in the future must depend on her success in withstanding American influence and in assi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third bloc 26
 designed to withstand the press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But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hat she is capable of these herculean efforts and much that she will continue to be regarded as an instru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tariff has long since been forgotten in Canada.We too have our mild imperialist ventures，as shown in our acquisition of Newfoundland.“War is selfdefence against reform.”27
 Neither a nation，nor a commonwealth，nor a crvilization can endure in which one half in slavery believes itself free because of a statement in the Bill of Rights，28
 and attempts to enslave the other half which is free.Freedom of the press under the Bill of Rights accentuated the printed tradition，destroyed freedom of speech，and broke the relations with the oral tradition of Europe.

We may dislike American influence，we may develop a Canadian underground movement，but we are compelled to yield to American policy.We may say that democracy has become something which Americans wish to impose upon us because they say that they hav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may dislike the assumption of Americans that they have found the one and only way of life—but they have American dollars.It may seem preposterous that North America should attempt to dictate to the cultural centres of Europe，France，Italy，Germany，and Great Britain how they should vote and what education means—but it has American dollars.Yet loans or even gifts are not a basis for friendship.The results are expressed in the remark:“I cannot understand why he is so bitterly opposed to me.I have never done anything for him.”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light apprecia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gratitude，as a keen sense of favours to come，exists.

In our time we have seen the overrunning of Czechoslovakia by Germany with the concurrence of the Allies and on a larger scale the overrunning of Europe in spite of their opposition.But culture and language have proved more powerful than force.In the AngloSaxon world we have a new mobilization of f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with new perils，and all the resources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including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will be necessary to resist it.In the crudest terms，military strategy dominated by public opinion would be disastrous.

The future of the West depends on the cultural tenacity of Europe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it will refuse to accept dictation from a foreign policy developed in relation to the demands of individuals in North America concerned with reelection.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a disgraceful illustration of the irresponsibility of a powerful nation which promises little for the future stability of the Western World.In the words of Professor Robert Peers，Canada must call in the Old World to redress the balance of the New，and hope that Great Britain will escape American imperialism as successfully as she herself has escaped British imp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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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hapter is a revision of the twentyfirst Cust Foundation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ry of Nottingham on May 21，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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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The following extract from a document presented to the Nova Scotia Royal Commission on Economic Enquiry in 1934 by the late William Rand illustrates the Canadian problem.Federal systems as sources of invective have been largely neglected.

We use the word Canada in its original and proper sense，comprising the provinces of Quebec and Ontario.It is a common error to regard these two provinces as Upper Canada，and the Maritimes as Lower Canada.That is incorrect.Ontario was Upper Canada，Quebec，Lower Canada.Nova Scotia was never Canada.

At this point we call attention to the lamentable fact that Canadian history as it is written，has suppressed altogether the ulterior facts and motives of Confederation，and garbled these salient incidents which—had they been omitted altogether—would have exposed the historian to ridicule.The majority of these pseudohistorians have been merely the instruments of propaganda to hold back the everrising tide of bitterness and resentment of the Maritimes against Canadian violence.The memories of Canadian assault upon the civil liberties of Nova Scotia in 1867 will not down.If the legalized pillaging of our province has constrained its citizens，in selfdefence，to drag from dishonoured graves the acts of their betrayers，let the odium rest with the offenders.

In 1867 Canada was a crown colony.Nova Scotia was a crown colony.Surrounded by the sea，nurtured in the traditions of the sea，Nova Scotia became a great maritime power.Her ships were to be found in every port of the world，and they brought back to our people the necessities of life，industry，and commerce，which has made them the richest per head of population of any British colony on this side of the Atlantic.In the colony of Canada，civic strife and hatreds had been assiduously sown.The people were divided in race，language，tradition，and religion.In their Parliament of the two provinces representation was about equal.Every proposal advanced by one province was looked upon by the other as concealing some sinister motive.Suspicion was the watchword of both.The child took it in at the breast，the adult imbibed it and digested it in his home.Legislation at last became a stalemate.The credit of the colony wasgone，both at home and abroad.They were povertystricken.Disorder flamed out and Britain became alarmed lest they became involved over the border.

Down by the sea，three maritime provinces，Nova Scotia，New Brunswick，and Prince Edward Island，had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industries of a maritime people，and had grown wealthy.Nova Scotia had outstripped them all.There were no divisions.They lived in harmony and goodwill.It was upon these provinces，and Nova Scotia in particular，that Canada now cast envious eyes.Their plight was desperate.Far outnumbering us in population，if we could be enticed into a confederacy，their domination would be complete，and our revenues and sources of wealth would be at their command.

It is difficult to conceive of your Commission being uninformed of what followed.It is a history of legislative violence inflicted upon a loyal province，a black and evil page in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n this continent，in which Nova Scotia was handed over—not to an imperial power to be ruled，not by statesmen and a wise and just sovereign，but to another crown colony，bankrupt alike in morals as in money，and unable to rule themselves.No safeguards，no limitations，were permitted in the wretched betrayal.Spoliation and legalized pillage might stalk in the open，there was no redress.There is none today.The Act is without parallel in British history.The“breeds”of the Yukon，the plainsmen of the West，the bushmen of Ontario，the Habitant of Quebec，the bucket shops of Toronto，and the gilded gamblers of St.James St.may issue their edicts to a British people in an island province of the Atlantic，and proclaim to them that they are forbidden to trade in and out of their own harbours under penalty of a pirate’s ransom to satiate the inexorable maw of Canada.

Conceive the maritime affairs of Britain dictated by a junta domiciled in midEurope of Siberia，and we have Nova Scotia in the Canadian confederacy.Ministers of Marine and Fisheries from the back bush of Canada.Nova Scotia fishermen living within christening distance of the salt sea spray going hat in hand 1500 miles to the back of the continent to get permission to spread a fishing net at his own door.

Delegates from the three Maritimes were named to meet in London in August，1866.John A.Macdonald，who with Tupper and Tilley，were the prime movers in the conspiracy against the Maritimes，loitered behind till the delegates became incensed and threatened to return home.Upon that Macdonald wrote them:

It appears to us to be important that the Bill should not be finally settled until just before the meeting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The measure must be carried por saltum(a leap or a jump)and no echo of it must reverberate through the British province until it becomes law.

If the delegation had been complete in England，and they had prepared the measure in August last，i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to keep its provisions secret until next January.There will be few clauses in the measure that will not offend some interest or individual，and its publication would excite a new and fierce agitation on this side of the Atlantic.Even Canada which has been a unit on the subject of confederation，would be stirred to its depths，if any material alteration were made.The Act once passed and beyond remedy，the people would soon learn to be reconciled to it.

In a century and a half of British history，no more incriminating document has ever been written.No British colony has ever had its constitution so malignantly trampled under foot，or its civil liberties assailed and submerged.If the history of confederation had been written by Macaulay or by Motley，these characters would have been placed where they belong，in the category of political outlaws and ruffians.A century and a half ago，this crime committed in Britain would have sent the perpetrators to the elms of Tyburn or the block.The British Government is not without its share of the guilt.They have attempted apologetically to wash their hands，while at the same time saying to Canada—“Take ye the Maritimes and crucity them，but I find no fault in them.”

When it became known that 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 concocted behind closed doors in Downing Street，had been thrust upon Nova Scotia without her knowledge or consent，the anger of her people flamed out.The British flag was torn down and trampled upon.The papers were issued with black borders.The regimental commanders of the Nova Scotia militia—of whom my father was one—waited and prayed for word to come that revolt was afoot.The bayonets of the Halifax garrison were doubled up to intimidate the people.Under these sweet and benign influences Nova Scotia was ushered into a ramshackle confederacy，a confederacy with the same cohesion and unity as the foxes which Samson bound by the tails，each province snarling and pulling in its own direction.The whole 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whose first sentence is a lie—is but the bastard offspring of the rape of Nova Scotia and the Maritimes by Canada，aided and abetted by Britain.It is within the bounds of propriety and justice today，that Nova Scotia should say to Downing Street:“You got us into this hell，now get us out of it.”

Our province is degraded and humiliated by constant tramping of delegations to our taskmasters in Ottawa，begging abjectly for that which is our birthright，the birthright of an island province which God gave us，the right to an open and untrammelled sea，to trade，to barter，where we will and can，to bring back to our shores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industry，and commerce， without molestation from an alien power in the back of the continent.

With our loss of population in Nova Scotia，has gone our representation.We are being reduced to the status of a disfranchised negro state of the Southern Union.There are many in Nova Scotia today who suggest that we refuse to send representatives to Ottawa and leave the thieves’ kitchen to its own.By so doing we would at least maintain something of our dignity.Taking this county of Kings which has been called the garden of the province，its population today is exactly where it stood 62 years ago.Its agriculture is decaying.Here are some of the reasons：Mowers which formerly cost $40 now cost $105.Hay rakes，formerly $25，now $50.Plows $10，now $21.Shares 35￠，now 90￠.Discharrows，$21，now $52.Waggons $85，now $200，and all farm equipment upon the same scale，while within the home the ordinary necessities and decencies of life are assailed with a relentless brutality by Canadian laws which make them impossible.The young man attempting to buy a farm must advance in equipment as much as the cost of the farm.And our people have to listen to the insulting and blatant insolence of the Canadian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telling us how mass production cheapens the cost of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and industry.

A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anadian Senate after Confederation，a Senator from Ontario rose and said，“Nova Scotia has valuable fisheries; we can sell them to the Americans for the use of their railways to the sea.”That has been the keynote of Canadian legislation for 60 years.More recently，the Canadian Senate，incapable of a sense of humour or the fitness of things，proposed to take the islands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into the Canadian confederacy，prompted by altruism，as was stated，to help Britain bear the white man’s burden.Imagine these hardheaded business men of the southern islands—most of them Englishmen，or sons of Englishmen—the white man’s burden，going hat in hand half way to the north pole with their pounds，shillings and pence，like Israelites bearing tribute to Pharaoh，to help blow holes in the shores of Hudson Bay or build free canals for Ontario.

Of all the arrogant edicts issued by Canada against Nova Scotia citizens，that which forbids them buying or bringing home a used car from any American port，smacks the most of the air of the Boston tea party.It was exactly this type of tyrannical edict which drove the American colonies to rebellion.These cars can be bought at half the price of the Canadian，and brought here in our own bottoms at onefifth the freight from Canada.These edicts are issued at the command of Canadian manufacturing juntas，who hold the government in the hollow of their hand while the Government of our province without spirit enough to defend the people，submitted in abject silence.It is an act of Canadian blockage of our province，pure and simple.It is to no purpose to narrate the putrid story of confederation further.

The Canadian press is the reflex of the Canadian mind.Here are some of the titles by which we are designated：Nova Scotia’s Dream Children，The Poor Relations of the Dominion，Another Ireland at our Door.Crucified upon the cross of Canadian ignorance and greed，they have written above us the triple inscription，and the pitiful Canadian mentality calls it wit.Reduced from the richest per head to the poorest of the provinces of the Dominion，jeered by the beneficiaries of the plundering，whose hands drip with the spoils of the Maritimes，and that is Canadian humour.

There is a limit to a longsuffering people’s submission to tyranny.Nova Scotia’s dream children.Canadian propaganda tells us that as the blind must not dream of sunrise，Nova Scotia must not dream of liberty.To pluck the wild flowers of hope in our hands to warm our hearts，is not for a conquered province，that is the prerogative of a Canadian plutocracy only，for a horde of gamblers whose pawns and stakes are the sweat and blood of the Maritimes，with letters of marque forged in Canada to prey upon the people who live，and go down to the sea in ships.Where in all history did the domination of a maritime people by an inland horde，breed other than strife?

So is it in Nova Scotia today.So will it be.If the blind，stupid，and insatiable greed of Canada，still attempts to inflict upon our people，laws framed with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moron and the instincts of the criminal，we shall defy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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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司马兰和姜颖昳两位女士希望我翻译伊尼斯的名著《变化中的时间观念》，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原因是：（1）伊尼斯经久不衰的学术地位；（2）距翻译出版他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已有10年之久，渴望有机会重新学习他的传播理论；（3）《变化中的时间观念》是前两部书的深化，且文字相对简明，有助于读者阅读前两部书，有助于他思想的普及。

最重要的是，她们两人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时给予我超常的信赖和重托，让我参与主持“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那是我学术译作首次爆发性问世的园地，我至今心存感激。如今，两位女将转战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又给我继续从事大师经典译事的机会，怎能不由衷感谢呢。

伊尼斯的传播学经典，全都是在他病入膏肓的最后几年“亡命”“赶制”的。和中国清代的朴学相比，他“酷爱”考据尤甚；文字不嫌其简，注释不厌其详。其突出特征及可能的解释是：（1）严谨学风使然;（2）恨不得在每一句话里压缩进最大限度的信息;（3）与死亡赛跑，以最精炼的篇幅端出他的“偏向论”和“帝国论”，没有时间用“大部头”展开细细阐述；（4）超常密集甚至长篇的注释，以便在正文之外尽可能给读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信息。

本书正文5章仅10万字，作者注释多达近400条，共4万余字，不少注释长达数百字，俨然是篇篇小文。伊尼斯对考据的“酷爱”由此可见一斑。

凯利的权威序言长达1万余字，是为罕见，目的只有一个：阐明伊尼斯的历史定位和不朽价值。

为了适当稀释伊尼斯那浓厚得令人难以消化的文字和思想，译者加上了200余条注释，约2万字。

为了弘扬伊尼斯的传播思想、媒介思想和批判锋芒，译者撰写了1万余字的序。

原书编辑相当粗糙，只有5章标题，没有任何小标题，各章之下的小节标题是译者所加。这是一项严肃而艰苦的工作，旬月苦思，反复推敲，以确保准确传达各节的主题和作者的思想。我相信，这些小标题能画龙点睛，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和思考。

之所以对中译本的编排做了诸多努力，那是因为我对伊尼斯爱得很深，希望给他令人生畏的文风加上一些亲近读者的色彩。

何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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